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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卓新平
 
[1]



宗教心理学在整个宗教学研究领域中是最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的学科之一。其特点在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跨越性。其一，宗教心理学是宗教学中最为典型的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它需要致力于打通心理学与宗教学之界限的跨学科专家人才进行长期不懈的研究。其二，宗教心理学跨越了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之界，既有系统理论，又以实践见长；既有社会调研，又有仪器操作，将社会与专业实验室密切结合，立意于实践出真知，实践显证据，以图表、数据来真实勾勒出人的心理现象。其三，宗教心理学跨越了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之界，以其深蕴之探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展示出人的内在与外在之张力、灵与肉之纠结、表象与实质之矛盾，并试图使之化解，将之理顺，因而成为一门极为神奇、深奥、隐秘、复杂的学科；其跨越和沟通亦是一种自我超越、解脱和升华，具有不可取代的宗教学专业性质。窥测人心、灵性之术亦是一门大学问、一种大智慧。当然，人们也会发问，具有宗教信仰、灵性情怀之人，能否真正被心理学家看透、说清？由此而言，宗教心理学又是一门非常神秘、充满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学科。

宗教心理学触及人的深蕴心理和灵性情感，是宗教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宗教发展亦显露出许多宗教心理问题，亟待我们认真研究，这也使宗教心理学之探在社会及学术需求中脱颖而出。近年来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包括各大宗教的心理问题之探，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新兴宗教等，对禅与道、生与死都有宗教心理学的展示及说明，还涉及宗教心理、灵性意识在老中青、妇幼弱病残等人群中的表现。宗教界在抗灾、治病等救助活动中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安慰行为，也属宗教心理学探究的范围。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国内和境外的相关案例，探索社会、团体、家庭、个人等所遇到的宗教心理问题，描述宗教心理的各种外露的表象与内在结构，并将相关文史资料的整理、科学实验的研究有机结合，形成对比，由此而建立且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心理学学科体系。

鉴于对宗教心理学的独特关注，以及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开展了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也加强了国内外的学术合作，从而亦促进了中国宗教学领域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和结合，使近年来该学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心理学既与宗教界的教牧心理学、牧灵培训、灵修学、宗教神秘主义等探究有必然关系，也与当代学术界所开展的科学实验探索和社会人文关怀自然相连，这就涉及许多新的领域，亦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系统研讨和有机协调。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各位学者在以后能够创新思维，关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学术特色，不断涌现更好更多的学术成果，以此共同推动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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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展望

意识经验与宗教

陈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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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心理学家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个体的宗教经验。当克拉克学派对宗教经验特别是皈依经验进行生理学的考查时，美国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却从意识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的经验。詹姆士和普拉特都认为，对不同传统中的广泛的宗教现象，宗教心理学应该做一种系统描述的、根本不带个人倾向的学术研究。他们的著作就是这样的杰作。


关键词：
 意识经验 宗教 詹姆士 普拉特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宗教，心理学家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个体的宗教经验。当克拉克学派对宗教经验特别是皈依经验进行生理学的考查时，美国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却从意识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的经验。他们抵制当时流行的将所谓的科学方法用来阐释宗教现象，但真实地发生在信仰者的意识中的宗教经验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呢？我们的意识经验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呢？詹姆士首先做出了回答，他的后继者和学生普拉特虽然同意老师的很多观点，但也有自己的许多不同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发生在我们意识或心理中的宗教经验是真实而丰富的，它的价值因为它对我们个人和社会的明显的正面效果而得到证明。

一 詹姆士：论异常宗教经验

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与独创性，在政治学、伦理学及宗教学等领域都有充满智慧的著作和影响。一般认为他在1907年发表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一书开启了美国哲学史上的实用主义运动，至今实用主义一直支配着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而在心理学方面，他在欧洲心理学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在宗教心理学领域，他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已成为不朽的经典。他的仍在持续增长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国度。我们在这里集中探讨的是他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

詹姆士于1842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富人家庭，排行老大，下面有三弟一妹。他的祖父是1789年的爱尔兰移民，生意上很成功，是一位虔诚的加尔文长老会的信徒。父亲亨利·詹姆士（Herry James）既没有继承祖父的信仰传统，对金钱也不感兴趣，这令祖父大为失望。亨利曾按祖父意愿想在法律、簿记或神学领域找一个职位，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却成了一个职业的学者，专注于上帝观念的研究。亨利虽不常去教堂，但他有一种深沉的宗教感和内省精神，并且因为他的腿残而变得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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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亨利在三十几岁时曾有一段精神上“怀疑、焦虑、绝望”的经历，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才缓过来——是神秘主义者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著作拯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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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喜欢旅游，且对孩子的教育有一种独特的观念和方法。小时候的威廉和弟妹们随着父亲周游欧洲、北美，并按父亲的要求不停地换学校和老师，虽然漂泊不定，但却大开眼界。老亨利对西方文化和公众事物的宽广学识无疑影响了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哥哥威廉·詹姆士后来成了伟大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而弟弟亨利（与父同名）成了美国有名的小说家。

詹姆士小时候体弱多病，感情上严重依赖父亲。其传记作者认为，这对詹姆士影响很大。他虽然在观点和宗教信仰上与父亲不同，但父亲的影响延迟了他的童年期并决定了他对职业方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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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士对艺术和科学同样有兴趣，并表现出这两方面的天赋。他在18岁时曾决定要当一个画家。可很快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年（1861年）秋天他进入哈佛大学，选择的专业是化学和解剖学，后来又改到医学院学医。据说他改变主意是受到了父亲的反对或影响。笔者倒是认为，在19世纪后期，科学正处于上升阶段，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成为科学中的显学，为考虑职业前途，詹姆士如此选择是顺理成章的。

詹姆士在学习期间，曾随老师艾嘉西（Louis Agassiz）去巴西和亚马孙河（The Amazon）探险，收集生物标本，从而中断学业。为了医治眼疾，他随后到了德国，并在那里听了柏林大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相关课程，而且得到赫姆霍尔兹（H.L.F.von Helmholtz）的指导。虽然眼疾没能治好，但在欧洲的18个月却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其间他广泛地阅读了德国有关神经系统的以及心理学和哲学的著作，至1868年11月他才返美。不过，他的病痛使他苦不堪言，据说留德期间曾想到自杀。詹姆士于1869年6月才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忧郁症并有心因性偏头痛及其他病痛，他只好在家养病，直到1870年才病愈。正是在养病期间，他一方面绝望地与深沉的忧郁和无助做斗争，一方面大量阅读生理学、神经病学、心理学和哲学的著作。需要放松时就阅读德语、法语和英语的文学作品。使人感到神秘的是，在这段时期，他和父亲一样经历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忧郁、苦闷和绝望，而同样他们又都从阅读相关文献中获得了解脱。

詹姆士在1872年被聘为哈佛大学生理学讲师，他从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入手，主要探究精神（spirit）方面的问题。1876年他升任生理学助理教授。1878年和身为教师的吉本斯（Alice Gibbens）小姐结婚。1880年他转为哲学助理教授，1885年晋升为哲学教授，1889年改为心理学教授，到了1897年再度改为哲学教授，直到1910年8月逝世。

詹姆士的第一部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发表于1890年，这部费时12年的巨著奠定了他在心理学界的地位，成为不朽的名著。1892年这本书的缩减本曾被用作心理学专业的教科书。他在1894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随后受邀到处演讲，不少论文集和专著相继问世。例如，1893～1903年，有关宗教和心理学的著作有《相信的意志及其他有关通俗哲学的论文》（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1897）、《人之不朽》（Human Immortality
 ，1898）、《与教师谈心理学和与学生谈人生的理想》（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and to Students on Some of Life’s Ideals
 ，1899）、《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在这之后，他的著作转入哲学领域，例如，《实用主义：旧思想的新名词》（Pragamatism：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1906）、《激进的经验主义论文集》（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1912）。逝世后别人辑录的著作有《多元的宇宙》（The Pluralistic Universe
 ，1907）、《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
 ，1909）、《有关哲学的几个问题》（Some Problems in Philosophy
 ，1911）、《实用主义》（Pragmatism
 ，19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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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詹姆士个人的信仰而言，他是一个自由的新教徒。小时受到父亲的影响，詹姆士及其弟妹们虽然可以自由地去教堂，可并未与某个教会组织有任何联系。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詹姆士也会照例参加学校的教堂礼拜，但除此之外，他自称不能参加其他的表达虔诚的活动，比如祈祷。他在给柳芭的信中说，他觉得那是愚蠢的和做作的。但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他又写到，祈祷“正是宗教的灵魂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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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尔夫认为，在詹姆士的著作中，有一种长久的、渗透的宗教关怀。即使宗教不是他生活的最大兴趣，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主要专注的领域之一。他的宗教冲动是通过奇特的途径表达的，是在通过对大量的别人的宗教经验和见证表示同情和认可中体验的，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神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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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信的意志

詹姆士和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两大创始人。这种哲学把经验论和来自欧陆的哲学与美国人特殊的科学和宗教观相结合，且在美国长盛不衰。皮尔士认为，为了达到科学的目标，实用主义要求用与具体行为联系的、可以在活动中得到检验的词语来“翻译”形而上学抽象的术语，同时要求做到逻辑精确和定义完整。他是要在科学活动与人类特定目的之间找到必然的联系，认为二者有种逻辑的关联。而詹姆士则不同，他强调的是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心理联系。詹姆士的哲学和心理学包括两部分：彻底的经验主义态度以及实用主义的方法和真理观。而联结二者的是他的特别的“经验”观。他认为构成人的心理现象的因素，除了感性、理性外，还应包括“情感”（sentiment），而且后者有更根本的心理作用。他认为，人们不能只关注于客观性和人的理性，主观性和人的心理也同样重要。对詹姆士而言，科学只代表着人类利益的一个方面，它只是通往真理的一种途径：科学永远也不能昭示全部的真理。另一条可能通往真理的途径就是宗教。

对于宗教，詹姆士感兴趣的只是“每日存在”的宗教问题，是个人心中的上帝。他对抽象的上帝及其证验以及教会机构程式化的上帝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看来，上帝与生活、与命运是紧密联系的。所谓真理是活的真理，是有生命力的，是需要付诸实践的，真理是经历考验而存留的真理。如果因相信上帝而被赋予生命，上帝的观念就具有了真理的特性。当时的实证主义宣称，宗教已被科学所取代，而詹姆士对此深表怀疑。詹姆士直接讨论宗教的著作有两部——《相信的意志》和《宗教经验之种种》。我们先讨论前者。

《相信的意志》最初是一个演讲稿，1896年6月正式发表于《新世界》杂志。詹姆士在其中主要讨论了意志、情感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科学、宗教与真理的关系。他说，最主要的，他是要“为信仰作辩护”，因为宗教正遇到科学实证主义的挑战。他认为，“即使在我们纯粹的逻辑知识不能说服的情况下，对宗教的事情我们也有权利采取一种相信的态度”
 
[8]

 。詹姆士说，如果我们把可能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称为“假设”，那么“假设”只有在心智中是可能的，它才能变成“真的”。而“假设”之真假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个别的思想者，取决于思想者去实践和行动的愿望。所以假设的“真在性”是与我们行动（act）的意愿（willingness）成正比的，而且，最大限度的“真在性”意味着不可逆转、不可消除的去行动的意志。而这种“不可消除的去行动的意愿”，就是詹姆士所说的“信念”（belief）
 
[9]

 。所以，在詹姆士看来，信仰并不是由理智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难以言表的各种倾向，我们的激情、情欲和意志共同起作用。因而，我们常会相信一些我们根本不知其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的事物。

詹姆士热情地肯定情感选择的自由和信仰的权利。他认为，人们对真理的信念，是“对欲望的一种热切的肯定”。我们相信真理是因为我们热切地期望它，对于我们认为无益处的事物，我们则积极地加以拒绝。“热情的倾向与意志”先于我们的信念。
 
[10]

 情感以及非理性的因素因此在人类信仰的起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按詹姆士的观点，相信一个事业是事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相信某一事实也造成另一事实。詹姆士说，将信仰排除于通往真理的路径之外是非理性的，因为信仰也有创造的功能。因此，詹姆士得出一个广泛的结论：“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仰，我们完全无法生活或思考”
 
[11]

 。

詹姆士进一步论证说，虽然宗教主张由于我们的信与不信的态度，我们可能会大得或大失，但人无法规避对其做出决定。怀疑主义、不可知论者推脱搪塞，认为要获得所有的真理才能做出决定，其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是一个带有某种危险的决定：冒险丧失真理要胜于可能陷于错误。詹姆士因此主张，不要阻止我们的心性、我们的本能与我们的勇气，错误地只是一味地等待，似乎宗教就是谬误。经验主义的詹姆士确信，最终绝对的客观的证据永不会帝王般辉煌地出现。我们可以等待，如果我们希冀和愿意的话；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行动起来，将生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2.宗教是通向真理的路径

詹姆士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实在（reality）可以把握，因此，人的智力无法作为最终的知者或宇宙的仲裁者发挥作用。詹姆士说：“未经推理与直接、即刻的确信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而经过推论的论据不过是肤浅的表象。”他认为，人的心灵中有一个无言的区域（潜意识），是我们与事物的本质交流的最深层的器官。面对智力无法充分地靠自己做出决定时，我们就有权利自愿地相信我们最深切、最宽广、最热情的自我所意欲相信的。詹姆士相信，实在并非是一成不变和永恒的，而总是处于被确定的过程中；情感（passional）与信念（意愿）共同决定实在。

在把握实在的过程中，詹姆士认为，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历史等都能发挥作用。詹姆士不否定科学或哲学，但他反对那种自认为包含所有实在的科学或哲学。他说，任何科学或哲学都无权宣告道德和宗教缺乏合法性。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权消灭其他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有权认为唯有自己拥有获得真理的原则。

詹姆士强烈地批判他所称谓的“独一科学主义”宗教。某些实证主义者声称，所有的神都被废黜了，唯有一个神，即“科学真理”留了下来。詹姆士幽默地说，在“科学真理”的上帝脚前崇拜的科学哲学家们忘记了，他们以客观分析的名义对主观性的谴责只不过是表达了他们主观的倾向。其实，科学决非冷漠的、纯粹的对实在的客观观察。如同任何“人的事物”一样，科学以渴望为基础，渴望满足某些主观兴趣和要求。科学是具有选择性的，它从完整的世界秩序中选择某些它认为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关系，加以探索，同时忽略了其他的关系。詹姆士认为，所选择的关系，尽管足够真实，也是“服务于我们的意图的”，服务于科学的解释与预测的目的的。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的关系，按照詹姆士的观点，同样真实，同样具有实在意义，同样值得我们的关注。

詹姆士认为，科学无权排除宗教需要，无权禁止宗教信仰，因为科学“只能说哪些是，不能说哪些不是”（can only say what is，not what is not）
 
[12]

 。科学植根于理性，宗教则植根于神秘经验。他相信科学与宗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提供了通往真实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宇宙的途径
 
[13]

 。持有宗教信仰的个体在生活的某一阶段经历个人的危机，并在这个危机中，他们“看到了真理”是可能的
 
[14]

 。这种经验给人带来了某种确定性并有着强有力的效果。它们同感觉经验同样具有说服力，并且总的说来要比逻辑论证更具说服力
 
[15]

 。詹姆士认为，宗教也是一种把握宇宙真理的方式。人的心智有权发生兴趣和有所欲求，去偏爱和选择科学的真理，或者是宗教的真理。

3.宗教经验的多种形式

詹姆士于1901～1902年在爱丁堡大学就“自然的宗教”一题做了吉福德演讲（Gifford Lectures），共有20讲，讲稿汇集出版，就是《宗教经验之种种》。这部书引用大量宗教人物的异常甚至极端的宗教经验和见证，主要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讨论宗教的特点、作用和价值，但其内容和思想异常丰富，几乎涉及宗教的各个方面。下面分五点加以介绍。

（1）宗教的个人特质和普遍本质。

詹姆士认为，在决定人的行为的活动中，宗教始终有着决定性的位置。因此，心理学家不能对宗教这一现象弃之不理，而是要认真研究。詹姆士反对“医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宗教是“各种腺体的颠倒的行为”；也反对简单的还原论的观点，按那种观点，圣保罗只不过是一个癫痫病患者，圣特蕾萨修女只是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圣法兰西斯不过是遗传退化症患者。詹姆士要摒弃“病态起源的鬼怪”，他提出，判断宗教的标准不能是它的起源和早期阶段，而是要看它的纯粹的后果，尤其是在极为虔敬的信仰个体的生活中所看到的宗教的结果。詹姆士对宗教信仰源自于传统、模仿以及习惯等第二来源的“普通的宗教信徒”兴趣不大，他认为，宗教的更为进化和完美的形式表现在宗教天才身上。因为对他们而言，宗教是一种“剧烈的热情”，而不是灰暗的习惯，是这些天才为广为传播的和更加习惯性的宗教确立了模式。在詹姆士看来，宗教经验越是异常、神秘，就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越能表达宗教的实质。至于生理或心理上的病态并不能否定经验的真实性和正当性。

詹姆士认为，“宗教意味着情感、行为，以及个体在其孤寂中的经验，以及他们在与任何他们视为神圣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中对自己的理解”
 
[16]

 。宗教是高度个人和个体的，有着多种多样的特性。宗教经验也是多种多样的，认为在宗教经验里面有一种独一的、有特色的、基本的情感是没有根据的；宗教的中心是个体的“内在倾向”，因而是各不相同的。为了判断宗教的价值，詹姆士将宗教划分为“个体的对个人起作用的宗教”与作为“机构的、社团的，或部落产物的宗教”
 
[17]

 。他指出，“宗教”一词可以是指个人宗教或教会的机构，许多人只从“机构”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所以当提到“宗教”时，常常联想到某一特定的教会或它的联合体，同时也立即想起伪善、迷信、卑鄙和暴政，这是误解。他认为，个人经验性的宗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对神圣的经验才是首要的，而有组织的宗教是次要的。

宗教也有一种普遍的本质，詹姆士说，那就是对“未见的秩序”的信仰。我们最高的善存在于与这个秩序取得和谐
 
[18]

 。已见的世界，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基于对未见秩序的依靠。在詹姆士的时代，心理学认定对现实的具有创建的、新颖的认识只能通过五官来获得。但詹姆士却发现，在人类的意识中有一种对未见维度——对客观临在的感觉，对存在于“那儿”的、比由感觉经验所提供的对实在的经验更深层更普遍的知觉
 
[19]

 。他认为，与未见实在的接触，即宗教，对个体的生活有巨大影响。詹姆士认为，我们对宇宙的依赖是绝对的。人类没有选择，唯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牺牲和交托。但宗教所带来的并非悲哀和退缩，而是幸福。宗教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只有它自己能够发挥这个作用。如果我们不理睬神学的断言，并视宗教为纯粹个人和主观的经验，就会发现宗教在整个历史中发挥了卓越的影响并有着持久的力量。

（2）健康心理的宗教与病态灵魂的宗教。

詹姆士认为，宗教经验可分为两种：心理健康的人的经验与灵魂带病态的人的经验，并将两种经验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健康心理”的人有一种视所有的事物都是好的倾向。当这样的个体处于高度宗教兴奋状态时，是体验不到邪恶的；善与恶之间的一般区别似乎在这些生命中被吞没。竭力缩小邪恶的“健康心理的宗教”的对立面是“病态灵魂的宗教”，它竭力扩大邪恶的力量，把生活中的邪恶的方面看成中心本质。对病态的心理而言，罪和邪恶是丰富的；负罪的情感、悲哀和无助以及恐惧支配一切。健康心理的个体，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单层的事物”，只需降生一次。相反，病态的灵魂，若要获得平安，就需要重生。詹姆士认为，病态心理的个体，深知他或她的存在是矛盾的、不完善的，并感到放弃他或她自己自然本质的生活，从而加入到精神生活中来是必要的。

在健康心理的人看来，不健康的灵魂的病态心理方式是受到了疾病的侵害；而病态的心理则认为，心理的乐观主义是肤浅与盲目的。詹姆士认为，总的看来，病态心理更接近于人的经验。“恶”的事实或许是我们通往某些现实中最深层的真理的路径之一。邪恶与良善一样是实在的一部分。因此，按照詹姆士的观点，最为完全的宗教应当是消极因素发展得最完全的宗教。佛教与基督教是其中最著名的。二者都强调通过某些形式的死亡获得救赎与重生。

（3）皈依的心理过程。

詹姆士对宗教经验中皈依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皈依”就是逐渐或突然实现的自我“统一”（unification）的过程，往往被说成是“领受恩典”或“经验宗教”。认为某人皈依或被转化，意思是说曾在外围的宗教理念现在处在了舞台的中心。所有其他事物都围绕着它而构成，宗教的目标因此逐渐形成了经历皈依之个体的“习惯的个人能量的中心”
 
[20]

 。詹姆士认为，突然的皈依经验，对经历皈依之个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皈依经验在发生的时刻充满了个人无能和崩溃的感觉，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有一种被某种“更高力量”控制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安宁感、镇静感、和谐，以及“情愿的意愿”；焦虑被一切都是美好的感觉所取代。

詹姆士相信，在皈依经验中，明显是潜意识在起作用。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和宗教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接受带来生命拯救的外在于意识心理的力量。不同的是，心理学定义这些力量为“潜意识的”，它既不推测也不要求这些力量超越个体的生活；而基督教神学则不然，它承认一个超越的人格化的神。

（4）“圣徒性”：特点和价值。

詹姆士认为，宗教中的圣徒们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特点，即“圣徒性”（saintliness）。他们为灵命的热情所驱动，生活在相对永恒的灵性亢奋状态中，就像是另类的存在。圣徒性包含着如下特点：①生活在比通常世界更为宽广的世界之中的感觉，对“更高力量”的即时经验；②感到“更高的力量”与我们的生活有善意的联络，并自愿地、热切地将自我交托给它；③自我的降低，伴随着极高的兴致与自由；④（情感上的）平衡朝着“爱的与和谐的情感”转换，朝着“是”而且脱离“不”移动
 
[21]

 。

由于有以上这些内在的心理状态，圣徒往往表现出对自己苦行僧式的严酷，但同时也展示出灵魂的力量、纯洁以及仁慈。他们慷慨、宽宏、谦卑、心态平和。詹姆士认为，圣徒们所经验的宗教迷狂是心理的联合状态，是自我的消失，同时是温柔、亲善的到来，一切障碍在爱的联合性和统一性中化解。而且，圣徒增加了世界的良善的数量。他们相信所有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他们是引导前路的先行者。没有圣徒们所彰显的对人生价值的认信，“我们其他人都会躺卧于灵命（精神）的停滞状态中”。因此，圣徒被视为是构成了一个“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力量”。圣徒性的价值，就在于它以宗教的名义，以伟大的人格力量向人类历史昭示了慈善、信任、忍耐、勇敢、奉献等品质。所以詹姆士的结论是，宗教，按其在圣徒生活中的结果来判断，值得历史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

（5）神秘经验。

神秘主义的宗教经验一直是宗教的一个主题。詹姆士对其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认为，个人的宗教经验在意识的神秘状态中有其“根源与中心”
 
[22]

 。神秘经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有着至高的重要性。它们在过去很久之后，依旧对个体的内在生活发生影响。詹姆士认为，意识的神秘状态或说神秘的宗教经验有着这样一些特点：①超言说性（ineffability）——即它们不能用言语表达，人们必须自己经验这些状态，以便获取真实的对这些价值的评价；②短暂性（fransiency）——它们或许延续半个小时，或从未超过两个小时，但留下的印象却持久；③被动性（passivity）——即有一个被相异者（the Other）所控制的感觉；④知悟性（Noetic quality）——它的发生带来对真理深层的认识，否则就无法得到这些认识
 
[23]

 。

詹姆士说，对上帝的神秘认识更多是源于情感，而不是抽象的逻辑判断；但神秘的认识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知觉或感性认识。詹姆士认为，神秘的状态“拒绝清楚的自我表达”，但它们却“断言了相当清楚的理论意向”。詹姆士发现，无论地理位置和神学信仰出现何种程度的演变，神秘主义的传统在数世纪里却始终如一。宗教神秘主义，无论是纯粹的，还是朴实简单的，都包含着上帝即刻临在的突然实现。有限的个体，在这种实现面前感到他或她自己被无限所吸纳，被浸没于“无限的上帝海洋之中”。这时，宇宙被经验为一种“活生生的临在”，而上帝就在“这里”
 
[24]

 。詹姆士指出，神秘经验的全部推动力（thrust），类似于“重生”，它是确定无疑的反自然主义的。

詹姆士将意识的普通状态到神秘状态的过渡描述为“由少到多”，由渺小到广阔，由躁动到安逸的过程。他认为，神秘主义起源于人的潜意识。音乐和自然拥有特殊的唤醒神秘心境的力量。而且，神秘经验具有一种认识的功能。它可以向更磅礴、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敞开，因此就构成了我们对实在的判断与透视——它超越了我们通常的经验所给予的判断与透视。詹姆士说，我们通常的经验“或许只是人类真实经验的一个部分”，而由神秘经验所传达的超自然主义（相信“未知的世界”以及相信它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和乐观主义也是“对此生意义最为真实的洞见”
 
[25]

 。

詹姆士视野开阔，著述广泛且影响深远。作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思想至少影响了宗教、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发展。特别是他的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对这个学科的成长仍在发生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们，他们承认，他们是站在詹姆士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的
 
[26]

 。而且他们发现，“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这个学科在詹姆士留给我们的知识遗产上并没有前进多少。”
 
[27]



在宗教心理学领域，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不仅是部伟大的奠基之作，而且是座“里程碑”。他在科学主义上升时期、宗教受到质疑的背景下，勇敢地站出来，以其丰富的论据与深刻的洞察为宗教辩护。这部著作就像一座挖掘不尽的富矿，以后的宗教心理学家虽然对其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越过它，并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和能量。美国心理学家伍尔夫（D. M. Wulff）认为，詹姆士在这部著作中呈现出三副面孔：“一个寻求理解个体经验之统一性的敏感的艺术家和早期现象学家；一个对自然秩序及其原因感到惊奇，最后对心理学认识因果关系的能力表示怀疑的经验主义科学家和解释性的心理学家；一个讨厌各种形式的教条，而自己却受‘常识’和哲学偏见指导，期望从整体上来判断宗教对人类生活的价值的自由主义新教徒和实用主义哲学家。”
 
[28]

 总之，这部以“宗教经验”为题的著作其实涉及了宗教的各个方面，内容异常丰富。按照伍尔夫的分析，他的这三副面孔对以后各个相关的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著作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其研究的方法。詹姆士采用一种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直接对一些典型宗教人物的个人资料（如信件、杂志、自传等），特别是那些异常的、神秘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得出了他的各种结论，其中也包括他个人的经验和反省。他强调意识和潜意识经验的真实性和证实力量，运用“系列研究的方法”（method of serial study），分析神秘主义经验的过程。这种方法就是将一种现象放在它的发展过程和系列之中来研究，既研究它的一般过程，又对比它的极端形式。他特别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并善于把握和区分它的多样性。他主张，对宗教经验来说，异常的就是典型的。所以他有意选取了大量的超常的宗教经验和见证作为素材，并不拘来源。这一方面使他的研究非常深入，另一方面招来不少非议。

詹姆士对宗教的个人性非常强调，这是与他的心理学强调情感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他宣称信仰的权利和信仰的意志，是因为他的心理学强调自我的能动性，强调意识经验即情感过程的真实性和强大作用。虽然他也要揭示宗教信仰背后的心理动机，但他更注重意识经验本身的状态、丰富性和意义。他对神秘主义宗教经验的收集和分类，以及充满智慧的分析，给宗教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描述性研究的典范。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大贡献。是詹姆士第一次向人们呈现出宗教和人的意识或心理的多重关系，并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心理结构的深层。而且他虽然在其研究中引证了大量病态心理的案例，但他本人却用一种健康的心态和方法来分析和观察，因而为消除对宗教的偏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的许多宗教心理学家都自认受到詹姆士的启发和影响，如荣格、奥尔波特、马斯洛、埃里克森等。

当然，詹姆士的宗教心理学也受到了许多批评。按伍尔夫的归纳，批评意见大致有六种：①一些心理学家如波义逊（Anton Boisen）、海奔（John Hibben）、斯塔伯克（Starbuck）认为，詹姆士过分强调了异常经验，而忽视了人的正常经验，所以并没有为宗教整体找到一个合适的基础，而宗教心理学更应该研究正常的宗教经验。②心理学家海勒（Friedrich Heiler）和冯特（Wilhelm Wundt）认为，詹姆士的个人经验排除了制度的和历史的因素，但宗教如同语言和民族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民族学家施米特（Wilhelm Schmidt）认为，宗教虽可以区分为制度的和个人的，但它们是不可能分开的。由于詹姆士忽视建制型宗教，他也忽视了教会团体的作用。③莫尔（Moore）、施米特、亚当斯（Adams）等认为，詹姆士夸大了即时感情（feeling）在宗教生活中的作用，而相应地贬低了理智的、意志的以及伦理的作用。④心理学家霍尔（Hall）和普拉特（Pratt）批评詹姆士为了寻求异常经验，包容了病理学。甚至似乎倾向于认为病理学的因素是真正宗教经验的前提，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而且这样的宗教也不值得使人信服。施米特认为，宗教是完全独立的、健康的现象，而不是病态。⑤施米特和莫尔对詹姆士将神秘经验诉诸于不可知的潜意识过程提出了批评。莫尔说，用潜意识解释神秘经验，就像“用几乎是完全的黑暗来解释朦胧”。⑥心理学家费伯（Hermann Faber）、吉尔金森（Karl Girgensohn）、冯特和柳巴（Leuba）等人都认为，詹姆士有一种强加给人的哲学偏见，那就是蓄意根据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为宗教作辩护。因为他是有哲学目的的，所以他对资料和现象的选择是有偏见的，他的经验主义是不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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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评表明了局限的存在，批评同时预示了进步的可能。对某一现象提出一种完美的理论或描述是不可能的，对宗教现象更是如此。对詹姆士尽管有以上这些批评，但大家都承认，他的论宗教的著作瑕不掩瑜，对宗教心理学有开拓性的贡献。据古龙伯克（Villiam Gronbaek）统计，詹姆士是宗教心理学领域中被引用最频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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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不仅对绝大多数的宗教心理学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如它影响了施莱尔马赫对宗教经验的看法，也影响了一些新教神学家如沃伯明（Georg Wobbermin）等对宗教进行心理学的探索。总之，正如有的作者所说的，詹姆士的著作已成为了经典，是宗教心理学任何严肃之研究必需的起点，他那“分析的和描述的宗教心理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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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的方法在他的时代和在今天，仍然受到误解和忽视。这需要宗教心理学继续加以澄清。而他的某些局限，在他的学生普拉特那里得到了弥补。

二 普拉特：论一般宗教经验

詹姆斯·普拉特（James Bissett Pratt，1875-1944）是美国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905年，他在詹姆士指导之下完成了有关宗教信念的心理学的博士论文，从此这成了他终生的兴趣。他是美国第一个受到哲学和心理学双重训练的博士，对宗教有同情和敏锐的理解，他的佛教和印度教的著作对许多西方人来说是第一本了解东方传统的书。他是詹姆士最亲密和最有影响的继承人。

普拉特1875年生于纽约一个有很深宗教背景的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小便有很深的对神的信念。1898年，他毕业于哈佛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1899年取得硕士学位。1905年取得博士学位。他虽是詹姆士的亲密朋友，但从未接受他的实用主义。事实上，普拉特在《什么是实用主义？》（What is Pragmatism
 ？1909）中对实用主义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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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普拉特任威廉姆斯学院哲学讲师，1906年升为助理教授，1913年升为教授，直到1943年退休他一直任教于此。他曾获得多家大学的荣誉学位，1934年，成为美国神学协会（American Theological Society）东方部（Eastern Branch）主席，第二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东方分部主席（Eastern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普拉特一生著有13本书，有上百篇文章发表在学术专业刊物或大众刊物上。1913～1914年，他携妻到印度游学，并著《印度和它的信仰》（India and Its Faith
 ，1915）一书，此书出版在当时很受欢迎。后来到日本和中国旅游，著成《佛教的天国》（The Pilgrimage of Buddhism
 ，1928），这本著作也获得了广泛的称赞。在哲学上，普拉特赞成一种认识论的二元论，声称心理状态是以一种隐含的方式把自己指向超越的终极实体。他对宗教有种肯定的看法，在《宗教意识》（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1920）和《我们能保持信仰吗？》（Can We Keep the Faith
 ？1941）中，他为一种自由的、理性的信仰形式作辩护。他写道：“我就是不明白，（哲学）如何能避免相信洞察力和爱是存在的实质。”他在宗教方面的著述还有：《宗教信念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Belief
 ，New York，1907），《哲学和宗教探索》（Adventures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New York，1931），《宗教中的永恒价值》（Eternal Values in Religion
 ，New York，1950）等。

普拉特在宗教观上和詹姆士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对宗教都持一种少有的同情态度；都是自由的新教徒，这不仅仅是意味着他们反对当时宗教正统的观点，而是说他们对宗教现象都有一种更宽的、真正的、深层的思考；都有一种对真理的忠诚和对人类经验事实的尊重；他们都是宗教世界观的辩护者，詹姆士主要是反对那种对宗教的哲学批评，而普拉特则反对宗教表达和教育中广泛存在的传统的陈腐形式；两人都认为个人情感和意识的边缘是宗教经验的主要来源，而且都运用个人材料和调查问卷作为他们收集证据的主要方法；他们做的都是一种精妙的、相当个人化的研究，都把宗教看作是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世界可以因此而转化的手段。但在其他方面，普拉特和詹姆士则有根本的不同。

1.对一般宗教经验的重视

普拉特和詹姆士的第一个不同，也是最重要的不同，是詹姆士在研究中只注重异常宗教经验而轻视一般宗教经验，认为只有异常的宗教经验才值得讨论；而普拉特则认为，真正重要的正是广泛存在的一般人的宗教经验，尽管平淡无奇，但深刻而直接，同样蕴含宗教信仰的丰富价值，而那些神秘主义的异常经验不是宗教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用丰富的材料和明晰的分类论证了他的观点。

（1）皈依的两种类型。

普拉特的《宗教意识》是他最重要的宗教心理学著作。它与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相比，内容上更为丰富，它不仅包容了更广泛的宗教现象，而且引进了东方宗教传统的内容。他在这部书中认为，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不平凡人物的异常的宗教经验，就会被误导。他说，詹姆士所说的那种突然的皈依形式在作为整体的宗教传统和实践中，既不正常又不常见。他认为，那种形式只反映了易受福音派神学影响的人的情况，如果认为其为普遍的形式，无意中就肯定了这种神学及其信念的权威性，那将是一种谬误。在宗教中，除了这种激烈的皈依类型之外，另一种更为普遍和常见的形式，是一种平常的、不易觉察的、持久的“道德的”（moral）类型。在这种类型中，重要的不是关于罪的信条，而最重要的是努力获得一种新的洞见或是克服旧的习惯。

（2）神秘经验的类别、本质和来源。

普拉特的更大成就，是与皈依的两种类型对应，把神秘经验区分为两种类型：温和的（mild）和极端的（extreme）。他说前者因为经常发生，所以易被忽略，得到的人一般不怎么描述他们的这种经验，认为描述出来好像不太能表达信仰。对比而言，极端形式的宗教经验则易引人注目，因为它常被人认为是神的赐福的证据，或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紊乱。普拉特认为，虽然极端形式包含一些因素使其与温和类型区分开来，但在现实中二者也可能“互相掺杂”，所以对它们的区分的重要性也不能过分强调，他们有着共同的本质。

两种类型的神秘经验者都报告说：有此经验时，会“有某种存在物或实在临现的感觉”，而意识过程也“与平常的可观察的过程或理智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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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直接的和直觉的临现的经验，使得他们有一种比与自己要伟大的某种生命联系起来的感觉，并伴随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普拉特分析说，那是一种与神的相遇。他认为，神秘经验或多或少都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一种是对伟大真理的生动认识，一种是令人愉快而甜美的感觉。不同类型的差异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没有实质差异。

普拉特对两种神秘经验进一步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这种经验往往既使人感到幸福又使人经历痛苦。温和类型的痛苦是，由于长久渴望的宗教快乐达不到而感到一段时期的“干渴”（dryness），常会有种无价值的感觉。那种对神秘临现的渴望，表明它与极端类型的联系。而极端的神秘主义者，摒弃自我的世俗的一切享乐和关怀，并运用一些集中和冥想的技术，可能会达到入迷的阶段。入迷是一种被动的相对合一的状态，其中一切内容都被一种对上帝的意识以及相伴随的爱和至福的感情所代替。这种经验有时会伴随如内视和内听的现象，有一种突然的“销魂”（ravishment），常伴随一种飞升的感觉；一种“绷紧”（ligature），一种独特的意志丧失状态，并伴随着知觉的减弱以及自动的身体功能的迟缓。普拉特与詹姆士一样，认为神秘经验不是病态。他说，由于某些极端经验的异常特征，特别是为了达到这种经验采用了一些极端的苦修实践，而且那些神秘主义者自己也常用一些性欲的语词和形象来描述他们的经验，使得一些心理学家把神秘主义经验看成是病态。他说，不排除少量有病的宗教体验，但病理学却歪曲了伟大的入迷经验。仔细验证，两种现象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最明显的是，神秘主义有种意志力量，他们要“下决心统一他们的生活并按神圣的目标来指导他们的活动”。他和詹姆士一样，认为系统的自我否定的苦修实践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但他也认为，人们往往过高评价了入迷实践的价值。他说，其真正贡献只表现在对宗教渴望的宗教诗歌文学中。而神秘主义的正面果实是来自那些温和的类型，普拉特说，“入迷是危险的，甚至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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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主义对宗教不是根本的”，但“任何有强烈宗教感的人都至少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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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神秘经验的来源，普拉特认为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情感背景”（feeling background），神秘经验起源于此。情感背景由观念作用和感觉经验构成，它相对来说是不定形和不明显的，但它可以辨别为两种心理要素：情感和“边缘”（fringe）的未聚焦的现象。普拉特认为，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和非认知的情感背景把我们与我们自己的过去、与我们的祖先和种族，其实是与所有有生命的事物联系起来。他认为，这种情感背景“有一种可称之为种族的和本能的智慧，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使其能被感到，而且有一种隐藏在明显可以意识到的人格背后的力量，使得它在许多方面比个人要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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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种信念。

普拉特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对宗教信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宗教信念是一种“认可的心理态度”（mental attitude of assent），开始他区分为三种类型：（1）最初的轻信（primitive credulity），一种只要没有怀疑的理由就相信别人说的一切的倾向；（2）理智的信念（intellectual belief），伴随相反的怀疑的、理性的同意，常来源于专家的权威；（3）情感的信念（emotional belief），从情感背景获得巨大的力量，并相信必然能够满足所有的本能欲望。最初的轻信属于种族和个人的童年时期，但因为成了心理习惯也在许多成人中保留。普拉特认为，情感的信念是宗教信仰的典范，因为它不仅根源于理智而且根源于心理生理的整体，它是一种源于种族本身的认可的态度。

后来，普拉特又加上了第四种信念。他认为，个体与个体间心智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边缘（fringe）区域的量和影响不同，这个区域在理性主义思想家那里较窄、影响较小，所以他们不易体验到（宗教中）临现的感觉；而神秘主义者的这个区域要宽。普拉特认为，如果一个窄的边界排除了情感的认可的可能性，对那些天赋如此却又强烈地渴望信仰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意志的信念”（volitional belief）。这种信念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育，通过禁止相反的念头，并有意识地集中和按照向往的信念行事而获得。

（4）象征的精神力量。

普拉特把意志的信念包括进他的宗教信念的类型中，表明他认识到宗教根源以及宗教表达的多样性。他对宗教象征在一般人的生活中的作用非常敏感，这是在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中没有讨论过的问题。他说，任何宗教心理学的深刻的研究，都要能够解释由心理想象、切实的对象以及仪式行为提供的“精神支撑的巨大力量”，这些想象、对象和仪式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宗教传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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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常强调宗教信念的理性的方面，而普拉特则让我们注意到其中想象和感觉过程的贡献，特别是在早年和那些不太成熟的人那里。他认为，想象和象征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宗教信念的真正的、丰富的、有时是复杂而模糊的含义。他说，象征和形象是思想的中介，把思想转化为真正对我们有用的清楚和有效的概念，要求它首先包裹在某种象征中。

他说，宗教象征使人心灵充满“模糊的宗教之光”，从内部激起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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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语言表达本身也成为一种象征。普拉特非常关注宗教教育，认为懂得宗教象征的本质和功能并不能保证这些神圣的形象能在情感背景中深深地共鸣。所以对儿童的宗教教育不是要等到以后去补救，而是要在早期易受感动的生活时期，就让他们在一种生动而系统的宗教形象、语言和行为环境中潜移默化。他说，“几乎所有在个体的经验中有效的宗教象征，都来自他的幼儿时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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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反对在儿童还不能掌握概念性思想时就教他们那些教条，而是要在宗教的环境中，让他们熟悉宗教的各种仪式活动，自然地接受其象征含义。并且是从感情上接受，否则，会产生怀疑和反抗。

他还认为宗教象征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其他的宗教传统。他认为同样的真理或情感态度可以由大量不同的形式来象征。所以虽然象征不一样，但在其下可能隐藏着熟悉的和可以理解的洞察或宗教情感。而且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线索是在人的脸上，因为别人的不同的形象和仪式，其真正内在的含义不是在其外在的表达，而是在对相信者的效果上，主要表现在脸上。“因为人的脸也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我们都能懂得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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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观的崇拜和主观的崇拜

普拉特观察到在宗教实践中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而且不同的宗教传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他因此对宗教崇拜做出了一种简单的类型划分：客观的崇拜和主观的崇拜。客观的崇拜，是指崇拜的目的主要在于与超自然存在交流，也可能是要取悦或者影响超自然的存在。而主观的崇拜，主要是要寻求在崇拜者内心引导出某种想得到的心理状态。同样的区别也可用在宗教仪式或活动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祈祷方面。正如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研究发现，有足够的证据使他相信祈祷没有客观的效果，但他还是将它用来获取主观的效果。普拉特认为，客观的崇拜突出地表现在印度教对湿婆的崇拜中，而主观的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那些有学问的佛教僧人向佛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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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论天主教和新教的崇拜。

普拉特认为在基督教内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崇拜。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仪式最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客观的崇拜。庄严的教堂建筑，豪华的装饰，固定的陈设，还有神圣的氛围，神职人员的敬业和刻板，特别是在圣餐和弥撒中，有时不管参加者能否听到听懂或看到，整个崇拜活动的中心是荣耀神。

相比而言，新教传统则是一种主观的崇拜。牧师的讲道要兼顾听众，要让他们听到并能共鸣，崇拜有时是预约的（不是固定的），有时新教的高坛就像一个音乐会的舞台或是一个讲台，引来阵阵掌声或笑声，而不是尊崇和敬畏的气氛。对一些自由的新教徒来说，星期天的崇拜无异于一场音乐演唱会穿插一些启发式的谈话。

普拉特认为，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崇拜各有利弊，但天主教还是要好一些。因为虽然二者已互相影响，但天主教保留了最根本的优点：崇拜仍然以感人的客观事件为中心——面包和酒转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但随其长处也有严重的弱点：只有那些暗中相信客观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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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才可能得到主观上的收获。

（2）旧的象征和新的信仰。

虽然新教的崇拜有流于世俗聚会的危险，但普拉特并没有对新教感到绝望。一方面，他意识到新教强调认知的优点，特别是能够把理性与信念结合起来，以增强参与者的道德感和宗教观；另一方面，他认为，新教可以重新找回一种不违理智而又能丰富宗教感的、有客观感觉的崇拜形式。这需要我们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理解宗教象征的真正含义。

普拉特认为，宗教象征历史地起源于潜含在客观实体中的天真的信念，而现代世界不再可能培育出新的象征。象征起源于遥远的过去——那是一种充满宗教性的历史，那种“形成象征的信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发现这些旧的象征更深层的真正含义，而找到新的信仰的形式。普拉特说，“宗教是一颗无比宝贵的珍珠；灵性生活，尽管它永不可能从人类消失，但却是一棵软弱的嫩苗，只有对它精心地培养，才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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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的宗教研究内容非常丰富，但就宗教心理学思想而言，他没有发展出一个根本的主题或清晰的解释原则。他自己也说，他的目的是“纯粹的描述”，而他的方法是对人类经验“纯粹经验的”（purely empirical）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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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一样，普拉特拒绝把心理学吸收进物理科学中，所以和詹姆士一样反对还原论的宗教研究。他的《宗教意识》一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认为是宗教心理学中最好的著作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它比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更重要，因为讨论更明晰，在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有更好的平衡把握，而且包容性更大，对比了一些其他宗教传统，如印度教及日本和中国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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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然，普拉特的著作因为强调纯描述，也有一些弱点。正如他自己也承认的，事实材料之间缺少紧密联系，在讨论的主题之间、在作为整体的宗教经验与其他类型的经验之间没有明晰的分析。还有人批评他对上帝信念的来源缺乏深入分析和解释。但尽管如此，宗教心理学界对他的著作仍是一片褒扬之声。他对各种形式的皈依和宗教经验的分类，纠正了詹姆士的偏颇，也受到随后英美两国的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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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特的《宗教意识》和詹姆士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一样重要和有名，重印的次数也仅次之，只是因为缺少翻译，影响只限于英语圈中。伍尔夫认为，他的著作出现在这个领域创立时期的末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和反思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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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詹姆士和普拉特有一种理想：对不同传统中的广泛的宗教现象，宗教心理学应该作一种系统描述的、根本不带个人倾向的学术研究。他们自己的著作就是这样的杰作，可是没有人效仿，以后再也没有了。当时流行的还原论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家对宗教的看法，开创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也未能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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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伯克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陆丽青


摘要：
 由于第一次在研究中成功地使用了问卷调查方法，斯塔伯克被列为宗教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威廉·詹姆斯和霍尔的指导下，专著《宗教心理学》问世，这是史上第一本以宗教心理学命名的著作。斯塔伯克的学术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探究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对皈依进行科学研究。


关键词：
 斯塔伯克 问卷调查 宗教心理学 皈依

埃德温·迪勒尔·斯塔伯克（Edwin Diller Starbhuck，1866-1947）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后，1895年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897年在克拉克大学获博士学位。因为第一次在研究中成功地使用了问卷调查方法，被列为宗教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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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伯克对于宗教比较研究的兴趣源于阅读了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的《十大宗教》和麦克斯·缪勒的《关于宗教学的演讲》，为了实现自己的研究旨趣，他选择赴哈佛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阶段，并在威廉·詹姆斯和闵斯特贝格的指导下开始从事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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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年，他进行了两项问卷调查，一项是“突然的宗教皈依现象”，另一项是“渐进的宗教发展”，并于1894年和1895年在哈佛宗教协会发表研究结果。1899年，在威廉·詹姆斯和霍尔的指导下，专著《宗教心理学》问世
 
[3]

 ，这是史上第一本以宗教心理学命名的著作。

一 斯塔伯克宗教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斯塔伯克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探究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对皈依进行科学研究。

（一）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探究

斯塔伯克在其专著《宗教心理学》的第一章《导言》部分，通过一一阐述宗教心理学与社会学和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哲学和神学、宗教的关系，尝试性地对宗教心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论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他尝试性地规定了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1.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历史学之间的关系

斯塔伯克提出，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历史学的区别在于研究的进路不同。社会学和历史学从种族的角度去研究宗教的原初状态以及从原初到现今影响其发展成型的因素，而宗教心理学是对个体宗教本能的研究，由人的童年到成年寻找宗教的根源以及各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规律。因为深受“重演论”的影响，斯塔伯克推测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对宗教社会学和历史学能起到补充和印证的作用。

在某些时候，可以发现二者在发展上遵循相同的规律——所谓发现，目前往往仅是假设——即：个体经历了和种族一样的宗教发展阶段，或者说种族不过是延长了寿命的个体，但是这些假设还必须被科学所证实，而不是由哲学来推测。
 
[4]



2.宗教心理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在宗教心理学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上，斯塔伯克认为宗教心理学和现代实验心理学在研究方法和论题上是密切相关的。二者都用客观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都是“以科学来把握自然事实，即认识到每一思想、意志或情绪，以及每一意识的表达方式都是某些生命规律的标志，并且认识到理解心理生活的最佳途径，是把其作为自然现象的表现来观察”。

宗教心理学有别于实验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涉足了“一块完备的科学方法尚未涉足的处女地”。因此，在斯塔伯克看来，宗教心理学的创建与实验心理学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至此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包括其最神圣的部分已经展现给科学研究了”。

斯塔伯克认为心理学和宗教心理学在论题上也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支持把“那些被称作宗教的意识活动与那些属于所谓心灵生活的意识活动之间做严格的区分”。
 
[5]

 心灵生活既包括宗教的方面，也包括世俗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不断地相互渗透的，对一个方面的理解将有助于另一方面。他坚信，生理心理学也将阐明宗教体验中的每一个点滴。

另外，斯塔伯克认为宗教心理学与心理学之间本身的关系取决于两者的定义。

假如，我们把宗教定义为包含整个生命整体那样广泛，那么宗教科学就成为一个整体，而心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假如视心理学为探讨所有心理功能，包括崇敬、依赖、仰慕之类的规律，则宗教心理学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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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斯塔伯克强调，“只有一点应该清楚，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论题上，二者的研究范围都不可能截然分开。

3.宗教心理学与宗教哲学和神学的关系

在斯塔伯克看来，宗教心理学与宗教哲学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它们探索问题的角度不同。

宗教哲学和神学主张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它们凭借的是内省、直觉、推理分析和定义。宗教心理学则把宗教体验分散零落的事实看成是某些精神力量起作用的证据。它确信只要客观和细致地观察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就会逐渐地显露出新的真理，或者显露出已知真理所包含的新的和更广阔的方面。宗教哲学与神学处于整体把握知识的一极，可以肯定更具有完整性和艺术性；而宗教心理学则更有活力、生机勃勃、埋首于细节的研究，同时它又怀着更大的信念，渴望进一步使核心的生命问题得以丰富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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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哲学如果能够认识到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而且他相信两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状况终将消解。

如果神学家和哲学家折服于更高的信念，并奋力迈进一个新的领域是确定无疑的，心理学家依赖其无比重要的事实来生存也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同样确定无疑的是，有一天我们会找不到宗教哲学为一方、宗教科学研究为另一方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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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的关系

斯塔伯克认为，宗教是一种生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出于对宗教自身的考虑，他认为宗教必须改变满足于情感海洋的状态，而上升到理性解释的层面上来。他认为，这不仅是宗教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所在，而且也将是其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心理学于宗教，就像医学于健康、植物学研究于植物的恰当生长一样。”
 
[9]

 宗教心理学研究带给宗教的益处具体表现在：首先，心理学将在宗教教育方面奉献给宗教更多的智慧。其次，心理学对宗教的贡献还在于增加我们对精神的东西的鉴赏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斯塔伯克对宗教心理学的定义及学科性质做了如下的规定：

宗教心理学是对表现为个体体验形式的宗教现象所作纯归纳性研究。它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迄今为止使用过的各种方法，可以更加客观地观察有关事实。在历史发展方面，它的论题和方法更加接近于实验心理学。其最终目的不在于区分和定义宗教现象，而在于观察精神生命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其基本假设是：宗教乃人类体验的一个真实事实，并有其发展规律。尽管这些规律只适用于它自身，并且无须急于追求与物理学、化学等规律的协调一致；然而，那些事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具备足够的智慧，也是可以被肯定的。心理学的工作对于实际的宗教来说，是使人们在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可能取得更加聪慧的收获，也使宗教脱离情感领域而更容易被人理解，唯此可以使它进一步鉴赏自身的真理并了解自身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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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伯克是第一个对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阐述的学者，尽管如果从现在的专业水准去评判显得粗浅和局限，比如“重演论”的可质疑性，科学主义的片面性以及研究立场的不彻底性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对将科学方法用于宗教领域的研究的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是让人赞叹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他所处的时代，用纯实证的方法研究宗教心理渐渐成为主流，这之中的功劳，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霍尔推动所致，还是斯塔伯克倡导而引起的。

（二）对皈依进行科学研究

斯塔伯克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对皈依进行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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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皈依主题上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示在著作《宗教心理学》一书中。该著作由三次调查的结果综合而成：从192名研究对象征询获得的书面自传的分析、1265份简洁版问卷的分析，以及237份问卷分析。斯塔伯克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皈依是青少年宗教心理发展的特有现象；皈依既可以以突变和顿悟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渐进的和自然的形式发生；两种形式都可以达到宗教意识的同等发展水准。

1.皈依是青少年宗教心理发展的特有现象

通过对1265份问卷的统计分析，斯塔伯克认为可以有信心得出以下结论：在女性中，13岁和16岁左右存在着两个宗教苏醒的潮汐波，随后在18岁时处于潜伏期；而男性中的最大波峰出现在16岁，12岁时由一个子波推进，到18岁或19岁出现汹涌波涛。斯塔伯克对皈依年龄的这一规律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做出了解释。他认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儿童期的天真单纯与成年期的固有习惯之间存在着一个正常的阶段，此时人们已经能够形成印象并具有精神顿悟的能力”，因此，皈依发生在这一阶段是常见的现象。从生理学方面分析，他认为青少年初期是一个急剧的生理改变时期，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身体发展的激增期是最易发生皈依的时期。”但这种一致是否存在着必然性呢？换而言之，皈依和青春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斯塔伯克认为，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皈依和青春期在时间上是互补而不是同期发生，然而可能是彼此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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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从生理发展方面来看，青春期和皈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青春期为什么容易发生皈依呢？斯塔伯克用了6章内容阐述青春期，他强调了该时期个体“骚动、紧张”以及“怀疑”，而且还强调了某些较高的驱动力：社会意识的扩展、知识的完整以及对同一性的寻求。他认为，青春期即使混乱也是具有建设性的。“一切犹豫、焦虑和茫然，甚至痛不欲生之感都是孕育一个羽毛丰满、自尊自信、有着精神上顿悟的人所必然经历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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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皈依与青春期的心理紧张和骚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2.皈依的类型

斯塔伯克把皈依分为两种类型和方式：一种是自觉的、有意为之的，即“立意型”（Volitional Type）皈依；一种是不知不觉的，“无心插柳”无意为之的，为“无意型”（Type of Self-surrender）皈依。

立意型产生的皈依及其引起“更生”体验，通常是渐进的，是一点一滴地建立一组新的道德规范和精神习惯，只是到了临界点，更生体验才加快进度，其情形有如体育和音乐的训练：“一个运动家……有时忽然悟到宗教的好处一样。假如他继续玩这种游戏，有一天这个游戏会忽然在他自己身上玩了起来，在一个重要的竞赛关头，他会忘形地动作起来。同样，音乐家会忽然到了一个时期，在那时，对于音乐的技术的愉快消散了，并且在一个神来之顷，他变成音乐从乐器流出了”。斯塔伯克认为，这种渐进发展得以进行依赖四个条件：①孩提时期的宗教信仰环境；②不受严格信条束缚的相对自由；③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转折点上的需要都得到满足；④一定量的信仰与自由怀疑共处并存。

斯塔伯克的论点得到了许多宗教教育家的认可，但也有人对此持保留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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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塔伯克说标识的这种皈依类型被詹姆斯所继承，被称之为“意志型”（Volifional type）皈依。

“无意型”是由潜意识支配的行动，比应用个人的意志去追求皈依体验更起作用。在潜意识支配行动的范围内，它自己就是组织的中心，而不是外界加于其上的模糊的目标。斯塔伯克说：“无意为之的行为，在于将一个人的自己贡献于新的生活，把它作为一个新人格的中心，并且将前此从客观方面相对的新生活，从内心体验它的真实性。”

斯塔伯克对于两种皈依类型的描述同样是经验性的。它可以意味着，从心理学看来，使人产生皈依体验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得救的力量，并没有超出个人人格之外，而就是潜意识的活动。但宗教方面无疑也会利用这种皈依研究来促进信仰者的皈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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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皈依对个体产生的改变

斯塔伯克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教会环境长大的少年通常“皈依”宗教的过程与不在教会环境长大的其他各界少年的青春期的一个正常阶段（即那种进展到一个比较广大的精神生活的成长过程），表面上是颇为类似的。从年龄上看，两种情况常都发生在14岁和17岁的中间；两种情况的征象也相同：都有一种觉得不完全、不圆满的感想，常产生出沉思、抑郁、病态的内省和罪孽之感，因怀疑而引起烦恼，对将来感到忧虑……以及诸如此类；二者的后果也是相同的：由于各种官能对于更大的展望的适应而自信力加强，因而发生快乐的慰安。自然发生的宗教觉醒与在青春期常见的兴奋、紧张也会发生神秘的体验。斯塔伯克据此对少年时期的皈依现象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皈依主要是一种常态的青春期现象，是由儿童的小世界转变到成年人的较大的理智的、精神生活的过渡时期的连带现象。

二 斯塔伯克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

斯塔伯克对宗教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纯实证的方法引入研究宗教，尝试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架设桥梁”。

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宗教研究领域是斯塔伯克对宗教心理学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也正因为此，他被列入宗教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完成这项工作，斯塔伯克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心。

早在1890年，斯塔伯克就在印第安纳高校联合会上宣读一篇论文，将酝酿已久的概念第一次明确地表达出来，提出用被称为科学的细致精心的方式去研究宗教，能使科学与宗教双双获益。这一构想从目前可查的文献来看，在宗教心理学领域属首次提出。随后，又于1894年和1895年在哈佛宗教协会的两次讲座中，基于经验研究资料，对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掘。1897年将上述观点扩展为两篇文章，即《一项关于皈依的研究》和《宗教发展的某些方面》并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刊》上。最后，在1899年出版的《宗教心理学》专著中，他的思想得以完整地阐述和运用。

将实证方法引入宗教领域，斯塔伯克遭遇了来自老师、同行以及神学界等多方面的压力。斯塔伯克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曾征询詹姆士对统计调查的看法，詹姆士对此并不乐观，认为在当时的生活背景下，“不妨在以繁琐而时髦的归纳方法收集资料之前，便将填写问卷人的观点推算出来。”而另一个心理学导师闵斯特贝格反应更为激烈，据斯塔伯克事后回忆，当时闵斯特贝格的反应有点恼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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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是神学问题，而我的问题属于心理学问题，这两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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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同行的压力也使斯塔伯克备受尴尬。斯塔伯克描述他第一次研讨会的情景：“……一种为学术科目大家庭中新诞生的婴儿举行的施洗仪式”，他又挖苦地补充道：“洗礼盘里倒了一些很烫的水”。因为在正统基督教徒看来，斯塔伯克正在试图亵渎圣殿。来自神学领域的抗议则更为强烈了，当斯塔伯克在1893年做问卷调查时，就有人写信给詹姆士抗议，称这是“道德和灵性的活体解剖”，还有一位牧师，甚至威胁道，如果她的女儿接受这样的一种调查，他将搬离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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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拒重重的环境下，斯塔伯克最终完成了研究，动力来源于他对实证主义保持的坚定的信念，即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一样，都是由规律支配的，即使像宗教这样的神圣领域，最终科学也能寻找到满意的答案。

进而我们要肯定的是，在精神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能不依据不可改变的规律而偶然发生。宗教研究当今所处的位置恰似四个世纪以前的天文学和化学。世界已经脱离了神使、炼丹术士、占星术家和小偶像，而受控于规律。今后的四百年，以其全部希冀、渴慕和向往将可以把人类的灵魂交还给规律。

“风朝着它能被听到的地方吹，你们听到了风声，却不知它起于何方，归于何处。所以，一切都来自于灵。”这些话常常被人引用，但是规律无处不在，“气象学甚至研究起风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发现它起于何方，归于何处。”

《宗教心理学》的问世，表明了斯塔伯克的尝试是成功的，詹姆斯对他的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他使用自己方法的信心。”“这些资料，来自许多十分有意义的个人陈述，总体上看是真实可信的”。“透过评析讨论，从特殊的和区域性的材料里抽出一般规律，揭示它们所包含的最为普遍的心理学价值。”对斯塔伯克的专著也予以极大的肯定：“我毫不犹豫地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具有宗教学和心理学的双重意义。可以肯定的，这本书将很快赢得众人的认可，因为它的确是人类本性研究中的一部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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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伯克对宗教心理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宗教体验的资料，在威廉·詹姆斯那里结出丰硕的果实。詹姆士在其久负盛名的传世之作《宗教经验之种种》的序言中致谢：“我写这些演讲，应该感谢斯坦福大学的斯塔伯克教授，他把他所收集地很丰富的手写材料让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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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经验之种种》大约一半的案例来自斯塔伯克通过开放式问卷获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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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斯塔伯克的研究是粗浅的。而且由于斯塔伯克是一个“有宗教气质的”人物，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太容易做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观察者，从而对皈依体验做出理性主义的解释，但他在宗教心理学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该学科的开拓者，其所表现出的自信、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克服阻碍的勇气，都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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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里的宗教爱

费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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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助长了人的神经症，它为自我逃避提供了幻觉的温室，使其与现实隔离开，从而得不到真正的力量与成长；弗洛伊德就此对宗教是批判与否定的。然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室里，所面对处理的正是人心所渴望的无条件的爱以及求而不得所积下的各种症状；精神分析里至为关键的移情与反移情也正是围绕此展开；在治疗联盟里治疗关系的建立也涉及这种人心深为渴望的爱。本文尝试阐述，弗洛伊德虽力排宗教对人的自我成长产生的阻碍，在态度上否定宗教，但在他的治疗实践中却围绕着宗教爱问题并且治疗本身也借助于此而展开。


关键词：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神经症 移情 宗教爱

弗洛伊德与宗教有至深的纠结、激烈的矛盾挣扎，他将宗教清楚地与心理学划分开来，在理论上将宗教视为助长神经症的重要因素而高度戒备之，这些都挡不住由于精神分析是深度处理心灵问题，便不可避免地触及一种超乎寻常的高浓度情感与渴望，我认为这正是属于宗教范畴的情与欲，因其渴求超乎此世，从而在现实里成了问题，无处寄放以致成疾，精神分析正是提供了一个空间来处理这种在神经症与宗教里交集了的情感问题。当年弗洛伊德的来访者主要是在俄狄浦斯情结客体-爱上出了问题；对弗洛伊德而言，划分清晰的边界，有严格的治疗设置，是可以去处理诸多边界混淆问题的保障，只有治疗设置这个容器的边界清晰，里面所发生的各种投射，才有可能在一个安全的场域里去进行检视与工作。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就是一种神经症，他不想让人与神有任何瓜葛，只想用人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将人的宗教向度一刀切断，使得人在宗教领域的内容，在人的领地里只有以“神经症”里的幻觉状态显现；换言之，宗教在弗洛伊德那里，没有一点以正向影响显现在人身上，弗洛伊德只看到宗教在人身上对精神的束缚。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正是要摆脱宗教，解救陷入困境的自我；不依赖宗教所提供的庇护所，精神分析治疗场域给自我提供成长所需的安全环境，通过诠释那些不真实的、那些幻象，让自我面对客观现实。精神分析是一整套治疗神经症的技术，通过探索潜意识心理过程来达成其目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根本架构是：神经症开始于客体-丧失，由于无可忍受的本能受挫，力比多从客体性社会生活里撤离，力比多向内转，产生幻想、行动，如果持续，会退行，并产生更多幻想……最后形成症状，使崩解的过程稳定在一个更原始、较低功能层面。精神分析治疗逐步地、系统地扭转这个顺序：开始于病人的幻想程序，这些幻想来自于客体-丧失；首先使用自由联想引发出这些幻想，然后诠释它们；在这个过程里，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建起一个虚构的社交关系，精神分析术语叫移情；然后通过解释过程，将之转型为有秩序的心理结构；这样，一个新的、真实的关系在相当艰苦的工作以后达成，使得客体-爱得以实现，一种新的与社会生活相连接的能力出现；随着工作推进，患者逐渐获得一套新的解释方法和一种新的意义，用以理解他内在的困惑，而且在内部形成一个新的精神生活的整体；在这个过程里，病人不光获得了一种方法，认识了自己内在的经验，也同时认识了关系，认识了社群。

精神分析的过程，是一个让人承认自己是人的过程——他/她本有着超乎于此世的渴求，那求而不得让人困在了幻觉中不能自拔，衍生出各种症状，在治疗室里，渴求的巨大情感移情到治疗师身上，在面对面的治疗时间里，人与人真实地互动，产生的亲密关系使得他/她可以检视自己的渴求里超乎于现实的部分；通过治疗这个过程，治疗师帮助病患以反思性思维检视其生活与意念里的点点滴滴，与此同时一个真实的关系开始建立，在其中他/她体验到被接受，而他/她也开始接受对方，包括这个对方（治疗师）的有限性，因为他不过是人；当在一个真实关系里，接纳了一个人，也就意味着他/她开始接纳自己是一个人，意味着他/她开始接纳一个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他认识到在这个关系里固然有着许多不完美，可是这个关系却真实并有意义。他承认人只不过是人，在人的世界里，找到人的安身之处，这是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给人类的伟大贡献；它背后的潜台词是：停止虚妄的幻觉，不用上帝的救赎，人可以生活。

弗洛伊德虽然对宗教持排斥的态度，但是在精神分析移情的设置框架内，对治疗起着关键作用的却是一种宗教式的爱。弗洛伊德意图把宗教连根拔起，他认为是宗教限制了人的精神自由，助长了超我力量，令人性扭曲与压抑，是宗教崇尚的道德使人功利性地去选择道德，而非从人性为出发点去改进自身。但是精神分析治疗室里的爱要被界分成宗教爱，而不是人的爱，不然的话，治疗的效果并不能够达成。人的爱，受制于人的局限性，掺杂有人的喜恶爱好；宗教爱是无条件的爱，往往神经症患者在内心强烈渴盼却在世间遍寻不到，因而带着饥渴与需求，进入到精神分析的治疗室里。在治疗初期，治疗师的倾听、共情，使来访者在移情体验中，经历内心深处那块干涸、枯萎的困顿之地被触及，被深度理解和领会，来访者感受到在他处没有体验过的被接纳，于是心灵在进一步打开的同时，在情感上萌生爱意，在治疗室这个特殊情境里，他体会到内心久已渴望、却在这个世界一次次令自己碰壁失望、可望而不可即的理解和懂得；这是治疗联盟开始建立的根基，是在这个基础上信任一步一步进深，所探索的内容一步一步敞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严格设置的框架里，给了来访者一个空间，去经历内心所向往的一种感情与亲密关系，正是在现实里，这份关系在早期的缺失或者日后的挫折里，形成内在冲突，积聚成神经症方式呈现；或者说，由于来访者在早期依恋关系里缺乏健康生长所需要的爱，于是补偿性地在内在勾勒这种完美的爱，伴随在现实里无法达成获得这种爱需求满足，于是对这份爱的渴望在神经症患者的心里远远大过普通人。带着一种巨大的渴望的缺失，来访者在精神分析的设置内，体验到了某种被满足，随着治疗关系的建立，探索并深入，在来访者内部，对早期养育者的复杂情感——巨大渴望、失落、愤怒、委屈、爱、恨……会逐渐投向精神分析师，在这段移情的关系里呈现出来。因着这个移情关系的产生，治疗就从来访者所叙述的内容，通常是过去的事情，逐渐转成了来访者与治疗师当下的关系；此时的治疗已经有了鲜活的、充满张力的当下材料；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开始于移情，是有充分的道理的；这也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对于力比多能量转向自身的自恋型神经症，无法对治疗师产生移情，而感到一筹莫测。

宗教爱，一种在世间人类心中被剧烈渴望却不可及的情感，之所以得以在治疗室里被经历，要借助于精神分析所讲求的严格的设置。所有来访者与治疗师的一切，只在治疗设置的时间、地点这个框架内进行，杜绝二人在设置外的任何社会性交往；这是因为在设置的框架内，要保障来访者高浓度的情感，投注于眼前的这个对象，治疗师，来访者对治疗师真实的那个人知道得越少越有利于治疗的进行，这会有助保持来访者对治疗师投射其想象的动力和品质。是来访者内心深处所需求而寻觅的宗教爱在现实里受挫，导致来访者在人际交往的关系上遇到困境，这些困境会对来访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在治疗情境内，宗教爱的在场，被来访者体验为一种安全、接纳，无论自己是何种的样式都能够被无条件地接纳，这是治疗得以展开的前提；弗洛伊德所主张的“白板”理论，精神分析师给来访者提供一种供来访者填写的“空白页”，实质上在这个空白页的背后有的是安全、信赖，一种来访者内心深处最为饥渴部分的被满足，才能使得来访者开始这种填写空白页的移情过程。换言之，治疗师越能具备这种宗教爱的能力，来访者就越能顺利地开展与治疗师合作性质下的治疗工作。

另外，对于来访者而言，他所冀求的超乎于人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理解、共情与关注，令治疗师必须全力以赴，高度精力付出与投入，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疗设置通常一次只有五十分钟，而往往来访者会想尽办法打破边界的设置，希望拖延时间，希望在治疗以外也得到治疗师的关爱；这是他们内在的需求使然，他盼望自己在治疗师心中是独特的，自己在他心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或者他们会想象自己是治疗师最喜欢的病人，也会想象治疗师在生命里也需要他，就像他对治疗师在生命里的需求那样。

因此，治疗的严格设置，边界的清晰严谨，才有可能让来访者在其中探讨他内心里所有的想象与幻觉；这是精神分析工作的重点。精神分析师以不评判的态度随着来访者去探索这些在他们内心深处鲜活而具有张力的盼望、臆想，从而使得这些先前被来访者认为羞于启齿的“秘密”得以曝光，使得来访者得以从这种秘密的辖制力量下解脱出来。这种对于爱的贪婪的需要，是来访者在现实生活里，对于重要他者所产生的，但往往是受挫、不能被满足、被批判、拒绝、否认、压抑了下去的心理动力。之所以把这种贪婪式的冀求对象称为宗教爱，是因为这种爱在人间无法获得，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另一个人这种理想形式的爱；观察热恋中情人最浓烈的亲密关系，它接近于这种宗教爱，但可持续时间有限，不是在现实生活里落得住脚的，人无法在这种情感全然需求与给予关注的情感里踏实地生活。它带着辉煌与浪漫的蛊惑性，带着极为深处的渴求，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悲剧而言，就在于渴求的强烈程度与失望的强度成正比；于是神经症患者会走向另一极，从现实里撤退，继续在幻想里坚持梦中的理想，与外在世界隔离，不再冀求、尝试与品尝失败，生命趋向空白、模糊，虽然身躯依在此世，但精神却去到了他方；不断受挫的内在灵魂，以一种抽离的方式与身体分裂，让自己拒绝这个世界，由于这个世界无数次拒绝了自己，无数次让自己的寄望落空，他们会问：内心所渴求的与这个世界那么格格不入，究竟为何生活于此世？

弗洛伊德在其书写的所有文章里对宗教持批评态度，而我认为在他的精神分析的实操里所使用的正是宗教的精髓——宗教爱。没有这种爱，生命改变的奇迹难以发生。是弗洛伊德第一个对那些被残酷对待的精神病患者驻足，认真去倾听他们的“胡言乱语”，他是真的把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当作人看待，因为他把他们所说的话当作人话对待。弗洛伊德所具有的情感力量与浓度是超常的，从他在婚前写给未婚妻的九百多封情书，和他与弗里斯的巨大数字的通信里头，弗洛伊德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这里面有他对人性的极度的真实与认真。圣经里所讲的耶稣告诫他的信徒，“去对贫穷里的最卑微的那个行善，有一天你会发现那是对我行的善”；而弗洛伊德正是在实际行动里去面对了所有人都鄙弃的人，他不但驻足、屈身，并且在其中找到了人性的规律：那些不能满足、不被接受的会被压抑到潜意识，在那里以人回避不了的巨大力量来左右人的思维、举止、言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阵营里有一位牧师，叫费斯特，他与弗洛伊德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费斯特曾在给信中告诉弗洛伊德，“你一家人欢快自由的精神让我一见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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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斯特也曾对弗洛伊德说，“从来没有比你更好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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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生命里秉具的深切人文关怀、宗教特质，被他的牧师朋友高度认可，并且一生追随。

虽然弗洛伊德没有触及过“宗教爱”这个词语，他宁可使用“力比多”、“性能量”这样的语汇，他要把人从宗教的压迫与束缚了解放出来，所以他强调的人是以一种生物性为基础的存在状态；然而在他的治疗实践里头，却使用的是宗教爱——对人无条件的接纳、关注、倾听、理解，在世人觉得最羞耻、肮脏、无颜面对的地方不评判、不批评、不论断，而是耐心去发现那些存在在症状背后的心理动力，去明白这些之所以形成的根源；假设，在教会里人们如果能经历这种不评判、不论断，能够真实地把人生的现状如实地呈现出来，那正是圣经里告诉信徒去做的——彼此相爱；然而，因为教会里的失败，人心已逐渐关闭；弗洛伊德没有使用宗教的名义，在他的治疗科学里却使用了宗教里的精髓——无条件的爱；治疗师用超越性的爱，去承载患者对自己人生中重要他者的爱恨情仇，以帮助患者了解一种活生生的关系，并不是如同其幻想中的“天堂”，而是在人的不完美里头不放弃、不离开，是因着伤害、因着人的脆弱，人与人之间开始真正连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关系”。这是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他起初与布洛伊尔一起进行了对安娜·欧的治疗，但是布洛伊尔面对安娜·欧的情欲依恋感到无措而退时，弗洛伊德没有逃离，他坚持把治疗进行下去，并且在最危险的地方，在令布洛伊尔惊惶的地方，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他声称，安娜·欧朝向布洛伊尔的不是对布洛伊尔的情爱，而是来自安娜·欧生命深处的情爱，其对象所指是安娜·欧的父亲，弗洛伊德从那里开始了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探索，并且在对自己的精神分析里也发现自己对母亲的那种强烈的情爱依恋——那是一种欲与对方合二为一的激烈情感，仿佛人生只有实现了此，才能真正得到满足；当然，由于弗洛伊德只在人的生物层面上止步，于是他也就止在了俄狄浦斯情结处，没有再继续寻索；这种安娜·欧对父亲，他自身对母亲的强烈情爱更进一步的指向，其根源在哪里，弗洛伊德没有进一步追问，在这种强烈情感背后的心理动力又是什么；弗洛伊德只把他的理论停留在了俄狄浦斯的婴儿性欲与乱伦冀求。

如果说，弗洛伊德正确地捕捉到安娜·欧对分析师产生的不过是移情，作为安娜·欧的治疗师，其作用之一就要仿佛自己是一个容器，承载住安娜·欧这样的移情，还为之提供在其中继续去进行探索的空间与平台；所以，顺着这个维度进行梳理，治疗师是来访者的一个移情对象，作为来访者投注其浓烈情感的容器，那么，安娜·欧的父亲与弗洛伊德的母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正是这样一个容器，这个容器里承载的情感极度浓烈，到一种地步犹如乱伦，因为若不与渴求的对象合二为一，仿佛就不能平息这种愿望与动力激情；这种剧烈情感伴随着的羞耻感，与不能淋漓尽致表达的冲突，致使力比多能量必须另寻他途，以神经症的症状体现；如果进一步追问，无论是安娜·欧父亲还是弗洛伊德母亲，他们所承载了的究竟是子女什么样的情感呢？那是一种超乎于现实人间的浓情，是人内心深处所极具渴求的，是心的最深处无比强烈的一种动力——渴望完全地、无条件地被接纳、被爱，这种强大动力在父母之中某一个身上被投注，但真正地指向，精神分析没有回答；只是，在精神分析室里，严格的设置下，在有限的短暂时间里，以一种具体实操的步骤以及治疗师高度的专注，患者体验了在人间，最为接近他所渴望的那种的情感质量；这是无数文学主题里所涉及，无数个体生命在现实人生里屡寻不遇、屡求屡败，直至以神经症告终于死结的矛盾命题。

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为前提，弗洛伊德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设置严格的治疗过程，致使移情发生，使病患得以意识到并检验自己的“幻觉”；弗洛伊德在治疗理念上强调自我-反思的历程，也就是寻找到症状背后人的真正动机。可以说在理论上，弗洛伊德强调的是诚实的伦理。当我们接受动机这个观念时，我们开始看到作为治疗师的我们与我们的来访者一样，身陷某种自欺当中。在督导中，治疗师可能会看到自己之所以那样去干预，是出于自身某种完全未被觉察的例如竞争、不安全感、烦躁或者意欲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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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会成为一个永不间断的自我发现的过程，这个历程里既有来访者的成长，也有治疗师的成长；弗洛伊德开启的这个治疗的历程，开始于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而没有一种超然于世的对生命的关怀与爱，这个历程是难以真正地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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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中国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和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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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胜 陈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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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样是可行的，这一点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目前课题组进行了多项关于信仰基督教儿童和信仰天主教儿童宗教认知发展、宗教情感发展、宗教行为发展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采用多变量统计方法进行处理，主要考察任务、年龄、性别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如何挖掘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有关实验研究，不仅对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丰富中国文化背景下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价值。


关键词：
 中国 宗教心理学 实验研究 可行性 重大主题

引言

实验法在促使西方心理学脱离哲学母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实验法仍是西方主流心理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在宗教心理学领域也同样如此（Hood，Hill & Spilk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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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斯皮尔卡和施密特（Spilka & Schmidt，1983）对宗教归因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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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莫里斯和沃森（Hood，Morris & Watson，1990）对宗教神秘体验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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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雷特、里克特和德里森加（Barrett，Richert & Driesenga，2001）对儿童宗教认知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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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目前主要以问卷调查或测量研究为主。除了在宗教体验与生理活动之间关系的探讨中有人采用实验方法
 
[7]

 （韩慧娟、刘昌，2010）外，在个体宗教心理发展以及其他宗教心理学领域能够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吗？这就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 中国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可行性

在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研究”中，目前进行了多项关于信仰基督教儿童和信仰天主教儿童宗教认知发展、宗教情感发展、宗教行为发展的实验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带有探索性质，但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西方宗教心理学中的实验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样是可行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实验材料的选择和有关变量的控制问题。

本课题组进行的儿童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实验采用被试内和被试间混合设计。参与实验的儿童年龄从3岁至11岁。实验材料为自编的宗教文化刺激图片、指导语或视频（自变量）；受试者的反应水平（因变量）由主试计分，计分的等级经由神职人员进行专业评定。实验结果运用多变量统计方法进行处理，主要考察任务、年龄和性别的主效应及其交互效应。详细的实验结果可参考刘亚洁、纪念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分别是《中国信仰基督教儿童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
 
[8]

 《中国信仰天主教儿童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
 
[9]

 。

现以纪念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例，对实验的具体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纪念的硕士学位论文共包括3项相互衔接的实验，其中实验1探讨的是任务、年龄和性别对信仰天主教儿童宗教认知的影响，实验2探讨的是任务、年龄和性别对信仰天主教儿童宗教体验的影响，实验3探讨的是任务、年龄和性别对信仰天主教儿童宗教行为的影响。在该系列实验中，信仰天主教的儿童被界定为从小生活在天主教家庭（直接抚养者中有1人为天主教徒）并连续参加宗教活动1年以上的儿童。参加实验的60名儿童全部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天主教堂唱诗班。其中，3岁组、5岁组、7岁组、9岁组、11岁组各12人，男女各半。实验材料为自编的具有天主教文化刺激作用的视频、音频和图片。下面是实验1采用的实验设计类型、实验程序和实验得到的主要结果。实验设计为6（任务：天主认知，圣母认知，创物认知，死亡认知，天堂地狱认知，祈祷认知）×5（年龄：3岁组，5岁组，7岁组，9岁组，11岁组）×2（性别：男，女）三因素混合设计。自变量中的任务属于被试内变量，年龄和性别属于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儿童对宗教文化刺激的认知反应评定总分。在实验过程中，由主试使用PPT显示有关实验材料，然后询问儿童对有关宗教认知任务的理解；根据儿童的回答记录，请修女按照里克特5点计分评定其反应水平。实验数据运用多变量统计方法进行处理。结果发现：（1）任务、年龄因素的主效应显著，性别因素的主效应不显著。（2）天主认知任务和圣母认知任务得分显著低于创物认知任务得分。（3）5岁组与7岁组儿童得分存在显著差异，其他相邻组儿童之间无显著差异。

以上举例说明，采用实验法研究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包括儿童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是完全可行的，其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东西方”文化障碍。

二 中国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的重大主题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如何挖掘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进行实验研究，不仅对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丰富中国文化背景下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属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按照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要求，笔者对《道德经》《大藏经》《圣经》和《古兰经》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其中含有不少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其中已发现的，《道德经》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录共计18处，《大藏经》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录共计12处，《圣经》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录共计432处，《古兰经》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录共计22处。

下面从各经典教义中分别选取两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性语录加以说明。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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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11]

 《道德经》第八章和第五十四章中的这两段语录，显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涉及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目标追求。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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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13]

 《大藏经》“金刚经”静心行善分第二十三和“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中的这两段语录，显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涉及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友善的目标追求。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徇人的情面，不可收受贿赂，因为贿赂能使智慧人的眼变瞎，也能使义人的话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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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
 
[15]

 《圣经》“旧约”申命记16：19和“新约”罗马书13：9中的这两段语录，显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涉及文明、和谐、公正、法治、友善的目标追求。

“要孝敬双亲，善待亲戚、孤儿、赤贫、近邻、远邻、身边的同伴和路子。”
 
[16]

 “你们要互助行善和敬畏，不要互助罪恶和侵犯。”
 
[17]

 《古兰经》第五卷第四章“妇女”29和第六卷第四章“宴席”2中的这两段语录，显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涉及文明、和谐、友善的目标追求。

在笔者看来，虽然上述各宗教教义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其中毕竟也蕴含着某些人类在上千年文化历史演进过程中所积累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主旋律中是不可忽略的。因此，围绕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教义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工作坊培训等形式对有关教职人士或信教群众进行实验研究，并把这种实验研究结果转化为决策的科学依据或政策建议，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心理学实验研究，必将受到宗教界人士、宗教信众以及宗教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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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ψ（普西）模型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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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

周普元
 
[2]




摘要：
 本文根据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哈特曼的自我适应性和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并据此模型分析了个体生命周期中“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环境”两组关系内，个体生命阶段与宗教之间呈现的关系。在儿童期，自我逐渐从本我中剥离，并强化了超我的形成。儿童的自我概念逐渐形成，儿童宗教意识的“泛灵论、目的论、拟人论”由强渐弱。青春期中，自我与环境的危机呈现，自我同一性成为最大需求。中年期，自我成熟并形成稳定的人格，对道德的渴望加剧。老年期内在心理系统的不平衡成为主要方面，老年人希望通过宗教实现自我超越。本文还对个体生命周期中人类宗教心理呈现的不同特征进行理论总结，期望对起步中的宗教心理学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宗教心理学 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的ψ模型 生命周期 自我同一性

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1902-1994），祖籍丹麦，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中自我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范围超越了古典的精神分析，认为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个体内在本能能量在一个封闭系统内传递、移置和改变固定的能量，已不足以帮助我们在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观察人的心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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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意象（环境）与有机体力量（本我、自我、超我）的关系被提上日程。他一方面深感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与当前社会发展具有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又觉得弗洛伊德之后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仅仅侧重对人的生活环境研究，缺乏对精神内部世界的心理机制关注，即不能密切联系“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社会环境”对人自身的影响。因此，他以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等的自我适应性理论，创立了以强调自我的适应和发展的新精神分析心理学；并自称在弗洛伊德理论的磐石上，创立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为8阶段的人格发展渐成说。他用心理发展渐成说修订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渐成理论；用兼具潜意识和意识的自我同一论补充了潜意识的力比多冲动理念；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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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森将《童年与社会》（1950、1963）、《青年路德：一个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1958）、《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1968）定为有关同一性理论研究的姊妹篇著作。本文还参阅了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1969）。笔者根据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在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最终构建了个体与群体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见本书第60页图3），并据此模型分析了人类生命周期中“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社会环境”两组关系中，个体生命周期与宗教之间呈现的关系。

一 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在埃里克森的思想体系中，同一性（Identity）是一个中心内容，成为20世纪系统地描述人类发展的最有影响的概念。1946年他将同一性概念引入心理学，1963 年他的自我同一性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化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领域。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是不明确、不严密的定义，这种状况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1983年埃里克森在接受访谈时指出，“科学训练和逻辑能比我更精确地定义同一性”。综观中国有关自我同一性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的文献，笔者发现因为自我同一性理论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够全面，故此构建了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以请教于方家。

（一）ψ模型的构建

埃里克森在1963年第一次用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描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在返乡生活中呈现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缺失障碍：“这些士兵缺乏的是同一感。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有个人的同一性，但似乎他们的生活不再联结在一起，有一个核心的障碍，称为自我同一性的缺失。”
 
[5]

 “他们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中失去了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之感……就精神分析的图式而言，这种控制只有自我（ego）的‘内部结构’能为之负责”。战争中的士兵失去个人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开始认为是失去了“自我同一性”，后来发现，在具有严重冲突的年轻人身上，其混乱感主要是由于他们内心冲突引起；而在混乱的反抗者和具有破坏性的青少年犯罪者身上，则是与社会的冲突有关。
 
[6]

 士兵的自我同一性缺失，主要是指生命周期时间序列上的不一致，其产生原因是个体“内部结构”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的不平衡；而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除了时间序列上的不连续，还主要源于其内在结构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以及“自我与环境”的不平衡。从本质上讲，这种同一性的发展，或者说人格的发展，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最基本的层面，即自我同一性；第二，个体同一性；第三，社会同一性。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是很丰富的，却又具有模糊性。有时同一性指结构，有时指过程；有时指主观经验，有时指功能；有时指个体独特的意识感，有时指经验连续的潜意识追求；一个时期指集体理想的一致性，另一时期指比较的差异性。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在动力特征上是符合皮亚杰的平衡概念的。在皮亚杰看来，人类在发展中的智慧就是适应，个体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同化的方式将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之中，引起主体图式的量变；以顺应的方式将主体自身图式适应客体引起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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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的平衡是指同化、顺应两种作用引起的ψ模型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的平衡。ψ模型的这种变化是不稳定的平衡过渡到逐渐稳定的平衡，且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平衡状态，这构成了个体整个心理的发展过程。个体生命周期中同一性的渐进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同一性危机的过程。

笔者根据以上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的三个层面，基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哈特曼的自我适应性和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种模型来描述人类个体生命周期和群体历史周期演化过程，最开始构建了个体与群体社会的两组自我同一性理论模型（见图1、图2），图1、图2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是一个运动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模型寻求平衡的旋转过程中，形似国际心理学符号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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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名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普西）模型。但是在后期论文撰写中，笔者发现图1、图2除了能更好地体现自我同一性的平衡结构和运动特征外，却不能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意识结构相契合。于是，笔者将图1、图2描述个体与历史同一性的模型，完整地调整并融合为图3，虽然图3不再形似ψ，而形似运动中的水车，或者侧放的ψ形状，但是它是图1、图2的完全整合，并揭示了“本我、自我、超我以及社会环境”在“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应区域。所以，笔者仍然将图3命名为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它是与自我、人格和人群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心理学概念模型，限于篇幅，本文侧重对个体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见图3）的含义、特征及其调试做出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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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个体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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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群体社会意识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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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

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见图3）的含义：在个体生命历程中，自我位于个人的核心之中，同时又是位于他的社会文化核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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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方式
 
[10]

 ，调节内在的本我、超我以及外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产生不平衡到平衡的周而复始的持续运动，形成ψ模型平衡结构。这个运动倾向如果是积极向上的，个人愈能回答“我是谁？我将走向何方？”，反之则自我惶惑迷失。

结合埃里克森对自我同一性的阐释，以上定义的具体内容包含四个方面：（1）自我同一性ψ模型是个体在生命周期的时间序列中，个体在主观上的一致性和自身内部的连续性和不变性，即生理的我对时间序列上的“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具有同一性，虽然个体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但生理上的我是连续的；这也表明ψ模型是动态而连续的过程。（2）ψ模型是一个由“自我与内在的本我、超我和外在的环境”组成的四要素结构，自我同一性是个体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平衡结构。自我与环境平衡协调发展，使得个体能清楚地意识到“我是谁，我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我将走向何方”。（3）ψ模型的潜意识区域，涵盖了荣格的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使得兼具意识和无意识特征的自我与其所在环境中的民族、政治、宗教等集体潜意识保持平衡的同一性和一致性。（4）ψ模型中的自我还能平衡理想自我与现实客观存在的同一性。

结合以上对ψ模型含义的解读，ψ模型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动态运行中，还主要涵盖以下要素。

第一，自我同一性概念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ψ模型为我们把握同一性的本质提供了结构模型：同一性是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不断平衡的结果。即ψ模型是内在自我与本我超我之间、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是现实自我、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三个结构之间呈现一致性的一种状态；自我是人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ψ模型中自我与其他三要素（本我、超我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格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动力之源。ψ模型的平衡发展是人格完善的标志，也是个体心理成熟的体现。

第二，ψ模型作为个体内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心理结构，自我是处于调节系统的核心地位。这也是个体描述、关联和解释相关客体世界的理论、原则和基础，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主体感受。事实上，ψ模型平衡结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对人类自身的重大意义，在于个体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发展方面和时间序列方面的交互作用，只有作为一种心理社会的相对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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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模型才能加以概念化，因为存在是运动着的存在。

第三，ψ模型使个体的内在结构在主观上表现为同一感，换句话说，同一感是ψ模型的功能表现。对埃里克森的理论而言，正是这一框架最终提供了自我的一致感和连续感，使个人知觉和经验深刻地统一成为可能，这也证明同一性是确实可证的实体。这种同一感具体表现为互为关联的存在感（明确我是谁以及我的位置）、一致感和连续感（人格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心理成熟感、生活的意义感、方向感（自我导向的目标意识）。

总之，只有将ψ模型理解为一种多方平衡的动态发展结构，才能将自我同一性时间序列连续的动态性与个体此刻的静态研究联系起来，才能将个体内在心理机制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因素结合起来，进而对自我同一性ψ模型有整体、本质的理解。

（二）ψ模型的特征说明

结合Bourne（1978）对埃里克森丰富而复杂的同一性概念概括出的特征，上述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应当具有以下七方面的特征。

（1）发生（认识论）学特征：ψ模型中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在时间序列上是儿童期的结果，是处理早期发展任务的成功与失败。

儿童在处理早期发展任务时，如果成功解决发展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的危机，ψ模型则动态地进入下一生命周期环节；如果儿童不能很好地处理自我与内外部危机，ψ模型中的四要素则会以较长时间来进行调整，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如果这个调整的时间较长，我们就把它叫作发展停滞或者空档。自我在儿童时期形成以来，就不断地在平衡本我、超我和环境的关系，青年阶段的自我同一性危机的内在心理结构上大多是前一阶段生命周期（儿童期）的结果。青年期尤其是青春期突出地表现在“自我与环境”问题中的矛盾，自我同一性危机程度加深，自我的适应性调节促进自我同一性ψ模型平衡的形成。超我是人类的先天倾向对原始的、绝对道德发展的一种更为古代的，更为完全内在化的，更为潜意识的代表，因此，与早期心力内投有关的超我保持了一种盲目道德的严峻的复仇和惩罚的内部力量，而自我理想则更为灵活，更有意识地受到童年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所吸收的思想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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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环境而言，自我同一性的ψ模型更接近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可以按照青少年的意识形态趋势来试验、挑选和整合那些来自童年的心理社会危机的自我意象。在该问题的相关研究中，Kroger考察了Erikson，Blos，Kohlberg，Loevinger和Kegan的理论认为，青春期整合并超越了前一生命周期（儿童阶段）的投射和自居作用，产生了新的质的不同的整体，即同一性起源于对儿童时期的自居作用的选择性遗弃和同化。

（2）适应性特征：ψ模型中自我同一性的平衡是自我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反应。

埃里克森把个体人格的发展理论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不走弗洛伊德只注重力比多心理能激发自我调节本我和超我的老路，他把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从弗洛伊德的自我协调个体内在潜意识的本我、超过关系，扩展至意识领域，引入“自我与环境”关系，将个体心理发展暴露在社会环境的现实之中。例如，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都从精神分析角度对历史著名人物进行了历史分析，弗洛伊德以潜意识的力比多为基调描述了达芬奇和威尔逊，埃里克森则从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描述了马丁路德和甘地的心理变化。二者比较起来，埃里克森更侧重社会和历史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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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ψ模型中的两大主要构成（个体内在系统与环境外在系统）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只有个体生命在某一阶内在系统与社会环境相互吻合，社会再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组织对个人施加文化的影响，并提出有利于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时，ψ模型才向前做出实质性运动。其间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的量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平衡调节过程。就每个人自身拥有的ψ模型来看，埃里克森也曾强调过每个人的自我是一个可以协调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调节模型。例如，青年期的自我同一性的整合功能，正体现了调节人格内部结构并取得与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他人的平衡调节作用。然后，自我同一性对于社会的改革和创新，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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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心理发展只能去顺应他。

（3）结构性特征：它是由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方面因素组成的统一体。

自我同一性的ψ模型强调生物性的人在发展过程中自我内在心理结构与其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兼具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方面因素的统一体，这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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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社会环境而言，在自我的生命发展过程中，自我同一性ψ模型结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我治疗、自我教育的作用，更加重视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的教育作用。就生物和心理的人而言，自我（ego）如果作为一种中心、部分潜意识的组织力量来理解的话，则在生命周期中任何阶段都肯定要对付一种变化着的自身，后者要求与被放弃的和预期的各种自身进行整合。这种说法也适用于身体自我（body ego），这种身体自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的身体的经验所提供给自身的那一部分。它与代表观念、意象以及可以长久与理想自身（ideal self）作比较的完形的自我理想有关。最后，它还适合于自我同一性的那部分，即包含了角色意象的那一部分。后来被称之为自身同一性（self-identity）的东西是由一些经验产生的，在这些经验中，暂时混乱了的各个自身，在一个也为社会所承认的角色整体中被成功地重新整合了。因此，同一性的形成可以说既有自身的方面，也有自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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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力学特征：自我同一性ψ模型是不平衡到平衡的动态过程，其平衡调节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艾里克森认为，个体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由一对冲突或两极对立所组成，并形成一种危机。所谓危机不是指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而是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危机的积极解决，就会增强自我的力量，个体就得到健全发展，有利于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危机的消极解决，就会削弱自我的力量，会使个体发展不健全，阻碍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而且前一阶段危机的积极解决，会扩大后一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前一阶段危机的消极解决会缩小后一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埃里克森在为各发展阶段提出特定的发展任务的同时，把解决任务视为一种两极分化的对立斗争过程，个人便在发展任务的斗争和解决过程中，依次向不同质的下一阶段过渡。正是这种具有辩证因素的动力观点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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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Kroger明确地将同一性定义为自我与客体之间的平衡。Blos以客体关系理论和第二个性发展过程来阐述自我的分化与整合，产生自我感。Kohlberg的道德推理发展可以看成观察同一性形成的一个方面，可以看到道德发展决策的自我与客体的内在重组。Loevinger主张自我是同一性的基础，自我的任务是在经验中寻求一致性的意义。Kegan认为同一性就是意义生成，是一系列自我和经验的客体之间关系质的重建。可见，自我和客体边界的不断建构、毁坏和重整的过程就是同一性形成的动力过程。

（5）主观性特征：自我同一性ψ模型描述了人有一种自主的内在一致和连续之感。

ψ模型系统内在的本我、自我、超我是主体的我，主要是对环境客体的顺应协调，内在系统的自我除了具有潜意识特征外，还具有意识的特性，所以，就个体自身来说，个体在主观上能感受到ψ模型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例如，在儿童向成人转变的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阶段，自我表象的连续性起因于自我的作用，没有其他内部力量能够完成儿童期的自居作用选择和自我意象整合。自我同一性是一种感觉，一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生活的感觉，一种不断增强的自信心，一种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内在持续性和同一感。与自我同一性发展相应的是忠诚的品质特点，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实于别人，忠实于社会，这些理念和品质都是在强调我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要求环境、他者应该怎样适应我。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否则，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消极向下的ψ模型运动。

（6）心理交互的特征：相对于儿童期的依赖，自我同一性ψ模型展示了自我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利于发展与他人的关系。

埃里克森认为个体对各发展阶段特定任务的解决的顺利与否，都会对个人的未来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模式产生相应的良好或不良影响，因而他积极主张在每一个阶段都应当重视家庭、社会环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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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同一性ψ模型构成了个人的自我疆界，就儿童期间的ψ模型来说，是连续的儿童内在危机与社会现实环境的综合的结果。

（7）实体的存在：同一性提供给自我和世界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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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的发展学说对未来表现出乐观主义精神，他对自我具有深厚的信念，强调自我的发展具有自我治疗（非心理）和自我教育的作用，他的关于游戏和同一性理论，都体现了这种乐观主义精神。
 
[20]

 如果说自我理想的意象为自我描述了一套为之奋斗却永远不能达到的理想奋斗目标，自我同一性ψ模型的特征则可说成在社会现实范围内确实达到了的，但永远却需要修正的一种自身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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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ψ模型的相关调适

1.生命周期的渐进性

埃里克森借用胎儿发展的概念，认为人的发展是依照渐成论原则而开展的一个进化过程，任何生长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方案，各部分从这个方案中发生，每一部分在某一时间各有其特殊优势，直到所有部分都发生，进而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整体为止。他主张，有活力的人格能经受住任何内外冲突，在每一次危机之后再度出现而且逐次增强同一感，增强正确判断，并增强依照自己的尺度以及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标准而“善于应付”的能力。ψ模型在渐进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个体要经历八个阶段，它们是固定地以不同的先后顺序逐渐展开的，使ψ模型出现连续而动态的发展特征。第一阶段：基本的信赖对基本的不信赖（从出生到18个月左右）；第二阶段：自主对羞愧与怀疑阶段（从18个月至4岁左右）；第三阶段：主动感对内疚阶段（4～6岁）；第四阶段：勤奋对自卑阶段（6～12岁）；第五阶段：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阶段（12～18岁，儿童向成人转变的过渡阶段）；第六阶段：亲密对孤独阶段（18～30岁，也称为成年早期）；第七阶段：繁殖与停滞阶段（30～65岁，即从成年到老年）；第八阶段：自我整合对失望阶段（65岁持续到生命结束）。在个体ψ模型历经上述八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是以自我为主导，按照自我成熟的时间表，将内心生活和社会任务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既分段又连续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埃里克森还指出，不仅说的发展阶段是依次地相互联系着的，而且最后一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也是相互联系的，人的发展阶段是以一种循环的形式相互联系着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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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ψ模型在生命周期中连续循环发展的过程中，首先，人的发展要循序渐进；其次，每一发展时期都有发展优势；再次，每一发展时期都有冲突；最后，人会达到一种整合的状态。

2.平衡的动力系统

在精神分析精神病学上常有这样的情况，最初常被认为是一组严重障碍的（如癔症）模型，后来本身却表明是属于个人发展某一阶段的一种规范性危机的病情恶化的不适当延长或倒退。这种规范性的“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在青年期和年轻成人期这一年龄阶段呈现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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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与本我、超我和环境的冲突更大，ψ模型在这个时间段的不平衡性更为剧烈，因为矛盾的存在而产生运动。1956年，埃里克森认为，儿童在步入青年阶段后，因为生命周期发生了质的跳跃，这种质变是各种危机量的积累的结果，个体要面临解决种种有关自我发展的问题，青少年要经历一个自我的再认识过程，如人际交往的扩大、职业的选择、性别角色的确立、价值观的选择等。

ψ模型在生命周期8阶段的渐进运动过程中，除了上述同一性危机带来的不平衡动力外，还包括同一性扩散和同一性混乱两个矛盾动力源。青少年在体验自己的过去、评价自己的现在和就将来的职业、目标等做出选择时，常常会感到迷惑，缺乏稳定的自我概念，他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是不稳定的，自身的行为也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埃里克森用同一性扩散（Identity Diffusion）来描述青少年在同一性确立过程中时而出现的心理上的混乱状态。埃里克森使用同一性扩散来描述心理上的混乱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建议他使用同一性混乱来描述。对此，埃里克森对同一性扩散做出了解释，即同一性扩散意味着自我意象的分裂、中心的丧失和消散。一个青年可能处于温和的同一性扩散状态而不是完全的混乱。后来，在个体心理发展中“同一性危机、同一性扩散、同一性混乱”这三个词，在交叉、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含义上被使用。这时危机、扩散、混乱是指在同一性发展中出现的不良适应倾向或完成发展任务的失败，这构成了ψ模型发展中的动力系统。

3.集体无意识对自我的约束

ψ模型的潜意识区域存有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构成要素，这两个要素既大量地存在于环境之中，又部分地存在于个体内部，抑或者存在于ψ模型之外（而形成更大的群体历史的“ψ模型”）。在精神分析著作中，外部世界、环境之所以被称为外部，是因为它不构成内部——不能进入个人的肉体，进入它的精神系统，或者进入它最广泛意义的他的自身之内，而成为他者。儿童不但要求一个基本的环境，还要求一个整套连续的可期待的环境，因为当儿童适应了短暂的迸发和各阶段之后，在任何达到了的阶段中，他要求得到一个日常预期的环境。换句话说，人类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允许和保证一系列多少不太连贯的、然而却在文化和心理学上始终如一的发展，每一个发展都沿着扩展的生命任务辐射并延伸，这些日常可预期的环境，便是集体潜意识。传统的形象和观念很早就内化到人生中而成为个体潜意识，它给人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安全感，抑制人生各个阶段突兀出现的、甚至会困扰人的一生的深刻疏离感。这使得人的生物适应性成为生命周期，在他们的社会潜意识中发展。历史中的人物，能从他们个人冲突中获取能量，以适应他们那个时代对普遍的世界影像（集体潜意识）进行再综合地特殊需要。只有在价值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危机中保持一种有意义的一致性，个体潜意识与支配其的社会集体潜意识冲突才会减少。发挥作用的自我在保卫个性时绝不是孤立的，因为一种集体性把各个自我在一种相互激活状态中连接了起来，自我过程中的某些东西（个体潜意识）和社会过程中的某些东西（集体潜意识）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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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体宗教心理发展中的ψ模型应用

在一个越来越多变的ψ模型生命历程中，每个人在构建自己身份时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些生命阶段更多的是ψ模型四要素（自我、本我、超我、环境）的选择和协同的结果。上文在埃里克森的生命周期理论、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等的自我适应性理论、皮亚杰平衡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自我同一性理论的ψ模型，下文据此模型分析人类生命周期中“自我与本我、超我”和“自我与环境”两组关系中，个体生命阶段与宗教之间呈现的关系。笔者将个体宗教心理分为四个阶段：童年宗教心理、青年宗教心理、中年宗教心理和老年宗教心理。在儿童期，在ψ模型内部，自我逐渐从本我中剥离，并强化了超我的形成。儿童基于自我概念逐渐成熟，“泛灵论、目的论、拟人论”则由强渐弱。青春期中，新的更大的来自ψ模型外部构成要素的环境危机呈现，ψ模型的平衡成为最大需求。中年期，ψ模型趋于稳定，自我走向成熟，并形成稳定的人格，但在ψ模型内部对道德的渴望加剧。老年期ψ模型内在心理系统的平衡成为主要方面，老年人希望通过宗教实现自我超越。

（一）儿童宗教心理

基于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而建构起来的ψ模型，似乎只能更好地解释青年、中年宗教心理发展问题，对于儿童和老年宗教心理的阐释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认为儿童宗教心理发展问题更多地受制于个体内部理性发展程度；同时环境也起作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笔者曾经在《世界宗教研究》刊文《皮亚杰的儿童宗教意识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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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粗线条地描绘儿童宗教心理发展的生命周期定律。在此，笔者重提皮亚杰的儿童宗教意识，并据此管窥ψ模型在儿童生命周期中内在非理性因素（自我中心主义、因果观念等）的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机理。

皮亚杰在分析儿童思维结构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智慧发展过程，与ψ模型描述的个体宗教心理发展相比，虽然较少涉及本我、自我、超我和环境四个要素，但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所描述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果观念等发生认识论要素就是指儿童个体内在非理性因素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ψ模型的内在要素是一致的。皮亚杰采用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借助其阐述和构建他的儿童心理学的整个思维运演系统，也构成了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认为青春期前因为自我中心（ψ模型内在系统）和因果观念带来的不平衡，儿童自发宗教意识由泛神论等走向青春期后的理性（物性）平衡时期。就自身心理机能而言，青春期后随着理性思维的发展，在ψ模型的内部系统中，自我中心和因果观念的弱化，致使宗教观念逐渐淡漠。皮亚杰认为，儿童从本能到理智的发展过程与“自我中心”状态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从个体认识的发生学角度来看，由于初生婴儿作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动物，还不能建立起主客体概念。因此，从本能到智力的认识进化过程，也就是由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到主客体分化的不断建构过程，也就是自我中心状态的不断出现与脱离。正好，这表明皮亚杰的自我中心状态理论，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儿童自发宗教自我中心状态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自恋、潜意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1.自我中心主义。皮亚杰在所著的《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一书中，用“自我中心”这一术语来指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我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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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模型内在系统）。儿童逻辑的、言语的和关于世界观念的特点，不过是这种自我中心智慧立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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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把儿童思维发展过程概括为一种不断的自我中心化和不断地打破自我中心化的过程。随着儿童自身活动作用的结果，“永久客体”概念的形成，幼儿在1至2岁时便爆发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说，“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主体的身体开始被看作是处于一个空间中的诸多客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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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万物有灵论同样起源于不能区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幼儿认为凡是运动中的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和有意识的，风知道它自己的吹动，太阳知道它自己的运转等。”“泛灵论”的产生与自我中心主义也有关系。皮亚杰在他研究中指出“泛灵论”的实质：它产生于儿童把事物同化于他自己的活动之中，是由于内在的主观世界与物质的宇宙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的一种表现。

总之，儿童在ψ模型内在系统中，按完全不同的自我中心思维方式，与成人十分不同地考虑梦、道德、生命以及科学事实，并自发地用道德的、万物有灵论和人工论来解释自然现象。

2.因果观念。儿童初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儿童看来，任意的结合会产生一个重要的现象，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个事物总可以用别的事物来说明，儿童的心理没有“偶然”的观念。儿童的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一个自我为主的，认为客体是为自我服务的，其思考和观察事物的立足点在ψ模型的内部系统。在《儿童心理学》《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发生认识论原理》等著作中，皮亚杰论述了从出生的婴儿到青春期少年（15岁）思维发展的四个必经阶段，并断断续续地探讨了儿童在这个四个阶段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的特征。第一阶段（0～2岁）：感知运动阶段。此阶段，初生婴儿不分主体和外界客体，属于“无意识的自我中心状态”。婴儿通过感觉运动图式，如抓取、吮吸等动作，来适应世界。皮亚杰认为刚出生头两年的婴儿无所谓宗教意识，如果说有，真正的宗教就是一切事物。第二阶段（2～7岁）：前运演阶段（表象运演）。该阶段依照“自我中心”的强度，分为两个发展时期：2～4岁阶段儿童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的特征，不能协调自我同他人的观点，即不能以自身的行为图式去同化或顺应外在环境和他人的观点。在对待物理世界和有关运动现象方面，儿童自我中心表现为：太阳、月亮和云彩等都围绕他自己运行。月亮跟人走是为了给人照路；人睡了，月亮还在走，为了给猫儿、狗儿照路。此阶段表现为目的论和万物有灵论特征。4～7岁阶段儿童属于前运演阶段的知觉思维阶段。此阶段儿童拥有了有限的逻辑推理能力，但仍受知觉经验支配，对抽象的问题会得出错误的回答。皮亚杰认为，该阶段儿童思维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人思维”十分相似。此阶段为目的论、泛灵论和人工论特征。皮亚杰认为，这些特征是儿童自发宗教意识的表现，是研究儿童宗教心理的重要阶段。第三阶段（7～12岁）：具体运演阶段。此阶段儿童开始改变自发的万物有灵论的直观思维，意识中出现有条理的思维，但还不能摆脱具体的形象，不能形成抽象概念。儿童对世界的解释逐渐减少泛灵论或人工论特征，而此时人工技术论（即人工解释和技术解释相结合）成为儿童思维的主要特征。第四阶段（12岁至青春期）：形式运演阶段。此阶段儿童的“认识已越出现实”本身，无须具体事物为中介，就能在头脑中把形式和内容分开，也能根据概念进行逻辑推理。儿童已能独立地做出道德评价。

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发展的四阶段是相互联系的发展顺序。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相邻阶段不可逾越，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和年龄特征。在四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伴随儿童感情、宗教意识等方面的心理发展，出现泛灵论、目的论和人工论所表现出来的，是令人深思的规律性现象。这符合ψ模型的生命周期渐进性特征。

3.评价与启示。皮亚杰对儿童宗教意识的产生，主要认为是儿童的一种自发现象，这在宗教学领域属于宗教无起源论观点。但是，他所强调的儿童自发宗教，主要是自发于儿童自身，也即是源于ψ模型的内在系统，较少、甚至是放弃了环境对自我的影响分析。该理论提出后不久，就被宗教神学教育和世俗教育所借用。至此，ψ模型中环境与内世系统的相互关联程度加强，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都根据皮亚杰的这个理论，对儿童进行符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认识到了“儿童的智力是连续而有阶段地发展的，不可能超越一个阶段，也不可能从前一阶段突然进入后一阶段”。儿童人格的完善，还需要ψ模型结构中“自我与环境”要素的推动。在有神论与无神论教育体系的教材中还据此明确了教育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世俗教育中也应当对“儿童自发宗教观念”理论引起重视，正确认识到儿童在该阶段所具有的思维特征，并在课程中相应地设置科学与无神论教育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条文中，就明文规定了我国教育体系的指导原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教育的目标是“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民族地区，通过对儿童的科学教育，将极大地提高民族地区文明程度和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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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青年宗教心理

依据上述皮亚杰儿童宗教意识发生认识论，儿童个体生命成长到青春期阶段，随着主客体的分裂和抽象思维的发展，一方面，儿童ψ模型内部系统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果观念等减弱。另一方面，来自ψ模型外部的社会环境的科学教育，使得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趋于理性、科学。进而促使儿童早期形成的“泛灵论、目的论、人工论”减弱或消失，到青春期阶段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变得淡漠。但是根据现实调研来看，青春期以后的青年信教人数却在大幅增加，如表1列举的北方民族部分萨满领神时间表，又如，埃里克森在出席宗教活动人数的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人数上看，二十不到的年轻人最少，之后逐渐增加，在六十上下这个年龄组达到顶点，再往后，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认为人数下降是由于老年人体力不支、无法参加教会活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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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皮亚杰的儿童宗教心理思想似乎呈现一种矛盾状态。其实不然，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儿童期的宗教信仰局限于ψ模型内部，这种个体内在自发的宗教观念，属于ψ模型内部“本我、自我、超我”的小我层面。而到了成年阶段：青年、中年时期，社会环境的大我层面开始成为个体宗教信仰原因的主要方面，且这与弗洛伊德自始至终以力比多本能等小我层面研究个体发展心理是不一样的；笔者还认为，进入老年期以后，如同儿童期一样，内在小我层面的矛盾冲突又将会成为老年人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

1.相关研究

（1）斯塔伯克：青年期是理性觉醒，内部与外在环境冲击碰撞时期。

斯塔伯克将青少年定位在生命周期中的“十或十一至二十四或二十五岁之间”。在这个年龄阶段，无论从宗教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任意其他角度来看，青少年期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型时期。这是因为，青少年身体内部（ψ模型内部的自我、本我、超我，或者皮亚杰的儿童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ψ模型外部的家庭、学校、社会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等）的潜流与逆流，它们冲击碰撞，导致了最多变和最矛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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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了ψ模型的生命周期更迭渐进。此阶段青少年人格系统ψ模型内外部组成要素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该阶段是最复杂、最难研究的时期。

同时，青少年时期是理性觉醒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一种面临更大生活的暗示，进而形成自我理想，一个更充实的生活依然外在于人。这个外在于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超我或者社会意象。整个青少年发展的深层核心是一个新的、更大的和精神意识的诞生。道德、推理和审美三个方向的发展，在青少年期才开始起重要作用，道德本能的特征使我们相信，此时是它真正诞生之时，将来会成为宗教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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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美德：青年期用宗教训练平衡个体内在情绪，促使健康人格形成。

神职人员麦美德认为，儿童后期的青少年发生的社交性是更深的，他对于真理的喜好是更深的，他的宗教性也是由浅入深的，各种情绪更深沉而更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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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美德著作中除了阐述ψ模型中环境对自我的重要影响外，还对个体ψ模型内在的自我对本我、超我中的道德良心责任、社会中的自我理想也进行了平衡调节：以宗教来训练之，形成自我的完美人格。

麦美德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认识，也是符合这一结构的：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危机根源于ψ模型自我与本我、超我，自我与环境的不平衡。他据此提出了青少年宗教教育重要性的三大理由：①青少年遭遇新诱惑、新经历、新机会、新责任，他们急需的是健康的人格与刚强的动力，并要以宗教为根基。这些青年子弟，若在道德与宗教上得不到合适的训练，却只在物质科学的知识上增进，那么，他们将来的行为，或者要比现代无道德的人更不堪。②青少年阶段是各生命周期中最紧要的，它是自我扩充之欲望最热烈的时期，理当利用这个机会以组织完美的自我，并将自我的全部要素都加入生活之内，以培养均衡的人格。若错过这个机会，将来虽要加入一种要素（如宗教）在他的生活之内，极不容易，因为自我的组织已经固定难变。③青年期之所以要紧，是因为人类的本能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生来就有固定的形式，人类无定式的能量甚多，教育时期又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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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淑云：萨满病是青春期危机的表现，萨满领神仪式是缓解和解除危机的方式。

郭淑云博士认为，萨满病的发病年龄多在青春期，为解决这种个体危机（萨满病）而举行的领神仪式也多在青春期（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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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在北方的萨满教信仰中，如果患者病的时间特别久，且一直医治无效，最后将请萨满“确诊”病因是否属于已故萨满灵魂附体，如果是，则必须拜萨满为师修炼萨满通神方术，才能获得身体的健康。所以，多发生于青少年阶段的患者最后走向了萨满之路，萨满的领神仪式对个体而言，具有缓解危机（ψ模型四大要素平衡协调发展）的意义。可见，从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来看，萨满领神仪式其实是一种调节自我与本我、超我和环境的危机，使自我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

表1 北方民族部分萨满领神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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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云博士认识到了多发生于青少年身上的通神现象，与青春期自我不同一性而产生的危机有关，即与ψ模型在时间序列和其内外结构的矛盾有关。但是，这个危机的产生和消除，似乎还与身心之外的心灵有很大的联系。但埃里克森的理论以及ψ模型似乎不能很好地解释灵性（精神性）问题。可以说，弗洛伊德注重ψ模型内部本能欲望的转移与重置，而埃里克森的自我兼具ψ模型内部结构和外在社会环境以及生命周期时间序列上的同一性运动。但是在身体、心理之外更大的自我（精神性）似乎在这两位大家的论述中很难找到，或许是它们（精神性）存在于ψ模型中涵盖于自我内部和环境之中的集体潜意识层面，也或许是ψ模型之外的新的世界。

2.ψ模型在青年宗教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青年路德》原来只是埃里克森研究青少年晚期与成年早期情绪危机著作中的一章，但是后来作者发现，一章不可能处理像路德这样伟大的人。由马丁成长为路德的过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创伤，一切他属于的，以及一切他拥有的，都被毁灭或重生。这也是ψ模型整合与同一的过程。于是作者由原来的一章变成了一部历史心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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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路德》强调了ψ模型自我适应（ego’s adaptive）及其防御（defensive）功能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的心灵地心说、人格学说及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等对自我的研究。在ψ模型描绘的生命周期发展到青年阶段（12～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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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会出现自我同一性危机，或者叫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这是由于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在童年的残留与对成年的憧憬中，制造出一个自己的重心感与方向，与一个行得通的同一感。他必须在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与别人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之间，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相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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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是ψ模型渐进运动中，生命周期在时间序列上前一生命阶段与当下生命阶段的质变痛苦，也是自我在处理当下内在与外在环境而出现的危机，并寻找好的方式来调节过去、现在、未来和本我、超我、环境，促使ψ模型保持平衡。

（1）ψ模型的不平衡与平衡：危机与重生。

ψ模型的不平衡问题既包括时间序列上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生命各阶段的不平衡，也包括某一时期自我与本我、超我和环境的不协调，而呈现同一性危机。只有生病时，人才会感觉到身体的复杂性，也只有在个人或历史的危机之中，人才会发现人格是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敏感的组合。这个组合是由遥远的过去培养出来的能力与现在的机遇混合而成，也是由个人成长过程无意识的先决条件与各代之间形成的集体潜意识混合而成。在某些时代、某些阶层、某些年轻人身上，这个危机几乎不存在（比如只出生一次的人），而在某些民族、阶层、时代里，这个危机却形成一个开口（a critical period），一种再生（second birth），很容易因普遍的神经疾病或思想界的不安而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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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年轻人陷入这种ψ模型不平衡的危机之中，而产生神经性、精神性或犯罪的行为；其他年轻人可能加入宗教、政治、自然或艺术上的运动来解决这个危机，促成ψ模型达到平衡状态。另外一些则经过长期的痛苦与偏差，最终却发展出一个未来的生活方式。他们感到ψ模型不平衡产生的结构动力，迫使他们动员所有的能力以新的方式来观察、发言、梦想、设计与建设。

对那些只出生一次（只一次就解决危机，而没有经历多次危机与重生）的人来说，青年时期是最丰富的、最粗心的、最自信而创造力最大的。只出生一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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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那些在ψ模型中各要素很容易就达到平衡，并能完全融入时代环境之中的人。他们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中，也能很好地协调时间序列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詹姆斯认为，只出生一次的人，与马丁一样因为重生而癫狂的人在自我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就在于癫狂的、分裂的自我的人是在成长危机中寻求一种再生（second birth）。这也正如斯塔伯克所言，青年人皈依宗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神学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心理延长的空档（ψ模型在时间序列发展上停滞在前一生命阶段），宗教信仰也能缓解青年危机，促进青年向健康的社会心理方向发展，有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青少年站在ψ模型生命周期时间序列上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社会也认识到青少年有很激烈的同一性危机，常会提供一个时间上的空当，也就是在他们不再是儿童，而又还没有在行为与道德上形成未来的认同感之时，给他们一段时间。就某些人来说，比如马丁，修道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心理上的空档。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必马上决定自己到底是什么人，或将来自己想要做怎样的人；而ψ模型不平衡危机的发生，往往就是在他们已经过分地献身给并不十分喜欢的角色的时候。

马丁的问题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宗教的人”（a homo religiosus）。埃里克森认为，宗教的人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社会心理冲突比其他人剧烈。他们不能很快地去相信、接受人间社会环境中的一切，他们追求内在的价值和规范，拥有一种道德的敏感性。马丁脑子里充满了对自我发展的疑问，就静态的此刻的ψ模型而言，他会呈现出自我与内在本我、超我和外在环境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中世纪神学的信仰与他自己追寻的自我理想上的矛盾；从动态的ψ模型来看，他会因为儿童、青少年早期向青年生命阶段的变化而出现时间序列上的不平衡。这就是马丁遇到的双重问题。

（2）ψ模型的生命周期渐进性：马丁成长为路德。

剖析马丁成长为路德的渐进过程，我们需要观察马丁在ψ模型中的自我与本我、超我、环境之间的关系，注意观察在一些引起质变的点上所发生的事件。其主要剖析原理是：研究人性最好在冲突状态，此时自我同一性ψ模型处于危机的不平衡状态，自我防御机制较弱，本我、超我等释放到意识层面而产生行动。另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人类生命周期的渐进性，就要学着去解释一个人必须经历过一个一个阶段才能长大成人进入社会，而这个社会环境不论是好是坏，也是一步一步地供给这个人由传统与制度构成的外在现实。ψ模型外部结构中的这些传统制度利用、发展人的才能，吸引、调解人的驱力（本能力比多等），限制人的恐惧与幻想，或对这些恐惧与幻想反应，并且给这个人一个适合他心理社会能力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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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一个人，就必须研究ψ模型上他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中，外在的社会传统与内在个体的过去童年与未来成年的关系。

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青年马丁在艾福修道院的唱诗班中，突然好似恶魔擒获一般，跌倒在地，野牛般地狂吼道：我不是！我不是！（德文：Ich bin’s nit！Ich bin’s nit！）/不是我！不是我！（拉丁文：Non sum！Non sum！）。记录者相信马丁当时是恶魔附身——在中世纪，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与精神病之间的边缘病症——而他大声地否认，正是他病症的表现。“我不是”这句话可以看成一个孩子被人用脏话骂时的反应。马丁修士是二十一岁进入坐落在艾福的奥古斯丁修会黑色修道院。在一场疯狂的暴风雨中，他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发了愿。在这以前，他以最高荣誉获得了艾福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但他却未经他父亲的允许突然进了修道院。在他父亲雄心壮志的栽培之下，马丁修士曾经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他的父亲想要他念法律，因为法律是进入政界的跳板。然而长久以来，马丁却一直生活在内心极大的冲突之中，他对宗教常有着病态般的关心。后来，马丁的晕倒，心理病学症状不仅仅与其ψ模型内在的自我、过去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外在环境的时代意识形态危机相关联，而且与建立生存（精神性）的身份认同有关。马丁起初进修道院，就是想逃避内心的冲突，修道院就像一个避风港，但他发现心中的平静只是暂时的，他进去不久，烦恼又开始重新回来折磨他。这些经验最后使他放弃了修道生活，而成为背叛中世纪教皇权威浪潮中的精神偶像。身份认同危机致使ψ模型不平衡之时，个体不仅力图建立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心理和社会认同感，而且要建立有关超越ψ模型之外的更大自我的生存（精神性）认同感：寻求最高的善，寻求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价值。这里的爱、责任、良心等就涉及“生理、心理、心灵”关系中的心灵（精神性）维度，属于存在主义心理学范畴。但是在埃里克森的理论结构中，少有涉足。我们暂且将他们列为模型之外的更高层面的自我之中。

A.马丁的危机源于对上一生命周期的失衡。

ψ模型的不平衡性除了内部结构具有的矛盾外，还有来自时间序列上的不平衡。埃里克森并不把马丁与父亲的矛盾看成是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肛门期人格，他认为这是马丁认同危机的一种表现，这与马丁家庭成长环境有关，且儿童时期马丁没有处理好的危机延长到了青年时期；而产生的ψ模型前后生命阶段的不平衡现象。在这种时间序列上的危机，意味着以前的心理、社会感觉必须重新建构。因此，在唱诗班的发狂，是他修道生活陷入困境的反应，而他的未来也还在胚胎般的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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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仔细分析，埃里克森对马丁的发狂做出三点结论。第一，马丁去做僧侣，是对父亲的反抗。他父亲要他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大人物”，而马丁却选择做一个僧侣。这种反抗是ψ模型内在冲突的表现。第二，马丁选择否定性的身份认同，这种否定的动力使ψ模型生命周期递进方向发生改变：马丁成为了一个他父亲告诫他绝不能成为的人。同时，这也是对他父亲的信仰圣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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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背叛。第三，马丁发愿去了修道院，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心理延缓期，为他对ψ模型生命周期渐进结构调整，确定自我身份认同，给出了时间上的空档。马丁在修道院期间，宗教体制中的价值和规范，对马丁的自我认同危机有所减缓，这就缓和了ψ模型的不平衡性。但是不久，马丁与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困扰他。他对上帝的谨小慎微与他自己良心和灵魂出现危机。他开始怀疑并疏远上帝，并不能再信任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与父亲之间的问题“投射”到了上帝身上。他在童年时期体验到的是一个严酷的父亲形象，而对他来说，上帝也是一个疏远的、图谋报复的、不可信任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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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被强力压抑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到了成年以后，会突然爆发出来。面对这样的父亲，这样不能使自己道德优越感合理化却有办法叫别人承认道德自卑感的父亲，这样自己不能亲近又难离开的父亲，马丁怎么可能不阉割自己以服从他，又怎么可能不阉割他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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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上这种ψ模型内在的纯粹家庭的、个人的困境，虽有助于却不足以理解马丁面临的问题，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ψ模型外在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生存发展方面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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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马丁的超我冲突。

从ψ模型构成系统来看，超我属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内在系统。马丁的问题不仅源于神经方面的内在冲突，而且源于他是道德敏感性较强的“宗教的人”，道德超我的强化，更加剧了ψ模型内在结构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的不平衡性。这使他认为宗教行为中的弥撒失去了神学意义，而变成一种空洞的仪式。严格地讲，这属于心灵（精神性）上的疾病，会导致个体失去生命意义，陷入绝望之中。但是埃里克森的概念中没有引入心灵哲学，我们暂且将信仰冲突归宿为超我冲突。埃里克森认为，弥撒仪式，这起源于生存（精神性）的认同感，这是由基督提供给最初的基督徒的，弥撒是对与上帝的新关系的一种感恩庆典，最初是由耶稣的受难建立的；圣餐仪式也是感恩的一种表达。在弥撒中，参与者因为与上帝的交流而获得力量。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中世纪教会的主要仪式弥撒己不具有感恩的作用，它失去了稳固的与可信赖的“最高的身份认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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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弥撒变成一种僵死的仪式，教会不再能维护个人和集体的健康：自我的恢复和集体潜意识的复苏。可见，马丁在第一次弥撒中的焦虑症发作是ψ模型中个体自我与社会文化的冲突，心理的和生存的冲突。

C.从马丁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

从ψ模型的外部环境来看，埃里克森对马丁生活的中世纪环境——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童年生活环境、马丁小学和大学的校园文化，进行了细致研究。ψ模型的外在环境处于将来临的全面的文艺复兴时代，各种危机和不平衡的动力蠢蠢欲动，个体积蓄了不可限量的自主性和推动ψ模型渐进的动力。埃里克森认为，大环境的德国中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和社会，与马丁的心理冲突有着共同的特征：一种宗教性的人所反映出来的忧虑苦闷情调。这就意味着ψ模型中马丁的内在痛苦，与社会环境中的痛苦，都源于中世纪晚期宗教与个体和群体的不协调。当时的宗教氛围是死亡、审判和魔鬼的观念盛行，人被认为是有罪的且不可避免，灵魂在其易腐的身体中不能找到任何真正的认同：人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价值，愤怒的上帝是唯一的实在。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宗教环境不能引起人的心理平衡发展，不能促进个体健康心理的发展，它与“人杀死父亲，而又怀念父亲”的本我情结不相符。中世纪晚期宗教神学的强大社会压力，成为一种强大防御机制检察官的控制力，人们只能选择以“魔鬼”的方式来伪装真实意图（如前述马丁的疯狂）。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折时期是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时期。人在地上的认同必须屈服在天堂中的认同之下，然而，这两种时代的对立：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对立，实际上等于两种内在世界情绪的对立，以及人内心结构的对立。马丁离开他的父母时，他已被一个傲慢的超我压得抬不起头，这个超我只有在他服从的时候，只有他作为马丁，而非路德，作为儿子而非男人，作为追随者而非领袖时，才允许他有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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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在他成为神父后的第一次弥撒中，他在读经时因为焦虑而试图逃离祭坛，这不由自主的失态表露了他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中世纪的神学危机——那就是人不再能与上帝交通。

D.从马丁成为路德，稳定人格的形成。

从埃里克森著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ψ模型都会由不平衡向平衡方向动态发展，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来自信仰的力量。青年最终必须选择一种人生哲学、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以形成一种永恒的价值观，来缓解危机并维持ψ模型的平衡性。青年如果不能在生活、文化、哲学和宗教领域中，选择一种意识形态或稳定价值观来协调自己的内在冲突，就会导致ψ模型的认同危机。ψ模型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可能是短暂的，但大多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些多次平衡ψ模型的人，或者叫出生两次的人，都需要时间上的缓和，即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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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在身份转变成路德后（ψ模型的质的渐进），以一种新的人格身份展现了出来：一个成功的讲道者、神学家、演讲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改革者，转变了社会和教会。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在修道院的这段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里，其生存和心理社会的方面紧密相联，找到了与上帝连通的新方式，致使ψ模型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环境方面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达到自我同一。埃里克森认为，路德的认同感是从社会环境中的新的宗教那里获得，这种认同契合了变化中的社会文化环境，新的宗教也促使集体心理社会的康复。路德生活朝纵深方向的重建同时伴随他自己的和其社会危机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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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做一简要梳理，以此来描述ψ模型由不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

信仰存在于人的灵魂的中心，甚至信仰是灵魂的“基础”。埃里克森认为，信仰是一种使内心生活最后得以可能的内部“组织”，这一组织有一种被动性的特征。在埃里克森看来，被动性是女性身体模式的特征，在这里有更宽泛的含义，它意味着一种参与体验的世界的方式。这里的被动性也是一种特殊的主动性，在信仰的世界里，卑微屈从和被动地接受的对象是最高的存在物——上帝，但是上帝的观念在自身内部又主动地，如以良心的方式对力比多进行主动追寻，这种宗教道德也主动地驱使我们对是非作出评判。埃里克森认为，以这种被动的心态向上帝开放，并以演变为主动的方式审查和检讨自我的人，就处在一种祈祷的状态。祈祷是一种人处于对自己及对上帝完全诚实，并且真的言如其意的状态。被动的特征在“宗教的人”那里表现得最突出。新的信仰使路德重新肯定了他的基本信任感，在寻求与上帝的新关系的过程中，ψ模型能够平衡的条件，是他对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能得到安慰。

路德作为一个宗教的人，他认为只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才能平息内心的矛盾，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在埃里克森看来，这可以缓解路德的神经症，即同一性危机问题。另外，父子关系的内在化导致良心的出现也是其健康心理成熟的一部分。路德的基本信任感，第一次是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取得，后由施陶皮茨重新激发，最后由《圣经》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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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主教约翰·施陶皮茨鼓励马丁切实思考自己的问题和需要，他在与马丁的接触中，表现出具有治疗作用的智慧，成为马丁神学观念上的“父亲”。埃里克森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马丁与约翰·施陶皮茨的交往是一种与母亲的关系中经历的基本信任感，这使他从麻痹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支撑他寻找精神上和神学的磐石。在他建立起新的神学观点——所谓的“钟楼得道”时，他的自我得到了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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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最后在《圣经》经文中找到一种生存的身份认同，作为唯一确真、可靠的基本信任的基础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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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对《圣经》诗篇的研究，解决了他的个人压抑和神学冲突，使ψ模型达到平衡。

可见，大部分人都有认同感，以此平衡ψ模型，防止ψ模型不平衡带来的危机和痛苦。为了自由意志的感觉，他必须顺从意志的相互牵制；在超我方面，为了达成良心相对的平安，他必须顺从，甚至把自己融入某些严厉的自我审判之中；在生命周期时间序列方面，他为了享有理智的快乐，必须忘掉那许多他想解决却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环境方面，他在宗教、法律、道德与技术之间取得协调，以发展他个人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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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评价与启示

青年阶段ψ模型的研究重点是在模型的外部结构上，即自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同时，ψ模型内在的优秀道德品质和信仰等超我因素也被纳入研究的范畴。这也是埃里克森新精神分析学说与经典精神分析不一样的地方：兼顾心理与社会的双重性。他认为只有把心理社会和环境分开来看，宗教才能以自在的方式存在。另外，他还认为宗教与个体心理发展相关联，在人格成长的每一个生命周期中都可以找到宗教的影子。在埃里克森的后期作品中，有关宗教及宗教人物的作品较多。在ψ模型的渐进过程中，路德在生命周期的生殖危机（generativity crisis）阶段，并没有像他的身份认同危机阶段那样得到解决，后来又经历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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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模型的新不平衡又开始出现。但这只是点到为止，因为《青年路德》研究的重点是青年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解决。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才重点研究生命周期生殖危机阶段（中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问题。

（三）中年宗教心理

埃里克森认为，30～65岁左右，即从中年到老年期间，个体生命周期处于繁殖与停滞阶段。此阶段的繁殖除了指生儿育女外，还主要是指悉心照料、关心下一代，也包括生的本能中所指的生产和创造。在生殖阶段，中年人能形成关心和理解别人的品质。如果个体在此阶段发展不顺利，则会向“自我关注”方面发展，出现人际关系紧张。ψ模型在中年阶段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自我强化超我道德品质，同时，自我与其他各方面的协调整合处于相对成熟稳定状态。中年宗教情感大都集中在三件事上，即对自身精神生活的感知、对自身以外更大生活的意识和对自身及这个更大生活之间关系的认识。

1.相关研究

（1）斯塔伯克：中年时期是一个重新建构的时期。

宗教发展的普遍趋势是，从儿童时期的自发信仰开始，经过怀疑、逆反作用和疏远，在个体的信念和信仰重新建构之后达到对宗教的积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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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期是一个充满骚动、心神不安、起伏不定和常常具有否定性质的时期。中年时期则是ψ模型内部和外在环境重新建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宗教真理被觉察到，并作为一个直接的个人财产被具体化了。此时人们已经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为他自己去解释生活；并获得一个积极的信仰，一个大可不必苟同他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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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开始从内部感悟宗教，如“我不再把上帝视作高居天国宝座上的人了，而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力量，它弥漫在万物之中，渗透在我自己的肌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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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外在环境问题上，中年人无疑陷入了许多环境冲突中，就像他们与科学、文学或他人接触所产生的冲突一样，但是，他们并不像青少年那样唤起反应。他们的习惯已经形成，在宗教生活中，伦理道德的本能尽管不是最显著的因素，但确实是最持久和保持最完好的因素，中年人逐步体会宗教而不是客观地审视宗教，他们内在固定的方式已经确立。中年人的生活被他的实现牢牢控制的，这更多地来自外部的决定，而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受影响是由于缺乏这种内部的稳定的东西。年长者不断宣称他们已从教会的权威、《圣经》和教义等约束中间获得了自由。生活以其自身的方式进行，并从周围的一切中吸取帮助。人们正在向已经建立的秩序提出挑战，且从有意识的自我定向中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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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荣格：宗教能促使中年人“自身”同一性的形成。

荣格从整体性出发，认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格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意识（自我）、个人潜意识（情结）和集体潜意识（原型）。为此，他提出了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冰山一角”的意识结构影响下，他以海岛做比喻，认为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是意识，水下到地面的部分就是个人潜意识，作为共同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潜意识。但他在自我之外，又提出了“自身”（self）的概念。他认为，“自我”与“自身”是有区别的。用他的话来说，“自我只是我的意识主体，而自身则是我的总体的主体，它也包括意识的精神”，而“自身是一个（理想的）因素，其中包括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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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说，自我是一个起代表作用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构成意识结构的中心，拥有高度的连续性和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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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给人格的整个结构提供统一性和稳定性。当个体呈现为“整个人”时，自我力图使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自身被看作是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在荣格的论述中，ψ模型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中的部分因素可以看作是个体潜意识或者集体潜意识的，它对自我的不平衡和平衡状态起到力的作用，构成了ψ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荣格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中发现了一种象征，那就是曼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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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荣格的看法，曼陀罗这种宗教上的同一性象征，往往就是个体同个体中总体潜在因素（即集体潜意识）的完全一致和整体化的象征。荣格把这种个体“自身”统一的经验和伴随的整体性，等同于宗教活动中的个人感恩和祷告的经验。直观曼陀罗被认为是一种观心过程，它是一种个人心灵深处的生命力量相呼应的过程，能消解意识的矛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舍弃杂念、达到沉淀心灵的作用，达成心理治疗的目的。荣格曾经用催眠手段将 15 岁的堂妹埃利带入“梦游似的”（无意识的）鬼魂附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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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神秘经验（如宗教经验）是以潜意识的方式对人的精神生活发挥作用，它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因此往往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他声称，这种经验通过自身的投射而产生了历史上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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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认为，人到中年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3）夔德义：中年人担负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但内心生活较为稳定。

神职人员夔德义和麦美德都认为，通过对中年与青年的生活的比较，中年人用思想以控制冲动的能力较大。青春期最剧烈的压力、紧张的生活，发展到中年阶段趋于缓和。中年人理性程度高，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然，也有心理发展缓慢的而停滞在青春期的中年人（心理危机延迟），这样的人在缺乏教育的人群中居多。中年人的兴趣习惯和情操大多已建立稳固，并已担负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所以中年人的心理生活较为稳定，其兴趣大多与实际的工作和成人的社团有关。夔德义出于传教目的认为，那些所谓的人的教育只限于青春期的说法，早已为人们所抛弃，若予以相应的机会和刺激，即使已过中年，也能发生许多新的兴趣（如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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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ψ模型在中年宗教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最有权威的领导者。1969年，埃里克森出版了《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对甘地宗教信仰的基本伦理层面进行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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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生殖情结是甘地生命周期渐进的动力源，并使甘地的自我身份认同、非暴力抵抗哲学得以形成。在ψ模型中，内在构成要素本能中的生殖情结，最后演化为一种道德超我上的关心，至此，青年阶段以ψ模型外在环境为核心的同一性考察，逐渐过渡到以ψ模型内在心理为主。

（1）印度教中生命周期的三阶段。

在生命周期中，人之初对善有所期望，童年时期形成初步的意志、目标、主动性和技能，青年期则为进入成年生活奠定了某种诚信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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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森论述印度教对甘地的文化影响时，使用由进化所固定下来的渐成发展理论，克服了所有前世注定的思想。

第一阶段：学徒期（Antevasin），即青春期，这是印度教生命周期中第一个明确界定的阶段。这个阶段把一个人所属种姓的基本技能都组织在一起，并要求摆脱对父辈的盲目依恋，将其转移到一名合格的宗师那里，目的是为了以具体的技能和有影响的人物确定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该阶段类似我们的学校时期，我们在这一时期有初步的能力知识，也奠定了青年期诚信感、德性的基础，对于产生认同感非常重要。

第二阶段：居家期（Grhastha），进入青年时代，替代上一生命周期中的学徒期。印度教对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安排允许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依次存在。印度教为了使教徒成为一名具有永恒美德的学生，首先声明学徒期必须推迟和升华学生的性欲，但是，接下来作为青年期的首要职责，又要求年轻人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肉体快感，对此有些寺庙里有全面系统的描绘。但一旦结婚安顿下来，就被鼓励献身于阿萨（Artha），就是家庭关系、公共权力和生育的现实。只有把妻子、自己和后代结合在一起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就是青年期各种亲密关系将走向一种真正的亲密，它是各种认同的融合。反过来，它将成为个体生育期的关怀感的基础，成为所有在生育和生产中得到统一的人的力量源泉。

第三阶段：林栖期（Vanaprastha），对学习、性关系、家庭建设与相互团结的依次参与。该阶段发自内心地从自我、肉体束缚和社会联系的羁绊中摆脱，取而代之的是勤勉以求，达到解脱（Moksha，拒弃、消失）。

《曼奴法典》上讲：“有人称人的首善在于获得德行和阿萨，有人把它放在爱欲的满足以及德行的获得上，还有人认为只要得到阿萨就是首善。但是正确的观点应该是首善在于他们三者的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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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埃里克森人生阶段的前后继起与各阶段力量的最终汇聚是一致的。

（2）ψ模型的不平衡与平衡：危机与重生。

ψ模型的不平衡问题既包括时间连续性上的不平衡，也包括自我内在的不协调，呈现同一性危机。甘地生命周期处于繁殖与停滞阶段，这就要求他重构内在品质。这除了繁殖子女外，更重要的是关心、培养下一代的成长，进行各种有利于别人和社会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创造。

埃里克森撰写《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试图寻找到甘地非暴力抵抗的神经病学根源。他首先从甘地与“母亲、父亲、朋友谢克”的关系中，寻找ψ模型在生命周期童年与青年阶段发展的不平衡性。埃里克森认为，作为“宗教的人”的甘地受到她母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影响也是主要的。甘地的母亲对宗教虔诚，这种虔诚感包含巨大的道德严肃性、责任感、服务性。甘地在与母亲的交往中，继承了母亲对待宗教的态度。他在孩童时期便具备对关心和服务的偏好，表明他在很早便痴迷于生殖（generativity）问题——这成为他的身份认同感的核心部分。甘地的俄狄浦斯情结造成了他与父亲关系的紧张，这也是甘地粗鲁和竞争好胜的根源。在父亲的强势主张下，甘地13岁结婚，较早地开始了夫妻性生活。从结婚以来，甘地就把性看成是一件跟父亲一样粗鲁的行为。在埃里克森看来，压抑的激情以及如何控制冲动的问题，也是反映在非暴力抵抗哲学中的。在这种矛盾的性关系的背景下，埃里克森也提到了甘地与其朋友谢克的关系。谢克对甘地而言代表了他的否定性的身份认同：完全被不能适当控制的本能冲动所左右。

接着，埃里克森描述了甘地去英国当律师，并在英国学习和居住，甘地在英国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一种ψ模型发展中的心理延缓期。甘地在这里戒掉了酒和女人，这样，他暂时获得了某些自由，不用烦恼那些本能冲动。在埃里克森看来，甘地留学英国是对一种身份认同感的追寻。后来，甘地以律师身份回到印度，他在内心产生一种职业愿望，他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要做一位改革者。他在“凤凰”农场住下来，把他的改革思想付诸实施。后来他去了南非，待在南非的最后的日子里，他得以撰写一本关于印度如何运用非暴力进行改革的蓝图《印度国内原则》。一旦甘地找到了他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并形成一条创造的道路，他便返回了印度，成为一个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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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ψ模型内部系统的本我、自我、超我。

A.生殖情结：在ψ模型内部系统中的本我中，包含了生殖情结，它是一种动态模式。埃里克森认为，甘地的关怀和服务的品质表现为其职业生涯中的“生殖情结”（generational Complex），生殖情结是个体生命周期进入中年阶段后出现的一种生命特征，人们必须学会关怀下一代。埃里克森认为这一情结的心理社会方面包含了俄狄浦斯情结，一方面指同父亲表现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包括有关性的罪感。

在纺织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的艾哈迈达巴德事件中，甘地第一次试验他的非暴力抵抗。生殖情结在这次事件中发生了作用。第一，事件双方的领导者是兄妹关系，妹妹安娜苏雅是罢工工人的领导者，而姐姐是纺织厂的老板。这次事件看起来像是家庭内部事务，甘地作为其中一员，表现出了关心和服务家庭的生殖情结。第二，在甘地的同事和同志中，大多数人表现出印度所具有的女性社会特征，呈现出关心和服务的生殖情结。同志们都表现出对穷人的母亲般关怀，同时又带有粗鲁的男性特征。第三，埃里克森发现，在事件发生时，甘地的有关生殖的问题变得非常紧急，这反映在他与儿子们之间的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内心的骚乱浓缩在甘地的一个梦中，他梦到最小的儿子偷钱去做坏事，就像甘地小时偷钱买烟抽一样。埃里克森认为，这表明甘地在小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于是甘地写信告诉儿子这个梦，并对儿子如何做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是一种对儿子的生殖关心。埃里克森认为，正是甘地满脑子生殖问题使其在非暴力抵抗中找到一条满意的对付其生殖危机的方式。

B.俄狄浦斯情结：在ψ模型内部系统中的本我中，包含了俄狄浦斯情结，它是一种动态模式。埃里克森认为，在甘地身上拥有严重的“杀父夺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甘地与父亲矛盾重重。在其父亲政治生涯高峰期，父亲对甘地这位小儿子表现出异常的关心，甘地以道德高尚的行为和对生病期间的父亲照顾关心作为回报。这种关心与服务似乎掩盖了父子的竞争关系，但这种掩盖使俄狄浦斯情结变得更加严厉。在印度有早婚的习俗，在甘地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为他包办了婚事，这让甘地很早就有了性生活，后来，甘地一直把性看成一种攻击性的表征，认为必须克服性。他认为真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必须禁欲，放弃男女性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父亲的反抗，是一种儿童晚期（13岁左右）内在心理冲突的浓缩。甘地的俄狄浦斯情结不只体现在他与父亲的竞争上，还体现在他对儿子们过分严厉的道德要求：强迫儿子们超过他，以使自己变得更好。

埃里克森认为，本能中的生殖情结的神经症内核是俄狄浦斯情结。人必然经历着一种群体ψ模型渐进中的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代际转折点，这个代际转折需要生殖情结的动力来促成。作为本能的生殖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无形中促使人们，去创造、去超过父亲。然而，甘地是一个宗教的人，这使他的内心冲突更为强烈，因为他除了上帝外，不能接受任何权威，哪怕是他自己的父亲。

C.超我：ψ模型内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要素。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学背后隐藏的有效力量是什么？甘地为什么对“真理”事业感兴趣？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甘地的真理是一种宗教的真理，或者说他认识到渺小的人只有卑微地服务上帝，才能实现自我。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对虚无的上帝的有意识接受，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态度。这如同图腾与禁忌的产生一样，在自然宗教时期，神与人是融为一体的，后来禁忌的产生使得神高高在上，而人永远处于卑微的此岸，且人与神不能合一。这不仅直接导致“宗教的人”把使自己实现的东西传播给别人，而且导致采取伦理上的金律（Golden Rule），即尽力把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做给别人。

首先，甘地自小就有一种道德敏感性。甘地的童年生活一直是合符准则的，有一种严于律己的兴趣和注意力，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他经常自生和自责。在埃里克森看来，甘地的道德行为不是神经症，这正是他将成为一种良心自觉的“宗教的人”的前期征兆。甘地的高度敏感的道德感源于他与上帝间的密切关系。这就使甘地认识到，只有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才是可靠的，任何权威都是不可信的。这样看来，甘地的道德行为是“主动而坚定地选择什么该做”这样一种伦理力量的表达。

其次，甘地除了关心的品质外，还拥有“宗教的人”甘愿服务的特征。埃里克森认为，服务是一种导源于永久认同感的内在态度的结果。在印度，恒定的相互关心和服务是生活的必要前提。“服务”是一种基本品质，男女都一样。与西方社会不同，在印度，男性身份认同与女性身份认同有某种程度的熔合，而甘地的服务的态度主要是受到其母亲的影响。在甘地的行为中也有一些由其母亲引起的某些神经症的方面，这导致甘地终生都有一种竞争性的愿望，那就是成为比“最慈爱的母亲还要母性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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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ψ模型的社会环境系统。

根据渐成原则，ψ模型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一种先天给予的力量被添加到一个扩大的整体中，并且通过与下一个生命阶段的整合来发挥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作用——条件是社会环境许可。要深入探究甘地的行动，就要把他的人生周期与他所处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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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现实生活中，姑母、舅母和叔伯、舅舅以及兄弟、姐妹具有难以置信的重要性，这里总会有孝顺、乱伦和嫉妒向别的血亲的移情，这些亲属会提供父母般的感情和关怀，但是却避免了俄狄浦斯情结性竞争。许多人总是活在依赖、期望苛求、抑郁、绝望之中，同时也总是不断地寻求融合来肯定、确认和实现。这一切可能与保护母性神的印度抵制所有侵略者、抵制他们的父性神及其历史逻辑的古老而固执的倾向有关。甘地努力使自己成为结合了男性的专制和女性的包容的那种双性特征的代表。
 
[72]



甘地甘愿服务的品质与他的母性倾向有关，这源于他儿童期间成长的家庭环境影响。在印度的社会中，家庭环境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既融合又疏离。一方面，家庭中父母不是唯一的中心点，还有舅舅、舅妈等，表现为一种母系社会的集体倾向，这削弱了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因为家庭的集体化倾向，没有家庭成员一对一的凝聚关系，个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甘地作为道德敏感的孩子，这两者的张力，他能明显地感受到。在其成人生活中，他力图避免过分熔合及孤独，最后成为一个个性强烈的人物。虽然他不惧孤独并能忍受孤独，但他也能享受与他人密切相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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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ψ模型的平衡，人格的完善。

甘地的生殖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由于他是一个宗教的人。这也使得ψ模型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渐进过程显得缓慢。甘地作为宗教的人，在与虚无的上帝交通中，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努力在精神上取得一种包容性的、关心和服务的普遍身份认同。甘地曾说：“与上帝友好的人必须保持独立或与整个世界友好。”甘地一开始是个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为印度的独立和一种集体的印度人身份认同而战斗。这看起来与普遍的身份认同相矛盾，其实不然。普遍性离开了特殊性，限定的身份认同就永不可能达到。只有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通过建立一种限定的身份认同，一种更宽泛的、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才可能出现。

甘地受到母亲宗教信仰的影响，她的信仰是兼容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一种宗教，他们讨厌偶像崇拜，基本信仰是“不可见的和沉默的”，永不可能适宜地被表达。这就导致了甘地自小就对上帝持谦虚的态度，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于是形成了普遍认同的品质。对甘地来说，普遍的认同导致一种为了全人类的幸福的责任感。埃里克森认为，甘地行为中有一种明显的女性和母性的仪态特征。他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仪态。同时，甘地的宗教性中也有一种男性的方面。他统一了宗教虔诚中的母性和父性因素，并把这种统一传递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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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与启示

在ψ模型的渐进中，个体生命周期发展到中年阶段，模型内在系统中的道德超我问题成为个体成长的主要矛盾和动力，相对于青年期，ψ模型的外在环境作用力较小，不再是主要方面。美国芝加哥大学伦理与社会科学系教授唐·S.布朗宁认为，埃里克森是一个建构型的伦理学家，同时也是个描述型的科学家，其结论是埃里克森的心理学有一种伦理和宗教的基调。布朗宁把他在埃里克森心理学中找到的理想的伦理类型称作“生殖的人”，有利于世界的维持及加速潜能的实现。他认为埃里克森的生殖和关爱的观点不仅包含伦理的特征，而且包含宗教的特征。一个生殖的人就是一个宗教的人。宗教给人提供一种权威的世界形象及一种有力的仪式展现，它们将构成、变革并丰富他的孩子和他自己以及自己童年的日常生活仪式。布朗宁认为，生殖的人还有一个宗教特征，那就是他的自身超越。人在创造世界和支撑世界的过程中，同时纳入而且超越他自己的志趣、家庭、部落，民族和种族，一个生殖的人既是独立的，也是关切的。他有一种包容和普世的倾向。

施奈德-弗卢姆认为，埃里克森首先强调了作为生命过程的身份认同形成的能动性质，以及过程中交互作用的重要性。身份认同形成和宗教发展的确有一种交互作用，但心理学模型最终对理解宗教发展是不相适的。埃里克森丢掉了宗教的一个基本方面，即人在自我认识中永远找不到生命的最终目标，也不能自己“创造”自己，人不是自足的。人不能也不需要塑造自己，他从上帝那里取得生命。对“存在”的感恩比自我肯定更为基本。要懂得人的本质是什么，只注视人自己或分析他的自我是没有用的，人应离开自己，注视上帝，这样便会意识到人是什么：一个罪人，自己什么也不是，因而需要上帝的恩宠，人必须与一个超越的实体结合才能变成一个自身。也即是说，埃里克森的理论模型中缺乏对个体非心理的灵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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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年宗教心理

ψ模型生命周期渐进至老年阶段，ψ模型内在要素的危机和矛盾，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生命渐进的最主要动力。这似乎表明ψ模型运行的周期中，老年人与儿童阶段具有类似的动力系统，即ψ模型内部系统成为主要矛盾，外在环境系统成为次要矛盾。在埃里克森生命周期八阶段理论中，老年期是指从65岁持续到生命结束，属于自我整合对失望阶段。只有通过前面七个阶段，人才会对社会有所贡献，有充实和幸福感，不畏惧死亡。一个充实的，有完成感的人会形成智的品质，即以超脱的态度面对死亡。而发展不顺利，有挫折、失败的人，回首往事常感到失望，感到生活中许多重要目标没有达到，不愿匆匆离开人世。在中国，有关老年宗教心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1.相关研究

（1）克里斯蒂安诺：老年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家庭、娱乐或者宗教。

克里斯蒂安诺对不同教会背景的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年长者尤其是女性，整天忙于参加教会活动，但他们通常是受习俗的驱使。对于当代社会的许多老年人来说，退休一般就意味着退出公共舞台。因此，对他们来说，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基础必须从私人生活领域去寻找——家庭、休闲或许还有宗教。于是强调老年群体身份认同基础的宗教信仰，也许就代表了老年人试图把以前对工作和子女的关注转向一种全新的、建立在灵性成长基础上的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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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身体的逐渐衰老，人们可能会增加对来世彼岸生活的思考，同时，常见于晚年的慢性疾病毫无疑问会构成所谓的死亡标识。

（2）玛丽·乔·梅多：调和内在的冲突，爱护人际关系。

玛丽·乔·梅多在《宗教心理学——个人生活中的宗教》中，列举了部分学者对老年宗教心理的认识。罗文格描述了自我发展阶段模式中的主要特征，其中，个体宗教心理发展到整合阶段（老年）处于发展的顶点，它超过勉强对付的阶段一直达到充分的成熟性，这与埃里克森的健全阶段概念一致。其特征是：在冲动的控制（道德方式）上，调和内在的冲突、放弃不可能达到的；人际间的方式上，爱护人际关系；有意识的专注上，自我实现、角色概念和同一性；认识的方式上，客观性、对模棱两可的容忍。埃里克森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健全性应成为生活的主流，并为生活的基本善良和意义方面提供坚定而宁静的信心。宗教可以通过帮助人们过上健全正直的生活，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防止人们消极、绝望或神经错乱。玛丽·乔·梅多还介绍了瑜伽轮心理学，瑜伽轮和现代生理学所发现的某些主要神经丛之间有一种很显著的对应一致性，一个人的精神发展水平能够通过某些人的精神能力的轮来确定。冠顶轮位于生命周期的最顶端，代表着同神性结为一体
 
[77]

 。

（3）陈彩霞：在身份认同中寻找到终极关怀。

陈彩霞根据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考察了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并通过其作品反观了川端康成的个体心理发展状况。她认为人格中最内核的是存在与终极问题。基于此观点，她考察了川端康成幼年到童年期生命周期渐在时间序列中的渐进动力、静态时空中的挫折事件与自我所进行的调适和选择，在身份认同追寻中找到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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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ψ模型在老年宗教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ψ模型生命周期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在时间渐进序列上，老年人对上一生命周期的更迭主要体现在由中年生殖阶段向老年自我超越、自我整合阶段推进。老年人在此阶段的ψ模型越来越表现为对新的更大的内在自我进行整合。由青年至中年，尤其是青年时期自我着重平衡环境关系，演化为自我对自身内在关系的协调。这似乎又回到了皮亚杰论述的儿童宗教心理的内在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果观念模式，由此可见，自我在生命周期的推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且圆满的圈。老年人在生理机能上明显下降，社会资源的丧失，以及情感上的匮乏，使得他们的自我适应能力不如以前，他们无法改变现实，只能积极地从内在使主体去适应客体。ψ模型的渐进动力中本我、自我、超我和环境已经变得不再强烈，因此，来自ψ模型之外的更大自我系统——宗教被老年人视为应对危机的一种资源、机制和策略。他们认为有了宗教信仰，选择了上帝、祈祷、颂经和融入宗教组织，能给予他们获得自我超越，使内心平静、安宁。来自ψ模型之外的灵性（精神性），使个体拥有了追寻生命的意义的目标，这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减少危机带来的破坏性，使得个体ψ模型向平衡的方向运动。

（1）ψ模型建立更大的自我（爱，非心理层面）的需要。

青年人面对的是一个发展的、活跃的社会，人际活动、人际间的感情在日益发展，从而使他们成为乐观的个体。老年人虽然生理上在逐步老化，但许多人适应性比较好，善于寻找生存发展的意义，并在生活行为上开拓新的兴趣。但有一些老人不仅觉得自己生理上老态龙钟了，而且更感到亲人、子女、世人对自己疏远，一些过去与自己事业有紧密联系的社团、协会，也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被迫分离了。这种人为的社会孤立使他们觉得失去了人际间的共同语言和互相的爱。人缺少了爱，不管是婴儿、青年还是老人，都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而上帝自然在其心目中增强了地位，上帝对所有人的爱是“永恒”而无年龄等级的。为了摆事实脱心灵的孤寂，一些本来不笃信宗教，甚至与宗教素无关系的人，到了老年也加入了宗教的行列。

有些老人虽然承认死是一切的终点，但年纪越大，真正承认这一点仍有困难。来自ψ模型之中的死亡本能与自我的矛盾，使老年人产生了内心焦虑，导致ψ模型出现不平衡。他们在宗教中建立起新的观念，认为只有神灵能帮助自己解脱这种苦难，给予再生的机会，并以此来调节内心世界，平衡自我。就ψ模型的外部环境来说，参加宗教的老年人，可以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并得到彼此间的支持而增强相互信任的安全感，这强化了他们生存发展的力量。

（2）ψ模型自我与环境方面，寻求新的心灵交流。

如果说上帝给人们的爱是虚幻的话，那教徒们在共同顶礼膜拜活动中建立的人际感情确是实实在在的人际情爱。老年人参加宗教聚会，可以从中获得社交机会，交流同龄人的感受、喜悦和关注。这种同龄的交往，使自己减少了人生没落感，从同龄的群体活动中感受到力量，觉得自己不是世界上唯一孤独的人。宗教活动帮助老人交上许多新的朋友，彼此登门做客，促膝谈心，甚至互相帮助，介绍保健知识、养生之道，并互相劝慰鼓励。这些宗教活动的“副产品”，其意义已超过宗教本身的重要性。许多老人参加宗教活动后衣着讲究了，谈吐活跃了，精神也好了，可能得益于这个“宗教交际”功能。

（3）ψ模型内部释放力比多心理能缓解个体内在心理冲突。

宗教具有对信众起到慰藉心理的积极作用。据相关研究发现，宗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抑郁症的发生或者减轻抑郁症状，使ψ模型内在不平衡性减少。老年人委身宗教倾向越强，尤其是处于严重困境（如疾病和精神创伤）中的人，有助于抑郁水平的降低。据调查，在罗马天主教中，按时参加礼拜的信众当中，信众的抑郁症比率低。从整体上看，欧洲老年人群中有宗教习惯的人，抑郁症比率也很低。就老年人的死亡观来看，有宗教信仰比无宗教信仰的人，在抑郁症患者人数上较少。

老年人的沮丧情绪也可以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来排解，宗教参与的频次与老年人沮丧的程度呈反比。固定地参加宗教活动，有助于信众之间人际和谐，扩大老年人的社会活动范围。在神职人员的帮助下，有助于老年人的生活希望和乐观心态的形成。宗教信仰能为老年人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的大门。可见，经常有规律地参与宗教活动，能降低沮丧水平。

老年人培养出的宗教性能增强幸福感。从调查数据来看，皈依宗教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生活满意度高；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礼拜）的人比不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生活满意度高；另外，宗教信仰对个体机体的健康也具有一定的影响，皈依宗教的人的身体健康优于没有皈依的人。宗教可以作为一个“处理机制”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积累的宗教资本不断发挥作用，所以宗教参与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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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穆斯林老年宗教心理分析

ψ模型下的老年穆斯林的模型平衡点，也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以“宗教的人”的方式，注重内在系统自我与超我的协调，以宗教的参与和虔诚度强化宗教对道德的内化，化解个体ψ模型的内在冲突。老年穆斯林注重后世而超脱现世，他以其所能去尽宗教义务，行宗教善功。这样构成了老年穆斯林以宗教活动为中心的晚年生活方式。在伊斯兰教中，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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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穆斯林成熟的标志，即认为四十岁以后便虔诚于宗教而不动摇。“四十岁而虔诚”是穆斯林公认的人生标尺，而到了60岁以后，则已经是信仰高深，善功卓著的信士。老年穆斯林的威望，来自“四十岁而虔诚”的践行，所以，老年人穆斯林自觉地以这一标尺来自我警觉，自我约束。伊斯兰文化浓厚区域，老年人退出社会职业活动后，将自己全部心思和活动放在宗教活动中，即回归伊斯兰文化之中。这在公职人员中较为常见。在农村，这种角色转变不明显。老年穆斯林对宗教的虔诚度加强，既是ψ模型生命周期渐进的需要，也是ψ模型内部矛盾和外在环境矛盾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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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斯兰教有助于老年人确立一种清静超脱、勤养善功的晚年生活态度。

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在现世有所作为，努力奋斗。但作为一种宗教，总的倾向仍主张出世，以追求后世生活为目标，今世只是过场，为后世“进天堂”作准备。这种出世的人生观，对执迷于宗教事务中的老年穆斯林影响最深。他们对宗教功课愈重视，而对世俗事务看得愈轻。从而表现出清净超脱、洁身自好、勤修善功的生活态度。大多数穆斯林老人沉迷于每日的礼拜与诵经之中，将此作为晚年主要生活内容。有一定财产积蓄的老人，则积极准备去圣地麦加朝觐，以实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许多老人乐于施舍，将自己财产施舍于亲属或贫穷者，或捐献给清真寺。有些老人乐于为公众做好事，造福利，将此作为完善宗教善功的重要内容。

（2）伊斯兰教有助于老年人排除孤独感，增强对“真主”的归属与穆斯林之间的依赖感。

孤独感是人的一种心理意识，当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能沟通，处于隔绝状态时，便产生孤独感，或者一个人感到自己的价值观不为周围人所理解，感到自己无法把握或改变社会环境时，亦会产生孤独感；人到老年，社会活动减少，人际交往范围缩小，最易造成心理上的不适应，产生空虚、孤独、烦闷的感觉。但在回族老人中很不容易觉察到这种情况：首先，伊斯兰教中孝敬父母、尊敬老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深入人心，绝大多数老人同子女生活在一起，使老人得到物质上、精神上的安全感与信赖感。其次，对于虔诚于宗教信仰的老人来说，参加宗教活动就是一种最好的“逃避孤独”的方式。每日五次的礼拜与诵经活动，使穆斯林时时都与“真主”沟通，产生“身心归主”之感。自己同“真主”在一起，就不会有孤独感。同时宗教礼拜活动也创造了穆斯林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信赖的气氛，集体会拜中千百名穆斯林自动排成整齐的队列，在阿訇的带领下，共同举行礼拜仪式，千百名穆斯林共同祈祷的声音，汇集着深沉雄壮的呼声，震撼着穆斯林心灵，使大家觉得自己的感情、思想与语言都融合在穆斯林集体中了，从而强化了民族集体主义意识。

（3）伊斯兰教有利于老年穆斯林的身心健康。

其一，受伊斯兰教“前定论”与“后世论”的影响，穆斯林形成了一种“身心归主”“顺从真主”的生活方式，追求超然清静，向往后世的理想，使老年人养成了怡然自得、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沉浸于礼拜活动避免世俗事务中争名夺利，从而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其二，每日严格的礼拜活动，使穆斯林生活极有规律，当礼拜入静时，排除杂念，万念归一，即意念真主。两足与肩平静立，右手搭左手背上，放在下丹田处，使左手掌心对丹田。同时端己正容，目视叩头处，似看非看，呼吸自如。此时意念只在真主，身已似有似无。而拜功则以鞠躬、叩头、起立、举手等上下伸展、收缩的运动，使气贯全身、浑身放松，达到了静心舒身的效果。其三，由于礼拜诵经要求“心地要洁，身体要洁，饮食要洁，衣服要洁，礼拜处要洁”，养成了穆斯林讲究卫生、清洁整齐的习惯。其四，饮食方面的禁食与规范，如禁食死物、血液、猪肉，禁烟酒，对保证穆斯林身体健壮起了很大作用。

（4）伊斯兰教有助于穆斯林老人正确对待疾病与死亡问题。

人到老年，死亡也愈来愈成为现实问题。伊斯兰教从前定论与后世论出发，认定人的生死存亡都由真主前定，个人无力改变前定命运，穆斯林最终归宿在后世，今生只为后世进天堂而准备。不论对疾病还是死亡，都不应悲观或恐惧，而是要以坦然无畏的态度对待之。《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认为：穆民临终时，他是以喜悦心情去见真主的，真主也喜悦见他，只有异教徒才视死亡为恐惧，他怕见真主。对待疾病也不应悲观，疾病是真主前定，理应默默忍受，经受考验。

4.评价与启示

ψ模型在老年生命周期阶段，自我内在超我受宗教的引导的力度越来越强，老年人宗教信仰、宗教性、宗教参与、宗教行为有助于自我同一性ψ模型的平衡，能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降低死亡风险，缓减抑郁水平和沮丧水平，提高主观幸福感，从而促进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势不可当，随着宗教政策的颁布与落实，宗教的世俗化，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社会、生活、工作等多重压力的增加，宗教将引起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的广泛兴趣。然而我国老年教徒多、问题复杂的实况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严重滞后。老年人与宗教问题应当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重视。

三 进一步分析

ψ模型是基于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进行的模型构建，在实践中还会有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与埃里克森理论上的缺陷是一致的。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包括他的著名的人格发展渐成说和同一性概念，并不是建立在牢固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他所企图建立的整个理论体系，正如西方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阐述往往含混不清。但是埃里克森对精神分析学说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将人格结构的重心由弗洛伊德的本我过程扩展到自我过程，也就是把人的发展动机从潜意识扩展至意识领域，从先天的本能欲望扩展到现实关系之中，使得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生物、心理、社会的三位一体之中，积极主张重视家庭和社会对儿童青少年的教育作用，这成为其构建的心理传记学的基本理论驱动，也成为精神分析学说向存在主义和心灵哲学扩展的重要理论。

1.依旧是生物学化观点

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描述中，其理论深处仍然保持着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生物学化观点。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巨大的潜意识潜能，足够使人格得到充分的发展。一切心理过程，包括自我在内，其根本的动力源于先天的能量。就连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任务的两极斗争，也源于先天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至于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乃是环境对自我的符合。埃里克森说，任何反映模式似乎都是在生物学上给予的，而且，任何发展上先天决定的时间表必须考虑为一系列潜能。这种潜能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调节的模式。

显然，在埃里克森看来，人的行为模式决定于先天的潜能。也就是说，先天因素决定后天因素，生物因素决定社会因素，已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调节，可由一系列先天的潜能而得到改变。这是埃里克森人格发展渐成说的基调，是一种明显的生物学化的观点，是一种先天预成论的表现。

2.个人、社会二元次发展平行论

埃里克森在对人格发展和同一性概念的理论探索中，都强调了自我与环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存的关系。埃里克森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进化过程，体现出自我发展的先天时间表，而在解决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定任务时，也反映出社会环境对自我的要求及其制约性。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文化的进步和积累而日趋复杂，直至现代，则表现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埃里克森认为个人的成长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发展；个人成长中出现的危机也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危机，二者直接相关，是不可分离的。如此看来，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化原来是两个独立且平行的系统，只是在预定吻合的某一阶段才相互发生作用。布斯也认为埃里克森并没有把社会历史各阶段描述得像心理各阶段那么完善，二者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精确，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之间显然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并列关系。个人既没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制度也只是以心理社会产物为基础的一些上层建筑。不管埃里克森强调自我有如何丰富的潜能，个人与社会又如何相互需要和彼此支持，个人对于社会的改造和创新，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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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心理传记学”的开拓者

埃里克森是“心理传记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把整体的“心理史学”简要地定义为“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代表作是《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论好战的非暴力根源》，其理论遵循弗洛伊德的贡献——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乱散见的历史痕迹泄露出来，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把各种碎片收集起来，按照一种可能性规则拼凑出一个原本的面貌。“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传撰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疑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也即是说，一般传记描写的是意识，而心理传记则分析潜意识。潜意识不仅是指当事人并未感知的心理实在，而且是指当事人不愿意承认的心理实在，最为关键的恰恰就是这种当事人不愿意承认的心理实在，其构成人行为的真实动力或深沉理由。后来美国学者劳埃德·得莫斯（Lloyd DeMause）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决定历史进程、并以某种形式影响决策者精神世界的关键，不是物质进步，而是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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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助推古典精神分析到存在精神分析再到心灵哲学

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ψ模型的动力系统主要包括“自我与本我、超我”“自我与社会环境”两大方面，社会环境因素的引入是埃里克森不同于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关键，推动了精神分析学说向存在精神分析和心灵哲学的发展。从郭本禹的《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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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运动大致遵循着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两条路径。内部发展指的是，精神分析内部的不断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其逻辑线索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驱力模式，经过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关系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对应着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等，它们从学科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向前继续发展。外部发展指的是，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从外部学科，如医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语言学等积极汲取养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分别出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存在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释学精神分析以及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等，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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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政协文史资料征编的途径研究新疆宗教心理的方法论探索

李维青 王红
 
[1]




摘要：
 现今，宗教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群体社会行为、神秘化的信仰。由于宗教这种很有影响的社会现象，最为复杂而难以接近并让人们感到是最神圣的领域，其研究难度随着宗教的敏感性的增大，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常常处于无序、零星、琐碎的状况，很难透过宗教心理现象发现其本质和规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世居民族13个，历史上新疆的宗教虽然在不断演变，但自外来宗教传入以来所形成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一直保持下来，目前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同一种宗教信仰，信仰的民族不同，所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因此，新疆为宗教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研究资源。政协委员宗教人士参与及政协文史资料的高信效度，避免了政治敏感的影响，借以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途径研究新疆宗教心理是一种方法探索，其研究空间将因此得以拓展，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将因此得到更加深入地揭示。


关键词：
 宗教 政协文史资料 新疆 宗教心理 方法论

现今，宗教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群体社会行为、神秘化的信仰。由于宗教这种很有影响的社会现象，最为复杂而难以接近并让人们感到是最神圣的领域，其研究难度随着宗教的敏感性而增大，其研究深度受到一些真实现象的掩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常常处于无序、零星、琐碎的状况，很难透过宗教心理现象发现其本质和规律。我国政协文史资料的征编，凭借其特有的优势，为宗教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特别是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将成为推动新疆稳定的一个动力。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新疆宗教的现状及其复杂性。

一 新疆宗教现状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现有47个民族成分。各民族在新疆繁衍生息，世代居住民族13个，分别是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兹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截至2013年末，新疆总人口2264.30万，少数民族1404.24万，约占总人口的62%。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从未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到近代确立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总体格局后，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六种宗教，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伊斯兰教是新疆信众最多的宗教，共有10个少数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信教群众约占全国穆斯林人口总数的60%，占新疆总人口的50%左右。其余部分蒙古族信奉喇嘛教、藏传佛教；锡伯、达斡尔、满族等民族信奉佛教和萨满教；俄罗斯族信奉东正教；汉族中有一些人分别信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

目前（2012年）统计，全自治区共有宗教场所2.44万个，清真寺就有2.42万座，佛教寺庙53座，基督教教堂（活动点）186座，天主教教堂（活动点）20座，道教宫观3座，东正教教堂（活动点）3座等。宗教教职人员2.9万人，其中伊斯兰教2.8万名。

二 新疆宗教的复杂性

（一）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1.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情感紧紧融合在一起

宗教情感的本质是人脑对于宗教理论系统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判断。一个民族的先祖在创造一个宗教时，往往倾注了其一生的心血和智慧。从而使该民族在信仰该宗教时掺杂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宗教问题处理的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该民族人民群众的情绪。

2.宗教信仰是该民族群体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之一

民族群体共同心理素质，各民族在形成和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而逐渐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文化特点上的不同心理状态是重要的方面。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通过该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反映出来的。对信仰一种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是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之一。

3.宗教文化在该民族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带有该民族特点、反映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宗教对新疆各民族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宗教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同时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以伊斯兰教为例，伊斯兰教同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维吾尔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维吾尔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维吾尔传统文化如果离开了伊斯兰教，就不能称其为完整的维吾尔传统文化。

4.宗教问题实际上成为民族问题中的重要问题

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是多民族国家中，或在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中经常遇到的社会问题，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问题。只要民族存在，就会有社会交际，也就必然产生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在我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高度敏感、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问题。宗教往往和一个民族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宗教问题实际上就成为民族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宗教问题被严重的泛政治化，因而一旦涉及宗教问题时，人们总是会有一种防范、限制心理。这样就不利于对宗教内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做出科学的定位。

（二）新疆的宗教问题往往受到境外宗教的影响

新疆毗邻中亚、西亚等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有些国家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跨国宗教，相互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而日益加深。境外一些宗教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来新疆宣传其观点，扩大影响。一直以来都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去麦加朝觐或出国探亲，有些人员就会带来一些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从而使新疆内部伊斯兰信教群众对一些问题发生分歧，继而产生冲突。诸如此类原因会影响宗教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团结稳定。

（三）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结

自现代“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两股思潮在19世纪合并以来，就开始了对于中国新疆地区持续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疆接连爆发过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而且第二次运动，形成了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为主要范围的分裂割据政权，直到解放军进疆之后，才以“三区革命”的名义解决。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而且流亡在境外的残余势力未形成强有力的组织规模。但近二三十年“新疆问题”的恶化与东突厥独力运动有一定关联，而这又更主要地表现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历史及其思想对新疆本土社会的深远影响。

（四）新疆的宗教问题已成为敏感性问题

近几年来民族分裂势力一直在竭力使新疆地区政治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政治化。使得我们看待宗教问题会很快联想到用政治角度去考虑。分裂势力的险恶用心就是混淆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的界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实现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目前新疆宗教问题已成为政治敏感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已成为挂在各级干部嘴边的政治口号，只要提到宗教，人们就会立即警觉起来。

三 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特点的重要工作。这种以各级政协组织为依托的大规模的、持久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征集史料的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关注，由于这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因此已成为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史料品牌。

在新疆，把“宗教实录”列为政协专题文史资料，曾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商议，并得到政协委员中各界宗教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以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客观、真实、具体、生动地记录在新疆大地上能呈现的各宗教的实物、口碑及文献资料，也体现了政协重视历史资料、传承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因此“宗教实录”这项工作，具有历史性和可行性。

政协文史资料根据实录的内容，可分为公开出版公开发行、公开出版内部发行、内部准印资料及存留资料四类，以抢救为先、着手片段、求真写实、记录全面的做法，开展新疆宗教的实地实录、征编出版。

“宗教实录”政协专题文史资料的征集编纂，是符合当前宗教发展客观规律，是党和政府认可支持的文化工程，既可得到重视，又能保证真实，避免了宗教敏感性的影响。

现将宗教文史资料的特性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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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协文史资料征编特点

四 研究思想和理念

从古至今，宗教现象就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而且是一个群体社会化、神秘化的信仰，复杂而难以接近，是所有领域当中最神圣的领域。因此要全面的研究和认识宗教就必须对宗教进行多维性的研究，从不同视角来剖析宗教现象。

宗教的多元性及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是和各宗教不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环境，并同这一环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和各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地域走向、宗教群体的迁徙流向有关。因此需要站在宗教生态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宗教现象。宗教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不仅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种种联系，而且还有其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有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宗教现象。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人类文明以来的宗教现象，还必须了解和研究人类文明史前的原始人类的宗教现象，只有在了解人类宗教历史的全过程，并从宗教史实中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因此需要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具有原始性质的宗教。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起源、存在、发展和变化，都需要用历史的思维方法来研究。宗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现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有必要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宗教。宗教在阶级社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只要政治上需要，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会利用宗教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宗教往往成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需要站在政治学的基础上研究宗教。宗教评论学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来自无神论和有神论、宗教和反宗教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批判；二是来自宗教内部各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争斗与批评；三是来自无神论和反宗教在批判有神论和宗教时所持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互相争论与批评。通过客体性研究过程的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就能从中获得有用的资料和观点。宗教评论学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还只局限于无神论对于有神论和宗教的批判，其中包括实践的批判和理论的批判，也包括虚无主义的批判和科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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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思想和理念

我国政协文史资料的征编，凭借着政协委员中各宗教人士及统战性、民主性、三亲性的方法特点，宗教人士和宗教研究者作为宗教活动的亲历者，以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时，承认、尊重并坦诚面对宗教心理现象本身所特有的宗教性。在实地实录新疆宗教文史资料中，求真务实，以宗教学取向的研究理念，关注蕴含于文化和历史中的以文本资料流传下来的各种宗教心理现象；在面对已形成的政协文史资料，在挖掘整理新疆宗教文化过程中以心理学取向的研究理念，关注现实生活中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态度、宗教认知、宗教情绪以及宗教行为，运用心理学原理揭示宗教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五 宗教学取向的实录框架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体。它由宗教生态、宗教组织、宗教实体器物、宗教实体礼仪等四大基本要素构成。对于由政协委员中的宗教人士、宗教心理学研究者、文史专员参与的政协文史资料“新疆宗教场所与活动实录”，可以从这四个要素入手，作为实录内容，对宗教场所和活动进行实地观察、测量并客观真实记录，整理汇编。

1.宗教生态

宗教的多元性及其不同的历史形态是和各宗教不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环境，并同这一环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和各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地域走向、宗教群体的迁徙流向有关。因此需要站在宗教生态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宗教现象。

本研究用社会地理学的方法描绘教徒、寺庙、圣地、社团的地域分布；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标示不同历史时期宗教的空间分布、迁徙动态和传播地域走向；用人口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信徒的密集状况、劳作状况、文化素质、性别、年龄等与信仰有关联性的一些现象；用生态地理学方法研究地形地貌、气象气候、景观灾变对宗教的影响。

2.宗教组织

宗教组织是高于普通宗教群体的一种宗教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它一般地是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专门的宗教部门、机构（如教会、教堂、寺庙、宫观等），或是由信徒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各种宗教团体。宗教组织是宗教共同体最核心的构成部分。宗教的社会作用，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持续而强韧地向社会传递着它实际的影响力。宗教规范任何信徒，都离不开对信徒思想、言行一定的规范，对这些规范的重视和遵从，体现出教内和教外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差异。宗教规范不仅显示出宗教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宗教成熟的必备条件，离开了这些规范，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就没有什么区别。宗教本身的存在，在教徒的实际生活中也就无法体现。这些规范包括宗教制度、宗教礼仪、宗教道德、教规（戒律与禁忌）、宗教习俗等。

3.宗教实体器物

宗教实体器物是十分重要的宗教要素之一，它与宗教意识、宗教组织、宗教礼仪相比是软件和硬件的关系。宗教器物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属于宗教器物空间性的宗教活动容纳部分，它包括庙宇（寺院、教堂）、神（经）学院、圣地等；二是属于宗教神性象征物的部分，它包括神像、圣物、法器等。

庙宇（寺院、教堂）、神（经）学院、圣地等这些宗教器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为宗教实体提供了一个宗教活动最佳的组合凝聚空间。宗教器物中的神像、圣物和法器等都具有一种特定的神性象征意义，神像本身就象征着被崇拜的神，圣物则是一种被赋予神性神意的象征物，法器是用示意动作的符号形式来体现神性神意的一种工具。

4.宗教实体礼仪

宗教礼仪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宗教意识的行为体现，是信教者用来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种规范化的行为表达方式。这种具有象征性的礼仪由物象礼仪、示象礼仪和意象礼仪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礼仪方式所组成。

物象礼仪即物祭，其形式繁多，归纳起来大致为人祭、血祭和食祭。人祭中人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祭祀物，施祭者或为增进部落的活力和生殖力，或保持土壤肥沃，或为安慰死者亡灵。血祭要比人祭文明，只是用来宰杀牲畜、动物的血来祭祀神灵。食祭比血祭更文明，它用糕点瓜果或荤素菜肴来敬神灵。

示象礼仪是以符号化的特定规范行为向神表达虔诚、意愿和祈求。它摆脱了物象礼仪中所具有的那种神和人之间的物物交换的人间卑微，赋予宗教礼仪更为崇高的神圣性。它包括崇拜、祈求、节庆。

意象礼仪主要是通过特定的符号动作来体现信仰者内在的宗教意识。这种礼仪是从理性上来强化宗教意识的重要方式，它包含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遵循教义、恪守教义和专一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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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宗教学取向的实录框架

六 心理学取向的分析框架

新疆宗教心理分析，离不开民族心理学的概念，宗教作为民族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发展符合民族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任何心理现象都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社会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性，人类心理能力的发展只有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才发生变化，因此宗教发展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宗教之所以能长期持久地生存和发展，主要是在于它能满足人们一定的精神需求。在“新疆宗教场所与活动实录”的过程中和史料的基础上，新疆宗教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索。

1.宗教意识

宗教意识从结构上可以分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宗教意识的理性因素是以神学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体现在教理、教义和各种圣书中。一般来说，宗教理性因素对文化素质高的信徒有更大的影响。人类精神生活不只需要理性的东西，也需要非理性的精神生活作为补充。人的情感、情绪和激情等领域，就往往带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当人们在理性生活中找不到应答和需求就会转向非理性的精神生活中寻求补偿。

2.宗教心理变项

包括研究宗教信仰过程中的负罪感和良知感、善恶感、仁爱感和怨恨感、幸福感和苦难感、利己感和利他感等心理变项。

3.宗教心理功能

包括研究宗教心理的消极和积极的动因和效应，研究信仰治疗（宗教咨询、宗教疗法）的意义及其与心理治疗（心理调节、美感培育）的关系，研究宗教意识和宗教病态之间的关系等。

4.宗教体验

包括研究宗教皈依心理和祈祷心理的本质、要素、类型和效果，研究宗教心理的出神、入神、着魔、入迷和灵性的神秘体验，研究信仰和崇拜心理的培养、因素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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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心理学取向的分析框架

在进行新疆宗教心理分析中，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着眼于个人内心世界对神或神性物的主观感受和内心感受；以宗教信仰的环境为中心——用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教的本质；以宗教信仰的对象为中心。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做分析。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质上都是人类高级心理活动的产物，宗教的发展符合民族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政协委员中的宗教人士参与政协文史资料的高信效度，避免了政治敏感的问题，借以政协文史资料征编的途径研究新疆宗教心理是一种方法探索，其研究空间将得以拓展，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将得到更加深入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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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膜拜团体操纵感觉剥夺实施精神控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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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文献法和访谈法，从心理学视角探讨膜拜团体实施感觉剥夺的主要程序、膜拜成员心理变异特征和心身损害后果，揭示膜拜团体人为制造感觉剥夺的本质就是精神控制。消除膜拜成员感觉剥夺主要采用参与式、体验式、互助式、替代式信息激励方法。


关键词：
 破坏性膜拜团体 膜拜成员 感觉剥夺 信息激励

关于感觉剥夺的研究，正式始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是加拿大心理学家进行了感觉剥夺的实验研究，继之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感觉剥夺的实验研究。研究发现，把人放在感觉剥夺的环境中，会严重地影响心身健康，发生一系列感觉障碍的心理病理现象，甚至会引起死亡。由此证明，丰富的感觉信息刺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破坏性膜拜团体操纵成员的方法之一，就是控制成员与外界环境的交往，禁锢其思想和行为。那么，膜拜团体是如何制造感觉剥夺环境的？成员在感觉剥夺环境中会产生哪些特殊的心理活动？如何帮助膜拜成员走出感觉剥夺环境？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却研究很少。本文试图分析这些情况，揭示膜拜团体实施感觉剥夺的目的，并提供帮助膜拜成员走出感觉剥夺的方法。

一 关于感觉剥夺的基本认识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
 
[3]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人们通过感觉从外界获取信息，形成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它是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成分。感觉不仅能提供人类生存的重要线索，而且增加大脑皮层的唤醒机制，从而激活生理和心理系统的活力，使人保持较高的思维效率及有效的反应速度。因此，适度的感觉信息刺激是必不可少的，它是维护心身功能必要的保障。

感觉剥夺，这是指有机体与外界环境刺激处于高度隔绝的特殊状态，即给予生物体感受器官刺激的量减少，或使人处于某种感觉刺激的强制性环境里，其刺激具有极为单调和反复持续的性质，或给予感觉刺激的量并不一定减少，而是减少了参与其他活动的量。通俗地说，感觉剥夺就是使人尽可能少的接受信息，尽可能少的产生感觉，尽可能少的对客观事物形成正确有效的分析，从而使人产生因信息刺激不足而致生命活力不足的现象。世界上第一个“感觉剥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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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1954年，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贝克斯顿（W.H.Bexton）等人完成的。基本内容：把大学生志愿者置于极少有刺激作用的实验环境里，在剥夺了光、声、触觉的房间里，使其极少产生感觉，并要求志愿者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房间里。但是，志愿者的反应是，第一天容易度过，整天睡觉，逐渐变得烦躁不安，情绪开始波动。尽管有高额奖励，却很少有人愿意接受2～3天以上的感觉剥夺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这些志愿者在感觉剥夺期间，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不连贯、逻辑混乱、反应迟钝、情绪烦躁，甚至还有人出现了幻觉和神经症样症状。用脑电图记录志愿者在感觉剥夺前后的脑电活动，发现在剥夺一段时间之后，其脑电图出现一种慢波，主要脑区活动的节律频率也变得缓慢了，这说明大脑皮层的功能被抑制了。感觉剥夺实验还证实，一些志愿者在感觉剥夺试验七天后，出现了典型的心理病理现象：①错觉、幻觉、感知觉障碍以及继发性行为障碍；②对刺激过敏，紧张焦虑，情绪不稳定；③思维迟钝，反应缓慢；④暗示性增高，容易受到心理暗示；⑤体诉多，出现各种神经症样症状。以后，在美国、英国和日本重复进行的感觉剥夺实验中都得到了类似结果。

感觉剥夺实验说明：信息刺激不足会影响人的思维过程，并波及情感和意志活动，造成心理功能紊乱乃至行为失常现象。这些症状是因为“正常的脑机能有赖于脑干网状结构激活系统的活动，网状结构通过上行纤维不断向大脑皮层发出张力性信息冲动，这是使个体能够保持清醒的神经生理基础，同时还参与感觉的控制、注意力的集中，学习和习惯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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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处于感觉剥夺状态时，通过感觉通道传入网状结构的有效信息减少，大脑皮层会出现感觉真空状态，而此时不相应的信息乘虚而入并得到不断的强化，这种强化的信息很容易占据在大脑皮层之中，继而刺激神经系统产生错觉、幻觉和感知觉障碍等异常现象。

二 膜拜团体制造感觉剥夺的程序与后果

感觉剥夺是膜拜团体最常使用的精神控制方法之一，膜拜团体邪之所在就是控制成员与外界环境的交往，禁锢成员的思想，让人不去对比、不去思考，不去分析、不去判断，无从辨别真伪，这就需要控制住人接受信息入脑的第一道关口——感觉。膜拜团体活动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要求成员长时间在一种安静和闭锁的环境里活动（练功），给予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刺激信息极为单调，且单一信息不断地重复强化，同时隔断成员与家庭、他人和社会的联系，这种场面类似于感觉剥夺环境，其活动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体的感觉拘禁状态。膜拜团体组织者知道，成员与社会联系得越少，就越能建立膜拜团体所培植的信念，就越能高效率的改造其思想，控制其行为。所以，膜拜团体重视人为的操纵成员疏远社会，疏远不相信该教、该功的人，他们刻意制造成员与社会其他人群不相适应的感觉，并且以这种方式使膜拜团体得到巩固和发展。

膜拜团体制造感觉剥夺的基本程序与后果如下。

1.制造感觉剥夺环境导致幻觉现象

膜拜团体使用感觉剥夺手段是作为精神控制的道具，他们想方设法地运用各种技术剥夺成员的感觉信息，他们把成员的生活安排得很满，早上修动功，白天读经文，晚上练静功，节假日听报告，周末交流练功体会等。他们诱人在封闭的房间里静坐几个小时练静功，让人双目一闭，就关闭了最广泛的感觉通道，同时配合说教的影像资料，不断地播放教义内容让成员去接受单一的信息刺激，时间一长成员便因为缺乏丰富信息的刺激，心理生理功能与社会功能就逐渐变得虚弱了，其思维活动单调地停留在膜拜团体所制造的虚幻世界里，只能依靠想象的内容以充实着头脑，而对眼前存在的现实世界则视而不见了。笔者在对一些成员的访谈中发现，他们述说最多的是虚幻性的感觉内容，如幻视、幻听、幻嗅、体感幻觉等，其幻觉好似立体的情景一样，甚至还有成员有一种身体“被触动”的临场感。80%以上的成员追求着这种虚幻效果，并且在追求过程中被膜拜团体强化着奇异的心理体验。有一位女成员，她长期孤独地练某功而致精神恍惚，她一练功头脑里就有一种霞光万丈的“天堂”景象。有一天，她口喊着：“我要走了，我要升天了！我要进入霞光的天堂了！”从楼上跳下身亡。感觉剥夺在主观方面是激发成员进入虚构的假想世界里，在客观方面被严格地封闭在事先设计的有限空间环境里，陷入感觉剥夺状态中的人，感觉一旦与现实隔离开了，就会停止清醒的思考，导致失去了自我。

2.操纵感觉剥夺条件导致恐惧情绪

膜拜团体利用成员的高暗示心理，虚构“地狱”和“世界末日”让人恐惧，然后再以“救世主”身份带人进入“天堂”，让成员臣服于他。当成员一进入感觉剥夺的练功环境，就会被包围在对教主权力绝对服从的氛围之中，组织者给成员灌输单一密集的“天堂”与“地狱”信息，不断地给他们“洗脑”，让成员对其依赖而不能脱离。有一位年轻的成员，每当她看到父母为她误入歧途而痛苦万分时，就触发了转变的念头，但她总是左右为难，她一方面不忍心看到父母为她承受痛苦的样子；另一方面，她相信有地狱惩罚，她害怕“形神全灭”的地狱之苦，更怕“法身”发现自己动摇而不认她为弟子，担心自己进不了天堂，整日里疑虑重重、郁郁寡欢、昏昏沉沉，每天处于情绪恐惧之中，饱受精神折磨，最后变得精神异常了。还有一位成员相信“法眼无数”在监视着自己，生怕稍有不敬会遭到报应。她认为在她的手心劳宫穴里有一只“法眼”在注视着自己，自己每天干什么，“大师”都能知道，她不敢有任何的疏忽，甚至听到别人直呼“大师”姓名，也吓得战战兢兢。人一旦陷入了感觉剥夺的怪圈，就将自己推向了恐惧状态，这种恐惧的威胁虽然是自我虚拟的，但同样给成员的心理带来极大恐慌，更何况膜拜团体对于背叛的人是给予严厉惩罚的，他们对于想脱教的人，就盗用修行的名义把人禁闭在感觉剥夺的密室中，采用强行逼迫的方法使人就范。

3.强化感觉剥夺过程导致偏执思维

膜拜团体在感觉剥夺的练功过程中，运用“不二法门”的概念禁锢成员的思想，让成员不去接触正教，只能修一种“法门”，只能读一门的书，甚至连《圣经》《道藏》都归入禁书之列。他们反复持续的给予成员同一种信息的刺激，使成员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在一种意念、一种物象或一类动作上，成员头脑里除了“经文”之外，不装其他内容。在无其他信息选择的情况下，膜拜观念渐渐地渗透进头脑了，接着所思所想与教义内容融合一致，就产生了稳定的膜拜信念，再内化成个人的信仰体系，便形成坚定不移的膜拜偏执思维了。有一位成员过着“五不”生活，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与功友外的人交往、不参加单位的任何活动，他要“修炼专一”。这种只固守在自己狭隘的认识里，排斥其他观点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偏执心理。国外学者在关于偏执心理形成机制的程序时指出：从偏执性思考——偏执性行为——偏执性人格——偏执性妄想，在经历了这样几个过程之后，其感觉功能就会发生严重的异常变化，如果出现由偏执性思考向偏执性妄想移行的话，那就是“偏执型精神病”了，这就具有了难以转化的变态意识了。
 
[6]



4.依赖感觉剥夺手段进行精神控制

膜拜团体采用感觉剥夺并不只是局限于剥夺成员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而是在于控制成员的精神世界。膜拜团体在感觉剥夺的环境中，采用的声音、图书、画像、场景等都是条件刺激的强化物，操纵成员频繁地练功是强化手段，这样就使大脑皮层的一些无关区域经过多次强化后形成了相互联系，再经过进一步强化则将这种联系巩固下来，便构成了大脑皮层的某种病理性兴奋灶，“大脑皮层接受‘经文’的部分就会呈现强烈的兴奋状态，而皮层的其他部分，所形成的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认知的理性逻辑部分，则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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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理功能必须依赖于—定的客观现实，当人长期处于感觉剥夺的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三种生理心理异常现象：①“DDD症状”。虚弱（debility）、依赖（dependence）和恐惧（dread）。②虚幻追求。隔离现实，思考移向想象空间，出现梦境一样的变态意识。③功能退化。失去对社会现实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膜拜团体运用感觉剥夺的目的是要控制成员的精神活动，就是要“用一种特殊方法成功地打碎人头脑里的固有信念或心理定势，使其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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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膜拜团体通过感觉剥夺之方法，将成员诱导到一种特殊的意识恍惚状态，再将膜拜教义的思想输入其头脑，从而产生精神控制的效果，其感觉剥夺过程就是精神控制的过程，感觉剥夺的成功也是精神控制的完成。

膜拜团体都有政治本色，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都会表露出“乱政”企图，而膜拜成员极可能会成为膜拜团体对抗政府的力量，这种教训古今中外屡有发生。

三 消除膜拜成员感觉剥夺的方法

感觉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因为任何感觉都受制于人的心理倾向、知识经验和社会感受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同时，人的感觉也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接触，人才能正常地感受外界信息，以保持心理生理和社会功能的成熟。因此，针对膜拜成员消除感觉剥夺的方法思考如下。

1.参与式社会信息激励法

这是以恢复成员的社会感觉信息为主，引导他们感受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际关系的互动。有关部门可以组织成员参观祖国的大好河山、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建设成果等，开阔他们的视野和僵化的思维，启发内心觉悟能主动走出感觉剥夺状态。

2.体验式自我信息激励法

创设一些足以“刺激”成员开拓进取的娱乐活动，提高成员活动的参与面、积极性和实际效果，比如开展心理剧、才艺表演、团体游戏、运动竞技、书画知识竞赛等，让成员在自我刺激的娱乐信息中得到愉快情绪，能自觉地走出封闭的心态。

3.互助式教育信息激励法

帮助成员脱离感觉剥夺环境，最重要的是帮助者的态度重于技术，应该顺应成员的个体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互助活动，即“帮助者”与“膜拜者”结成对子，不断地把社会观念、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法律要求、家庭观念等信息输入成员的头脑中，引导成员能自愿地融入社会生活，走出自我偏激的认识。

4.替代式兴趣信息激励法

教育的目的是消除感觉剥夺环境，淡化原有的膜拜观念，破除精神控制。可以选择一些替代活动以充实成员的头脑与生活，如健美韵律操、太极拳、八段锦、健身操、打乒乓球、骑脚踏车、登山运动等，鼓励成员克服闭锁情绪并建立正确行为和生活方式。

总之，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的信息激励方法，都是要破除成员与外界环境高度隔绝的感觉剥夺状态，给成员输入新的正能量的信息刺激，让他们找到生活情趣和精神寄托，让他们在身临其境的、丰富的、社会化的信息中“动”起来。当他们有了参与健康活动的愉快体验之后，就会走出感觉剥夺状态，如此一来，膜拜团体的精神控制也就会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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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谈

美国青年基督徒的宗教心理特点及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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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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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老一代相比，美国青年较少信教，“文化压力”是其重要原因。在奉行基督教的方式上，青年一代更加注重宗教行为背后的基督精神。对于美国青年基督徒而言，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在人格结构中可以兼容并蓄；与神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喜乐感是基督徒深刻而典型的宗教情感体验；奉行基督精神需要通过“为别人服务”“维护公正”和“展现爱”等日常行为来体现。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社区教会以及教会学校在美国青年基督徒的心理成长过程中分别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善于观察，从自身经历中学习，事后觉悟，是基督徒心理成长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美国青年基督徒 宗教心理 宗教信仰 宗教情感体验

引言

（一）研究的缘起

现阶段，国内各种形式的社会心理矛盾和冲突比较激烈，如医患纠纷、仇富心态、劳资冲突……有一种解释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不断输入，对国内原本稳定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起到了破坏作用。但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我作为一个中国心理学者在美国田纳西州府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访学一年。该州位于美国中南部内陆，是观念相对保守、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氛围浓厚的一个州。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中大多数是基督徒。有十几、二十多岁的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有正值壮年的公司职员、大学教授、医生和律师，还有很多在各类社区机构做志愿者的退休老人。

初到美国，难免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每到这时总能得到当地友人的帮助。教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英语辅导班，在那里除了来学英语的学生之外都是当地的志愿者。每逢开学，当地的外国留学生组织总能收到许多捐赠，包括一些家具和各种日用品。这些捐助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我在业余时间申请了纳什维尔州立社区学院（Nashville State Community College）的成人教育项目，该项目主要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者开展英语教学（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program）。其间有一个多月时间，因我丈夫回国，而我没有美国驾照，去学校很不方便。我的英语老师Frank John，一位76岁的退休外科医生，主动接送我。他每天早上从家里早出发10分钟，开车先到我住的小区接我，然后到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后先送我回家，他再回家。没有一天落过。我每次说感谢，他都让我觉得该说感谢的是他，因为我给了他机会为我提供帮助，他因此非常开心。习惯了人情淡漠，在美国遇见这样的“活雷锋”，多少有点不适应和“受刺激”，由此而生出许多疑问，成为本研究的起因。

（二）问题的提出

我遇见的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其中很多是青年朋友。我因此想要了解美国人信仰基督教的情况，特别是与老年人相比，美国青年一代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何不同，基督徒有哪些特殊的人格特征或心理特点，以及这些特征或特点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形成的。

（三）访谈对象、研究关系的建立及研究过程

研究最初是基于对基督徒群体的行为观察，通过观察逐步形成和明确所要讨论的问题。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则直接来自对一个美国青年基督徒的访谈录音。访谈对象Danny（D）为男性，1985年出生，成长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基督徒家庭，小学和大学读的是教会学校，其间10岁至18岁就读于公立学校。最终学历为硕士研究生，目前是纳什维尔的一名小学教师。我在一个英语学习班上认识他，他当时作为志愿者在那里当老师。我每周有两个晚上遇见Danny，每周五晚是班级教学，周三晚是一对一的个别辅导。但我只在课堂上和他交流，并不是他个别辅导的学生。这样认识和交往半年之后，我意识到Danny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青年基督徒样本，由此设想对他做一个访谈研究。

研究关系的建立很顺利。Danny只是希望先对我的研究有所了解，然后便是履行质化研究的“知情同意”环节。正式访谈共进行了三次，地点安排在Danny租住的公寓里。他刚新婚不久，访谈时他的妻子Rachel（R）在场。她是一位漂亮的美国白人姑娘。除了殷勤待客，偶尔也表达她自己的观点。她也是小学教师，成长经历和Danny相似，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访谈提纲和访谈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均为英语，后译成汉语。中文转录稿约6万字。

（四）研究伦理

本研究严格遵循质化研究的伦理原则。在研究关系的建立阶段，与访谈对象针对质化研究知情同意书中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协商，包括参与研究的邀请、参与者的付出与权益、隐私保护和未来研究成果的发布等。研究过程严格按照深度访谈研究的规范操作。每次访谈前一星期，将访谈提纲发给访谈对象征求意见，确认访谈的主题和范围；使用索尼ICD-PX312高保真录音笔全程录音；英文转录完成后，将转录稿发给访谈对象本人审读；研究报告的发表得到了访谈对象的授权；报告中对访谈对象做了化名处理。

（五）研究结果的效度检验

本研究遵循质化研究的真实有效性原则，是研究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使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代表传统研究意义上的“普遍性真理”，而是某种“建构的真实”。访谈录音及文字转录得到访谈对象本人的检验性阅读，其描述型效度得到对方确认。访谈提纲本身的结构性较强，所收集的研究资料具有明确的意义性。资料分析未借助任何电脑软件，全部由人工完成。资料分析主要采用现象学分析法。研究报告尽可能直接引用访谈对象本人的言语表达，以降低解释性效度的风险。

除访谈对象外，另邀请了2位美国基督徒对研究报告的初稿进行了检验性阅读，其身份分别是大学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检验项目包括：（1）描述型效度：本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及成长过程的描述是否真实可信？（2）解释型效度：本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心理及行为的解释是否合理？（3）评价效度：本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心理及行为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4）推广效度：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多数美国青年基督徒？检验采取5级评分。其中，1分为“最低”，2分为“偏低”，3分为“中等”，4分为“偏高”，5分为“最高”。作为检验结果，本研究四种效度的得分均值分别为：描述型效度（5+5+4）/3=4.67分；解释型效度（5+5+5）/3=5分；评价效度（4+4+4）/3=4分；推广型效度（2+2.5+3）/3=2.5分（其中，访谈对象Danny给出的检验结果分别为4分、5分、4分、3分）。

检验者认可访谈对象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样本”，但对于这一个案是否可以推广至一般的“美国青年”则表示怀疑，认为该对象“应该只属于少数对基督信仰认真遵循的美国年轻人”，所以，研究的“推广效度”不高。检验者认为，从美国青年的婚外“性”关系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美国青年对待宗教信仰并不像访谈对象那样认真，他们把信仰当作“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精灵”，只在需要的时候呼唤“My God”，平时则不大注重遵行信仰的内涵和核心。关于研究的“评价效度”，检验者认为，可能由于研究者对于基督徒先已有了好感，所以分析以正面为多，降低了评价效度得分。

一 美国青年的基督教信仰及其代际差异

（一）基督教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有减弱的趋势

基督教对美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巨大。美国声称以基督教立国，“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被印于美钞，作为官方的座右铭，并直接用作美国的国玺。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有减弱的趋势。这首先表现在，尽管多数美国人仍自称为“基督徒”，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奉行者（以下“Y”代表本文作者；“D”为访谈对象）：

Y：我来美国后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对美国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D：一般而言，美国人大都自称是“基督徒”，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奉行者（practicing members of their religion）。这一点可能和你们中国的佛教有点相似。小孩子生活在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可他们长大以后不一定真的奉行佛教。你会发现，很多美国人把“相信上帝”（believing in God）和“奉行宗教”（practice the religion）等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根本不像真正的基督徒。

Y：你所说的“相信上帝”和“奉行宗教”有什么区别？

D：使徒保罗在《圣经》上说，你相信有一个上帝，这很好，即使魔鬼也相信有上帝，并感到害怕，但他不追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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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说，我相信某个人是个真实存在的人，可我不愿意跟他有任何关系。我知道他在那里，他是真的，但我不想花时间和他在一起。一个人可以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不一定跟从上帝，或者敬拜上帝。

Y：你说的“奉行宗教”具体指什么？包含哪些内容？

D：“奉行宗教”就是做你信的，或者按照你相信的去行动。简单地说，有很多宗教传统，如周日礼拜，多数基督徒周日早上会去教堂聚会。其实按律法行事（to follow rules）并不是简单地照传统的要求去做。有些人对宗教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觉得，宗教就是一些繁文缛节——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些规则，而是规则背后的观念（idea）。如犹太文化有一项规则，安息日（Sabbath-day）要休息。但是，有些人遵守这些规则过了头，认为如果你多走了几步路，那就是在工作，你必须得停下来……。他们关注的是规则，而不是制定规则的原因——为什么？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因是，人不应该工作得太累，应该花时间休息和敬拜上帝。规则的要义不是不叫人工作，而是要人敬拜上帝。关于这个问题，《圣经》中曾有个人问耶稣，什么是最高法则（the greatest rules），耶稣回答，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主——上帝。他又补充说，第二点是，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耶稣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是爱上帝和爱你周围的人，爱那些你所接触的人。如果你遵守了这两条最重要的法则，其他的法则自然就没什么问题了。

Y：我对另一个问题有点好奇，不知道能不能问？

D：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Y：大多数美国人都自称是基督徒，我想大部分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应该是基督徒。这就有点奇怪。这些年，美国参与了不同国家的很多场战争，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既然上帝说过，要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

D：当然。

Y：真的有必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吗？

D：这个问题很复杂，非常复杂。我从来没有，哪怕一次，公开表明或告诉你我能理解他们。大部分的政府官员会告诉你他是基督徒，这不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基督徒，而只意味着他知道，如果他不说他是基督徒，大多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不会给他投票。

Y：哦，这倒是符合逻辑。

D：所以，你说，总统是基督徒吗？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枪支的管理问题，很多国家都有，很可怕。美国做的一些事情并不让我觉得骄傲。但我不是我的国家，就像你不代表中国。所以，当我想到我的国家，有些事情让我羞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说战争有助于维护和平，我不知道我应该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我不懂政治。有时候，我不想了解政治。因为你知道，当政治和宗教相结合，很多时候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二）美国青年较之老一辈人更少相信宗教

来自美国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显示，美国基督徒正在流失，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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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一是“文化压力”；二是在奉教的方式上，青年一代较不看重形式，而更注重行为背后的基督精神（下文中，“R”为访谈对象D的妻子）。

Y：我想知道，奉行宗教在美国青少年中是很常见或普遍的现象，抑或只是发生在一少部分人身上的事？

D：奉行宗教有很多种方式。有人在工作之余做善事，有人捐钱，有人花时间教别人。我们有个朋友在海地，那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他在那里帮助人们。Rachel有个堂姐，在西雅图，帮助无人照顾的有问题的中学生。我们喜欢中国人，我们花时间和中国朋友在一起。一个人有某方面的热情或智慧，上帝会利用它。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各种智慧。他们中许多人用自己的智慧服务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太多不同的方式奉行宗教，服务上帝。所以，如果你问有多少年轻人，具体数据，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既不是不普遍，也不是太普遍。

R：这可能取决于你生活的地区或国家。在这里，纳什维尔，比较多的年轻人追从上帝。但是其他地区，即便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年轻人，他们跟父母一起去教堂，但他们中很多人大学毕业以后，大约20岁左右，一旦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开始独立思考，自己是谁，应该怎样生活。许多人因此选择不再相信上帝。所以，不同地区情况不一样。

D：是的，它得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家庭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很多人生长在基督教家庭，从小跟父母一起去教堂，长大后他们自己也去教堂，但是他们和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另一个原因，很难回答多少年轻人（奉行基督教），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你一些事，但那不一定是真的。说到是不是基督徒，你得根据他们的生活（来判断）。这很难说。

Y：和老一辈人相比，美国的年轻人更多还是更少相信宗教？两代人在信仰方面有什么差异吗？

D：和老一代人相比，年轻人更少信宗教。文化压力（cultural pressure）是重要原因。美国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的人的大熔炉，“宽容”的概念在这里备受推崇。然而，很多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认为对任何行为和信念的反对都是错误的。反之，如果你是任何一种宗教的奉行者，或执着于任何的道德信条，都可能被认为“缺乏宽容”。很多年轻人因此弱化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直至停止奉行。另外，年轻人奉行宗教的方式也和老一代不同。很多老年人拘泥于传统的宗教仪式，其中很多并不是宗教本身的要求，而仅仅只是习惯，如做礼拜时的着装。你会发现，奉行基督教的青年人关注更多的是怎样“为他人服务”（serve others）、“维护公正”（fight injustice）和怎样“展现爱”（show love）。我并不是说老年人不做这些，只是说老年人相对而言更看重因循传统，年轻人可能较不注重形式。

（三）宗教信仰对美国青年的生活仍有重要影响

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在离开家庭之后选择淡化甚至放弃了宗教信仰，但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在美国根深蒂固，很多美国青年依然保留着潜在的宗教意识和观念。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人生的主导价值。

Y：宗教信仰对你个人的生活有哪些影响，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D：宗教以很多方式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在你所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它给你安慰；当你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它给你鼓励；有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给你喜乐。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想象一旦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生活里就应该全都是好事。这是不对的。一旦坏事发生，会让这些人怀疑信仰。然而，信仰上帝的确在很多时候给人以希望。比如，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人是有缺陷的，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信仰让人在知道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完成某件事情的时候，信任上帝。

Y：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得救”。

D：许多人相信，信仰可以使人得救，这是事实，但不是有些人想的那样。上帝的拯救是给所有人的礼物，只要你接受它。有些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害怕将来去不了天堂，但这并不是皈依上帝的合适理由。《圣经》上说，对主的敬畏只是认识的开始。信仰真正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与神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你和任何人之间都不可能建立。

Y：有没有一点麻烦呢？比如，你可能得花很多时间去做些事情。

D：是的，我不认为这很容易。但是，任何好东西都需要努力才能得到，对吗？如果你想要好的婚姻，你得努力，不容易；想做个好的厨师，不容易；一个好的音乐家需要很多年的艰苦练习，不容易。大多数好东西都不容易得到。

Y：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担心信神可能导致放弃自我意志或自我掌控，那是很危险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D：对神的信仰和信任不会导致人放弃自己的努力，而只是让人意识到，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时候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依靠自己是好事，但神的力量远大于我们的想象。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够信任自己的能力，或者完全放弃控制，而只是意味着帮助你认识到，你的能力不是你自己的，而是神赋予的。上帝因为某种原因赋予你某些能力和机会。回顾自己的生活，我发现没有一件好东西是我自己的能力或掌控的结果，它们都是上帝的礼物。

二 美国青年基督徒的宗教心理特点

（一）基督徒的知：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可以兼容并蓄

无神论者总是把“宗教”与“迷信”相联系，放大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视二者为水火不容。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建构世界的方式。Danny为硕士毕业，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本科的专业是心理学，硕士阶段主修心理咨询。在中学他学过生物、化学、计算机等科目，在大学修过地球科学、生物学、神经研究和生理心理学等。按无神论者的逻辑，Danny所受的科学训练不应该允许他“迷信”任何宗教。但是，Danny却认为，科学与信仰“各是各”。二者分属于不同的主题，遵循不同的规则，可以兼容并蓄。

Y：你同意科学和宗教之间存在冲突吗？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圣经》之间就有冲突。你怎么理解这种冲突？

D：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确实有很多冲突。具体对于基督教而言，有些冲突随着时代的发展解决了。比如，《圣经》中提到的很多事，以前都认为是假的，后来却被证明是真的。在《约伯记》中提到“星星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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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里，科学家都认为那是错的。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可以听见遥远星际传来的声音，“星星唱歌”于是成为可能。假如你审视科学的发展，你会发现，很多我们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后来却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很多你现在认为是科学的东西也不对。科学是有瑕疵的，它只能借助于现时的技术和心灵——而两者都有可能出错。达尔文的理论几乎全部基于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野生动物的观察。我相信他的微进化（micro evolution）理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一个物种的细微特点会随时间而改变。但是，环境一直在改变，许多物种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变化。比如说狗，微进化和选择性喂养导致这种动物具有不同的颜色、大小、外貌和行为。但是，他们仍然是同一种动物，具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特点。它们始终没有变成不同的物种。

Y：你认为进化论很邪恶吗？

D：我不这样认为——它只是一种理论。我不赞成它只是针对把它当作一种事实（as a fact）。按照科学（与宗教信仰相对）的规则，任何东西，如果你不能证明，就不能说它是事实。达尔文理论与《圣经》之间的区别在于，达尔文坚持科学，却不能证明它；而《圣经》则与不存在任何物理证据的信仰有关。物理证明不构成它的基础，虽然也有很多能证明《圣经》的合法性的考古证据。科学和信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Y：你真的相信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吗？

D：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原因是，活在当下的人没有一个在那时存在。那时候也没有记录，对吧？所以，没有人，基督徒或者科学家都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因为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也相信他可以在七日内创造一个世界（语速慢，略有迟疑）。上帝可以做任何事，只是我们看不见，但这不意味着它不是真的。很多人对此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说，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世界。这些人还会说，曾经有一次大爆炸（big-bang），那才是地球的起源。以某种方式，细胞发生裂变，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越来越多。这听起来很愚蠢。为什么？你知道概率（probability）吗？

Y：知道，统计学的概念。

D：一种细胞演变成不同组织的概率……。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生物吗？成千上万，多到你无法计算。就概率而言，这么多的物种，以进化的方式演变而来的可能性极小。Rachel也受到过很好的科学教育，她告诉我，她越是了解人类的身体，越是相信它不可能产生于偶然的过程，而是被设计好的。人体必须保持在华氏98.6度左右，高一点低一点都会生病。高多了低多了，就会死亡。这是很精确完美的设计。所以，我同意，很难说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了万物。但是，我觉得相信别的会更难。是的，二者都很难。大爆炸理论（big-bang theory）或进化论在很多学校被当作事实教学，但也没有人能证明它们就是真的。

Y：对于中国的无神论者来说，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信宗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宗教就是一种迷信，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

D：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说宗教是一种“迷信”，那么，坚持不相信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不信”。

Y：我很想知道，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你的脑子里如何兼容而不发生冲突？

D：是的，没有冲突。

Y：很多人好像做不到这一点。

D：你能。只要你认识到，科学也是由上帝创造的。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一点，就很容易跟从上帝。宗教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range），两个不同的主题（subject）。宗教处理你看不见或不能观察的领域，而科学基于观察，处理你能够看得见和观察得到的领域。进化你看不见也观察不到，所以，它应该属于宗教的范畴。如果我的宗教告诉我，上帝于七日内创造了这个世界，而我又不能够观察到生物的进化，我无法观察到这个世界的开端，请问我可以首先相信上帝吗？

（二）基督徒的情：因爱而得喜乐

美国的基督徒大都很有爱心。他们常常主动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做慈善、义工等行为很普遍。出于对上帝的感恩而爱上帝，又因为爱上帝而爱他人。“爱”是基督徒善行的内部动因。

Y：基督徒爱上帝，在我看来出于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出于对耶稣的感恩，因为他代人赎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大恩。另一种，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人时常需要神的帮助，特别是当遇到麻烦的时候，您觉得是这样吗？

D：是的，第一种方式更真诚。爱上帝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Y：这应该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吧？

D：是的。设想，如果神不爱我们，那么，我们爱他什么呢？我们人类做很多事是因为我们处在某种关系当中。这种关系以某种方式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是否喜欢某个人的陪伴，或者他（她）对于我们有帮助吗？或者他（她）让我们感觉好？你知道……这些都是我们愿意和某个人维持某种关系的原因。我们得到某些东西，也付出某些东西。如果你在某种关系中全都是付出，从来不得到任何东西，那会令人枯竭、厌倦。对吗？所以，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反过来也爱他，并向他学习去爱别人。爱是由心中溢出（overflow），并向外传递的。至于第二种，功利主义。或许这是建立关系的一种开端。你需要上帝，而上帝爱你，你因此开始以爱反馈上帝。

Y：你是说，这是一种好的方式去开始建立一种关系？

D：是啊。当你开始任何一种关系，你不会首先信任那个人，对吧？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相互也不了解，我们所知道的无非是你想学英语，而我愿意教英语。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逐渐相互了解，现在成了朋友。

Y：你说的道理我能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加速传播是最近这些年的事情。多数中国的基督徒只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接触和信神。用你的话说，他们是“开始的人”（beginner）。所以，他们多数只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想起上帝。

D：这种事有时候也发生在我身上。

Y：真的吗？

D：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很容易陷于忙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是每天都能看到上帝。有时候很容易聚焦于你的工作和那些你正在做着的事情。我有时候也这样。我跟Rachel说过很多次，我需要更多的祈祷，因为我觉得我和上帝疏远了。新基督徒和老基督徒的不同仅在于，你是否能意识到这些。我忽视了上帝我会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些。在我的灵魂里，当我远离上帝的时候，很多次上帝都提醒我，“我就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这很可怕，因为上帝一直和我在一起，但我却不理他。当我不和上帝说话，或者不怎么和上帝联系的时候，我能意识得到，我觉得空虚。但是，我爱上帝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也说过，我生活里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不是因为我，而是来自上帝。上帝不仅仅为我们牺牲了他的性命，他还给予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因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相信上帝爱自己，并确信上帝可以掌控一切，基督徒体验到一种稳定而深沉的宗教情感——喜乐（joy）。这种宗教体验不同于世俗的快乐或幸福。它赋予基督徒勇气，帮助他们克服人生的各种苦难，真正做到“视死如归”。

Y：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什么是幸福（happiness）？“幸福”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D：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知道，中国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一般的回答？

Y：比如有些人可能认为，幸福就是挣很多钱，住大别墅，开豪华车……

D：那么，我想这个问题你可能问得不够准确。有时候，当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你可能不幸福。我的祖母去世了，我很伤心，我不幸福，对吧？如果我的车出问题了，我不得不花很多钱修它，我会不幸福（unhappiness），对吗？但我猜想，你要问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是“喜乐（joy）”。很多本地人，说英语的人，也交替使用“幸福”和“喜乐”这两个词，但它们的意思不一样。

Y：“幸福”和“喜乐”的不同在哪里？

D：幸福很容易被拿走。如果我现在出去，割了你的车胎，给你制造麻烦，你会觉得不幸福，不快乐。幸福很容易被从你身边夺走。

Y：幸福是短暂的。

D：是的。如果我很饿，我一天没有吃饭，我可能不快乐。等我吃了饭，我就觉得幸福了。对吗？但是，喜乐是长久的。喜乐是一种能力，去感受有一种意义和目的在你的生命里。即使有什么坏事情发生，你知道上帝始终还在那里。我想说，我希望坏事情别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想他们发生。但是幸福和喜乐是不同的。如果我在比赛中赢了很多钱，我会快乐，但那只是“幸福”，而没有“喜乐”。

Y：喜乐是一种更长久而稳定的情绪体验？

D：有一首歌，孩子们经常在教堂里唱，“我得到了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在我的内心深处……”（I’ve got the joy，joy，joy，joy，down in my heart…）。在同一首歌里还唱到，“我得到了平安，在我的内心深处……”（I’ve got the peace that passes understanding down in my heart…）。这就是为什么我奶奶去世了，我去参加她的葬礼，我不幸福，但我可以有喜乐，因为我知道她去见上帝了。使徒保罗在谈到活着和死亡的时候，他说，我希望我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去死，去见基督，但我也希望在这里，照顾你们，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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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基督在一起，死去便是得到。有一个传教士，他到了南非，想向当地人传教。但是当地人却杀了他。他临死之前在日记中写到，他不害怕放弃他不能保留的，去获得他不会失去的。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有的人赎罪而死去，那是我们不会失去的东西，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去天国和他在一起，我不会在乎更多。如果你不爱上帝，你就会失去他，因为你拒绝了他。就像我给你一个礼物，而你把它扔在地上。当你认识到上帝给了你生命，他可以掌控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用同样的方式爱你，没有人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关心你，那么，你就得到了某种力量，它超越任何你可以挣到的、你可以制作的、你可以抓住的东西，它超越了任何东西。这就是喜乐。

Y：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总能感受到喜乐，因为上帝爱你，总在关心着你，是这样吗？

D：是的。就算你不关心他。这是最具奥秘性之处（mystery）。圣经被认为有很多奥秘。为什么有人能爱你，即便有时候你并不爱他？按照这世上的行事法则，应该是“我爱你，所以你爱我”“我关心你，所以你关心我”，是吧？但上帝的爱是你无法偿还的。这便是我们称之为“恩典”（grace）的东西。若能偿付，你便不欠他。

（三）基督徒的行：“为他人服务”“维护正义”和“展现爱”

在青年一代的基督徒看来，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practice），而不是知识层面上的“信”（believe）；重要的是理解行为背后的意义，而不是因循守旧，表面上按律法行事。奉行基督精神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行为体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to serve others）、“维护公正”（to fight injustice）和“展现爱”（to show love）。听一个美国青年说出“为他人服务”这句话，而且说得那么虔诚，让我有些惊讶。“维护公正”和“展现爱”则似乎与“开诚心，布公道”“正其义不计其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Y：你前面提到奉行基督教需要“为他人服务”“维护公正”和“展现爱”，这些是你自己的观点，还是直接来自《圣经》中的某处？是《圣经》为基督徒制定的律法吗？

D：耶稣在谈到律法（laws）的时候，他似乎不是谈的具体的行为规定，而是规则背后的意义。很多人会顺从律法或规定，而看不到律法背后的意义。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去做，但还应该在心里知道，为什么应该这么做。

Y：你所说的“为他人服务”是什么意思？

D：（查找《圣经》）在这里，这里有解释：“此刻，一个律法专家站起身来，他想试探耶稣，说道：‘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对他说：‘律法里是怎么写的？你读到的是什么呢？’那人回答说：‘要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去爱主——你的上帝，还有，爱周围人如同爱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得对。照这样做，你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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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我知道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但我记得它说的是“爱你的邻居”，而不是“为他人服务”。

D：“爱”是一种行动。我爱我妻子，我就要为她做很多事。我试着照顾她，试着确定她感觉好。在这个故事中，“你的邻居”是任何需要你帮助的人。所以，我对这段话的理解就是“为他人服务”。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在《圣经》中还有其他几处也谈到这个问题。如雅各书中说，“关心和照顾需要帮助的孤儿、寡妇，不受邪恶世界的影响，这才是上帝所接受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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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也就是说，“为他人服务”不是直接出自《圣经》中的某一处，但它的思想或者意思根源于《圣经》，是这样吗？

D：是这样。

Y：据我的理解，上帝在说“服务他人”的时候，他自己是处在一个高的位置，但他俯下身来，甘愿为位置低的人服务。这是不是告诉我们，特别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应该放下架子，甘做奴仆？

D：是的。耶稣说，“谁是最重要的？是坐在桌边接受服务的人，还是提供服务的人呢？你们一定认为是坐在桌边接受服务的人，对吗？可我在你们中间就是一个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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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比所有的人都伟大，他是上帝。但是他却说，“我在这里是一个仆人侍者”。所以，如果你想伟大，你就得服务。

说到“正义”，多数中国人对于美国政府以维护人权和正义为名，四处派兵，充当“太平洋警察”的角色感到反感。事实上，尊重人权和维护正义是基督教文化价值的一部分，并因此成为深藏于美国人内心的“情结”，就像中国文化中的“以仁爱之心待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为“管闲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牺牲了很多年轻生命，却仍然执着。尽管在我们看来，对于“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不同的社会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Y：你说的“维护公正”（to fight injustice），也是来自《圣经》吗？

D：是的，相似。（查找《圣经》）有很多例子，我给你讲两个。这里是一个：“安息日那天，耶稣正在一个会堂里教导人们。一个被邪灵附身病了十八年的女人也在那里。她弯着腰，直不起身来。耶稣看见了她，就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说：‘女人啊，你要从疾病中解脱出来了！’然后，他把手放在她身上，立刻，她直起了腰，并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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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另外一个故事：“当耶稣返回加利利时，人们都来迎接他。这时，一个名叫睚鲁的犹太会堂管事来到那里。他跪在耶稣的脚边，恳求他到他家里去一趟，因为他的年约十二岁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当耶稣动身前往他家时，众人簇拥着他。有个患血漏病十二年的女子，虽然她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请医生看病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治好她的病。她来到耶稣身后，摸了摸他的袍边，立刻，她的血漏止住了。耶稣问道：‘谁摸了我？’这个女人知道瞒不住耶稣，便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告诉耶稣她为什么摸了他，还告诉人们，她的病立刻便被治好了。然后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仰治愈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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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神迹的重点在于：在犹太文化中，如果你流血，说明你不洁净。你不能去礼拜，不能和别人呆在一起，不能和别人一起吃饭，甚至不能和别人说话，因为你不洁。12年里，她不能够和任何人在一起，没有人理她。但是，耶稣却称她“女儿”，给她尊严。让一个人在12年里都不能和任何人在一起，没有人理她，显然是不公平的（be not fair）。耶稣给了她公平。很多次，耶稣治愈麻风病人（leprosy）。在犹太文化中，如果你得了这种病，没人愿意接触你，因为怕被传染。但是，当耶稣遇到这种病人，他会接触他们，给他们尊严，关心他们，让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人。

Y：你的意思是说，公正意味着人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利，不论强者还是弱者？

D：不只是权利。你可以想象，十多年，没有人能接触你，哪怕只是帮把手，没有人。他们或许只在十英尺外，没有人靠近你，甚至每个人都恨你。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本人，而是因为你是病人。

Y：这就是“不公正”（injustice）？

D：是的，应该关心他们。

Y：如果不关心，不给他们尊严，就是不公正？

D：我不是说，任何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正，因为那不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不公平。但是，如果你发现什么东西不对，就应该与它斗争。明知道什么事情错了，你可以反对，却什么事情都不做，那是不对的。

对于Danny所说的“to show love”，我找不到合适的中文翻译。从字面上看，“秀爱”最准确。但是“秀”作为动词，在汉语中有“表演给人看”而内心缺乏诚意的意思，而“to show love”显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最终选择了“展现爱”的译法。在我看来，“展现爱”和“为他人服务”似乎有同样的意思，但Danny强调它们之间有差异。

Y：在“展现爱”（to show love）和“为他人服务”之间可能存在重叠。

D：确实有一点，但不完全一样。“展现爱”卷入了某种关系。对吧？“服务他人”，我可以去帮助一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一定爱他们。比如，某个人可能打电话给我说，“Danny，我需要你来帮忙我的朋友搬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朋友，我不可能爱他，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可我还是会帮助他，为他服务。“展现爱”则卷入了一种关系，你爱着他们。有很多美国人会告诉你，爱就是让你爱的人做他想要做的事。这很可怕。我注意到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孩子身上，因为我是一个老师。有的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的父母认为，爱孩子就要容忍他们。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孩子很淘气。他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尊重任何东西，不听话，不努力学习，很懒。因为他们总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父母对他们过于宽容。这些父母没能“展现爱”。他们喜欢自己的孩子，但这不是“爱”。爱一个人，有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些对方不开心的事。当我的朋友做了什么我认为不明智的事，我会对他说“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会伤害他的感情吗？是的。但是，这说明我爱他。

三 美国青年基督徒宗教心理特点的形成

在多元文化价值激烈冲突的当代背景下，接受和坚持一种宗教信仰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社区教会以及各种教会学校在美国青年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善于观察，从自身经历中学习，事后觉悟，是基督徒心理成长的主要途径。

Y：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

D：我生长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我周围的人都是基督徒。我1996年8月受洗，当时我11岁。一般而言，受洗是一个人正式成为基督徒的标志，但受洗和真正的皈依有区别。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他相信上帝，都可以接受洗礼，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但如果没有真正与神之间建立关系，这种事情很少有意义。我并没有因为受洗而真正皈依上帝，直到十七八岁，我真正认识到和神之间的关系对我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我一直在探索这种关系。因为关系总是不断改变和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基督的关系也是如此。

Y：在信仰方面你曾经有过怀疑或犹豫吗？内心有过冲突吗？

D：有很多次我都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现在很多人坚决不信神。他们当中一些人公开表达他们的态度，甚至努力说服其他人不要相信任何宗教。这当中有些人很强势，他们有很多似乎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多人都会受到影响。

Y：是什么帮你克服了内心的冲突并最终相信上帝？

D：否定宗教信仰部分是因为没有实物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一种存在若是精神性的，怎么能够证实或证伪呢？基督徒相信上帝是一种精神信仰，不是某种基于物质性的东西。使徒保罗在《圣经》中说过，“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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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次，我祈祷并发现了生活中很多问题的答案。和有智慧的教友一起学习和讨论也能帮我克服内心冲突。现在如果有人要说，没有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我的回答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上帝不存在。

（一）儿童从家庭获得的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基督徒家庭教会孩子过基督徒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从小扎根，日后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信念，乃至于如果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忽视了上帝，就会感觉“非常奇怪”和“空虚”。

Y：关于信仰，你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学到了什么？家庭对你成为基督徒有怎样的影响？

R：对我而言，很大程度上，我的父母教会我生活的方式。

D：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或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成长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其实很自私，不关心上帝和别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小的时候，我去教堂，或许只是因为我父母和我的姐姐是基督徒，那时我不是用我的心去爱。上大学以后，我请求上帝帮助我爱他更多，成为更好的人。改变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说第二早晨一醒来，我就更好了。

Y：是逐渐变好的。

D：对，越来越好。我一直在学习。有段时间我忽视上帝，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忽视上帝。但问题是，当我这样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奇怪（strange），感觉空虚，因为一旦你有了上帝，选择和上帝建立了关系，一切都会变得不同。有一个空间（space），在你的精神里，在你的身体里，生命里，只有上帝能够填补。你的家庭不能填补它，你的工作不能填补它，你的爱好不能填补它，你的成功不能填补它，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填补它，只有上帝。

Y：这个空缺是否意味着爱的缺失？“与上帝建立关系”意味着“爱”？

D：对，上帝就是爱。

Y：你被上帝所爱，你爱上帝，也爱别人，这样你就不觉得空虚？

D：对。你不可能感觉空虚。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上帝就会用他的精神装填你，用他的爱装填你，除了与他人分享这份爱，你别无选择。

（二）公立和私立学校对于学生宗教信仰的影响机制不同

宗教在美国公立学校是一个禁止讨论的敏感话题，这是由美国宪法规定的。然而，由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实际上，有关历史和文化的课程都避不开基督教。

Y：小时候你上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D：小学我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直到9岁。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妈妈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她带我去学校很方便；其次，那是一所教会学校。那时我们每天都有圣经课。但是，我并不认为是这些课程使我成为基督徒。很多人上圣经课，但并没有成为基督徒。我10岁以后改上公立学校，直到18岁高中毕业。之后，我上的是一所基督教私立大学。在那里，我每周至少上3次有关《圣经》的课。这些课是作为历史课程开设的，课上主要讨论《圣经》里发生过的耶稣生活里的故事，以及如何把这些和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相联系。在公立学校，你听不到关于宗教的任何讨论，尤其是在正式场合。为什么呢？我以前告诉过你，“容忍”被赋予很高的地位，对吧？因为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许有人信奉犹太教，或者他们是印度人，信奉佛教，或者他们不信奉任何宗教。所以，如果你在学校谈论某种宗教，有人可能会说，我不信这种教，你不可以将它强加于我。这是美国宪法的一部分。宪法决定了美国政府不强迫推行任何宗教，信仰自由。因为这个原因，在公立学校不讨论宗教，除非将宗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讨论，但那也是针对所有的宗教，讨论有关宗教文化方面的一些知识。

（三）教会起着类似于家庭教育的作用

教会在基督徒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儿童从小跟随父母做礼拜，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教会对于基督徒家庭的儿童而言是一个大家庭，起着类似于家庭教育的作用。

Y：怎么看教会在你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教会对于一个人成长为基督徒作用大吗？

D：不确定。

Y：如果一个小孩子每周都去教会，甚至每周去两次、三次，我想对他的影响应该会很大。

D：是的。教会像一个大的家庭，你在那里可以学到行为的标准。你可以和大家在一起欢庆节日，一起高兴，一起悲伤。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望。有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会有很多人一起祷告。大家相互卷入各自的生活。对于小孩子，教会为他们安排特定的活动，很小的孩子就会给他们上圣经课。

Y：讲《圣经》里的故事？

D：是的，讲《圣经》的故事。他们上课，或者有时候唱歌，做游戏。

Y：教会像一个大家庭，使人们离不开它。

D：那是一种“共同体”（community）的感觉，这种感觉你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教会。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但可能发现一些人对他们不好，所以他们最终离开了。

Y：这种人应该不多吧？

D：不好说有多少。你知道，教会的人并不都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有些教会里的人做了坏事，被有些年轻人注意到了，他们会想，这个人，我一直崇敬他，我以为他是好人，可是他却做这样的坏事，怎么能让我相信上帝是好的呢？他们认为，如果你是基督徒，就不可以做坏事，或者不应该做坏事。这是一个可怕的误解。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是完美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怎样算是完美，或者我们希望做得完美。如果你期望教会里的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你一定会失望。而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某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发现教会里有坏人，甚至有罪恶，因此不愿意再做基督徒。

（四）善于观察和事后觉悟是基督徒个体成长的内在心理机制

除了向别人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个人的阅读、观察和事后觉悟，通过自身的经历学习，是基督徒成长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主要途径。

Y：很多时候你向别人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比如从父母身上，你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爱别人。就你本人而言，除了阅读《圣经》，还有什么方式帮助你成为基督徒？

D：只读《圣经》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想，你还应该去看，去观察，看到那些事实，看到上帝的爱，他的爱是那么有力。有时候，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上帝会说“不”。这意味有更好的选择。这些经历让我学会如何行动。《圣经》中说，每一个儿子都要被管教（discipline）。小的时候，如果你不尊重老人家，你的父母可能打你屁股，惩罚你，教训你，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不爱你，而是想让你成为更好的人。对吗？用同样的方式，上帝也教训我们。当你向上帝祷告：主啊，让我更强壮些吧，给我力量吧。上帝有时候不是说：这里是力量，我给你。上帝可能会说：好吧，我给你机会让你强壮。如果你向上帝祷告，求他给你耐心，说不定明天你会遇到很多事情考验你的耐心。这是上帝在给你机会去练习得到耐心。事后觉悟（hindsight）是很有用的，这意味着回顾你的过去，从你自己的经历中学习。有一段时间，我获得机会去帮助一些对上帝有疑问的人。我去的地方很穷，有些好心人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上帝。你甚至可以在一些并不是基督徒的人身上看到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了人，所以我想，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斑”（a piece of）上帝的踪影。当一个人做善事的时候，他是在做上帝曾经对人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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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的心理学阐释

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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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概念。但追求天人合一不仅在中国传统宗教中，而且在其他各种宗教中都有所表现，具有宗教信仰的共性。禅修冥想是宗教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一种让人抵达其内在神性所在，进而进入天人合一境界的修行途径和神秘体验。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从近代有代表性的宗教心理学家那里得到理论阐释和支持。其观点认为，潜意识是个体灵魂通向神圣的汇合处，是人类自我和超越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禅修冥想等神秘体验则是进入潜意识从而与神汇合的途径。


关键词：
 天人合一 坐禅冥想 宗教心理学 神秘体验 潜意识

天人合一和禅修冥想都是宗教实践和宗教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概念，但对其在宗教信仰生活中的地位、在不同宗教中的表现、是否有宗教共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却鲜有专门的研究和著作。本文的目的是就以上问题引发初步的探讨。

一 天人合一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至上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两千多年前首先由庄子提出，后经儒教创立者董仲舒发展，成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据主流的儒教文化的主体意识，进而成为以儒道佛三教合一为主体的传统中华文化的主旨。

追求天人合一不仅在中国传统宗教中，而且在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印度宗教及其他许多宗教中都有所表现，尽管其形式可能不同。综合各主要宗教对此的认识，天人合一就是与终极神圣的相遇和汇合，进入天国或神圣境界，是人类精神修炼升华后进入的超越境界。较为世俗的认识则是追求天人关系的一致或和谐。因为天是至上神，所以天人合一其实就是神人合一，二者是同义概念。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穆勒认为，宗教信仰是联结有限和无限的纽带。倘如此，则天人合一就是宗教信仰中连接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现实与超越、此岸与彼岸、形下与形上、世俗与神圣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中的“天”代表至上神，在各宗教中转化为不同的称呼，如天帝、上帝、上主、天主、真主、主、天道、道、梵天、梵、天神、神、安拉、雅赫维等等，但其含义都指向超越的终极神圣。宗教学研究证明，各宗教的至上主神几乎都是由天或天神的概念转化而来的，“天神信仰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肯定的是，天神总是至上的神灵”。
 
[2]

 据专家考证，天主教的天主、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安拉、犹太教的雅赫维、印度宗教的梵等等都是从“天”演变而来的。天是至上神的认识在中国商周文化中就已确立，其传统绵延至今。在《尚书》、《易经》等经典中，天、天帝、上帝、帝、神、上天是同义词，因而这些词汇的指向是同一的至上神。基督教中文的“上帝”其实是早期传教士从中国古代典籍中采用的词汇，并非舶来品，由此可见基督宗教的上帝与中国传统的上天指向一致。

天人合一的意义是循顺天道，达到天人和合共融的境界。这与一些近现代学者所解释的纯物质领域的天人合一显然不同。一位强烈主张无神论的学者“从《四库全书》中共找到二百余条明确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发现‘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着如下内容：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2.天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3.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4.天是主宰人、特别是主宰王朝命运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赋予人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该学者还指出：“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内容，则一条也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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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传统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作为至上神圣的天合一，而不是经西方认识论洗脑的现代国人所说的只是人与自然界的合一。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天是公认的终极信仰对象，也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来源。一些现代人否定天的超越意义，无视人的精神价值来源，割断人与天地的精神联系，其所谈论的“天人合一”不仅观念完全扭曲，而且使天人合一失去本真的意义。在以儒教为主导的传统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具有强烈的宗教意涵，寻求天人合一则始终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最高境界。在近代西方极端思潮浸淫下，一些国人数典忘祖，一反传统文化极力鼓吹和推行“人定胜天”、“征服大自然”、“破除四旧”，将人类置于与天对立的境地，结果不仅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摧毁了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传统精神信仰和价值伦理体系，造成社会失德失序，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天人合一是儒教的至上信仰追求。儒教创立者董仲舒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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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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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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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敬天贵德，认为其所敬拜的天既是主宰世间万物和人类命运的至上神，也是人类精神、价值和伦理的终极来源。

追求天人合一在各主要宗教中都有不同形式的表达，甚至在非建制性宗教信仰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可以说具有宗教信仰的共性。天人合一在道教的典型表达方式是生道合一。道与天的真正区别并非在于二者是不同的本体，而只在于道比起天来说是对超越者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在《道德经》中道与天道是经常换用的，天人合一也是道教经常使用的理念。天人合一在印度宗教的《奥义书》和吠檀多等经典中被表达为梵我合一。其中的梵又称为梵天，显示梵与天是同义表达，指向同一的本体，而我只是摩耶的轮回幻象，阿特曼则是藏于人内在的神我，与梵同质，但被人的欲望、无明和愚昧等因素蒙蔽，致使人与梵分离。因此，印度宗教的最高境界是通过修炼找到阿特曼神我，实现与梵的合一。佛教是印度宗教的一个分支，构建于印度宗教的传承基础之上，所以理解佛教及其天人合一不能脱离对印度宗教的理解。佛教虽然就原始教义理论来说只讲解脱，不讲神或本体，但在实践层面上与其他任何宗教一样是有神论的，只不过其形式是在信众层面的实践中以佛、菩萨、护法等等替代了其他宗教中的众神。佛教中的法身、真如类似于印度宗教中的梵，而法力无边的佛则顶替了其他宗教中的上帝。佛教禅宗讲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其中的心代表人的自我，而性则代表神或者天。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天命之谓性”，是性之含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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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明心见性其实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说法，其教义逻辑类似于印度宗教的梵我合一。天人合一在基督宗教中的说法是神人合一，其中的神被译成中文时采用了天主或中国经典中与天同义的上帝，足见神人合一就是天人合一。此外，基督宗教中还有进天国、天国就在人的心中等说法，其境界和逻辑也类似于天人合一。同样，伊斯兰教的精英苏菲派有人主合一的追求，其中的主即基督宗教中的天父上帝，故而人主合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其他认识水平较为进深的宗教中也有表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不可否认，宗教信仰的目的诉求远不止天人合一，还有如祈福消灾、救赎解脱、延年益寿、预知天意等等其他的各种诉求；追求天人合一的方式也远不止禅修冥想，还有虔诚敬拜、祈祷忏悔、笃行善事、智慧觉悟、甚至巫术、萨满等其他的形式。然而，如果将宗教的各种目的诉求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追求天人合一是宗教认识水平达到相当高度的表现，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也是宗教信仰的最高境界。以上列举的认识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世界主要宗教都有此表现，而抽象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原始宗教则往往关注于有形物质世界而无此表现。这不仅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以上的推论，而且提示追求天人合一是宗教信仰达到一定高度时的共性。

二 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的认识、实践与融通

主要宗教中对于天人合一的追求大多都经历了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由于认识思维能力低下，人们难以对超越者做出相应的抽象认知，宗教信仰多以拜物教、图腾崇拜、巫术、万物有灵论等形式出现，人们普遍在物质世界的有形万物间寻找神圣并将有形物当作神来崇拜。

在宗教信仰高度发达的印度有这样一个传说。曾经有一个时期，所有的人都是神，但由于人们滥用其神性，主神梵天决定取走人类的神性，藏在他们永远发现不了的地方。至于隐藏于何处梵天咨询了其下属，讨论之后发现山巅、地下、海底都容易被发现，最后决定将神性藏在人内在的深处，因为那里最不容易被想到和找到。从此人类就开始上天、入地、潜水、登山去寻找那本已蕴藏于自身之内的神性。宗教神话虽没有字面的真实性，但往往有其深刻的寓意。这则神话传说给人的启示是，神性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通向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径是以某种方式找到人内在的神性，从而与终极神圣汇合。视民族语言和认识角度的不同，这种内在的神性存在被认识为灵魂、营魄、阿特曼（atman）、soul、spirit、anima、psyche、潜意识等等。

随着人类认识思维能力的提高，少数宗教精英逐渐认识到有形万物并不是真正的超越者，通过有形物并不是通向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径，而深藏于人之内部的神性可能是与超越者融通的关键。于是，在这些精英那里，追求天人合一的方向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如何找到并回归深藏于人内在的神性成为修行成功的关键。禅修冥想正是宗教精英们通过大量宗教实践发展出来的一种让人在有生之年能够抵达其神性所在的有效修行途径。禅修冥想作为一种通向天人合一的内向途径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经久不衰，广为流传，足以证明其活力和深奥。

世界各主要宗教对于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都有所认识和实践。印度宗教以胜王瑜伽通向梵我合一，道教以打坐内丹通向生道合一，佛教以坐禅通向明心见性，证入涅槃或真如，儒教以坐忘通向天人合一，基督宗教精英以冥想通向神人合一，伊斯兰教苏菲派以冥想通向人主合一等等，都是其显著表现。当然，禅修冥想的传统实践以东方宗教为多。通过禅修冥想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原理，在印度宗教的《奥义书》和《瑜伽经》等经典中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其他宗教对此的阐述与之有相似之处。瑜伽在印度宗教传统中指个体与神的连接，而印度宗教传统认为个体与梵的连接或合一的重要途径是胜王瑜伽，亦即禅修冥想。

禅修冥想不仅在各主要宗教中有所认识和实践，古希腊的许多大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认识。例如，毕达哥拉斯及其弟子将“灵魂不朽”和“灵魂转世说”作为其二元哲学思想的基础，并经常采用沉寂的方式净化心智，实现其宗教信仰追求。柏拉图认为，最高的理念是依附于人体，寓居于“形式”之中的灵魂；而灵魂不必借助于实际事物，单凭自身的回忆和内省，便可达到对万物本原的认识。菲洛认为，一个人要接受上帝的智慧，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摆脱一切感觉器官的干扰，通过做梦或沉思，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样才能获得与世俗相分离的神圣启示。普罗提诺则认为，人的灵魂是世界灵魂的一部分。在灵魂依附于人体之前，即以直觉形式从上帝那里认识了善；但当灵魂归于尘世进入肉体时，便趋向于堕落。为避免灵魂的堕落，必须通过沉思等方式，清除一切肉体的欲望，与神合而为一，这样才能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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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认识其实在相当程度上阐释了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的机理，与各宗教的精英阶层对此的认识非常近似。

事实上，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是一种具有共性的宗教信仰修炼方式，并不必然依附于任何建制性宗教。它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种传统宗教中，而且在非建制性宗教信仰中也有其表现。近年来欧美社会中印度瑜伽和有东方宗教色彩的打坐冥想在有无宗教归属的人群中都同样日渐盛行，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证明。

普通人大多在日常生活中都听到过坐禅、禅修、瑜伽、打坐、内丹、内功、冥想、冥想、内省、沉思、坐忘、气功等等不同的名称，听起来像是全然不同的概念。人们出于基要主义唯我独尊的动机或无知也会宣称其信奉的内修实践与众不同，更加重了这种分别知认识。但如果对以上各种内修实践深入研究并对加以横向比较，就会发现其本质、取向和实践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对其的认识角度、体验、心得、侧重和相应的理论。这正如人们对于超越者的认识一样，依认识者的角度、侧重和体验的不同，可以有形形色色的不同观点或认识，但超越者却是同一的。更深入的研究还可以揭示，各主要宗教禅修冥想的内修实践可能有传承和相互融通的关系。例如，佛教的坐禅显然是从印度宗教直接传承的；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冥想据考证可能产生于印度宗教和古希腊传统的影响；道教的打坐和儒教的坐忘在形成初期是否也曾受到过印度宗教的影响，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可以说儒道佛三教的禅修冥想内修实践相互有过广泛深刻的相互借鉴和融通。

三 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的宗教心理学阐释

随着宗教心理学在近代的兴起，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从宗教心理学那里得到相当程度的理论阐释和支持。宗教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詹姆斯首先提出潜意识是宗教的根源，而进入潜意识的神秘经验是通向神圣的宗教核心；无论是渐进性的皈依经验，还是突发性的皈依经验，或者神人契合的神秘经验，都是在潜意识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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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在这里使用的心理学词汇“潜意识”用宗教词汇来说就是个人的灵魂所在，而灵魂则通向上帝。就此他表示：“作者的假设：一、潜意识的自我为自然界与较高区域居间。二、较高区域，或说‘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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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意识的概念在荣格那里得到深入发展。荣格将心灵分为个人意识、个人潜意识、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等四个层次，其中的集体潜意识是潜意识的深层基础。集体潜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原型是本能的潜意识形象，是人类心理经验的先在的决定因素，它促使个体按照他的祖先所遗传的方式去行动。原型形象是原型对个人心灵逐渐累积的经验起作用而形成的深层基础形象。集体潜意识里充满各自原型和原型形象，其中与自我相对的“本我”原型是原型的最高核心。荣格的“本我”有明显的神秘色彩，类似于宗教中的灵魂。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原型和与神合一等‘圣秘’体验是宗教信仰和意义的源头，“每一种宗教教义最初一方面建立在‘圣秘’体验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对‘圣秘’的体验之上……因此可以说，宗教一词是指已被‘圣秘’体验改变了意识的独特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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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认为，由于宗教信仰是人类远古以来历代经验的浓缩性积淀，因此早已成为人性的内在需求，通过遗传方式传承。荣格还通过东西方宗教心理比较和自身体验论证了‘圣秘’体验对宗教信仰的关键作用，特别指出东方宗教中天人合一等神秘体验与他的集体潜意识心理学理论不谋而合。

将印度宗教对其最为神圣的曼陀罗“唵”的理解与宗教心理学的潜意识理论相对照，颇有启发意义。唵的念法是AUM，是瑜伽冥想等神秘体验中最常用的咒语。根据《曼都卡奥义书》，AUM是上帝无所不包的全名，其中A代表清醒状态，U代表做梦状态，M代表深眠状态。AUM合起来囊括人类所有的意识感知和体验，因而包括人类可以感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一切时空世界。如果用心理学意识理论阐释，则A代表意识状况，M代表潜意识状况，而U代表潜意识浮现在与意识交界的层面形成梦幻。看来印度神秘主义大师们在尚无心理学的古代就对此形成了深刻的洞见。

对于詹姆斯和荣格都谈到的潜意识，弗兰克尔更进一步认为，潜意识的宗教性可以被看作是人类自我和神圣超验之间的必要联系；宗教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潜意识之中，缺少了潜意识的神秘体验，宗教就失去了与神圣来源联系的纽带。他把这种与潜意识有关的对象称为神，并特别说明这并不是说神是潜意识的，而是指人的存在是神的潜意识，是人与神关系的潜意识。在弗兰克尔看来，宗教的本质是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即对生命的最终原因和意义的追求；而对终极实在即神的信仰是人对终极意义信仰的基础，这种信仰是人的先验性精神需求。通过弗兰克尔的深入挖掘，潜意识与神的关系及其在宗教信仰中的意义和地位得到较为详尽的论证。

宗教性的高峰体验是以需求层次论著称于世的马斯洛的宗教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中年之后甚至在其著名的需求层次论中最高一层即自我实现需求层之上增加了宗教性的超越需求层。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宗教体验，表现为出神入化、神迷忘我、极度愉悦等状态，从中可以体验到超越者并与之整合统一，并伴有崇拜、敬畏、谦恭等感情。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既无我，也无他人或他物，对于对象的体验被幻化为整个世界，同时意义和价值被传递给体验主体。在描述高峰体验特征时，马斯洛反复使用了超越、神圣、终极等宗教性词汇，并广征博引东西方古今宗教神秘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明显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如果将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与禅修冥想等宗教实践中的体验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关联。至少可以说，禅修冥想体验在相当程度上符合马斯洛在《宗教信仰、价值观与高峰体验》一书中对高峰体验的描述。

与上述几位宗教心理学大家相比，瓦茨更加强调宗教神秘体验的重要性和共同性。他强烈批判西方文化与宗教将整体割裂成细小部分并以各种词汇命名，再将各分部拼合成“整体”的做法，而对东方文化与宗教，特别是印度宗教和中国道教中的整体思维方式表示高度的赞赏。瓦茨认为，个体内向的神秘体验是宗教的核心来源，而上帝、神等词汇只是人们为了表现神秘体验而取的名称，因此名称、经文、教义等外在的宗教形式不能也不应取代神秘体验的内核。他还认为：“不同的宗教都以神秘体验为基础”，“对上帝的直接体验无论在哪里都是相似的，而所有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者都讲述同样的事情。无论哪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化中都会出现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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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比较宗教心理学主要代表学者的观点，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的理论论述各异，侧重面也不同，但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他们中多数的观点却高度相似，甚至趋同。将其整理归纳如下，有助于了解宗教心理学对禅修冥想和天人合一的机理有哪些建树和共识。

第一，除了宗教心理学尚处幼稚时代的弗洛伊德和刘巴等极少数学者之外，几乎所有著名的宗教心理学代表学者都是明显的有神论者，都对宗教信仰的潜在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其中不仅包括上文中列举的几位，还包括诸如霍尔、斯塔伯克、普拉特、冯特、埃里克森、弗洛姆、奥尔波特等等。弗洛伊德试图以“俄狄浦斯情结”的潜意识性心理本能来解释人类的一切心理活动，将宗教信仰视为“普遍的神经官能症”，而刘巴则追随当时盛行欧洲的实证主义和物质主义，坚持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须得到科学实证，并主张消灭不能得到实证的宗教。这种结论在先，对宗教信仰持先决性否定的态度导致了研究者丧失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不能客观认识理解宗教信仰及其真正的心理学机理和功能。在同样缺乏实证的情况下断然否定神的存在和宗教的积极意义还先决性地否定了宗教及宗教心理学的价值和基础。

第二，大多数宗教心理学代表学者都对潜意识的宗教意涵高度重视。尽管潜意识又被细分为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等概念，但在这些宗教心理学者那里，潜意识就是个人的灵魂所在，是个体灵魂通向终极神圣的通道和汇合点，是人类自我和超越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宗教神秘体验的指向和基础。潜意识由此成为宗教信仰的来源，所以宗教感深深植根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将以上理论与宗教实践相关联，个体灵魂与终极神圣的汇合其实就是宗教实践中的神人合一或天人合一，而潜意识作为宗教信仰的来源意味着发生在潜意识领域的天人合一是宗教信仰的源头和最高境界。

第三，多数有代表性的宗教心理学学者都认为与潜意识紧密相关的宗教神秘经验是宗教信仰的来源渠道，而对体制性宗教的形式化弊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缺少了与潜意识密切相关的神秘体验，宗教就失去了与神圣来源联系的纽带。禅修冥想等神秘体验是进入潜意识从而与神汇合的途径。当论及宗教神秘体验的内容和形式时，多数宗教心理学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论及禅修冥想及相关的宗教行为，特别是东方宗教中的禅修冥想等神秘主义实践。可见禅修冥想通向天人合一不仅是宗教传统中至为重要的修行方式，而且得到多数宗教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在宗教心理学领域获得理论阐释和支持。

第四，如前所述，追求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在各宗教中都有所表现，具有显著的共性，宗教心理学则从潜意识的内在层面对其做出阐释。此外，尽管对于以禅修冥想等宗教行为为显著代表的宗教神秘体验有宗教经验、神秘经验、圣秘体验、高峰体验、超越体验、通灵体验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仔细分析比较，其实质和指向却是接近或相同的。一些宗教心理学家进而认识到，不同的宗教都以神秘体验为基础，对神的体验无论在哪里都是相似的，各宗教中的神秘主义者所做的是同一回事，宗教神秘体验具有共性。这提示人类各种宗教信仰尽管进路不同，但在精神追求的深层次却趋近于一致，人类信仰有共同的源泉和本质。正因为如此，宗教心理学才可能从对不同宗教信仰的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神秘体验和潜意识阈下神人合一的概括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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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皈依的心理发展历程及其影响因素：一项质性研究

陈洁
 
[1]




摘要：
 研究采用多种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徒皈依的心理发展历程和影响因素。通过方便抽样和最大差异抽样，在浙江省金华市和湖州市两地选取了6名佛教皈依者。通过参与性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对原始资料进行转录、编码和主题内容分析。结果发现：（1）皈依者的心理历程包括六个阶段：迷茫、互动、探索、皈依、信奉、成熟。六个阶段之间既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不同的阶段之间可以相互重叠、相互影响。（2）影响皈依的内在心理因素包括求知动机、交往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和自我超越动机。（3）社会、文化、区域、组织、人际关系等外在背景因素在皈依的不同阶段中具有诱发、强化、支持、维持或延缓等作用。


关键词：
 佛教徒 皈依 背景 动机 质性研究

一 问题提出

皈依（Conversion）或宗教皈依（Religious Conversion）是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经典主题。自19世纪末心理学家致力于皈依研究起，皈依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皈依概念的理解。
 
[2]

 Conversion一词在汉语中被译为“皈依”或“改宗”。本文采纳梁丽萍的观点，认为“皈依”是个体由不信仰宗教转为信仰某一特定的宗教，并成为制度化宗教组织成员的转变过程。而“改宗”是指个体从一种宗教信仰改变为另一种宗教信仰的过程。
 
[3]



皈依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至今皈依过程的研究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具有一定实证效度的统一结论。但是，几乎所有的皈依过程研究都揭示出皈依是一个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复杂心理发展过程。

Lofland和Stark（1965）的研究是较早的皈依过程研究。
 
[4]

 他们构想皈依是漏斗式的改变过程，个体经历了七个依次渐进累积的心理发展阶段：（1）陷于长时间的紧张；（2）持有解决问题的宗教视角；（3）自我界定为“宗教的探索者”；（4）在人生“转折点”遇见新的宗教；（5）与宗教成员建立情感联系；（6）与宗教组织外的他人的情感联结微弱或中立；（7）与狂热成员间的密集（公共的）的互动。

但是，这些皈依阶段并不完全是单向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皈依的不同阶段是以复杂辩证的方式密切相关的；阶段间可以相互影响或重叠。
 
[5]

 皈依过程中不仅存在阶段间复杂的关系，而且包含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过程。在整个皈依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火花一样的质的转折点，标志着皈依的真实发生”。
 
[6]

 并且“火花”标志着彻底改变的开始，而不是终点，皈依是贯穿个体一生的动态生涯发展过程。
 
[7]



皈依的复杂性还因为个体在皈依过程中同时受到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影响皈依的外在因素也称为背景因素，是指潜在皈依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个人环境的总和。这些背景因素对潜在皈依者的影响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
 
[8]

 
 
[9]

 
 
[10]

 
 
[11]

 
 
[12]

 
 
[13]



虽然背景因素是影响皈依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皈依的决定性因素。Gooren（2005）认为个人因素可能是个体是否成为宗教活跃分子的决定因素。
 
[14]

 影响皈依的主要个人因素是内在动机（需要）。Epstein（1985）总结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四种基本动机：趋乐避苦、拥有概念体系、提升自尊、建立和维护关系。
 
[15]

 Buxant（2009）等人也发现，相比于非宗教信仰者，主流宗教的皈依者具有繁殖、认知、审美、存在、道德等自我成长的动机。
 
[16]



尽管“内在动机（个人因素）是皈依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检验，但是如果个体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那么皈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个体有开放的宗教需求的倾向，如果危机一直存在，如果个人有倾向于用宗教术语看问题（例如，苦难、道德考验），皈依可能性就会增加”。
 
[17]



综上所述，来自国外的诸多研究揭示，皈依是一个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复杂心理发展过程，并且受到外在背景因素和内在心理因素的综合影响。那么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具有东方特色的佛教徒皈依的心理发展历程是否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受到内在心理因素和外在背景因素的共同影响？

梁丽萍（2004）对中国山西省佛教徒和基督徒的皈依研究结果揭示：“宗教徒的皈依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更有内生型的特征，生活的压力、挫折或生命的危机状态不是促使宗教徒皈依的普遍因素，但功利性的欲求、心灵的空乏以及精神世界的不满足感是潜在涌动的促使教徒皈依宗教的内在张力。”
 
[18]

 包涵（2013）对佛教徒的质性访谈结果也发现佛教徒的宗教性随信仰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19]

 此外，Liang（2012）
 
[20]

 、薛慧敏（2011）
 
[21]

 、杨越（2011）
 
[22]

 的研究均发现皈依可能受到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动机）的多方面影响。

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本研究假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徒的皈依历程是在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背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一种复杂心理发展历程。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佛教徒皈依的心理历程及其影响因素。

二 研究方法

（一）选取研究对象

如何选取真正的佛教徒作为研究对象是本研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中国佛教信仰者中普遍存在这样两种状况，依而不皈者（believers but not belongers）和皈而不依者（belongers but not believers）。佛教制度承认的佛教徒必须接受佛教皈依的仪式，这是皈依的客观标准。因此本研究所选的研究对象是依据这个客观标准的佛教徒。

选取研究对象的另一个难题在于，作为一个局外人（非佛教信仰者），笔者如何接近研究对象，获得他们的真实资料，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笔者基于研究目的，和可利用的人脉资源采取了方便抽样的手段。通过熟人（笔者的祖母，一名佛教徒）介绍，笔者进入两个佛教团体，并根据最大差异的抽样策略，
 
[23]

 最终在浙江省金华市和湖州市两地选取6名佛教徒，使之在性别、年龄、文化水平、信徒类型（出家僧人、在家居士）、皈依年龄5个变量上呈现最大差异。

表1展现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左列呈现了5种变量，右列呈现的是各变量类型的频数，及括号中标注的百分数。其中男性3例，女性3例；出家僧人3例，在家居士3例；年龄跨度从26岁到86岁，处于成年期（20～60岁）的3例，老年期（60岁以上）3例。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从小学到硕士研究生。皈依年龄分布主要在成年期的不同阶段。

（二）收集资料

资料收集的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和参与性观察。笔者分别对6名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首先邀请被访谈者自由开放地叙述他们的皈依经历，尽可能不打断被访谈者的叙述。然后笔者根据预访谈提纲进行追问。在被访谈者同意下，用录音设备记录访谈内容。在接触某一个佛教团体期间，笔者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旁观或参与了佛教仪式。并通过参与观察祖母（在家居士）的生活、修行活动，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中作者既笔为一位研究者（局外人）观察记录，又如一位局内人参与体验。

（三）分析处理资料

将深入访谈的录音逐字转录成文本。对每一份资料反复阅读，进行编码。采用个案取向分析和变量取向分析相结合的策略。个案取向分析的目的是想了解个案的动因发展过程，而变量取向分析是要找到关键变量的影响。变量取向分析的常用方法是不断比较法，通过对资料的不断比较发现以下模式和主题。

表1 参与者人口统计资料

[image: ]


三 结果与分析

（一）皈依的背景因素

背景是个体所处的家庭、地方邻里、宗教团体、地域、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总和。从人类学的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出发，个体嵌套于多层生态系统中，如家庭、朋友、工作组织、地方邻里等，这些生态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体的发展。
 
[24]

 Rambo进一步将这些背景因素分为微观背景（家庭、朋友、邻里、工作组织、宗教社区）和宏观背景（社会、历史、文化、地域）。
 
[25]

 本研究发现对个体皈依具有影响力的背景因素如下。

1.微观背景

（1）家人、朋友。

在梁丽萍
 
[26]

 、薛慧敏
 
[27]

 的研究中均发现家人、朋友是个体最初接触宗教信仰的重要途径，是皈依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也在每个受访者的皈依过程中发现了家人、朋友的不同影响作用。来自家人、朋友的影响可能促进了个体皈依的发生，为个体提供榜样示范或支持的作用；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阻碍个体皈依的发生。

X比丘尼出生在三代信佛的家庭，从出生起就一直吃素，她说：“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她就不吃肉。然后我生出来以后也就不吃肉的，我们姐妹4个都是吃斋的。”

与X比丘尼的情况不同，Y比丘在皈依经历中受到了家庭因素的延缓作用，他的母亲反对他出家。但是后来朋友和表兄弟陆续出家，由此强化了他出家的决心。

（2）组织。

个体在社会中以各种身份存在，在学校中是学生、在工作组织中是员工、在宗教团体中是信徒。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认同感，影响我们决定离开或留在某个组织。

一些潜在皈依者，在皈依之前存在着对原有组织的不满意或是对原有身份的认同冲突，这可能促使个体探索一种新的组织、新的归属，和新的认同。而佛教团体对于潜在皈依者具有某种吸引力，能够诱发、支持、维持个体皈依。

1）佛教团体通过各种媒介（书籍、光盘、网络等）传播佛理，为人解惑。

Y比丘在十多岁的时候一直思考自己家族没落的原因，最后偶然从《因果经》中解答了困惑：“所有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想，为什么我（家）过去的家产这么大，到了我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也要想这些道理的呀。……最后大概是，到了我表姐那里，看到佛里面讲《因果经》。就是今生做官，前生怎么样，今生讨饭前生怎么样。就是人生有过去、现在、未来。今生有什么，就是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情。”

2）佛教团体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情感支持。

在W居士皈依之前受到这种情感社会网络的影响。他十分支持他的妈妈（佛教徒）在自己家为信仰者提供道场：“家里面，我家就是个道场啊！就是在家里面，还会和他们一起参与。……就是我家提供一个大的地方，周六周日，这个地方信佛教的到我家来集会，一起念佛。”

3）提供理解危机的宗教归因。

佛教的“四谛”是说明人生多苦难的佛理，人生的痛苦来自自身的愚痴、无明、贪嗔等烦恼的掀动，而去造作种种恶业，便召集种种痛苦。而佛教的“十二因缘”阐释了人的痛苦不断是因为“因果循环”的佛理。
 
[28]

 因此，对于面临危机、陷入困境的潜在皈依者，这些佛理提供其一种新的归因，一种解决问题的视角。

W居士从高中起一直饱受腰痛的困扰，但是经过多次医院的检查仍然无法找出原因，无法治愈。直到他采用佛教的因果归因，才解决自己的困扰：“我这个（腰痛）就是对青蛙这种残忍（拦腰剪断）之后，报复我来了，就特别忏悔。……然后我就更相信这些佛法说的因果循环啦，因果相续这样的它的理论吧。……”

2.宏观背景

（1）地域（流动性）。

地域的影响不应简单考虑为农村、城镇、城市的差异。随着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增加，新的思维方式、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冲击着原有的认识系统，个体实践信仰的方式和宗教团体的联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29]



一方面，地域流动性可能延缓潜在皈依者的皈依进程。W居士在口头确认自己作佛教徒的两年后才真正皈依（接受皈依仪式）。由于这期间他经历了频繁的地域变动，没有找到能够皈依的宗教团体：“（从家乡）出来之后就没有真正遇到过志同道合的。……不会（参加佛教活动），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不是很方便。”

另一方面，地域的变动也可能促使潜在的皈依者积极寻找新的归属、新的认同，建立起与宗教团体的联系。S比丘尼离开农村的家，来到城里打工，在城市生活并不适应的她一步步地走向了宗教团体：“然后我就出去（离开家乡）做小工，到厂里面去住呢，都是荤菜，我是吃素的。……姨娘她知道这里有一个西华寺，你可以到那里烧菜。她说寺庙里面肯定是吃素的。然后就进来（西华寺）找师父了……”

（2）社会与文化。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近两千年的岁月，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
 
[30]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佛教信仰传播的土壤。在中国农村普遍盛行着信仰鬼神、崇拜祖先的民俗信仰，由于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包容性，持这些信仰的人很容易接受佛教的神仙体系，对佛教怀有一种本能的好感；而另一方面，对民俗信仰具有包容态度的佛教团体也在积极吸纳这些“有些迷信的”潜在皈依者。

N居士就是这样一位持有“民俗信仰”的佛教徒。她对寺庙里举行的一种佛事的解释透露出她持有中国传统的祖先信仰和农村封建的迷信思想：

师父现在要做××（此处没有听清）佛事了，到三月份，做这个佛事是对那些鬼、一家三代开销，比如我们陈家三代祖宗写个素头，写爷爷奶奶的名字。写时方的话，就是我们阳间的人在路上行走，要受到（鬼）的作弄，让你摔跤什么的，写个时方的话就能开销，就能顺利。

（二）动机因素

背景因素作为皈依的外在影响因素能够诱发、促进、维持或延缓个体的皈依，但并不能单独决定个体是否皈依宗教。个体在做出皈依决策时受到诸多内在动机的驱策。本研究发现认知动机、社会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和超越动机是主要的内在影响因素。

1.认知动机

认知动机是个体追求知识、意义和价值的动机。佛教传入中国，不断与中国的思辨哲学、人生理想相结合，使其包含人生哲理和处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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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具有求知欲望的潜在皈依者在接触佛教经典之后，能够产生强烈的兴趣，进一步主动探索佛教教义。

S比丘皈依的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大潮中通过读书完善人、进行精神进求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事，但是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主动寻求这些资料，走向了佛教：“就是平时自己喜欢看点书，没有事情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因缘。……那么我没有钱去买，就是我隔壁有一个小孩，他家里的条件比我好，他买了很多的书，我说你看好了借给我看。有时候到那个旧书摊，去买旧杂志，来看看……那么以后就有意无意地，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的时候看看这方面的书，到庙里面去玩的时候会找找看有没有这一类的书，找来看看，佛教的杂志什么的。”

2.社会动机

社会动机是指对人际交往、情感表达、集体归属的追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马斯洛也指出爱与归属的需要是人不可或缺的需要。如此，人类具有社会的动机，需要与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需要归属于集体，避免孤独。本研究发现，潜在皈依者受到社会动机的推动更倾向于参与宗教活动、融入宗教团体。

W居士在描述其参加宗教集体活动的感受时，表现得十分欣喜：“感觉还挺神圣的。挺严肃，挺神圣的。再就是，这个场合挺好的。因为给其他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集体活动、集体修行）机会。因为佛教的话确实不像基督教，他们有固定场合，有聚会的地方。佛教一般单独修的比较多。有这样一个场合让人家学习，也挺让人开心的。”

S比丘对参加宗教活动也表示很高兴：“就是我在进入佛门之前，刚开始作为一个居士，皈依，在家人的身份，经常到庙里面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庙真是…，这些活动都是…，用佛教的话就是法喜充满，使人感觉很高兴，很好的一种感觉！”

3.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具有实现自身潜能，追求完美和谐的成长性需求。S比丘、X比丘尼、W居士以及Q居士都认为佛教徒的修行能够修养自身的品质，成为更好的人。

W居士说：“我们学佛不是学他这个人，而是学他的一些品质。他是怎么做事怎么做人的。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听他的。这个导师人品非常好、做事非常好，我们要学他。同时佛也一样，你这么做会得到什么结果，至于你做与不做都是你自己决定。他不会强迫你说，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只是把道理给你摆那，做不做由你。这一点是我非常欣赏的。”

S比丘要成为像佛陀一样的觉悟者：“应该说一个信佛的人没有说我要成佛的话，那么他不是一个真的信佛的人，信佛的人就是要成佛，我今生今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是要成为佛陀一样的人。佛陀是个有觉悟的人，佛就是觉，就是觉悟者，我就是要做觉悟者，觉悟者就是佛呀。”

4.自我超越

成熟的佛教徒关注终极关怀的议题，他们希望能够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超越实体存在，追求永恒不灭。

X比丘尼在20多岁时就已出家，后成为庵堂的主持，她认为出家人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了脱生死。因为我们人，我们学佛了以后才知道，不学佛是不知道的，有六道轮回，做人做得好的是天道和人道；做人要是你死我活，斗争性很强的这种是阿修罗道；做人没有道德就是畜生；只想自己吃饱，不管别人的，自私自利很严重的是恶；现在社会上这些杀人放火的，罪犯就是地狱道。这些是学佛了以后才知道，凭我们的良心做事的，下辈子投胎到哪个地方就是自己定的，我们佛教里讲一切为心造，由你的心去造化的。你下辈子想到天堂的，那这一辈子多做好事，下辈子想投胎到好的人家的，你这辈子要做人的事。”

N居士现已80多岁高龄，她期望能够凭着自己的修行前往极乐世界，并且为自己往生的事宜做好准备：“大仁寺。登记好了。人走的时候，庙里会安排很多人侍候的。你下次去看看，人往生了，用三十几块毛巾擦，医生量的，表显示的心到头顶了，就去极乐世界去了，到下面就不行了。”

（三）皈依心理发展历程

1.迷茫阶段

迷茫是由危机导致的一种自我内在冲突状态。几乎所有的皈依阶段的研究都揭示出这一主题，迷茫往往是皈依发生的前奏。Rabom（2012）使用的是“危机”这一概念，指来自宗教、政治、文化或心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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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是一种背景因素，并不是所有皈依者都报告在皈依之前经历了“危机”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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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种自我内在冲突的迷茫状态却很常见，很接近于Lofland（1965）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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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比丘尼在20多岁时便剃度出家，在出家前她曾由于不适应新环境（危机），陷入了一段迷茫时期：“但是（从家）出来呢，在金华没有一个熟的人，吃住都是一个问题。厂里面去住呢，都是荤菜，我是吃素的。从家里面带了一捆菜，但是夏天来了就不行了，放不了。我也没办法……住的那户人家他说‘你是信佛的，我们是信耶稣，你是不可以住我们这里的，我们是不同行的’。”

X比丘尼经历的是一种认同冲突，她已有的生活习惯使她变成了“异类”：工厂里的同事都吃荤菜，“我是吃素的”；寄住的人家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佛的”。适应问题实际上是她无法找到自我认同的“那一类”的迷茫，是固有的生活习惯遭遇大众的生活习惯而引发的内在冲突。

这一阶段，X比丘尼面临诸多背景因素的不同影响。家庭因素使她从小就接受了佛教徒的行为方式（吃素、不杀生），而新的工作环境、同事朋友、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与她的固有信仰产生了冲突。她会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度过这个迷茫阶段？答案是，她主动寻求了佛教的解决途径，展开了与佛教徒的密切互动。

2.互动阶段

这一阶段潜在皈依者受到背景因素与动机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人际交往、情感支持、团体归属等社会动机的驱动下，潜在皈依者与传教者以及宗教团体之间展开密切的互动过程。陷入迷茫状态的潜在皈依者，寻找各种解决方案，这时他与某个宗教信仰者或某个宗教组织相遇，宗教的视角随之开启。在这个阶段一个热忱的传教者或一个热情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能提供给潜在皈依者情感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引发的紧张，同时也能够满足潜在皈依者追求社会交往、团体归属的需求。

X比丘尼在迷茫阶段遭遇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危机后，她的姨娘为她指出一条解决之路：“姨娘她知道这里有一个寺庙，你可以到那里烧菜。她说寺庙里面肯定是吃素的。”

于是X比丘尼主动找到寺庙的主持师父。在与师父的一系列密切互动中，她表现出一种女儿对父亲的依恋情感，像孩子一样的顺从，充满信任的归属。很快她就做出皈依的决定，用孩子般天真的声音说：“我说，‘我很想住在你这里。’师父说，‘尼姑，出家人可以住。’我说，‘我可以啊！我就是很想做尼姑。’我当时就答应他了。”

相对而言，Y比丘对自己与一位传教者互动的过程如此轻描淡写，却十分强调自己对出家人生活的积极探索作用：“当时福州的西禅寺正在维修，有一个师父是五台山下来的。我们去那里玩，去问问他的情况，先了解一下什么的，他讲：‘你有没有心出家呀？’我想这次出家可能因缘不成熟，就想想，经常去玩的，也没有出家。”他真正决定出家是在他一系列探索活动之后。

3.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潜在皈依者是积极主动的探索者，在生活中寻求意义、选择宗教团体。他们积极探索的动力源于内在各种需求或动机。就探索阶段而言普遍存在的主导动机是认知动机和社会动机。认知动机源于认知的需求，是个体渴望获得知识、理解事物、建构意义的一种内在动机。社会动机源于爱和归属的需求，个体渴望与他人建立、维系关系，获得情感联系。

探索阶段并不绝对地发生在互动阶段之后，也可能与互动阶段同时发生，受到互动结果的影响。X比丘尼与师父互动交往使她有更多机会接触佛教的活动、了解佛教徒的生活，她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说：“我很想很想做早晚功课，你能不能有书给我学。一听到他们做晚课，我就很感兴趣，好像回到家一样。我说，我很想住在你这里。师父说，尼姑，出家人可以住。我说，我可以啊！我就是很想做尼姑。我当时就答应他了。”

探索的结果是，潜在皈依者的行为会先于他们的信仰发生明显的变化，她们会尝试以皈依者的身份行动。

“那个时候就吃素了，（吃素）之前烧香，吃素比拜师父（早）。”（N居士）

“十五六岁看书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说我来吃素。……没有皈依，就吃素了。”（Y比丘）

“十四岁，眼睛起疹子，不再读书，那时起吃素，放生。……先吃素，后皈依，皈依三个师父。那个时候还是吃短素，逢八吃素，后来就吃长素了。”（Q居士）

但是，真正的皈依发生还需要一个标志，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佛教徒的仪式。

4.皈依仪式——皈依真实发生的标志

这一阶段潜在皈依者公开地表白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并许诺遵守皈依弟子应信奉的戒条，从此以佛教徒的身份行事。皈依仪式是真正皈依的指标，它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独立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有些类似于Iyadurai（2011）步骤模型中的“火花”，是质的改变的开端。
 
[35]



W居士认为自己在正式皈依之前一直以佛教徒的身份要求自己，但是他表示真正的佛教徒还需遵循严格戒律要求：“皈依的话，还没有什么要求，除非是你受戒了，受五戒，仁、义、礼、智、信。我既皈依又守戒了，这样的话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些了。”

他在受戒之后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行为，更积极地奉行佛教教义，也更虔诚地作为一个佛教徒。

5.信奉阶段

在前几个阶段的累积作用下，这一阶段个体发生一种自我的根本改变，是对认同、意义及生活的一种根本重组。并且这种改变是宗教性的。皈依者用宗教的归因或宗教的话语取代了原来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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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比丘运用佛教的归因化解来自他人的偏见，偏见对曾经的他来说却是很大的伤害，“嗯，出家修行。至于你们，这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某些出家师父的不良的行为。从我们佛教的角度讲，因果自负。你做的事情，这个果好的是你，坏的也是你。所以这样我就选择了继续，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了七八年了。”

此外，皈依者通过奉行佛教徒的修行方式，努力成为自我实现的人。皈依者积极将自己的宗教信仰赋予实践，关注自身的修行，逐渐成为组织中的核心成员，充满奉献、传教的热情。

N居士每日坚持修行早晚功课，包括诵经、念佛、拜忏等内容，“我现在早上有时候3点，（或者）4点起来念经，有空的话念两遍，来不及的话念一遍，有两本经书的，就是念弥陀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最好，到极乐世界去了。现在初一、十五到庙里。平时天天早上先点香，拜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然后拜四十八拜，大仁寺这样拜的，念一声阿弥陀佛拜一下，再扣三个头，再念阿弥陀佛。天天拜，要是起来晚的话念一遍。天天拜四十八拜。窗口放个香炉，点三炷清香。”

一些积极的佛教徒会定期参加佛教的各种活动，做各种捐献，或是热衷于传教。他们是宗教团体核心成员，宗教成为他们的事业。Q居士是皈依六十年的老居士，她充满了传教的热情，在访问她的时候，她热情地向我展示她的佛堂，教我拜佛。她最骄傲的是她的女儿、外孙也学她的法，“她信佛的，就是学我的法呀。我的孙子也向文殊菩萨拜拜，讨个糖。哦，丫头，我给你吃个糖。你过来看看（佛堂）。”

这些修行行为的主导动机是皈依者渴望得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皈依者通过修行希望能够“反省自己的一些行为，自己的心态”；“学佛的智慧”；“成为佛陀一样的人……要做觉悟者”，也希望最终能够“念弥陀经……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

6.成熟阶段

成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心理状态，成熟阶段的个体感受到内心平和，毫无烦恼。主导的内在动机是自我实现动机和自我超越动机。对于佛教徒来说成熟就是成为觉悟者（佛），从人生所有的难题中解脱（了脱生死、免于轮回）。虽然这是佛教徒修行的终极目标，能够达到这个阶段的个体非常少，但是从毕生发展的角度看，成熟是皈依发展必不可少的最终阶段。

W居士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佛。就像一个灯泡一样，我们凡人的这个灯泡被熏黑了，光透不出来，只不过佛的灯光是亮的，佛告诉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灰去掉，让自己的光散发出来。当你自己的光散出来你就是一个佛。”

X比丘尼说：“佛是一个表法，真正那个佛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有颗善心，慈悲的心，我们自己做好了，也就是佛。出家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结语

研究者通过采用多种抽样方法以及综合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手段，发现：①皈依者的心理历程包括六个阶段：迷茫、互动、探索、皈依（仪式）、信奉、成熟。六个阶段之间既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不同的阶段之间可以相互重叠、相互影响。②皈依是个体积极主动的选择过程，在皈依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内在动机（认知动机、社会动机、自我实现动机和自我超越动机）。内在动机是影响皈依的主要内在心理因素。③社会、文化、区域、组织、人际关系等外在背景因素在皈依的不同阶段中具有诱发、强化、支持、维持或延缓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假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徒的皈依历程是在内部心理因素和外部背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既有量变又有质变的一种复杂心理发展历程。

本研究对皈依历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①扩大样本，增强参与者的代表性，在中国多个代表地区选取参与者；②综合采用质性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对皈依的诸多影响因素进行量的分析，明确外在背景因素和内在动机因素的交互作用；③关注在个体皈依生涯中的改宗或去皈依（Deconversion）现象，这种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需要纳入皈依的发展阶段中；④皈依研究应该增进跨文化和多元宗教间的交流，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多元宗教间的皈依经验的异同。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不断完善，深入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徒的皈依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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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创伤视阈下的《圣经·旧约》古以色列史

赵雷
 
[1]




摘要：
 精神分析心理学流派的Otto Rank曾是弗洛伊德的高徒，但他却提出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出生创伤”理论。本文将结合Rank的出生创伤理论对《圣经·旧约》文本中所描写的古以色列史和现代犹太人的共同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并关注了共同出生创伤在临床治疗上的意义。


关键词：
 出生创伤 《圣经》 犹太人 临床治疗

众所周知，对于虔诚的犹太信徒而言，《圣经·旧约》（《塔纳赫》）是犹太教的经典，也是上帝对古代犹太人的话语启示。然而对于许多教外的研究学者来说，《圣经·旧约》无疑是一部历史经典和人文著作，他们依据自己的不同知识背景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和视角来开展研究，例如，底本来源批评法、形式批评法、编修批评法、文本批评法等，时至今日，这些研究方法已经发展的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从心理学视角来对《圣经·旧约》进行研究却是刚刚起步，尽管如此，心理学依然给《圣经·旧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圣经·旧约》不仅是一部历史经典和人文著作，更是一个暗含了意识和无意识因素的心理过程的产物。本文从宗教心理学视角和圣经心理学视角出发，结合心理分析学家Rank的出生创伤理论对《圣经·旧约》中所描写的古以色列史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个体出生创伤理论

奥地利心理学家Otto Rank于1924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出生创伤》，在这本书中，他从心理动力学角度提出了出生创伤概念。他认为“所有神经症患者的焦虑都来自于婴儿第一次与母亲子宫分离时的冲击，母体在生产时的震荡对婴儿的心灵造成了恐惧及痛苦”。
 
[2]

 这些从分娩过程中造成的恐惧令人类普遍有着回归母体子宫的愿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与分离有关的体验都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这个心理基础就是个体的出生创伤体验和与母体子宫的分离。
 
[3]

 在Rank看来，精神分析疗法就是一种在无意识状态下，让患者重新体验并最终排解出生创伤的过程，患者的重生梦象预示着重新回到子宫的欲望。对于婴儿而言，他们的焦虑或恐惧是出生时与子宫分离的焦虑的反映，他们的每一种快乐都最终朝向出生之前居住在母体子宫时的原始快乐；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在整个童年期里都在努力设法克服自我的出生创伤。童年期出现的尿床、大小便失禁和手淫现象是胎儿在子宫内生理排泄的象征，而吮吸手指、脚趾和母亲的乳房则代表着儿童回到子宫的一种向往。在儿童眼里，死亡等同于分离，而这种分离和出生时与子宫的分离有关。对于拥有两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年长的孩子往往会经受出生创伤体验而对自己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产生嫉妒和愤怒的情绪，其主要原因是年长的孩子认为年幼的弟弟或妹妹这位“新来者”打破了自己回到子宫的幻想。

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对Rank的出生创伤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研究者认为，婴儿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普遍经历了出生创伤。婴儿在母体分娩时会经受一系列的创伤：他们在狭窄的产道里承受随时面临丧失自身生命的压力，如果出现难产情况，他们的身体还会遭受医疗器械（如钳子和吸管等）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损伤。在分娩过程中，婴儿被迫离开了那个他们曾经唯一熟悉的环境——安全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子宫，毫无准备的被生产出来，来到了一个寒冷的、明亮且充满噪音的陌生环境中。
 
[4]

 在他们出生以后，被陌生的医护人员护理，虽然这些医护人员技能娴熟，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婴儿除了具备基本的生理需求外，并不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所以对婴儿所表达出来的各种需求不够敏感，而这往往造成婴儿的疼痛和恐惧。

许多人认为在分娩前后的经历不会对胎儿和婴儿的心理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些来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子宫内的胎儿能够区分不同的声音且具备一定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在胎儿出生后，他们对母亲的声音和他们在子宫时母亲曾大声朗读过的那些故事显现出明显的偏好。
 
[5]

 
 
[6]

 由此可见，胎儿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出生体验，并且深受这种出生体验的影响。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出生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是个体生活中的主要创伤，会对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将很可能导致个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二 《圣经》中描写的古代犹太人的创伤性事件

如果我们把《圣经》中所描写的征服并到达迦南之前的古代犹太人的历史比作是一个妊娠过程且把当时的犹太人视为胎儿的话，那么，这个妊娠过程可以细分为三个不同时期：族长制时期（公元前1900～前1520）、在埃及寄居且被奴役时期（公元前1520～前1280）和出埃及后四十年的旷野流浪时期。
 
[7]



妊娠过程的比喻是贴切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受精以后——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结识并拥有一神论观念，胚胎干细胞的数量得到迅速增加——从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增加到抵达埃及时从雅各而生的七十人（出埃及记，1：5），而后，尽管受到埃及人的镇压，人数的迅速增加仍在持续；正如在妊娠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不但胚胎干细胞的数量在增加，胎儿身体的不同器官也在不断分化——亚伯拉罕的重孙形成了十二个不同的支派；器官的分化在旷野流浪时期仍在继续——利未支派被挑选出来专司祭司之职，这样，包括摩西在内的利未人就成了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个时期的器官分化可以被视为遵循了胎儿发育的从头到尾原则。在整个妊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犹太人这个胎儿经历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司法体系的逐渐成熟（出埃及记，18：13）和道德章程的发展（出埃及记，20-22）这样一个过程。

据《圣经》文本所述，在进入迦南之前的整个妊娠过程中，古代犹太人经历了一系列的创伤事件，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分析。

在族长制时期，犹太人所经历的种种创伤性事件都是在古代犹太人个体水平和家庭水平上发生的。撒拉、利百加和拉结三位女族长因为长期不能怀孕而都经受了明显的悲伤。撒拉因为不能生育只好把她的使女送给丈夫亚伯拉罕作妾，以使自己可以因使女而得子嗣，这无疑对撒拉来说是种痛苦的经历。虽然这种现象在当时颇为普遍，却导致了家庭内部矛盾的产生——夏甲和以实玛利的被逐（创世记，21）。拉结自己不能生育，就对她的丈夫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创世记，30：1），这表露了她内心的伤痛。因此，在当时的生育家族继承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相对于没有生育问题的家庭来说，怀孕、分娩、生产更能引起像撒拉之类女族长的焦虑情绪。

献祭以撒（创世记，22）对古代犹太人来说也许是最显著的创伤性事件。
 
[8]

 以撒被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捆绑起来，准备被当作燔祭献给耶和华，在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差一点就杀死了自己至爱的儿子，虽然以撒在最后时刻被救，但是以撒几乎被杀的经历无疑是个创伤性事件，这种创伤性事件足以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9]

 这个显著的创伤性事件在《圣经》文本中几乎没有得到太多笔墨，这显然反映了古代犹太人在书写《圣经》文本时有意或无意的压抑了这个主题，然而，这个被压抑的主题在鲜为人知的拉比传说中获得了较多的叙述。Kierkegaard指出，在拉比传说中，以撒实际上已被杀死，而后又在巨大的创伤中复活过来。著名的拉比评论者Rashi在谈到这个创伤性事件对以撒家庭的影响时认为，实际上，当撒拉听到她唯一的儿子以撒被亚伯拉罕带到神所指示献祭的地方时就死去了。
 
[10]

 在献祭以撒之后的《圣经》描写中，以撒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也许反映了以撒所在的家庭需要利用此段时间从这个创伤性事件中做出心理调整。

雅各的一生同样充满了创伤性事件。
 
[11]

 《圣经》文本描写中几乎没有涉及关于利百加怀孕的细节，而仅仅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孩子们在腹中彼此相争”（创世记，25：22），这种孕期时出现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冲突使她感到悲伤。在雅各出生之后的《圣经》叙事中，雅各不断经历并应对着各种生活困境：和父母分离数年、逃离可能存在暴力倾向的岳父拉班（创世记，31）、与神秘人摔跤且被神秘人所伤同时被神秘人更名为以色列（创世记，32：23-32）、面对带领四百人来寻仇的哥哥以扫（创世记，32-33）、女儿被玷污（创世记，34）、家庭的集体逃离和妻子拉结的去世（创世记，35）。也许在雅各的一生中最令他感到悲伤的事是：他的儿子们合伙给他设置了一个骗局，让他数年来一直误认为约瑟是被恶兽所吃（创世记，37）。

在埃及寄居且被奴役时期，古代犹太人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主要是在集体水平上发生的。
 
[12]

 由于古犹太人的高出生率引起了埃及法老的恐慌，于是法老命令收生婆在为古犹太人收生的时候把所生的男婴杀掉，虽然收生婆最终没有实施这个残酷的政策，但这也许已经对寄居在埃及的全体犹太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威胁和创伤（出埃及记，1：15-22）。在接下来的摩西叙事中，由于杀婴政策的威胁，摩西刚出生不久就离开了他的家庭，被搁在河边的芦荻中，随后被法老的女儿所救而和他的母亲重新团聚（出埃及记，2：1-10）；但是，随后不久，由于他的断奶被养育在法老的宫殿里，这导致了他与母亲、家庭和集体犹太人的第二次分离；后来，摩西为了保持他的原始希伯来人身份从埃及逃离并在米甸停留了很长时间（出埃及记，2：11-22）；当神呼召他带领全体犹太人离开埃及时，他面临着必须与收养他的家乡埃及分离（出埃及记，4：18-26）；摩西作为古代犹太人的领袖和救赎者，他一生所经历的创伤也是全体古犹太人创伤的一种缩影。

在接下来的《圣经》叙事中，由于法老心理固执，不容犹太人离开埃及，于是，耶和华对埃及人实施了十个灾难，尤其是击杀长子这个毁灭性灾难促成了犹太人离开了埃及，但这也许会使犹太人变得焦虑，因为毕竟是犹太人的神实施的那些灾难。以前埃及人对自己的奴役是那么的残忍，那么他们在经受这些灾难之后，会不会变得更加残忍？怀有这些疑虑的犹太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威胁处于不断焦虑之中。随后，犹太人来到了红海，前无可行之路，而法老的军队却一直在追击，他们又一次集体性的面对被屠杀的可能性，在这个生死存亡时刻，摩西按神所授通过“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这个行为化解了危机。全体犹太人又一次经受了生死考验的创伤。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危机的化解可以被视为犹太人集体出生的一种隐喻，因为，从此以后他们从寄居在埃及的被奴役状态进入到旷野流浪的自由状态。

在进入迦南之前的四十年旷野流浪时期，犹太人同样经历了种种发生在集体水平上的创伤性事件：拜金牛犊事件中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杀（出埃及记，32）、耶和华决定出埃及这代犹太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且应该在旷野中灭绝（民数记，14）、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因叛变而丧命（民数记，16）、毗珥事件中犹太支派首领心利的被杀（民数记，25）。
 
[13]

 这些创伤性事件对全体犹太人来讲，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三 现代犹太人的共同出生创伤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到达迦南之前古代犹太人的历史中充满了个体、家庭和集体三个水平上的创伤性事件。结合Rank的个体出生创伤理论，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断：无论是从身体诞生层面（指犹太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一个整体性的犹太民族从此诞生，并开始新的生活），还是从心理诞生层面（指全体犹太人在西奈山共同领受摩西十诫，自此获得了精神导向），那些创伤性事件都预示着古代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出生创伤。这种原始性的共同出生创伤通过历史文化途径（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性共同出生创伤的认同）和基因遗传途径（即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指物种进化和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心理积淀物和经遗传而承继下来的祖先的经验与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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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给现代犹太人。

也许这种历史性的共同出生创伤在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之间的代际传递很难得到证明，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现代犹太人的主要节期上找到些许验证。

如同上文所述，Rank认为个体的出生创伤会引起儿童时期的记忆缺失，而这种记忆缺失主要是由于个体极力压抑痛苦的出生创伤记忆所导致的；相反，个体所能回忆的内容则取决于儿童的与出生创伤有关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应对能力。Rank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群体，原始性共同出生创伤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犹太人在主要节期上所能记忆的内容、是如何记忆的和不能记忆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聚焦现代犹太人所能记忆的内容。在现代犹太人中盛行着这样一则著名的谚语：“他们试图毁灭我们——我们存活了下来——让我们大吃吧”，犹太人所有的节期本质上都遵循这则谚语所体现的模式。这则谚语不但反映了犹太人的无意识创伤，而且也是犹太人应对共同出生创伤的一种文化手段的反映。犹太人的大多数的主要节期确实是在纪念他们的创伤和幸存：逾越节、住棚节和出埃及有着直接的关系，普陵节和光明节则分别纪念了他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因此，这些节期不但证明了原始性共同创伤在现代犹太人身上的持续存在，还预示了现代犹太人对原始性共同创伤的一种自我治疗过程。

然后，我们关注现代犹太人是如何记忆这些节期的。逾越节和住棚节的仪式更多强调的是获得自由这个愉快的结果，然而却对与这两个节期相关的创伤性事件关注很少。具体来讲，逾越节家宴对出埃及故事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它仅仅用“在埃及时，我们曾经是法老的奴隶，然而神却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那里带领出来”这样一句话，就从在埃及时被法老奴役的痛苦经历的回忆过渡到了当前的自由状态；此外，神对埃及所施的十灾和神的荣耀得到了犹太人更多的关注，却丝毫没有涉及古代犹太人出埃及时的焦虑和痛苦。同样地，住棚节的本意是提醒犹太人记得出埃及和旷野流浪的经历，而现代犹太人在这个节期上却没有涉及与其相关的痛苦记忆，得到更多关注的是自由、与自然的联系和其他一些积极性的主题。在普陵节的重要仪式上，犹太人会当众宣读《以斯帖记》，在宣读过程中的情况往往是：犹太人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从面临毁灭性的危险过渡到神的救赎，而几乎没有涉及当面对不确定的和即将到来的毁灭时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光明节的情况也大抵相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犹太人更多聚焦在以少胜多的胜利和圣殿里金台灯的奇迹，而几乎没有提及常年来军队之间的征战、在征战中殒命的首领和在叛乱之前所经历的残酷迫害。

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现代犹太人所不能记忆的内容。现代犹太人在过以上所述的那些主要节期时，他们很少能回忆起《圣经》文本中所描写的一些显著性的事件，例如，古代犹太人之间的那些内部斗争和犹太人对自己的领袖所实施的暗杀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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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犹太人是《圣经》文本中所描写的耶和华的子民和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阶段犹太人都把《圣经》研究作为一门必修课这两点，现代犹太人不能记得那些显著性事件的情况印证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种被压抑的原始性共同出生创伤。

四 共同出生创伤在临床治疗上的意义

共同出生创伤对个体而言是种痛苦的回忆，所以，这种回忆往往深深地埋藏在潜意识层面，这就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心理原型，一个基本的焦虑模式，在以后的生活中它能被各种情景重新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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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心理治疗中，人们普遍认为，在人类生活中，人会体验到各种生活的创伤，很多从事临床治疗的医师往往就事论事地针对这些可见的生活创伤进行治疗，但收效甚微。“Stanislav Grof认为，通过经验心理治疗就会发现，这些创伤的记忆似乎形成了某些心理的群集。例如，当个体出现自我意象的心理问题时，就会产生对个体的自我意象造成损害的创伤，这些创伤来自个体生活的不同时期，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心理的群集，它往往以情绪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这种心理的群集是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当个体受到这种潜意识心理群集的影响时，就会使他的自我知觉、对人的自我意象、对世界的态度、某些特殊的行为等带上某种特殊的心理色彩。显然，这种心理的群集就是凝缩的经验体系，其最初的根源就存在于个体对共同出生创伤的认同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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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ov指出，现代犹太人的共同出生创伤能够深刻的影响犹太个体的一生，导致个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而使个体产生一些如无助感、压抑、逃避、退行等之类的消极情绪和异常行为，所以，共同出生创伤、共同的应对机制和心理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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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由于人们和人们所属群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能够有效提高应对群体当前所面临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视犹太人的节期的潜在治疗作用。现代犹太人通过节期能使自己和过往的历史发生联系，那么，节期对他们就具有重要的治疗效用。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政府部门来说，也许他们采取新的视角——心理学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节期，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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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女性信教群众宗教情感体验研究

姚学丽
 
[1]



吕大吉老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中认为宗教情感和宗教观念一样是宗教的内在要素；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都重视宗教情感在信仰中的重要地位：丹麦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H.赫夫丁写道：“感情……是所有宗教及所有宗教观点的最本质的特征，各种观念同感情相比都是从属的和受制约的。”美国心理学家W.詹姆士在他的名著《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提出了相同的思想：“我确实认为，感情是最深刻的宗教来源，而哲学和神学理论仅仅是派生的上层建筑，犹如将原著翻译成别国语言那样。”和上述观点一致，有些心理学家继德国新教神学家 F.施莱尔马赫之后确认宗教情感是一种“依附感”；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同意德国神学家 R.奥托的观点，认为宗教情感是“神圣的恐惧和赞美”的特殊统一；还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安全感和强烈的期待感”是宗教最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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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将上述观点和实际观察相结合从敬畏感、安全感、快乐感、归属感和恐惧感等角度研究过新疆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宗教情感
 
[3]

 ，总结以往的研究并认真听取维吾尔族群众的意见，本文最终从神秘感、尊敬感、安全感、归属感、快乐感和恐惧感六个方面研究维吾尔族女性的宗教情感。研究编制了《新疆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调查问卷》，最初包括63题，经过试测和相关分析，选取了其中的36个问题作为最终的调查问卷，问卷总的信度Cronbach’s Alpha（α系数）为0.96，分半信度为0.93，效度分析显示各个维度的效度都较好。问卷中问题的选项均使用五点记分法（不同意=1分，不太同意=2分，同意=3分，比较同意=4分，完全同意=5分），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研究的效果，随机排列了问题的顺序，并将问卷翻译为维吾尔语。根据维吾尔族女性人口的分布、居住、职业和年龄等特点，研究在全疆范围内选取了13个社区和16个村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被试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被试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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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填写问卷过程的观察，研究选取了其中27位被试进行了访谈，其中南疆20人，北疆7人；城镇18人，农村9人；≤25岁4人，26～40岁之间7人，≥41岁16人。个案的基本信息见表2。

表2 个案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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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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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维吾尔族女性信教群众的宗教情感体验

使用SPSS 16.0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体验

[image: ]


1.维吾尔族女性的神秘感体验

很多宗教学家定义宗教时都非常关注信仰对象的神秘性，门辛：“人与神圣真实体验深刻的相遇、受神圣存在性影响之人的相应行为。”缪勒：“人对于无限存在物的渴求、信仰和爱慕。”泰勒：“对灵性存在的信仰。”弗雷泽：“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施密特：“人对超世而具有人格之力的知或觉。”海勒尔：“人与神圣的交往、相通和结合，是对神圣的生动经历。”范·德·列乌：“人与神秘力量的独特关系。”可见，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神秘力量或实体是所有宗教信仰共同的特征，对此神秘力量信仰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相应的体验。问卷中设计了6个相关问题：做都阿如同和安拉说话。我和真主之间有某种联系。宗教信仰曾让我听到神秘的声音或看到奇特的事物。穆斯林不能询问安拉的性别、年龄等特征。伊斯兰教的某些内容让我感到神秘。吹都阿、喝都阿等宗教仪式让我感到神秘。从表3可见，被试的平均分为3.68，标准差是1.17，被试对神秘感体验相关问题的认同处于“同意”和“比较同意”之间。访谈资料更加具体的展现了被试的神秘感体验。

（1）仪式中的神秘体验。

问卷中问了被试对一些仪式的体验，67.5%的被试对吹都阿、喝都阿等宗教仪式感到神秘。有个案谈了都阿等仪式中的神秘体验，案例5说：“向安拉祈祷的时候感觉在跟安拉说话。我通常先为世界、国家祈祷，然后为整个民族、社会、社区、亲戚、家人和好友祈祷，最后才要为自己祈祷。祈祷安拉时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将会是未来最宝贵的财富。”案例18认为礼拜是与安拉说话，她说：“礼拜叩头的时候，当我的额头贴在加尼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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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相当于我与安拉之间只隔一节手指的距离。”

（2）特殊经历中的神秘体验。

案例5说：“我现在老公的大女儿自从嫁人之后，不做礼拜，不封斋，斋月期间也不给婆婆做斋饭，因为自己当时有身孕，就觉得谁都得惯着她，其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完全能应付得来。后面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了，不管怎么努力都说不出话。收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和老公真的很痛苦，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不管是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女儿自己的身体情况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当时我老公说这个得用一些宗教方面的东西看看有没有用，我老公年轻的时候还挺懂这方面的事情，后来，老公就在家里读《古兰经》，我在一边念一些经文，我们就这样彻夜不眠祈祷安拉能够保佑我们的女儿，保佑未曾出生的孙子平安，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有一天，她又能说话了。这件事情都过去十几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案例14说：“老公身体不是很好，2009年开始有贫血和晕倒的状况，我带老公去和田就医，之后我每次做都阿时都会求安拉让我老公好起来，还会哭诉。2010年我又带我的老公去了和田，11年和田的医院在喀什开了分医院我们就去了喀什，现在他的身体好多了，这就是安拉给予我们的。”案例27说：“我做过几次梦，都和我们的信仰有关：16岁时，有一次病得很严重，无法排小便，眼睛看不清楚东西，也走不动。有一天我眯着眼快要睡着的时候恍惚中看见一位大伯走到我的病床边，把手抬起来并祈祷了一下，我也举起手来跟着他一起念都阿。当时我就感觉想排出小便。我想，那位大伯就是安拉的使者。还有一个梦，梦见我的嘴里冒爆米花，冒一个我拿起来放在这边，冒一个我拿起来放在那边，就这样总共冒了四个，我一边喊：‘没有东西吃的人过来吃这爆米花吧’一边把那些爆米花放在我家大门前面。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四个女生来找我，听我说教。那四个女生画的妆一个比一个浓，打扮得一个比一个怪异，我记得那天我给她们进行说教的时候内心真的很激动，我自己在说的时候都哭了，她们更是。现在，她们改变了，每天做五次礼拜，每天头巾不离头，还念《古兰经》，她们变得很美好。现在有的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当时在我梦中的四个爆米花是不是就是那四个女生。”

维吾尔族女性日常生活中认为安拉、使者帮助他们的事比比皆是，几乎每个被试者都有这方面的体会，现实生活中鲜活的体会让被试的神秘体验油然而生。

2.维吾尔族女性的尊敬感体验

敬畏感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宗教情感来源于广大维吾尔族女性对于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与超人力量的安拉的崇拜，她们认为，安拉可以为她们带来福利，使杰出的人死后升入天堂，同样，安拉也可以惩罚她们，降灾降祸，让应当受到惩罚的人饱受痛苦折磨。可见，敬畏感一方面是对神秘、不可感知的信仰对象的尊敬，另一方面是对其的恐惧。研究围绕敬和惧两个方面了解了维吾尔族女性信仰中的情感体验，此部分只讨论她们的尊敬感体验。问卷中设计了6个题目了解被试的尊敬感体验：看到《古兰经》我充满敬意。伊斯兰教的某些内容让我感到尊敬。我们来到世上的首要价值趋向就是崇拜安拉。看到清真寺我充满敬意。我对教职人员是尊敬的。我愿意将财物施舍给信仰虔诚的穆斯林。表3 可见，维吾尔族女性尊敬感体验平均分是4.23分，说明她们对上述问题的认同处于“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尊敬感体验非常显著。

访谈中，个案围绕与伊斯兰教联系紧密的经典、经文、活动场所和宗教人士详细谈了她们的尊敬感体验。

（1）对《古兰经》的尊敬感。

维吾尔族女性摆放和阅读《古兰经》的行为体现着她们的尊敬感。案例1说：“不能把《古兰经》放在脚边，放得越高越好，周围有的人专门缝制了布袋，将《古兰经》装在里面，挂在墙上；也有的人将《古兰经》放在箱子里，但是箱子必须放在高处，不能放在地上，也不能直接放在炕上；不能将《古兰经》放在卧室，要放在会客室这样比较干净的地方。”案例2说：“《古兰经》当然是放得越高越好，不能放在脚边，我家里有一本维语版的《古兰经》，我把它放在冰箱上的一个箱子里，上面还放了一把花。以前家里有书架，把书放在书架上，但是后面觉得这样会有灰尘落在书上面，就放在盒子里然后放在高处。”案例17说：“家里有公公留下来的《古兰经》，不知道是维文的还是阿拉伯文的，用袋子装好放在了高处。”案例18说：“从我组织起自己的家庭起，我为我家的每一本书籍都布置了书架。《古兰经》就放在书架最上面的那一层。”案例27说：“《古兰经》当然是最高的位置，而且上面还要拿最干净的布块盖上。在夫妻的卧室里也不能摆放《古兰经》。”

阅读《古兰经》的行为中也体现着被试的尊敬感，案例5说：“读《古兰经》前要做小净，保证身体的干净和内心的虔诚，读的时候不能心不在焉，要全身心的读。”案例17说：“阅读之前要做小净，心灵与身体都干净了才能去读。还有读《古兰经》需要你集中起你所有的注意力。”案例18说：“拜读《古兰经》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非常注意。没有小净不能看《古兰经》，月经期不能看《古兰经》。将《古兰经》摆放在客厅时我很担心没有小净的人看到《古兰经》。”

在维吾尔族女性的经验中，如何摆放《古兰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放在高处、保持干净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样，阅读《古兰经》时要做到身体的洁净和内心的宁静，维吾尔族女性摆放和阅读《古兰经》时的做法既体现了《古兰经》的重要地位，也彰显了被试的尊敬感。

（2）对清真寺的尊敬感。

清真寺在维吾尔族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维吾尔族女性对清真寺充满了敬意。案例2说：“清真寺对我们穆斯林来说是最干净也是最神圣的地方，不管路过哪一个清真寺，如果伊玛目正在念经文，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喧哗，我养父就经常会跟我说礼拜时路过清真寺听到伊玛目念经文的声音时，要停下手里所有的活，就算在赶路也要停下脚步蹲下来在心里默念安拉。”案例18说：“世界上的每一种宗教都有属于它的圣地，每一个有信仰的人都会相当的尊敬自己宗教的圣地，我们也非常尊敬清真寺。听到清真寺传出的念经声，我会停下来静静地聆听经文，完毕了再继续自己的事。不过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去重视这个事情了。”案例23说：“清真寺是安拉的房子，路过清真寺时，我们不能说话，不能随便扔垃圾。”案例26说：“清真寺，是安拉的房子，所以在一些自然灾害中我们会发现哪怕周围变得一片废墟，但是清真寺却完好无损。”维吾尔族女性崇拜安拉，认为清真寺就是安拉的房子，自然灾害中清真寺保持完好是有力的证明，她们对清真寺的尊敬感通过经过时保持安静、保持清真寺周围的卫生等行为表现出来。

（3）对经文的尊敬感。

案例27是位布维，对她的访谈结束后，她用阿拉伯语为我们送了祝福，当时，课题组的非穆斯林成员都被她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和高昂的声音感动了，而穆斯林同学都哭了，原以为她们能够听懂，后来才知道，她们也听不懂老人所念经文的意思，但她们说，阿拉伯文就足以引起她们的尊敬感。这启发了笔者，路过清真寺时听到里面传出来的经文的感受可能是对清真寺具有的尊敬感，也可能是对里面传出来的经文的尊敬感的表达。《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而安拉启示给穆罕默德的经文是阿拉伯文，不会念经文就做不了礼拜，因此，中国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有学习阿拉伯文的传统。维吾尔族女性比较熟悉上述背景，这可能是她们对经文产生尊敬感的原因。

（4）对宗教知识丰富的人的尊敬感。

案例16说：“看到布维的时候非常尊敬，这里的尊敬并非是因为她的地位比其他人高，而是因为她的宗教知识。生活中她是我的榜样，不会因为自己比别人有优势而小看别人，从来不会欺负弱者，很讲道理，尊老爱幼。谁去世了她来洗埋体，为埋体祷念经文，她是我们在这世最后一程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很尊敬她。”案例24说：“碰到宗教人士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方的宗教知识很丰富，所以会有夹杂害怕的尊敬感，但是对长辈的尊敬是从古到今的习俗。”一起调研的维吾尔族女生对布维进行访谈时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举止，这体现了她们对布维的尊敬，她们经常说：“我们穿的这样见布维是要被批评的。”可见，宗教知识丰富的人的学识和道德修养是周围人的榜样，她们也因此赢得尊敬。

《古兰经》、清真寺、经文和宗教知识丰富的人都与维吾尔族所信仰的安拉联系紧密，维吾尔族女性对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上述内容的尊敬感归根结底是对安拉尊敬感的具体表现。

3.维吾尔族女性的安全感体验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5个层次，需要获得满足，人就会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反之，就会产生驱动力，越是低层次的需要产生的驱动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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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需要就是寻求依赖和保护，避免危害与灾难，维持自我生存的需要。伊斯兰教能否让维吾尔族女性产生安全感呢？问卷中设计了6个相关问题：安拉能够保佑国泰民安。安拉能够保佑家人身体健康。安拉能够保佑夫妻关系和睦，家人幸福。遇到困难时会说“万事交给安拉，希望安拉能够保佑”。危难时祈求安拉能够获得帮助。安拉能够保佑家庭收入稳定。从表3可见，被试对6个题目回答的平均分为4.13，标准差是1.14，说明被试对伊斯兰教能够带来安全感的认识处于“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被试能够从信仰中获得安全感体验。

访谈中个案也谈了信仰带来的安全体验。案例7说：“以前，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父母希望他的身体健康、长寿、学习优秀，在工作与生活等各方面都能得到安拉的帮助，平平安安的生活，就举行喝都阿的仪式。”个案8是一位刚离异的女性，她说：“现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向安拉倾诉和做祷告之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有安全感和踏实感。”案例9说，遇到困难时，我会这样祈祷：“万能的主啊，你是万能的，你是唯一的，除了你的帮助我不会向任何一个人寻求帮助，只有你的帮助能使我摆脱我正在面临的困境，希望你能帮助我，只有你能驱赶我心中不安的因素。”案例11说：“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效，我会向安拉祈祷。在村上办低保的时候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我就求安拉让我的事情可以顺利。”案例16是位单身老年女性，她说：“我还能怎么祈祷呢？我没有学习过全面的宗教知识，懂得又少，有时候我确实会向安拉祈祷，比如说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老了的时候不要让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些也没有什么了。”案例18说：“因为我们心中有安拉，时时刻刻纪念安拉，我们才能够安心地生存下去。我举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比如我的儿子开着电动摩托出去买菜了，一直等到他回来为止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小孩子骑摩托车肯定没有大人那么谨慎，所以我就会不停地想他会不会开着摩托不好好看路东张西望，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时候我唯一求助的就是安拉，我会在心里默念经文向安拉祈祷我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与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不同，维吾尔族生活在自然环境相对稳定的绿洲地带，她们来自生产方面的压力较小，因此较少谈及信仰带来的生存和生产安全感，维吾尔族女性更关注信仰在身体健康、未来生活和困难解决等方面带来的踏实感。

4.维吾尔族女性的归属感体验

归属感属文化心理的概念，指个体或集体对一件事物或现象的认同程度，并与这件事物或现象发生关联的密切程度。归属感和责任感紧密联系，有归属感的一般就有责任感。问卷围绕归属和责任两个方面设计了6个问题：穆斯林群体给了我强烈的归属感。看到穆斯林与伊斯兰教要求不一致的行为就感到气愤和担忧。作为一名穆斯林应该服从安拉和使者的命令。给晚辈教授一些宗教知识是穆斯林的重要任务。通常用施舍弥补不能完成的宗教功课。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依然会信仰伊斯兰教。被试上述6个问题的平均分为4.11，标准差是1.09，维吾尔族女性对伊斯兰教的归属感处于“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说明伊斯兰教能够给被试带来强烈的归属感。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维吾尔族女性既承担了公民角色、民族角色、区域角色等宏观的社会角色，也担负着母亲或女儿、工作者及妻子等微观角色，穆斯林这一角色同时具有宏观和微观的特点。调查发现，宏观角色中，37.7%的被试认为穆斯林角色最重要，在宏观社会角色中认同度最高；笔者对巴州蒙古族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蒙古族群众在民族身份和信众身份中也优先选择信众身份；微观角色中26.4%的被试认为穆斯林身份最重要，在微观角色中排列第三；可见，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虽然提高了维吾尔族女性的生活水平，但被试还是离不开伊斯兰教，这可能与伊斯兰教能够带给被试丰富的情感体验，并影响着她们的日常生活有关。

5.维吾尔族女性的平静快乐感体验

人的精力可以称之为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在人体内部的分配不总是收支平衡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剩余能量。此外，人在日常生活中常会遇到一些困难、矛盾、挫折、失败，因而对人造成某种强烈刺激，结果导致人的情绪产生一些变化，如忧伤、悲痛、愤怒、焦虑。心理学家们把这种由于外界的刺激而在人体内部产生的心理反应，称之为一种额外能量。他们认为上述这两种能量，都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对象，适时地进行释放，否则对人的身心健康将有极大的害处。广大维吾尔族群众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平静、快乐体验吗？

问卷中设计了6个与平静快乐感相关的问题：斋月期间感到很开心。礼拜后通常感觉心情愉快。帮助别人感觉很快乐。和安拉可以说任何事情，甚至是自己的隐私。大净和小净时心灵得到了洗涤。祈祷能缓解不愉快的情绪。表3可见，被试平静快乐感的平均分是4.18，标准差是1.05，被试对伊斯兰教能够带来平静快乐感的认识处于“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

访谈中个案谈了大量信仰带来平静、快乐的体验。案例5说：“如果生气了、愤怒了，会做副功拜祈求安拉能够让我尽快地冷静下来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遇见值得开心的事情了也会做副功拜，这时做副功拜是为了感谢安拉能够将这么美好的事情降临在我的头上。”案例8是位刚离异的女性，她说：“我感觉是安拉让我做礼拜念都阿，以此来让我远离曾经的不开心和痛苦。”案例10说：“做完礼拜后会变得平静，有安拉保佑着我们。”案例13说：“做都阿时如同和安拉说话，会把自己的秘密、生气和害怕告诉安拉。”案例18说：“我的父亲死于车祸，他临死前十分钟我还跟他通过电话，谁知道十分钟之后好好的一个人就不在了，那个时候做礼拜，我经常哭，就像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都阿，一个是为了死去的人们，另一个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案例23说：“做礼拜时是不可以流眼泪的，念都阿的时候会哭。”案例27说：“我每天都会读《古兰经》，当我纪念、赞美安拉时我感觉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激情。”

都阿是伊斯兰教的功修和礼俗用语，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祈祷”，在许多场合、仪式上会用到。维吾尔族女性礼拜结束后通常会“做都阿”和“接都阿”。上述有的案例提到礼拜后会平静，实际上应该是都阿的祷告让人变得平静。通过这个仪式，她们为担心的事情找到了依靠，为不愉快的、无法与人沟通的事情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心情容易恢复平静甚至获得快乐体验。

6.维吾尔族女性的恐惧感体验

所谓恐惧感，是在真实或想象的危险中，个人或群体深刻感受到的一种强烈而压抑的情感状态，在宗教信仰中这类情感通常和尊敬感一起被称为敬畏感。本研究将其细分为两种情感，此部分主要探讨恐惧感。20世纪晚期，众多研究证明宗教信徒普遍存在恐惧感。宗教心理学家B.B.帕夫柳克调查发现，在罗夫诺州（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被调查的教徒中有2/3以上的人声明，他们在神面前感到恐惧；罗夫诺州的神甫在介绍教民的感情时说：“对神的恐惧超过对神的爱……，教徒总是想，如果他不履行戒律，那么神一定会惩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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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对信众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做了多种规定，维吾尔族群众如果没有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生活是否也会感到恐惧呢？问卷设计了6个题目考查这类情感：末日审判让我感到恐惧。与非穆斯林结婚感到害怕。未严格遮蔽羞体让人感到害怕。每次听到长辈说“不能……”时，很担心受到安拉的惩罚。对丈夫不忠害怕受到安拉的惩罚。上坟时总是想到自己也会死亡。结果发现，被试对上述六题回答的平均分是4.11，标准差为 1.09，维吾尔族女性对信仰带来恐惧体验的认识处于“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之间。

个案访谈中，很多个案分享了她们的恐惧体验。案例2说：“小时候我跟同伴们玩耍，到礼拜时间妈妈就会提醒我不要大声喧哗、不要打闹玩耍，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就问妈妈为什么，妈妈就会说：‘听到伊玛目念经文了还在打闹玩耍，快要死了的时候嘴巴就会说不出话来。’现在也会有很多妈妈在教育孩子们时会说，‘外面有鬼，如果伊玛目念经文的时候你打闹玩耍了，那个鬼就会过来把你吃到肚子里去。’”案例5说：“信仰安拉当然会害怕，比如说我跟除了我老公之外的男人有不良关系了，我会害怕受到安拉的惩罚，做这些大大小小可能违背安拉意愿的事情我会很害怕受到安拉的惩罚，这种时候我们会哭着向安拉祈祷，祈祷他原谅我们的错误，并（承诺）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案例7说：“如果每天没有做齐五次礼拜我会有恐惧感，并且会抽出时间来补齐没有做足的礼拜。”案例9说：“生活中肯定会有害怕安拉惩罚的事情，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是农民，有时候会因为农活的忙碌而错过礼拜的时间，虽然后来会补做，并且祈求安拉的原谅，但是心里面还是很恐惧。”案例10的母亲说：“不能做礼拜时我会想会不会受到惩罚，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更差。”案例16说：“说假话、不守誓言、不善待别人、不封斋等事情都会感到害怕。”案例24说：“平时跟每天做五次礼拜的邻居交流的时候，我会很惭愧，其实我应该做到那些最起码的要求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按时做到。当然，也会感到害怕，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该如何回答。”案例27说：“除了安拉，我什么都不怕，只要我能严格按照伊斯兰教对女性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我没什么可怕的。伊斯兰教规定不管人犯何种错误，只要在得知自己错了之后向安拉祈祷饶恕，并做到从今往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那种恐惧感也会随之消失。可是还有一些人若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在犯错，却依旧不悔改，那么那种恐惧感将会一直伴随他。案例27还说：“安拉的使者说过：‘没有做晨礼的人，信仰将会远离他，《古兰经》会远离他，安拉的使者会远离他，所有的天使都会远离他，安拉会远离她。’所以当我错过了礼拜的时间我会有深深的恐惧感。”可见，家庭的宗教教育、伊斯兰教在仪式和道德规定方面的权威性是恐惧感产生的基础，虽然，伊斯兰教规定只要改正错误就可以获得原谅，但这种恐惧体验并不能完全消除。

二 影响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体验的因素分析

1.信仰本身产生某些情感

安拉是广大维吾尔族女性信仰的对象，伊斯兰教的经典、宗教知识丰富者的讲经和经历过的难以解释的事件等多种因素促使维吾尔族女性牢固认可安拉万能、至圣、智睿等品质，在这种认可条件下，维吾尔族女性自然会产生尊敬、恐惧、神秘等情感体验。伊斯兰教特别强调穆斯林之间的团结，特别注重完成宗教功课，广大维吾尔族群众长久以来形成了围寺而居的传统，这有助于他们的团结互助，也强化了信仰的仪式行为，前者促使归属感的形成，后者能够产生得到保护的安全体验。平静快乐体验较少被研究者关注，研究发现此类情感在被试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近一半的被试认为难以获得周围人的理解，超过60.0%的被试与周围人无法交流内心深处的东西。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际沟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信息源、信息、通道、信息接受人、反馈、障碍和背景等多个要素相互配合，要顺利、通畅地进行是很难的。另外，人都有对自我的分层现象，很难和人交流内心深处的问题。人际沟通的上述问题在万能、至圣、智睿的真主的参与下的人神沟通中不存在了，有的被试还能得到一些体验，这类似于反馈，这种畅通无阻、淋漓尽致的沟通足以使穆斯林发泄情感、获得安慰，拥有健全、乐观的心态。

2.影响情感体验的地理环境因素

学者们一直关注地理环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项先红、王佳琦和王雪华对民间宗教信仰者、天主教徒和道教徒的超然体验研究发现，城镇和农村被试的体验差异不显著，城市天主教徒的体验略强于农村，农村道教教徒和民间宗教信仰者的体验略强于城市。“南疆的信仰比北疆的虔诚，农村的信仰比城市的虔诚”似乎是新疆各领域的共识，本研究从户籍地和居住地两个方面分析了地理环境对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体验的影响。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自然环境对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影响的差异性比较（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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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可见，在各类情感体验上，南疆均强于北疆，城镇均强于农村，但南北疆维吾尔族女性宗教情感仅在安全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和农村被试在神秘感、尊敬感和归属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南北疆在医疗、社会保障和生活条件上的差异是两地被试在安全感上差异显著的影响因素；城镇的宗教归属感强于农村与城镇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城市发展改造带来的传统的亲友群体的疏离等世俗因素有关，城镇的神秘感和尊敬感体验均高于农村的原因需要笔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多加关注。项先红、王佳琦和王雪华等学者仅从超验体验方面对城市和农村被试的宗教情感进行了比较，课题组则选择了更多的情感体验进行研究，课题组与已有的研究在城镇乡村被试的超验体验—神秘感维度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正是后继研究中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3.影响情感体验的个人因素

个人的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和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都会对宗教情感体验产生影响，研究选取了年龄、文化水平和职业三个维度，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见，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职业的维吾尔族女性在六种情感方面的体验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年龄越大情感体验越深刻；除平静快乐感外，文化水平越低情感体验越深刻，低文化水平者的平静快乐感体验和中等文化水平者无显著差异，但前者的平均分高于后者；不同职业者在六类情感体验上规律不显著，但总体来说，其他职业者的神秘感、归属感和恐惧感体验最明显，个体从业者在尊敬感、平静快乐感和安全感上体验最明显，各类情感体验中，国家公职人员体验最不明显。其他宗教信仰群体也存在老年人信仰更加虔诚的情况，年龄越大距离伊斯兰教所说的末日审判越近，这时多数维吾尔族女性开始学习宗教知识，按时履行宗教义务，随之而来的就是宗教情感体验更加深刻，访谈时有两个案例提到，现在还小，没有按时完成宗教功课，老了一定要补的。文化水平对宗教情感体验的影响与被试接受的教育、交往的范围有关，高水平者在学校里多接受过无神论教育，部分人内心深处对神的存在和作用的认识与低文化水平者不同，访谈时有的大学生就提到科学和宗教都提到人的形成，她们到现在也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高水平者多学习过科学知识，离开过儿时生活的环境，这些都使她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通过观察发现被试中的其他职业者多为家庭妇女，她们不像农民一样外出劳动，不像工人等有规律的上下班，她们中少部分人在家里做小花帽等工艺品，总体上，这些被试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能够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动，这可能是情感体验深的原因，家庭传统也可能是她们情感体验深刻的重要影响因素；佛教、巴哈伊教等宗教都有虔诚的商人信徒，在伊斯兰教中，个体商人的宗教情感体验也最为深刻，这一方面与商人能够自由安排时间有关，另一方面与商人“虔诚的信仰能够带来好的收益”观念有关；公职人员主要包括公务员、医生和教师等，她们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加之政策和工作环境方面的约束，与宗教事务接触较少，情感体验亦不深刻。

表5 年龄、文化水平、职业三个维度的方差分析结果

[image: ]


宗教信仰本身、仪式的执行、宗教信仰对世俗生活的规定和个人的年龄、职业等因素都会对被试的情感体验产生影响，相比之下，地理环境对信仰的影响较弱，这与调研时很多被试提到的信仰关键看内心的虔诚相一致。总之，要准确的了解被试的宗教情感体验必须将宗教本身和个体的特征结合起来。

三 对维吾尔族女性深刻宗教情感体验的思考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可见，被试情感体验的平均分处于3.68～4.23分之间，情感体验比较深刻，访谈资料更加生动地展现了被试的体验，如何看待宗教情感在宗教信仰中的地位？深刻的宗教情感体验反映出什么问题？这些都发人深省。

近年来，关于维吾尔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情况出现多种说法，有的说信仰强了，有的说信仰弱了，做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主要是看维吾尔族参加宗教仪式的情况，很多人用“五功”甚至“五功”中的“拜功”和“课功”作为评判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个标准难以做出准确的评价。如以拜功作为评价标准，多数人会得出城镇维吾尔族信仰弱化的结论，但本文对宗教情感的研究却发现城镇的情感体验均高于农村。国内外学者对衡量宗教信仰的标准提出了很多看法，但基本上都认可宗教情感的重要地位，因此，要对新疆维吾尔族女性的宗教信仰做出准确的评价，必须考虑维吾尔族女性的宗教情感体验。鉴于情感的内在性，要对其准确把握，除了科学研究外，保护维吾尔族女性正常合法的宗教活动也是了解内在情感体验的有效渠道。

神秘感、尊敬感和恐惧感等体验更多是由神圣对象决定的，平静快乐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可以在世俗社会中获得，维吾尔族女性从信仰中获得的平静快乐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体验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世俗社会在上述领域的无力，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基层的不恰当管理造成的，例如，案例20因为家里缺乏男性劳动力，年幼的儿子不堪忍受村里繁重的劳动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案例11在办低保的时候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而向安拉寻求帮助。政府向各族群众提供了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多种优惠政策，落实得好无疑可以增强维吾尔族群众的安全感，但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被试对合作医疗不满意，仅有四分之一的被试认为政府提供的帮助是及时有效的。基层组织是营造世俗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力量，十分之一的被试从未参加过政府召开的各类会议或组织的各种活动，超过45.0%的被试偶尔参加过上述活动，很多被试反映政府组织的活动多数就是说教和命令。让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维吾尔族群众生活幸福、充满安全和归属感是党和政府努力的目标，目前，由于工作方式、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原因，世俗力量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心实意为广大维吾尔族女性服务才能真正让她们享有安全、快乐的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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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视野

阿巴拉契亚当代拿蛇者中传统与变革的冲突

Ralph W. Hood Jr.

徐红红 奇巍 译


摘要：
 在支持某种宗教行为的宗教信仰与当前的文化范式产生冲突，而尝试去消灭该种宗教行为的时候，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就被激化。针对这种尝试所作出的一种宗教反应，是维护宗教信仰，而将宗教行为转入地下。在宗教信仰有绝对自由，但宗教行为只有相对自由的国家，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当代基督徒拿蛇者的宗教行为，则可能是美国最独特的本土宗教的例证了。我们使用了多层次、跨学科的视角来阐释这一独特的宗教派别，在什么是可接受的宗教行为问题上，其核心仪式与主体文化范式之间存在着冲突。


关键词：
 拿蛇者 阿巴拉契亚 传统变革 本土的

人们对美国当代宗教心理学的评价不一，有沃尔夫认为的这是一个“危机中的领域”
 
[1]

 ，也有埃默森等所认为的，正在取代戈萨奇（Gorsuch）所提出的旧有评价范式的“一种新型的多层次跨学科的范式”
 
[2]

 。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当代宗教心理学至少有一部分的“危机”源于过于认可实验研究法中的统计评估，将它作为评价所有研究的黄金标准，那么上述的不同观点并不冲突。这种标准忽略了历史，同时也否认了其他文化中存在本土心理学的可能。我们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把这称为“美国式方法论的偶像崇拜”，它使得某一种方法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方法
 
[3]

 ，忽略了文化差异
 
[4]

 ，并且局限在方法论的无神论中
 
[5]

 。我们积极呼吁新的范式，而且认为新范式不应该仅仅关注美国主流心理学常用的方法
 
[6]

 。其他人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方法多元论的观点
 
[7]

 。这也是科赫和利里认为的在普通心理学中正在兴起的一个一致观点
 
[8]

 。即认为实验研究法在适用性方面有其局限性，而心理学家们也应该更多地了解研究方法中所包含的哲学假设。这尤其体现在仅从方法学立场去探索文化差异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立场可能会忽略其他文化的本土特点，在有的情况中，则是研究结果无法解释实验室情境之外的现象
 
[9]

 。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重新审视多层次跨学科的范式，并且关注一种时常被标榜支持宗教自由的文化，所耻笑和诽谤的本土宗教传统。这种传统主要存在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宗教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麦考利所定义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特殊表达方式
 
[10]

 。正如我们将要说到的，一直以来这种宗教传统被不恰当的认为是代表了贫穷、匮乏和文化隔离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被美国主流宗教传统所排斥和试图对其进行改变的本土宗教的范例。

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特点是宗教信仰的自治，而这源自圣灵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常被称作“受膏”，我们已经用解释学和现象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方法的本质在其他文章里面有记录，也已经成功的用在跟阿巴拉契亚拿蛇者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中，比如拿蛇的体验，拿蛇者音乐的特点，即兴的讲道和濒死体验
 
[11]

 。下面我们将以受膏体验为例，介绍能够解释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体验重点的质性研究方法。

受膏体验

我们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来研究受膏体验
 
[12]

 。我们选择那些只有在受膏时拿蛇的人，之后用我们的方法进行深入访谈，寻找有关体验意义的主题结构，简要描述如下：

受膏的体验主要以感觉神降在一个人身上开始。这种体验包含了多种躯体感觉，但其中总会有神正在控制他的感觉。这种被控制感包括直接听到神的声音。伴随着这种体验，一种更深厚的赋权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可以免受一切伤害，并且觉得在当下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去拿蛇。他会感到自己被不同程度地拉走了，不再感觉完全地处于周围的环境、日期或时间中；当别人进入他的意识时，他会感觉有流动的光芒。这种美好的感觉难以描述——大概就像是高峰体验、喜乐、平安、爱和胜利一样——从受膏一开始就能感觉到，体验结束后仍然持续。

这种体验有点近似于轻度催眠状态，都有说方言和拿蛇的行为。然而，拿蛇者本人并不使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我们的研究方法也避免询问受膏是否像浅催眠状态，因为我们相信人们对自己的体验的形容跟自己的理解有关
 
[13]

 。因此，我们在这里阐述受膏时的背景，就像对于所有拿蛇者一样，是和受膏起源的宗教背景相一致的。在拿蛇者中，受膏的体验也是被蛇咬伤后濒死体验的关键部分，受膏以后被咬，他们就有了不会死亡，而会被拯救的确据
 
[14]

 。不过，受膏体验是所有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特征之一，即使不拿蛇的教会和信徒也是这样。对于圣灵的体验性接纳将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和该地区同样很常见的福音派原教旨主义教会区别开来。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体验而非解释。普遍认为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是一种心灵而非头脑的宗教。因此，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坐在心理学实验室里通过测量和实验研究来做宗教研究的学者们，讽刺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原教旨主义教会所做的只是字面解读和捍卫特定的经文，这其实是对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错误判断。

跟实验研究文献的观点不同，在接下来我们讨论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的时候，关于宗教信仰的一些模糊性和争议性都是可以被接纳的。正如麦考利所说“（模糊性和争议性）代表了世界本身的样子，世界本身就是微妙的、多元化的，而圣灵在从中调解”
 
[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复杂性源自于唯一被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认可的文化权威，钦定本《圣经》（KJV）。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所谓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流的新教传统对本土宗教的控制和改变，主要体现在即使不能消除拿蛇的信仰，至少也要试着消除拿蛇的行为。我们在别的研究里已经探索过模糊性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对阿巴拉契亚拿蛇者们的信仰很重要，也对《马可福音》结尾处明确提到的神迹的信仰有重要作用
 
[16]

 。为了理解这种冲突，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公正地对待宗教原教旨主义存在现实的模型。

原教旨主义的文本内部视角

所有的研究都由所研究现象的内隐或外显的假设所引导。很久以来，我们都感觉到，从基于测量的实验的角度来研究原教旨主义的心理学家犯了错误。这些研究的方法学似乎存在偏倚的问题，研究者所秉持的文化价值跟实际要研究的原教旨主义相差甚远，他们没有实地接触原教旨主义的经验
 
[17]

 。我们所采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外显模型已经在我们对拿蛇者的很多研究中使用过了
 
[18]

 。这种模型的核心概念就是文本内部性。文本内部性是指任何能够自我验证并因此成为绝对权威的文本。在原教旨主义基督信仰中指的就是《圣经》。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中，钦定本《圣经》仍是口头传统的一部分。对于认字的人来说，《圣经》常常是他们拥有和阅读的唯一一本书籍。对于不认字的人，口口相传也能让他们得到很多钦定本《圣经》的信息，因为很多人都能够背诵出大量的钦定版《圣经》的经文。原教旨主义世界观是重言式的，但这并不邪恶，文本内部性只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只关注专一的神圣文本来理解整个世界，而并不需要把散布在许多不同文本上的，不是绝对权威的信息整合起来，才能理解世界（我们称后者为互文性）。拿蛇者是钦定版《圣经》独一框架下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很少这么形容自己），而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则没有任何的教义权威。拿蛇者遵从自由至善论教派的传统，排斥一切《圣经》文本之外的权威。一定程度上来讲，拿蛇者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质疑钦定《圣经》的人也可能理解《圣经》的绝对真理，尽管理解可能不同；而比起针对某个信仰进行争论，他们更可能选择接纳自我的圣灵体验的多样性，不管这样的体验在阿巴拉契亚各个较小的教会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可以很容易地接受情感主义，但很难接受于后来成为美国主要的五旬节派教会相关的架构，这样的例子有上帝教会（the Church of God），它就深深根植于本土的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传统
 
[19]

 。上帝教会承认说方言是《圣经》所认可的圣灵洗礼的最初的躯体证据，同时它也是允许拿蛇行为的五旬节派教会中最主要的一个
 
[20]

 。拿蛇是最能体现传统和改革之间的冲突的仪式，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的冲突，拿蛇是阿巴拉契亚地区本土的宗教仪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不会找到，也不会被当今美国任何主要的新教教派所支持
 
[21]

 。

《马可福音》16：17-18

有关拿蛇的基础文本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钦定本《圣经》（和合本）里面这样写道：

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当代拿蛇者相信这段话的字面意思。其中一个旨意是条件性的，“若”，而一般认为其他四个是命令信徒必须执行的
 
[22]

 。这是一种文本内部性观点，这促成了早期五旬节派运动，引发了怎么处理《马可福音》中这段话的广泛讨论。对原教旨主义常见的嘲讽之一是，他们会教条的捍卫经文的字面意思，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原教旨主义者会努力去理解《圣经》的一些章节的意义，就像《马可福音》这部分的内容。这里我们会关注与传统和改革之间的冲突相关的两个历史事实。一个是有关五旬节教派拿蛇的真实历史；另一个是五旬节派传统里面对《马可福音》历史的探索。

针对拿蛇的五旬节派观点

研究五旬节教派兴起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太关注拿蛇行为在五旬节派运动的早期的作用，这是瓦克尔所认为的始于1900年结束于1925年（p.ix）的时期
 
[23]

 。然而，五旬节派的基础深深根植于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的本土传统中，尽管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接纳了五旬节派的情感上的虔诚，但是排斥他们所谓凌驾于所有自由至善论教会之上的权威，后者在强加的权威或构架面前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自治。上帝教会的官方历史学家康恩所著的书籍《如强盛的军队》已经再版过好几次
 
[24]

 ，在第一版中，他对拿蛇的描述只出现在一处脚注中。而在第三版也就是“最终版”里，康恩很不情愿的多描述了一些拿蛇在上帝教会中扮演的角色，但仍刻意地尽量将其影响和作用的描述最小化
 
[25]

 。不过，我们仔细的用档案法将上帝教会和上帝预言教会（the Church of God of Prophecy）（分裂出来的姊妹教会）传统中的早期文档中允许拿蛇的文档找了出来并做了记录
 
[26]

 。这两个教会都是由A.J.汤姆林森带领的，而且在早期都描述了康恩在与麦考利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阿巴拉契亚出口”（应该是指拿蛇）
 
[27]

 。

除了采用档案记录法之外，我们还记录了田纳西州多利池塘上帝教会（Dolly Pond Church of God）废除追寻神迹的传统的事件。这所教会在20世纪40年代因拿蛇而广为人知。而上帝预言教会最近一位的拥有人，不希望这间教会以其拿蛇历史为标志。很显然，上帝预言教会的牧师在教会形成时期尽量减少对拿蛇的支持和认可。他对传统的变革，同时发生在拿蛇的信念和行为上，试图同时消除二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转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去探索另外一件历史事实：《马可福音》面对的挑战。

针对《马可福音》的史学和解释学的挑战

批判性学者普遍认为《马可福音》结尾处是“加上的”或是由后人写成的。但即便《马可福音》16：9-20是后加上的，最晚到2世纪末的时候这一部分就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广泛流传了
 
[28]

 。古代教会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接纳和对其真实性的认可是“广泛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
 
[29]

 。特兰托公会议将其认定为正典，并且也列入了罗马天主教《圣经选集》
 
[30]

 。类似的，保守派学者认为，即使是后加的，《马可福音》16：9-20也仍然可以被认为是由神启示的，特别是鉴于五旬节派的传统很重视追寻神迹
 
[31]

 。托马斯、亚历山大和沃尔使用了伽达默尔
 
[32]

 的历史效应的论据，即在确定文本的正典身份时，不应该仅仅从作者的个人意愿出发，也要看它在传统中的有效使用和践行。这里我们不需要去探索不同的结尾，只需要明确最好的权威认为的书写《马可福音》最后一部分内容的不知名的作者，是由圣灵启示，而连贯地进行记叙，从而捍卫了基督信仰
 
[33]

 。他把《马可福音》补充为了完整的记叙文本。尽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解释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为何要特别提到拿蛇，但在《马可福音》16：17-18（可能在第一位作者马可之后70年，2世纪早期的时候写成）的记载之前，并没有早期的基督徒拿蛇的历史记载，而且直到19世纪末之前，也一直没有记载过拿蛇行为的出现
 
[34]

 。那么为什么这位受神启示的作者确信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要去拿蛇？

科尔福尔（Kelhffer）记录了早期基督徒在宗教教派之间会竞争“市场占有率”（这是理智选择社会学家的说法）。不只是诺斯替教，还有罗马和希腊起源的宗教。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人跟蛇互动的艺术表现作品，在非基督宗教中也有舞蛇的行为。因此，《马可福音》的后一位作者十分确定地呼吁基督徒，他们也能像别人一样，行“神迹和奇事”，其中之一就是拿蛇。他们也这样去做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1800年之后呢
 
[35]

 ？这问题需要实地研究来回答。

上帝教会的脱离者

进行拿蛇的教会有很多吸引人的名字；绝大多数教会分散在阿巴拉契亚的较孤立的区域。不过，绝大多数教会的名字里有“上帝教会”的字样
 
[36]

 。比如田纳西州德里奥（Del-Rio）的耶稣之名上帝教会（the Church of God in Jesus’ Name），或者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 Wayne）的“公路圣洁上帝教会”（Highway Holiness Church of God）。这些教会都比较小，而且就像霍尔特（Holt）很久之前提出，麦考利（1995）最近提醒我们的，它们和很多宗教流派一样是缺乏研究的。对于那些很少有书面记载的教派更是如此，而这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宗教中却非常普遍
 
[37]

 。上帝教会的主流教派拒绝承认这些小教派，就像摩门教不承认那些脱离出来的仍然允许和奉行一夫多妻制的姊妹教会一样
 
[38]

 。

我们旅行了数千英里来采访拿蛇者，采集口述历史，追踪当代拿蛇的渊源
 
[39]

 。对“为什么拿蛇”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描述，不仅来自上述的历史学研究，还来自20世纪的运动；早期的五旬节派试图追求神迹和奇事，其中就包括拿蛇甚至是致命毒蛇而不被咬，或者如果被咬，也不会致残或致死的令人惊叹的能力——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乔治·亨斯利：拿蛇的圣保罗

我们在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讨论，拿蛇看上去不太可能只源自于某一个人
 
[40]

 。这种行为的兴起需要有特定的环境条件，比如某地的蛇比较多，而且该地的信徒认可和相信《马可福音》16：18所说的内容。安德森和瓦克尔都曾记录我们也确认了的信息：拿蛇最可能起源的地域里，非宗教性拿蛇或舞蛇早已是民间传统。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乔治·亨斯利，是人们能找到的最接近拿蛇传统的圣保罗的人。他对拿蛇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布道的同时，也规范了拿蛇的仪式，在他于1955年佛罗里达的一次服事中被蛇咬死前，一直在进行传道和拿蛇。他是第37位被蛇咬死的拿蛇者，他之后到现在又有55位被蛇咬死的信徒。当然这只是有记载的死亡记录，可能还有死者没有被记载
 
[41]

 。

角色理论

我们发现桑顿（Sunden）的角色理论在描述亨斯利的影响上非常有帮助，原因有两个。第一，它是关注宗教体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适用于一般的五旬节派，也适用于特殊的拿蛇的五旬节教派
 
[42]

 。二者的信仰传统都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就像人们常说的“信仰是感知到的而不是被告知的”。第二，在解释宗教体验如何被塑造、成型时，角色理论将神圣文本作为核心角色，这也为我们曾提到的文本内部性提供了可能。

乔治·亨斯利在1912年加入上帝教会
 
[43]

 ，1915年获得牧师的执照
 
[44]

 。但在此之前，约在1909年或1910年前后，乔治就开始拿蛇
 
[45]

 。后来乔治向“查特怒加自由报社”的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时他在靠近田纳西州查特怒加的白橡树山山顶，遇到了一条响尾蛇。下面是记者对亨斯利的回忆的描写。

在布满岩石的山坡上他找到了他在找的东西，一条粗大的响尾蛇。他接近这条蛇，蛇发出嘶嘶的令人血液凝固的响声，但他仍在距蛇几英尺的地方跪了下来，大声向神祷告，求神去除他的恐惧，用“力量”使他受膏。然后他突然大喊一声，一跃而起，迅速向前抓住响尾蛇，用颤抖的双手握住了它
 
[46]

 。

亨斯利下山之后以此作为例据，向那些相信《马可福音》16：18的信徒宣扬这种宗教行为，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为了服从经文中的这项命令，其他人也开始模仿亨斯利的行为而拿蛇，这种神对早期基督徒就许诺过的神奇能力——即《马可福音》最后谈到的“神迹与奇事”。

如果亨斯利的拿蛇行为开始于1909年
 
[47]

 或者1910年
 
[48]

 ，那么现有证据显示，在最初的几年这种行为并未在蚱蜢（grasshopper）山谷区域产生多大的影响
 
[49]

 。那个时候，亨斯利和其他人拿蛇，回应他们的常常是嘲笑者，或是想吸引公众眼球的人，这些人拿着剧毒的毒蛇到亨斯利和他的追随者面前，挑战他们是否真的是《马可福音》16：18的忠实信徒。关于这样的事件，汤姆林森后来称“是伟大的奇迹，是一次复兴，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人从各地想方设法前来观看”。当亨斯利的拿蛇行为得到承认之后，上帝教会的带领者们支持了这种行为。另外，新闻报纸开始记录拿蛇的教义的迅速传播，多数记录都是从亨斯利的事迹来的。举个例子，1914年9月，亨斯利和海耶斯（M. S. Haynes）主教在克利夫兰南部上帝教会（South Cleveland Church of God）举办复兴会议。亨斯利在做关于异象的福音布道，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大蛇挑战他。当地的报纸《克利夫兰先驱报》报道了这个故事。A.J.汤姆林森随后对这件事进行了总结：

事情发生在周五晚上。有人带进来一条凶猛的响尾蛇。所有的圣徒都没有计划过或说过要做拿蛇的表演，甚至在开会之前都未曾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事。不过，神的大能成功的在这里展现，有几个信徒用手拿起了这条响尾蛇，没有一个人受伤。
 
[50]



我们用原教旨主义的文本内部模型解释了早期五旬节派对《马可福音》16：17-18的挣扎。我们的模型关注对《马可福音》结尾真实性的争论，而不是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一特定内容。也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拿起蛇作为异象之一呢。正如Bock提到的，《马可福音》加长的结尾处所提到的内容，绝大多数在新约里面其他地方也有提到，唯有拿蛇（以及喝毒药，我们这里不对此作讨论）是个例外
 
[51]

 。我们下面会看到，早期五旬节派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里面的故事中有用手拿蛇的行为，跟《马可福音》16：18的要求相似。当然，保罗只是出于意外拿起了那条蛇，但旁观者见他没有受伤还是感到惊奇。对此最有意思的评价之一大概是查尔斯沃斯在他关于蛇的象征意义的研究中谈到的，他肯定的说，“作者并没有提到毒蛇咬了保罗。或许毒蛇并没有咬保罗，从蛇类学看这很有可能，因为这条蛇当时正试图逃离火堆，正好发现保罗的‘手臂’比较安全”。不过，A.J.汤姆林森，拿蛇行为的早期拥护者，在Church of God Evangel
 一书当中，把保罗在马耳他遇到的事件按照《马可福音》结尾处的观点进行了解读。

保罗并没有刻意去拿起这条蛇。他根本不知道蛇在那里，直到蛇盘到他手上的时候，然后他就尽可能迅速的甩掉它。按照相似的推理，我们不该刻意去按手在病人身上，当我们不经意触摸到了，我们必须尽快的甩开，就像继续放在那很危险一样。
 
[52]



亚历山大说到，五旬节派运动最早期的几年代表了它们的“心与灵”。很多早期的五旬节派的成员被边缘化或被剥夺了权力，但也并非所有人
 
[53]

 。不过，他们跟卫斯理原始教会发生关联，试图重新夺回在早期教会的地位
 
[54]

 。亚历山大注意到，《马可福音》16：9-20在早期五旬节派的文献记载里面无论在地位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是至高无上的
 
[55]

 。一项比较研究写到，从1910年到1919年期间，在目前还保存有的《福音》（Evangel
 ）期刊中，有26处引用了《马太福音》28：18-20，16处引用了《使徒行传》1：8，75处引用了《马可福音》16～20章。另外，威廉姆森和胡德（2004）记载了上帝教会、上帝预言教会的发展状况，并认为五旬节派的发展与有关拿蛇的报道增多有关
 
[56]

 。并非所有的五旬节派都允许拿蛇，而汤姆林森谴责了无法行使所有异象的教会。当代的拿蛇者将那些排斥拿蛇（以及喝毒药），但同时接受《马可福音》16：17-18讲到的其他神迹的人，称为“3/5个基督徒”。

上帝教会和上帝预言教会是五旬节教会中最早支持拿蛇的两个教会，它们也因此受到了其他五旬节教会的挑战，比如五旬节圣洁会（Pentecostal Holiness Church）。五旬节圣洁会和上帝教会（the Church of God）是美国东南部最著名的两个教派。亚历山大在《五旬节圣洁会阵地》（Pentecostal Holiness Advocate
 ）杂志上找到了至少12篇批评拿蛇的文章或信件
 
[57]

 。因此，可以说，即使接受《马可福音》第9章第20节经文的教会来说，也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接受不同的文本内部解释和行为
 
[58]

 。很快，人们就将相信拿蛇的人看做追求神迹的信徒。直到1943年，在上帝教会的官方出版物《福音》上才出现了支持拿蛇的文章。然而，像我们先前说过的，信徒和嘲笑者都错误地判断了拿蛇的危险
 
[59]

 。经常拿蛇的信徒中，很少有从来没被咬过的。信徒相信，因为他们能拿蛇，就受到了神的保守。如汤姆林森所说，是爱的力量让蛇被降服
 
[60]

 。另一方面，嘲笑者认为拿蛇的行为里有花招。常常有人声称所拿的蛇是已驯服的，拔掉尖牙的，或者半冷冻的。但是这两种人都没能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汤姆林森的描述中提到的最后一句话，之前我们的引用中故意没有写出，他说：“有人被蛇咬了，但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61]

 。

蛇使人致残或死亡时

随着我们开始探讨蛇攻击行为的本质，我们进入了另一个解释的层面。在人类自由拿着蛇的情况下，毒蛇的攻击行为是怎样的，这点此前基本上没有实验研究探讨过。而讽刺的是，不管从世俗还是宗教的观点，都假设拿蛇者被咬的次数这么少，一定有其原因。同样的，即使他们被咬，也常常不会受伤，这是为什么呢？

实地观察

上帝教会内部早期的解释是，神在拿蛇者身边设置了保护，让他（她）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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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嘲笑者和旁观者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倾向于认为拿蛇的故事是骗局，拿蛇者要不是已经驯服了蛇，要不就是在拿蛇前冷冻了蛇。我们曾经好几次带爬虫学家到拿蛇的现场，他们所有人都惊叹各种蛇类——包括铜头蛇、响尾蛇、水腹蛇和眼镜蛇等——居然能够被人手拿甚至脚踩，而没有人因此受伤
 
[63]

 。

胡德在对拿蛇、蛇咬人以及人死亡的行为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基于数百小时的有记载的拿蛇经验来说，很显然对于任意一次拿蛇来说，最佳的单一预测为蛇不会攻击。而蛇咬人（B
 ）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即：1）蛇的种类（S
 ）；2）爬虫学家还未知的因素X
 ；以及3）拿蛇的频率（H
 ）
 
[64]

 。下面的公式则是对此的描述：


p
 （B
 ）=S
 +X
 +f
 （H
 ）

用这个公式，我们能检验一个简单的预测：越频繁地拿蛇的人，被咬的概率就越大。而在拿蛇者较多的团体中，蛇咬人的概率也较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早期五旬节运动中，随着拿蛇行为的常规化，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咬，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拿蛇，而拿蛇更加频繁的人，被咬的概率也就越大。事实也的确如此
 
[65]

 。而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不会受伤呢？

蛇咬的生理机制

在我们考虑上面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简单的进行另一个层面上的讨论，即人对蛇咬的生理反应，我们在别处有详细的记录
 
[66]

 。基本上我们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首先，蛇咬的伤害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注入的毒液的多少。毒蛇可能会“干咬”，也就是不释放毒液。这是对A. J. 汤姆林森的话“但是没有受伤”的一种世俗的解释。其次，不同种类毒蛇的毒液性质也不同，有些毒蛇产生危险的神经毒素（如响尾蛇），有些则产生破坏肌肉的毒素（如铜头蛇）。因此，铜头蛇咬人的案例中没有致死的记录，但是有很多案例都是致残，从损失手指到手臂肌肉萎缩等等。铜头蛇一般有40～70毫克的毒液，但是至少需要100毫克才能杀死一个成人
 
[67]

 。因此要有多条铜头蛇同时咬人才会致命。但是，有的拿蛇者会拿起铜头蛇的巢穴，有时同时拿着6～10条铜头蛇，因此多条蛇同时咬人是可能发生的，也可能危及生命的。不过，致死最多的还是响尾蛇和水腹蛇。最后，被咬的受害者自己会决定是否寻求医疗护理，许多人称他们的生死由神决定，因此拒绝治疗。我们已经有电影记录了若干没有接受治疗就死于蛇咬的拿蛇者。有时即使进行了治疗也不能避免死亡，但是及时的重症护理能够保证被咬者不因为蛇毒致残。在我们给出上面的简单的公式，以及蛇毒可能造成的生理损伤之后，相信读者已经能猜到我们的下一步了。我们要进行的也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是对教会理论的分析，特别是从宗教社会学角度。

教会理论，毒蛇，以及五旬节派的成长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记载五旬节派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世界范围内。不过我们还是想简单探索一下为什么后来成为五旬节派最主流的两个教派——上帝教会和上帝预言教会——要放弃进行拿蛇的行为。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教会理论中，宗派主义团体与他们的主体文化有着很紧张的关系。如果与主体文化的关系极端紧张的话，他们也不太可能管理好众多的跟从者。而还有什么比会致死和致残的宗教仪式更极端的呢？因此，很容易推论，随着因拿蛇而致死、致残的事件越来越公开，教会最终会放弃这样的仪式。就如前面所说，上帝教会和上帝预言教会也这样做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否认了拿蛇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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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些宗派主义团体与主体文化关系紧张的同时，教会理论也允许一些成员保持其忠诚，这从他们为了加入教会所作出的牺牲就能看出来，他们也就避免了所谓的“搭便车”现象。现今的一些脱离上帝教会的小教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规模不大，基本上分散在阿巴拉契亚地区，而它们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神学，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时候拿蛇可以成功，而有的时候拿蛇者则会被咬、致残甚至致死。我们需要记住，根据我们给出的公式，拿蛇频率高的人被咬的概率也高，其中有的是干咬，有的则比较严重可能致残，有的甚至能致命。拿蛇者对此一清二楚。同样，教会也知道，拿蛇者越多，被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好几个教会一起进行敬拜、庆祝的退休会上，蛇咬事件更频繁，这并不难理解：人更多，拿蛇更多，蛇咬也就更多。拿蛇者对于拿蛇有两种基本的论证。一种说拿蛇是靠着信心，也就是说，因为拿蛇者相信《马可福音》16：18节的含义，他们就能拿蛇。如果他们被咬、致残甚至致死，那就都是神的旨意。

另一种人拿蛇靠着受膏，并不是说受膏和信心冲突，而是说他们在拿蛇时身体感受到了圣灵的力量在保护着他们。许多拿蛇者只有在有这样的感觉以后才会同意拿蛇。如果一个人在所谓“被膏”的状态下被咬了，对此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对受膏的判断有误，或者这是另一种神迹，而非拿蛇本身。

这样，不管是基于信心还是受膏，因为拿蛇而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现实解释已经建立。现在我们只需要点明，在教会理论中，有两件事和这个现实有关：1）预测推崇宗派主义的团体放弃拿蛇的行为；2）预测反叛教会至今仍然遵行拿蛇的仪式。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在许多有拿蛇仪式的州，拿蛇是被法律禁止的，知道这点我们就必须进入另一个层面的讨论。西弗吉尼亚州是个例外，我们稍后也会解释原因。

法律反对拿蛇行为

若干学者都详细记载了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各州中，禁止拿蛇的法律的产生
 
[69]

 。基本上，制定类似法律的原因，在于拿蛇者的家长或亲属在越来越多地得知拿蛇可能的致残和致死后，要求州政府保护他们所爱的人，特别是对儿童的保护，因为此前有一个小女孩被咬的事件在全国媒体都有公开报道。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法律，拿蛇的仪式还在进行。有时拿蛇被迫转入地下，但也有的情况是有些社区或权威机构同情教会，尽管有法律禁止，还是允许他们进行拿蛇的活动。我们记录了一个案例研究，是在卡森斯普林斯（Carson Springs），尽管有两名牧师因为拿蛇死亡，但是拿蛇活动仍然在进行，两人中一人喝了番木鳖碱，另一个则在喝下番木鳖碱后被蛇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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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证明，尽管有法律得以通过、获得支持，但是法院的裁定并非基于事实基础。首先，似乎仅仅是拿蛇本身就让法院认为，a）拿蛇对拿蛇者很危险（事实如此），b）拿蛇对其他人也会造成危险（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有很多人会在拿蛇的现场，但是从来没有非拿蛇者被咬的案例。其次，法院似乎认为，他们必须保护一个成年人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处于危险之中，这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拿蛇的危险甚至不如一些被广泛同意的世俗活动，比如滑翔翼飞行、赛车或者职业体育。我们怀疑这里面有虚伪之处，并决定使用类实验研究进行探索。但是在进行类实验研究前，我们还得评论一下实地观察这个方法。

西弗吉尼亚州的例子

西弗 吉尼亚州从来没有反对拿蛇的法律。原因有二，第一，尽管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地图有多种绘制方法，但是所有版本中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是完全处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
 
[71]

 。尽管有人认为，该地区的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并非像麦考利所说的那样完全基于口述的传统，但是事实上一般根据文字记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忽略了很多西弗吉尼亚州的宗教历史。第二个原因则是势力强大的埃尔金斯家族。鲍勃和巴布是西弗吉尼亚州霍洛教会的牧者，两人现在都已经因为自然原因去世了。巴布在目睹了乔治·亨斯利 1935年在西弗吉尼亚拿蛇以后就开始了拿蛇的活动。因为霍洛教会和拿蛇者比较接受媒体，他们成为了著名人物。在芭芭拉的女儿哥伦比亚于1961年在霍洛教会拿蛇时被一条响尾蛇咬到后，霍洛教会愈加受到关注。因为拒绝接受治疗，哥伦比亚在四天后死于她父母的家中。在接受全国知名杂志People
 的采访时，芭芭拉谈起了哥伦比亚，她说：“她已经开始进行拿蛇一段时间了，这是她第一次被咬。我们问她想不想让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她说不想。她想让神在她身上行自己的旨意。”
 
[72]

 媒体很关注霍洛教会和一些其他的西弗吉尼亚州的进行拿蛇仪式的教会，比如在菲也特郡的Scrabble Creek Church of All Nations。后者出名是因为允许对拿蛇进行摄像，包括广为传播的电影《圣灵之人》（Holy Ghost People
 ，1968）。

当西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关开会讨论是否要禁止拿蛇时，巴布向他们呼吁要尊重人们的宗教自由。西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比其他州的更熟悉拿蛇，因此拒绝通过禁止拿蛇的法律，并且同意，对于信徒来说拿蛇是一项合法权利，尽管可能会致残或致死。我们希望通过实验室研究探索的线索，就是关于拿蛇的实时信息能够改变人们关于立法禁止拿蛇的态度。

这里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最高法院和州上诉法院都广泛同意，尽管宗教信仰的自由是绝对的（所谓“最高法院认为没有异端”），但是司法机关可以基于重大利益而限制宗教仪式
 
[73]

 。这也是大多数州立法禁止拿蛇的依据，尽管有《马可福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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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提到以上这些事希望强调，有一个广泛接受的假设，即，尽管许多含有高风险的世俗活动是允许进行的（比如赛车、职业体育等），但是宗教仪式不应该造成危险。

这个假设可以理性的辩护，但是也可能隐含着偏见。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假设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这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实验室研究了。

关于态度改变的实验室研究

我们的第一项研究要检验的假设是，对拿蛇的排斥既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考虑，也有可能是源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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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的偏见是基于两个因素的。首先，上诉法庭支持禁止拿蛇的法律时，引用的信息常常是不准确的，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关于拿蛇的很感情化的报道。例如，在一项上诉法庭的决议中称，由于拿蛇者和不拿蛇的教会成员处于狂暴状态，可能会给非拿蛇者造成危险
 
[76]

 。这是对受膏状态的很恶劣的扭曲，我们接下来也会对此进行证明；同时，这样的说法也没有理解教会的情绪性，这不仅是在拿蛇教会发生，也在许多阿巴拉契亚地区的教会中佷普遍
 
[77]

 。其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应该很“安全”、不应该涉及高风险的行为，这样的假设是无根据的，更不是基于《圣经》的教导。

我们使用了一种常见的实验室方法进行研究。我们制作了六张不同的插图，都是关于一个虚构的男性人物比尔，我们称他在加入了五旬节教会后重新发现了他的信心，还有比尔在很多方面都重新唤起了热情，其中就包括对于《马可福音》16：17-18节中描述的神迹的信心。因此，我们的六张插图基本完全一样，不同处在于每一张描绘了经文中六种情况之一，即：拿蛇，喝毒物，手按病人，赶鬼，说方言，或是参加查经小组（作为对照条件）。下面是其中两张插图的模板——查经和拿蛇。括号中的字代表有差异的地方。

比尔在加入五旬节教会后重新发现了他的信心。重新点燃了热情，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其中之一就是他很相信基督曾经说过的他的跟从者会施展的神迹。具体来说，他积极参加了（查经小组/拿蛇）的活动。比尔经常向别人谈起（查经/拿蛇）活动怎样更新、坚固了他的信心。他坚信自己再也不会加入任何不同意（查经/拿蛇）的教会了。

我们让六组被试分别评价六张图片，从而探究参与者是怎样评价比尔的信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即考虑比尔的信主是否：a）合理；b）可能长久坚持；c）有坚固的经文基础；和d）不幸。每张图片都附有我们的问卷，其中的问题能够收集到很多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宗教信仰，以及信仰对参与者的重要程度等。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信息来确认参与者本身就有宗教信仰，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请注意，我们要求参与者来评论比尔的信主的体验，不是基于参与者的宗教，而是基于比尔的信仰。鉴于我们这篇文章关注的是拿蛇的问题，我们就只讨论拿蛇这张图片和对照的查经小组图片的结果。

总体上来说，如果比尔信主是源于拿蛇，比起查经的对照条件和三个低风险的神迹来说，人们会认为其更不合理，经文的基础差，而且更不可能持续下去。基于拿蛇，比尔的信主也被认为是不幸的，甚至连虔诚的参与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像是对于独特的基督教仪式的合理排斥，但是通过更多的评估我们可以发现，这不仅仅是对于宗教信仰或仪式的理智的不认同。我们也在实验中加入了测量偏见的问卷，能够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参与者的偏见：a）刻板印象；b）对某团体的负面情绪反应；和c）行为回避。因此，我们对偏见的评估有行为指标（回避拿蛇者），情感指标（对拿蛇者的负面情绪反应）和认知指标（对拿蛇者的刻板印象）。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研究数据分析的细节，只要认识到，数据对照提示，因为理智原因排斥拿蛇者的人，也对拿蛇者有刻板印象，有负面情绪反应，并且尽量回避他们。因此，不能说他们的理智的排斥没受到三种偏见指标的影响。

我们的第一个实验揭示了人们对拿蛇者的态度比预想的更复杂。排斥可能是理智和偏见混合的结果。在我们对图片的评价类别中，许多参与者会选择“怪异的”这个词来形容拿蛇者，而这个词也是媒体在报道典型的拿蛇教会时使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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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证明，这个词的使用，会让专业人士难以准确地匹配拿蛇者的MMPI结果，对于没有病理倾向的拿蛇者，医师却因为刻板印象将他们归结为有病理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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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好奇能否去掉这样的偏见，而再去掉偏见以后，人们对于拿蛇和相关法律的态度是否会有改变呢？

我们在第二项研究中只做了两套拿蛇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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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一个为实验条件，是实际仪式的连续镜头，包括拿蛇、讲道和信徒对拿蛇的见证。另一个为对照条件，也是相同时长的实际仪式的连续镜头，但是没有拿蛇、讲道和见证的部分。研究中，有三组随机分配的被试，其中一组为对照组，两组为实验组。对照组和实验一组的参与者会在实验前完成测试，包括上文提到的偏见的测量，以及收集他们对一些问题的意见，比如拿蛇者的信仰虔诚度，拿蛇是否应该合法化。实验二组没有接受该测验。接下来，对照组观看对照条件的影片，其中没有拿蛇、讲道和见证的部分，而实验组都观看实验条件的影片。之后，所有的三组参与者都会完成另一个测验，与实验前测验中的项目相同。这样的实验设计意味着，如果实验组的两组试验后测验的结果不同，那么我们就能推断出实验前测验没有让参与者变得敏感，为了讨好实验者而在观看影片后改变自己对于拿蛇者的看法。实验组的两组在试验后测验中的偏见分数没有差别，因此预期效应并不是导致偏见改变的原因。鉴于此，两组实验组试验后测试中偏见分数所反映出来的所有对于拿蛇者偏见的改变，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观看了影片中所展示出来的拿蛇者的实际信息。

我们的结果很振奋人心，因为参与者在看到关于拿蛇者的事实信息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在看影片之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成员都觉得拿蛇者不真诚，而且应该有法律禁止拿蛇，但在看完影片后，两个实验组的参与者都改变了看法，认为他们很真诚，并且觉得拿蛇者应该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来进行他们的宗教仪式。不仅如此，可以推断两组实验组参与者这些改变都是由于看了拿蛇的视频以及解释该仪式的见证后，偏见减少了。因此，让拿蛇者在自己的宗教环境下表达他们的观点是个不错的办法，能够抵消主流媒体造成的刻板印象。不出所料，对照组参与者看完影片后并没有改变态度，仍然认为拿蛇者不真诚，而禁止拿蛇的法律应该存在。而这样的坚持也是由于刻板印象，这从试验后测验中的偏见测量中就能看出来。

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

追求方法学的多样性，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研究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理论，因为他们对于跨领域的研究和对于普通大众都有很大影响。有一段时间，关于拿蛇的最有影响力的书是拉巴尔的《他们能拿蛇》（They Shall Take up Serpents
 ）。拉巴尔是位人类学家，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很大的影响。拉巴尔曾经问了一个明显的反问句：“在哪（以及什么时候开始）蛇不是生殖器了？”
 
[81]

 孟德克曾对不同文化中蛇的象征意义有很广泛的探索
 
[82]

 ，而查尔斯沃斯则研究过基督教中的情况
 
[83]

 。拉巴尔对于蛇的生殖器象征至少是根据实地研究（大多为他的学生完成）得出的，对象则是阿巴拉契亚地区宗教的拿蛇者。但是大多数考虑蛇的象征意义的人们没有研究蛇对于实际拿蛇者们的意义。例如，查尔斯沃斯对于蛇的象征意义的关注在于《约翰福音》，而不是《马可福音》中他称之为附录的两段话
 
[84]

 。尽管他去过马拉喀什观察当地拿眼镜蛇的活动
 
[85]

 ，但是他显然从来没有研究过自己国家的后院里的拿蛇传统，虽然他确实提到《马可福音》中关于拿蛇的记录“有美国南部一些地区的基要派人士严肃地对待”
 
[86]

 。

我们很有兴趣研究拉巴尔对于俄狄浦斯理论的着迷对他在拿蛇上有限的暴露的影响
 
[87]

 。蛇的象征意义，很显然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故事和其他文化来源，而在文化想象中，蛇不仅和男性生殖器有关，也与女性生殖器（认为月经的原因是蛇咬），以及更重要的与死亡和复活有关（认为切除包皮意味着永生，就像蛇会蜕皮一样）。后者为我们在基督教背景下理解拿蛇的仪式意义提供了线索。

有大量证据表明，如果灵长类和人类不是生来就惧怕蛇的话，那就是他们很容易通过条件反射害怕蛇
 
[88]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点显然对生存很有意义。因此，蛇不仅象征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死亡与复活，也是死亡的概率的外在表征。那么，拿蛇的力量就可以理解了，蛇的象征意义和表征意义再次相遇，拿蛇的仪式不仅象征了死亡和复活，而且，随着每一次仪式都获得成功，死亡实际上被征服了。局外人没有意识到蛇有致残和致死的力量，而拿蛇者则早就知道了。至于蛇，我们觉得，象征和表征的结合也呼应了奥托所说的恐惧和着迷的结合，这是对蛇的神圣的恐惧和吸引产生的反应，让拿蛇的和不拿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然而，对于拿蛇者，这样危险的仪式是传统的一部分，不是追求危险和死亡，而是永生，就像经文里对“信的人”的应许。这样的对于伴有恩典的圣灵宗教体验的强调，正是麦考利认为最能定义阿巴拉契亚地区宗教的核心；而我们认为这也让拿蛇的传统充满光芒，这是对所谓的进步，却丝毫没有意义或拯救的进步的拒绝。因此，如上所述，西弗吉尼亚州，作为唯一一个全境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州，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立法禁止拿蛇的州，这并非巧合。

总结：本土宗教和对新范式的呼吁

对于新范式的呼吁响亮而明了。然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复杂的基于测量的实验研究或者调查研究，就像现在美国心理学的主流一样。这样的方法可能有用，但是仅限于特定的背景，讨论特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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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适用于所有研究的黄金标准，不是能把心理学钉在上面的金十字架。而跨领域研究，就像我们尽量展现的，则不仅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合作，也表示一个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将会使用各领域各自倾向于使用的不同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某个领域里可能并不常见或是已经过时。类似的，多层次地考虑问题也意味着方法的多样性，它们对于任何关于复杂的宗教现象的研究都是有用的。我们关于拿蛇者的研究就用到了档案研究、《圣经》文本批评的解释学探索、根据解释学方法分析的现象学访谈、对法庭裁决的研究、关于态度改变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帮助我们记录数据的关于录像的民族志学方法，我们也将这些录像存档，可以供其他学者使用。

尽管我们使用了从个体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拿蛇意义的方法，我们也没有忽略精神分析和进化心理学理论的价值，他们在联系蛇的象征和表征意义上有很大作用，而这样的联系也证明了蛇确实有力量激发真实的宗教体验。然而，我们也没有迷失在对血肉的仪式所做的文本和象征批评中。就像安德森注意到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原始的五旬节教派对于拿蛇的强调非常重，这也是因为当地的亚文化影响，当地长期有大量的蛇类，在五旬节教会快速发展之前很久就有与蛇互动的民间传统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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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档案中就有肯塔基州和阿拉巴马州的信徒成功拿起眼镜蛇的录像
 
[91]

 。

我们还发现，实验室研究可以揭示对拿蛇的理性排斥中掺杂的偏见，也可以展示态度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不相信拿蛇的人可以变得尊重拿蛇者的真诚以及他们相信拿蛇的权利。因此，我们欢迎新的范式，可能从哲学意味上不一定要是一个“范式”，而是指我们欢迎多层次的解释以及多种方法的运用，有些方法会在其他文化的本土心理学中出现。我们希望自己对于美国的本土宗教，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现代基督徒拿蛇者们的研究能够给其他文化的本土宗教研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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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的心灵健康：基于荣格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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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灵健康指情绪、心智、心理和身体的健康。中医认为这些能量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联系，而人通过宗教行为实践则使他们彼此补充，达到自性认知，从而在建立精神和心理健康上发挥了重大的支持作用。治疗的过程是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讨论，并提出如何运用宗教促进心灵的重新平衡以恢复健康。本研究同时也结合对孩子的健康幸福有重要影响的家庭关系的探讨。本文的核心部分展示了一系列个案研究，来阐释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工作的应用。这些案例体现了荣格的思想，即心灵健康和个体对完整性的追求相关。一旦追求受阻或遭破坏，人就会出现症状，从而寻求治疗，或转向宗教或参与其他文化习俗来寻求医治。人们通过冥想、祷告、诵经、音乐、密宗艺术、密宗礼佛、圣餐礼和朝圣的宗教习俗让一些非理性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精神领域，促成内心的再平衡以恢复健康。荣格强调研究深层无意识（他称之为“灵魂”或“自性”）中的非理性，他认识到实现健康需要平衡心灵中的对立成分，特别是有意识与无意识。应用建立在道教太极图之上的平衡和转化循环不息的原则，本文讨论了四个家庭的治疗过程。中国的宗教与它的古代文化相互交织而不可分离，在这一终极平衡原则的根基上，中国的宗教和宗教组织处在一片理想的土壤中，对治疗过程和完整性平衡过程的发展具有帮助。


关键词：
 荣格 心灵健康 平衡 完整性

一 心灵健康，平衡和完整性：荣格和太极图

心灵健康指情绪、心智、心理和身体的健康。中医认为这些能量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相互联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一生致力于理解人类灵魂和灵魂对于健康和幸福的追求。身为一名应用心理学家，笔者认为他的工作不可或缺。荣格研究了从疾病、失调到健康、完整的过程。他的人类心理模型成为共通语言。如今许多人都对这些概念感到熟悉：无意识、原型以及超验机能（超越功能）。对他来说，“治愈”的意思是“使其完整”。

荣格的灵感源于他的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内心都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完整性发展的结构。完整性观念形成了心理学与宗教之间的桥梁。当追求完整性的活动受阻或遭破坏，人们可能产生失衡症状，从而寻求治疗，或转向宗教或探索其他文化习俗，帮助其重新平衡内心对立的力量：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阳和阴、建设性和破坏性、内和外、阳刚和阴柔。荣格强调必须平衡对立双方以使人的健康和完整性成为可能。

道教就是基于与此相同的平衡的基本原则。太极图作为这一原则的原型曼荼罗（或坛城），将永恒的智慧旋转融入被人们冥想的深层心灵中。当太极图静止时，这些对立成分间似乎存在和谐的平衡，彼此决定和支持。当太极图转动时，这些对立成分在一个转化和整合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中互相交融。老子认为，所有的进程在达到极致后，将不可避免地回转，回到它们的根源中心。正是这种向心的回归，使转化的循环一直保持运行。卡尔·荣格的中心理论是，保持对立事物的张力直到超验机能带来一些新事物：一种意想不到的洞察力，一种精神的解答或能量的火花。决定圆周的曼荼罗的中心，就是所有表现形态的种子。

荣格看到了这个充满活力的人类心灵的原则映射在世界的曼荼罗中。在历史上，曼荼罗作为统一、平衡和超验的形而上学的符号象征，出现在每一种文化和宗教中。它们被用作冥想的工具，并被用来在灵性仪式中祈求超验经历。荣格将曼荼罗描述为心灵的地图和一种对静观内在生命的帮助，它是一种自发产生于梦境和幻觉中的原型意象，其结构既存在于微观原子中，也存在于浩瀚宇宙中。《道德经》（清）中排列成六方曼荼罗的八卦，深刻地阐释了人类在天地法则之中相互依存的关系。荣格将人类心灵同时看做这个交织的结构的参与者与反映者，详细地描述了在治疗过程中作为一种积极原型象征的曼荼罗。如同所有的原型象征，曼荼罗能够成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桥梁，促进自性与灵魂的沟通。

荣格对与灵魂对话很感兴趣，他描述了位于心灵中心的无意识深处的“灵魂”或“自性”。它用自己原型意象和符号的语言表达自身。探究自性或灵魂需要注意它的语言。宗教与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帮助人们学习这种语言并与它们自身展开更深层次的对话。

宗教和灵性仪式是有效的，因为它们充满了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的原型意象。它们允许心灵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内容像太极的旋转那样被整合到意识中，例如冥想、祷告、诵经、音乐、密宗艺术、正念、反复鞠躬、捻转、斋戒和朝觐。天主教弥撒礼仪也通过激活象征性的想象起到了同样作用。荣格用梦境、创意艺术和活跃的想象力提供了通往无意识并激活超验机能的途径。美国原住民和土著文化通过原型故事、击鼓、曼荼罗舞和同大自然的的交融来达到这一目的。这里的治疗关键是要重视和参与到心灵的非理性层面中，这样才能使建设性、创造性的内容从无意识中涌现。
 这对于今天这个变得过于理性并偏爱智力思考活动的社会尤其重要。平衡的实践是这样的社会获得稳定所必需的。

在荣格看来，治疗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双向作用和努力。梦、美术、雕塑、音乐、舞蹈动作、故事和生动的想象力成为治疗的工具。治疗的时间和地点变得神圣，在那里人们可以与自己的灵魂对话。治疗师没有让求助者走出他们自己，或者接纳一种由另一个人打造的信仰体系，而是看到了治疗的关键——住在自己里面，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他看到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涌现的东西会带领个体走向他/她的自然平衡。一旦内心体验整合到意识中，新的东西就开始出现在外部生活中。

我将介绍四个研究案例来阐明这个过程以及灵魂通过原型意象说话的方式。当它应用于个人、团体或组织时，我们可以研究这个动态过程。我会讨论我最感兴趣的家庭和儿童事务。这些年来我的职业生涯包括支持那些在子女教养教育方面挑战又时常遭遇困惑的父母。它涉及帮助生活成长中出现问题的孩子，也帮助成年人从他们自己早期童年的痛苦经历和功能紊乱中得到治愈。在我呈现这些案例之前，我需要稍微讲述一下美国儿童和家庭健康的研究和实践领域这个大框架。

二 家庭健康决定社会健康

促成社会稳定的因素一直根植于家庭中。这些因素包括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代代相传的形成了文化和社会连续性的期望。孩子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家庭环境中吸收它们，并形成了作为未来人际关系基础的人际交往能力。在被称为大熔炉的美国进行的研究显示，人们在童年所学到的人际交往能力是预测未来健康、婚姻、事业和幸福最重要的特质。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是哈佛的格兰特纵向研究。这些发现可能在以关系为其文化深部的中国会更有意义。现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人如何发展技能和态度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如何从童年获得的基本态度中自然地产生尊重、信任和同情？如果一个人显示出这些特质，生活中的一切重要的东西就都可以被建立起来。


这些积极特质怎样实现代际激发和传递？我相信它们是在家庭中开始的。在家庭中，孩子第一次感觉到慈爱、合作、尊重、信任、同情的存在或缺失。与祖父母的关系传递了文化的延续性和自豪感，夫妻间的关系为孩子学习尊重和友善提供了模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教会他们信任、同情和宽恕，与老师的关系促进了自信心和好奇心的建立，与其他孩子的关系则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相互依存和对友谊的喜悦。它始于童年，并于成年定型。

在中国，家庭在给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和志向上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现在既是人际交往能力的传送者，也是对现代全球化世界所要求的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的必要态度。当家里的大人不具备这些素质或当父母的人际关系不良时，孩子们会怎么样？在美国，我已经看到了养育不善如何导致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以及对他们成年后的影响。将人从狂暴、抑郁和成瘾中修复需要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在西方，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相比之下，预防是更容易、成本更低的做法，但需要一个受过训练的集体的力量来帮助父母成为他们所能够成为的最好的父母。

养育子女的行为在所有的国家都充满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可敬的传统和价值观。我曾有幸看到其中忠于家庭、乐于助人和宽恕过错的价值观。除了特定的文化模式，荣格还假定存在源于生物化学和大脑发育的人类行为的基本普遍模式。整合普遍的和独一无二的家庭行为的文化动力研究，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将是重要的。

三 基于荣格的观点的案例研究

我研究过家庭和个人走向健康和完整性的旅程。这些家庭来自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亚美尼亚、老挝和其他国家，他们的孩子由于搬迁进入美国学校上学。对于每一个家庭，我必须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特别是他们应对生活困难时本土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这一切的关键是要认识来访者用于家庭的成长和调节的动态支持系统的本土文化深源。不论他们来自何方，来访者向我呈现的共同问题是：潜在的婚姻危机、缺少教养策略、对儿童成长发展的无知、暴力的问题、酗酒和对疾病或不利境况的应对问题。

这里所呈现的案例在治疗过程中显现的原型意象具有代表性。里面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家庭。为了保证机密性，我不会透露祖国、居住地或母语的细节。我感谢你们的理解，希望你们能认识到这些家庭的挣扎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如果孩子还被祖父母、保姆抚养或寄宿在学校，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被进一步复杂化。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些案例的阐释，你能对荣格的理论感兴趣，并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工作中。

这些案例说明了治疗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一，如何倾听原型的语言，让无意识说话。第二，故事、艺术、梦和仪式如何在治疗过程中被使用。第三，父母的心灵健康如何有意无意地影响孩子。在每个案例中，孩子的天性、对完整性的个体追求都被阻挡或遭遇挫败。他们呼救的声音被直接关心他们的、勇敢的父母所听到，这些父母受过教育，非常善良并且深爱自己的孩子

案例一：这里没有秘密

第一个案例关于一个男孩，我会叫他“彼得”以进一步保证机密性。在这里我用他的案例来说明对事实的认识存在于无意识中，并能在治疗的过程提供帮助。彼得的母亲让我去看她9岁的儿子，因为他做噩梦，还开始尿床，这是通常在5岁时（这里使用西方的年龄记法）就消失的行为。据他母亲所说，他的父母婚姻幸福，且双双事业有成。最初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

我总是让孩子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故事，因为它能让我看到我们大体正在解决哪一块原型范围中的问题。故事给孩子一种方式来表达他难以言传的意思。孩子几乎无法直接讨论什么是错误的。没有词汇的解释，他们往往就不明白或只能含糊地了解。他们仍然生活在想象力比智力功能更加活跃的内心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游戏对孩子具有如此丰富的意义和学习作用。我发现在治疗儿童时，应用荣格对故事—世界的原型的理解很有效。传统的民间故事就像基督教的《圣经》和佛教的《本生经》的故事，它们将价值观和文化的教导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原型意象也是如此。

彼得告诉我，他最喜欢的故事是《杰克与魔豆》。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小男孩爬上一条神奇的豆茎进入了巨人的王国。他必须保持隐蔽以避免惹怒巨人，或者更糟糕的——被巨人吃掉。每当彼得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喜欢看书、画画、排列或讲讲故事。有时候，他会专注于杰克用来交换魔豆的牛，有时专注在豆茎，有时则专注于巨人的那只能下金蛋的金母鸡。他总是转移的注意力告诉我彼得还没有准备好把他的恐惧从无意识中带出来。

终于，彼得画了一幅画，这幅画表明他正在靠近问题的中心，给了我一个可循的线索。他画的是一个留着红色胡子的黑色大巨人。巨人是一个原型意象，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彼得无意识中的恐惧。画画的时候，他的笔触强劲而大胆，他的身体紧绷，他持有蜡笔的拳头紧紧握着。画完以后，他不想跟我谈那个巨人。

那次会面后，我问他的母亲，我能否与彼得的父亲见面。我邀请了他三次他才来。当我终于见到了他，我了解到他是一个严重成瘾的酒鬼。他的妻子向我保证，彼得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喝醉，彼得不知道他的父亲酗酒。然而，彼得的故事告诉我的却与此不同。荣格会说，彼得的潜意识不仅知道，并且通过他的恶梦、尿床警告他，在他的世界里有什么非常不对劲的事情。

酒精成瘾是家庭中最严格保守的秘密之一。父母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可将这个伤疤带到成年。彼得很幸运，他的父母回应了他深层自性或者说是灵魂的语言所表达的潜意识的呼救。彼得的父亲得到了专业帮助，参加了匿名戒酒互助社，他们的家庭最终恢复了健康和平衡。

荣格和匿名戒酒互助社

成瘾治疗有详尽的记录。匿名戒酒互助社（AA）的形式在西方所有的干预措施中一直都是最成功的。它始于把问题转移到“更高的力量”或“个人理解中的上帝”的非理性行为。自觉地执行匿名戒酒互助社的十二个步骤的程序，与进行精神仪式相似。

荣格对AA运动有重要的影响，曾在1961年与它的创始人通信。他指出，拉丁文中“精神”和“酒精”是同一个词。他写道：“对酒精的渴望等同于我们的生命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对完整性的精神渴求（作为用古老的语言表达的与神的联结）。”在信中，荣格令人鼓舞地写道：“唯一正确和合法地经历（完整性的）方式是，它在现实中发生在你身上，并且当你走上领你通往更高领悟的道路时只能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通过一个慈悲的行为或通过与朋友诚实的个人接触而实现这一目标，或通过心灵的更高的教育超越单纯的理性主义的局限。”

在这里，荣格的完整性理念再次成为心理治疗和宗教之间的桥梁。他将完整性的内心体验比作一种“超自然”的体验，并认识到它发生在宗教和非宗教的所有文化中。佛教称之为“开悟”，基督徒称之为一种“复活”的经历或与上帝“联合”，印度教可以称之为“启明”。有神秘主义者和与其相类似的居士的著作尝试描述超自然的内心体验。由于我们不知道超自然经验的起源，所以宗教把他们放在了神圣恩典起源的神秘境界当中。荣格称它们是人类心理的健康体验，无论处在正式或非正式信仰结构中的每个人都有体验到它的可能。他认为它们起源于被称为灵魂或自性的心理深层潜意识部分。

案例二：寻找声音

第二个案例关于一个女孩，我将叫她“莎莉”。她的案例用来说明治疗过程中曼荼罗的自发显现。莎莉的家庭有着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女孩子们有时会在肉体上或精神上被父母遗弃。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这样的文化。莎莉的父亲非常外向，喜欢掌控，她的母亲则很安静内敛。他们之间有种无言的紧张。她的哥哥自信而又外向，莎莉却极其害羞。她在家里和在学校时都只跟她的哥哥说话，只有偶尔听到他们的谈话，才让人能够确定莎莉的语言发展是正常的。她会说英语和她的母语，但是，她并不怎么说话。

当孩子感到自己没人要或被无视时，这种想法对自性概念的破坏很难被完全理解。通过我的工作，我已经认识到亲子关系的某些方面是非理性的。荣格提到了这些存在于无意识中并驱动行为的方面，这些都不为父母所知。在这个案例中，存在于亲子关系中的无意识动力中的某些东西在早期联结阶段被打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莎莉的父母都没有把她看作一个有价值的独立个体——一个生来拥有她自己独特的精神，并能在生命中找到她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道路的个体。这使得孩子很难在她自己的人格发展中建立自信。

我对莎莉的治疗是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去探索并增长能力，从而产生自信心。我也让她的母亲与我合作共同实现这一目标。莎莉最喜欢的故事是《汉泽尔与格蕾太尔》。这是一个关于一对被父母遗弃在森林里的兄妹的故事，他们的父母由于太穷而养不起他们。这两个孩子必须自己面临成长过程中的危险。莎莉画了很多汉泽尔与格蕾太尔的图画，除了她的最后一张画外，他们总是一起出现。

在莎莉不喜欢画画的日子里，她就搭积木。她总是试着搭同样的东西：四面墙呈正方形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保护性的围墙。呈方形的圈显示了中国佛教密宗艺术的曼荼罗。莎莉永远无法在不撞倒另一面墙的情况下完成一面墙。她具有能够完成精细动作的灵巧性和相应的认知发展水平，但接二连三的事故会使墙一次又一次地坍塌。这看着令人沮丧，但我还是用温和的方式鼓励和肯定了她的工作。

莎莉继续在画画和搭积木之间转换，并总是在完全的沉默当中。当她终于建成了没有缺口的四方形围墙，治疗有了突破性进展。在荣格的说法中，莎莉已经建立了可以容纳自性和保护自性的内在心理结构。之后的一周她的汉泽尔与格蕾太尔的图画中出现了由顶部有圆圈的魔棒形成的经典曼荼罗意象。出自灵魂之声的这两个曼荼罗预示了一些事物的新生。接下来的一周，她的画中只有格蕾太尔一个人而没有她哥哥在一旁护卫。在图画的底部有一只红色的鞋。根据荣格的理论，鞋是一个人在世上的自我立场的象征。他注意到当来访者寻求治疗时，有时候会梦到鞋子。这里莎莉画了一只红色的鞋。两个星期后，她开始跟她的老师说话。她的信心现在足够强大，大到她能在学校发出声音了。

将孩子培养成一个自信的成年人需要在过少和过多关注之间、现实和不现实期望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对所有孩子或者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效。了解认知发展的模式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荣格有关心理类型的著作中所介绍的最有用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感知孩子在不同年龄段处理情绪、感觉和认知的个人的独特方式，对于我们了解如何指导那些特殊的孩子具有明显的帮助。这种感知，再加上母亲的直觉和父亲的敏感性，就能让教养成为一门创造性的艺术。

荣格和女性价值

莎莉的案例研究让我们讨论了在荣格的完整性探索中的另一个主要议题。荣格看到每个人都有男性和女性两个方面的特质。他详尽地写下了女性特质在20世纪的欧洲被完全湮没。欧洲的历史及其社会政治、宗教和教育体系结构皆由男性主宰。荣格看到了忽视来自深层自性的女性的声音而仅有男性一面的巨大危险。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集体层面，那些被视为女性的品质就不能用于向社会提供直觉智慧和精神平衡。在个人层面上，个体向世界充分显示其女性面的本能被否认。荣格看到了在个人和社会中平衡阴阳两种元素的表达的必要性。宗教有助于表达精神或女性层面的声音，因而在这种社会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案例三：古老智慧的呈现

第三个学生我叫他“克雷格”。克雷格的故事显示了个体无意识是如何利用它所有的财富联结到集体无意识的。由于完成高中学业有困难，克雷格被建议接受了心理—教育测评。他曾成功完成早先的不需要抽象推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年级的学习。他表现不佳是否由于糟糕的英语水平还是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他已经接受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的指导好多年了，我所在学校的其他移民的孩子也都是一样。

测评结果显示克雷格在许多认知领域中存在学习障碍，包括在空间和语言上。所有的心理—教育测评必须用学生的母语进行。测评完成后，分析师透露，克雷格说母语也有问题。在美国，学校会在必要的时候向明确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特别的指导和学业支持、言语治疗、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辅导。这些服务在学校免费提供给有资格的学生，直到他们21岁。克雷格已经在学校被给予了他所需的多种支持，我的工作则是给他的父母提供支持。

对于所有的父母来说，接受孩子的不健全并应对它所带来的挑战和限制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一些文化中，羞耻、内疚和孤立的附加因素加深了感情痛苦。克雷格的父亲选择不再参与进一步的会谈，但他的母亲仍坚持每周过来与我交谈。我的办公室为她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使她能够表达隐藏在内心的痛苦情绪。克雷格的家庭来自不鼓励宗教信仰的文化背景。她努力地寻找一种方法来接受这个令人失望的现实，使它感觉起来有意义、有希望。她纠结于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就像古代以色列人民那样。

在忍受这种紧张情绪一段时间之后，克雷格的母亲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看到她的儿子在一个莲花池里玩耍。莲花是东方宗教的原型意象。在佛教中，扎根在淤泥中而开放在阳光下的莲花是超验的象征。佛陀经常被描画为坐在一朵有许多花瓣的开放的莲花上。观音的常见形象则是手持一朵长茎的莲花花蕾站立在一朵完全盛开的莲花之上。莲花通常出现在精神、密宗和中国艺术的曼荼罗的图形中。

这个梦预示着克雷格母亲的一个崭新的开始。众所周知，只有做梦者能解释他自己的梦。当克雷格的母亲让她的儿子显露在新的亮光之中，她读懂了她的梦。她开始关注他纯洁和善良的本性，以及他带到她生命中的爱。她开始为他设想一个能够利用他手工艺术上的天赋和能力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个梦来自她心灵的另一边，帮她看到一个生活的非理性层面，能够将淤泥的黑暗与开花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呈现。虽然克雷格的母亲在理性上并没有从她古老的文化中意识到治疗的意象，但是她的灵魂仍然能够在她需要的时候被接通。

荣格和《太乙金华宗旨》/《金花的秘密》

荣格描述了个体无意识能被嵌入到更大的集体无意识中，并能利用其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财富。他的讨论引入了《太乙金华宗旨》（《金花的秘密（迷）》）的翻译，强调这一中国的超验象征在这里与母亲来自集体无意识的梦相结合。荣格因从中国古代发现这个曼荼罗原型而喜出望外，并把它作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心理结构中的证据，就像是所有人无论种族和外表如何，他们身体的内部器官都是同样的。荣格把“原窍”或“金花”比作在这一文献中所涉及的黑暗中的光源或找到了曼荼罗中心的人的意识的扩大化的统一：玉城之帝室中的金刚体。他引用了中文文本：“修士不明此窍，千生万劫，慧命则无所觅也。”

案例四：作为工具和仪式的曼荼罗

第四个案例中的学生我将叫他“安德鲁”。安德鲁的故事说明了曼荼罗被作为集中和平衡的工具使用时的成效。安德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喜欢阅读，在数学和需要死记硬背的学习科目上都表现得非常好。他不善于与人沟通，避免社会接触。如果有人触碰到他，他会变得心烦意乱。他用他大部分的课余时间考虑太空旅行。在午餐时间，他会一个人待着，剧烈地甩他的手。当我问他为什么甩手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把电流甩出去”。

我经常将曼荼罗图案应用于我对成人和儿童的治疗工作中。在我的办公室，我保留着一些被画在平整白纸上的中心不定的圆圈图案。来访者根据他（她）的喜好自由决定是否也来画一个。每当安德鲁走进房间，他总会画一个曼荼罗。他会坐在桌旁，开始画他称为“电流”的细的曲线。这些线看起来像是随意画的，从未穿过圆心或形成常见的几何图案。尽管有许多颜色的蜡笔可以用，它们总是被画成黑色的。我会静静地坐着观察，怀着尊重做他工作的见证人。

多年以后，已成为一个年轻人的安德鲁出人意料地拜访了我。我无法将这个留着一脸络腮胡的高大的年轻人与我从前认识的那个学生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也来对我说过感谢，那时他虽然学习了这个社交技巧，但仍然因为他的极端内向和敏感感到不自在。但在那一天，他感谢我给他的“头脑清理器”，并告诉我他仍然每天使用它们。他重新命名了曼荼罗，现在称它们为“头脑清理器”。显然，在我的办公室安静地与那些圆圈共处，使得安德鲁在面对教室的挑战之前，集中精神并平衡了自己。而让我感到有趣的是，十年后他仍然在使用它们。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发挥一个古老的原型象征的内在效用。

曼荼罗的意象触及灵魂深处。它承载了一个人平衡和超验的意象，无论他是否意识到了那个信息。广告领域的现代研究记录了意象的无意识作用和它们下意识地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曼荼罗的意象是如此的原始和简单，无论在佛教寺庙中塑像的中心、在中国密宗艺术中、在基督教的变式中还是在一本上海某家医疗诊所的小册子上出现，都能立刻被认出来。

作为冥想技术的曼荼罗

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详述一下曼荼罗怎样被用作冥想的工具。它可以在宗教仪式、学校班级、治疗过程或是家庭时间中被使用，对成人和儿童都有效。曼荼罗的中心代表灵魂深处或“原窍”，圆周代表意识的扩张。想象一下那个在你体内心脏部位的圆的中心点，在胸部的水平位置。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体内的这个中心点上。如果你的精神开始游离，温和地用你的呼吸将你的注意力带回到你的心脏中心。专注于一个简单的意象来安静你的心灵，放松你的身体。深入到这种平静的状态中后，渐渐将你的知觉扩大到那个现在正环绕你整个身体的曼荼罗的圆周。让圆的周长扩大到超出你的身体，进入无限的空间。你的意识会在这种扩张中放松。忽略外来的所有想法，并维持你意识膨胀的感觉。

每天练习这种冥想的方式，能清空你的头脑，让来自更深层自性的东西出现在这一过程的两个时刻中的其中之一：不是在意识平静下来并深入到中心点时，就是在它完全释放到无限中时。有些人在专注于胸腔内的中心点时经历了旋转的感觉，映射出在中国寺庙中的佛的胸部出现的旋转的曼荼罗。将注意力投注在曼荼罗上就像把一支箭射向靶心。深入到中心或扩大圆周既起到平衡心理的作用，又能够激起灵魂的声音。复杂的曼荼罗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通过其他的方式。

结论

通过孩子们的灵魂之声，这些案例证明了无意识的积极表达和它引导人们实现健康和完整性的能力。它们表明原型意象的确在治疗过程中起作用。它们阐释了家长的健康和儿童的健康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治疗可以提供一个支持人们重新平衡、愈合以及应对生活困境的环境。预防治疗的需求是宗教和宗教活动在社会中一直发挥着的作用之一。

总结我们对荣格工作的探索，我们回顾了“平衡对立因素”在治疗过程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特别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立。我们探索了在这些对立中建立桥梁的“自性或灵魂的声音”，它说着自己的“原型意象和符号”的语言。我们探视了作为超验象征在人类心灵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中运行的“曼荼罗”的更深层的特定原型意象。具体到“太极图”的曼荼罗，被用来图解人类心灵在追求“完整性”的不断扩展的旅程中平衡、超验和整合的过程。

太极图和荣格的工作表明，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对于建立健康和幸福同样重要。平衡是不断向内和向外、吸进来和给出去的过程。在中国，内在生命通过丰富的文化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在公园和绿地的自然之美中，在鼓励冥想的寺庙或教堂圣所的静谧中，在能舒缓紧张的情绪的精神音乐中，在迸发着象征性想象的密宗艺术中，在包括书法、打鼓和太极的将一个人带入他的内在灵魂的传统中，都能找到灵魂之粮。即使在放风筝这样一个娱乐行为或在挂红灯笼这样一个象征着盼望的行为中，一个人也能找到超自然的种子或是灵魂的呼唤。

中国的宗教并不独立于它的文化，而是与道家的平衡法则交织在一起的。太极图在转化和整合中旋转，超验的终极原理通过太极图对称的两个中心融合成和谐的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传达出来。这个古老的智慧可以被用来在巨大的变迁和变革的时代提供支持并维持稳定。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中国的宗教和宗教组织能够很好地协调起来帮助人们建立健康平衡的生活。这样的良好环境使得它们能够支持家庭养育出健康的孩子，这些孩子将能够用他们自己内在的平衡和幸福传承文化，维系未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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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和精神性经验，例如冥想、祈祷和仪式等在生物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相关的描述和宗教文献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近年来，考察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生理和生理相关的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考察了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心理学机制，包括对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现象学方面的简单回顾，还有现有数据的汇总呈现，未来发展的模式，并为未来分析这些经验的生物学来源以及这些经验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


关键词：
 宗教和精神性 经验 神经心理学 生物学 心理幸福感

宗教和精神性经验，例如冥想、祈祷和仪式等在生物医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相关的描述和宗教文献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近年来，考察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生理和生理相关的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这些经验很可能是由于早期灵长类及后来“智人”的大脑各种结构变化发展而形成的。“智人”大脑机制的联结带有“宗教基因”，这在历史上似乎与宗教传统的产生相伴随，而这些传统自从史前时代以来就持续渗透在人类社会中。根据这一进化论模式，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生物学、神经心理学的相互关系逐渐开始被认同。而且，通过考察神经生物学相关的研究，从宗教和精神性经验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实践出发，可以发展出一个复杂的模式。更具体地说，大脑功能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而与身体的其他生理机能相互联系。大脑中认知过程和自主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可以使人们对从“敬畏”到非常神秘状态的各种精神性经验进行更加彻底的认知。因此，从现有文献来看，神经心理学发展模式的基础引导着未来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现在使用最先进的大脑成像技术可以测量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系统，以及其他生理学机制，并且可以应用这些技术来考察宗教经验的大脑功能，例如，冥想、祈祷和仪式经验。

本文考察了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心理学机制，包括对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现象学方面的简单回顾，还有现有数据的汇总呈现，未来发展的模式，并为未来分析这些经验的生物学来源以及这些经验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

一 大脑进化和精神性经验

长期的进化促使大脑两个半球中复杂神经元联系的发展，也使大脑的核心机制与较原初结构（例如边缘系统）的联系更加紧密。最重要的是，大脑进化的复杂性为人类提供了描述外在环境、解决生存必需的认知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强的能力。除了纯粹的认知方面，大脑的进化导致了人类的社会化，而家庭单元、社区和社会具有更大的进化优势。那么，问题在于，大脑的这些进化改变是如何导致精神性经验、宗教和仪式发展的呢？

从功能上，大脑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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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前已经将这些功能归类为认知运算符。“认知运算符”这个术语指代潜藏在某些广泛的认知功能范畴之下的神经生理机制。因此，这些运算符不是在字面的意义上存在，而是在考虑整个大脑功能的情况下才有用。认知运算符的概念与认知模块等更加普遍使用的概念相似。然而，我们也已经提出认知运算符指代大脑更加普遍的功能。认知运算符包括从个体中抽象总体，从外在事实中感知因果关系，从外在事实中感知空间和时间序列，并将事实因素的序列归入因果关系的链条中。最后一种功能可能产生对外在世界的解释模型，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虚构的。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在这里描述所有这些运算符的神经生理基底和神经解剖学的网络。然而，在描述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时候有几个运算符可能是有用的。

因果关系运算符是从感知的抽象角度来解释事实因素的因果关系序列。这一因果关系运算符的功能源自大脑左半球的顶下小叶，主要在左半球的额叶前凸，还有其神经的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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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关系运算符在宗教和精神性的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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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运算符将一些反映主观认知的因果序列的既定事实还原为最初的指标。鉴于任何既定事实对应原因之明显普遍的人类特征，已经假定如果最初的指标不是由感测数据给出的，就是由因果关系运算符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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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科学不会假定最初的指标或者事实的第一起因，除非它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或者能够立刻从观察中推断出来的。在“日常生活”（非科学的）情况下，这种因果关系的运算符仅仅产生了事实链条的最初指标或第一起因。我们提出，在事实链条没有可观察的或“科学的”起因解释的时候，神、权力或者某些其他能够成为原因的概念就通过因果关系运算符而自动产生了。如果情况如此，在没有任何原因对应最初指标的情况下，因果关系运算符很可能会自发地对事实发挥作用。

如果因果关系运算符必定要分析事实真实性的话，那么人类毫无选择，只能通过充满人格化的力量来建构神话，从而解释这个世界。神话在本质上可能是社会性的，而它们在梦、白日梦或者个人其他虚幻的方面可能是个体性的。然而，面对反复无常的宇宙通常出现的情况，只要人类意识到他们存在的偶然性，他们必须通过建构神话来对自己在宇宙中进行定位。因此，他们建构了神、灵、魔鬼或者其他人格化力量，通过他们，人类能够契约性地处理事情，从而对反复无常的环境进行控制。

我们认为，对于精神性经验特别重要的第二个运算符是整体运算符。这一整体运算符允许将事实看作一个整体或者一个格式塔，从特殊或个体中抽象出的更大的处境模式。整体运算符很可能位于右脑（或非显性的）顶叶，更具体地说位于顶上小叶及其毗邻区域的后部，人们发现这些部位产生了感觉输入和各种抽象概念的整体（格式塔）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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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是，注意到这一区域位于左半球为逻辑—语法操作提供神经解剖基质相反的区域。因此，右顶叶与事情的整体方法相关，而左顶叶与更简化还原的进程相关。我们接下来会考虑这些各种建构和关联的结构是如何与宗教和精神性经验建立特定联系的。

二 获得精神性经验的方法

在考虑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心理学模式的时候，重要的是描述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我们先前提出，通过两种主要的方法范畴可以获得这些经验：群体仪式和个人冥想，例如祈祷和冥想。现象学的分析显示，这两种类型的实践在两个维度上是类似的：（1）涉及敬畏、和平、平静或狂喜等主观感觉的间歇性情感释放；（2）与上述情感释放相关的不同程度的单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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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单一经验是由对自我和外在世界之间界限逐渐增加的感知和意识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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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种维度也可以导致对其他可感知到的个体之间统一性的感觉，因而产生群体意识。在极端的情况下，单一经验最终可以导致所有实体存在界限的废止，从而产生一致的单一性或者我们称之为绝对单一存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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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当注意的是，群体仪式和个体冥想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叠，彼此都在另一方面起作用。事实上，可能是人类仪式的礼节提供了获得神秘经验的“一般”人（“一般”是与那些通常参加深度冥想的人相区分，例如宗教性非常强的僧人）。这决不意味着神秘主义者或擅长冥想的人对仪式礼节的影响无动于衷。准确地说，因为从冥想中产生的这些深刻的单一经验，比起一般人来说，神秘主义者实际上可能更容易受仪式礼节的影响，尽管这还没有得到证实。可能的结论是不管对正常人或是病人来说，最有效的仪式礼节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强有力的技术。而且，因为其必不可少的公共层面，它似乎比冥想或默祷具有更加无可估量的社会价值。尽管比起群体仪式产生的相对短暂的光芒，冥想和默祷可能会产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单一状态，但是它们几乎都是孤独的经验。

关于人类的仪式礼节，因为它们可能既被用于积极的目的，也有破坏性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在道德层面，它们似乎是中立的技术。因此，根据作为其基础和表达对象的神话来看，仪式既可以推动社会的破坏层面也可以使其最小化，既可以推动一切攻击行为也可以使其最小化。Turner（1969）的“共同体”概念作为强有力的单一社会经验，通常来自仪式礼节，我们可以说，如果神话在仪式中道成肉身，即将单一经验只应用在群体或种族内部，那么其结果只是“部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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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内部的攻击被这一仪式产生的统一经验最小化或消除，当然这也是事实。然而，这可能只有助于强调这一群体的特殊凝聚力，而其他群体的情况有可能是相反的。结果可能是，即使群体内部的攻击在减少，而群体之间的攻击在增加。当然，神话及其具体化的仪式适用于某个宗教的所有成员、某个国家、某种意识形态、所有人类，还有所有真实。很显然，随着包括在单一经验范畴中的某一方面（仪式）的增加，总体攻击行为的数量在下降。如果某一仪式礼节赋予所有人类整体以鲜活的生命，那么个人就会大概经历“共同体总体”的短暂感觉。这样的神话—仪式经验接近冥想状态，例如Bucke（1961）的宇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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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极其重要的视角在人类民族志学中的群体仪式中是不常见的。

三 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的神经生理模式

直到如今，先前的模式影响着对近期的神经影像、神经化学、激素和生理学研究，下面描述的模式是对先前模式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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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模式的目的是为可考察和比较的宗教经验和实践的很多不同类型提供基础。正如图1所显示的，这一模式开始于前额皮质，表明它与丘脑、顶骨枕角、边缘系统和植物性（自主）神经系统有很多复杂的联系。而且，现在看来，很多兴奋性、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在这样的实践和经验中发挥了作用。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和几种其他的分子可能与这些经验的各种现象学层面相关，因此在这个模型中也需要考虑这些。可以预期的是，根据特定的实践、仪式、传统和个体差异，特定的机制可能有些许不同。然而，这一模式集中在这些经验的现象学层面，它为与宗教和精神性经验相关的经验多样性提供了信息，包括感觉、认知和情感等层面。因为有大量可用的数据，这一模式最初是利用冥想实践为主的研究信息发展而来的。然而，这一模式很可能被应用于很多实践和经验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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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明：该图是对于冥想状态相关的神经生理模式的图式概览，这一回路一般适用于大脑两个半球；然而，很多原创性的活动是在右半球。

1.前额和扣带回的活化作用

大多数冥想、祈祷和其他默想的实践需要某种程度上的持续关注。这可以定位成一种可视化的客体、咒语、祈祷或某些其他的精神性焦点。大脑成像研究表明，需要持续关注的有意行为和任务是通过（尤其是大脑右半球中的）前额皮质中的活动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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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表明，扣带回很可能也在集中注意力方面与前额皮质一起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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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鉴于精神性实践要求注意力非常集中，冥想模式开始于前额皮质（尤其是大脑右半球）和扣带回的结论似乎是适当的。在几个针对冥想意志类型的大脑成像研究中，这些区域观察到了逐渐增加的活动，包括我们实验室进行的由八个藏传佛教冥想者参与的冥想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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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量分析表明，冥想过程中，双边前额皮质（尽管右脑的活动更强一些）和扣带回中的活动逐渐增加。因此，通过激活与意志或意图相关的额前骨和扣带回清除大脑中的杂念或者集中在客体上而产生冥想活动。一个指导性类型冥想的正电子放射断层造影术研究并没有表明额前骨活动的增加；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与内在的、意志的（Word generation）相比，外在引导性（Word generation）过程中，额前骨活动是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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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额前骨和皮层激活可能与冥想的意志层面相关。

2.丘脑激活是注意力网络的一部分

丘脑是大脑中联结其他结构、将“更高级的命令”进程传给促进情感的大脑区域并最终调节各种生理过程的主要中枢。一些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激活了的前额皮质使丘脑的网状细胞核受到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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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作为更加具有全局意义的注意力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激活可能是通过前额皮质兴奋神经递质谷氨酸的产生和分配来完成的，前额皮质神经元用这些物质来实现自身之间传递，并且使其他大脑结构受神经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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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脑本身通过与外侧膝状体和侧向后核将感觉信息流引向皮质处理区域，也很可能使用了谷氨酸系统来激活其他结构中的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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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外侧膝状体核从视神经束那里接受视觉信息，并传至纹状皮层进行处理。丘脑的侧向后核为后顶上小叶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感觉信息来决定身体的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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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激活的情况下，网状核分泌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到侧后膝状体核，切断了对后顶上小叶和视角中心的输入，而它们的作用与网状核激活是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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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冥想过程中，因为前额皮质增加的活动，尤其是大脑右半球，理论上在丘脑的网状核中的活动应该有相应的增加。虽然冥想的大脑成像研究并没有找到区分网状核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近期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研究确实表明通常情况下丘脑活动会增加，这与前额皮质中活动水平是成比例的。这一点虽然没有证实，但是与前额皮质和网状核之间的特殊相互作用是一致的。如果冥想过程中，右脑前额皮质的激活增加了网状核的活动，那么结果是，进入后顶上小叶的感觉输入会减少。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冥想过程中血清中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增加，可能反映了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活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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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增加相关的这一功能性传入神经阻滞可能意味着分散注意力的外界刺激很少能够到达视觉皮质和后顶上小叶，增强了冥想实践中注意力的集中。

也应当注意的是，有人认为，经由基底神经节的多巴胺能系统参与了调节谷氨酸能系统和前额皮质和皮层下结构之间的互动。近期的一个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研究测量了瑜伽休息冥想中多巴胺能的变化，表明了冥想实践过程中多巴胺能水平的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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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jaer及其同事提出假设，这一增加可能与皮质和皮质下互动的控制有关系，这一控制导致了与特定冥想类型相关的预先行为的总体下降。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详细阐述冥想过程中多巴胺的作用，还有多巴胺和其他神经递质之间的互动。

3.后顶上小叶传入神经阻滞

研究已经表明后顶上小叶参与了更高序列的视觉、听觉和集体感觉信息的分析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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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这一结构很可能在整体的、简约的认知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包括前额皮质（PFC）和丘脑在内复杂的注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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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接受来自丘脑的听觉和视觉输入，后顶上小叶（PSPL）能够帮助生成空间中身体的三维形象，提供身体指向的空间坐标意识，帮助区分物体，并且对物体施加影响，可能直接抓住并操纵
 
[27]

 。后顶上小叶的这些功能对于区分自我和外在世界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应当注意的是，近期的一个研究表明，上颞叶可能在身体的空间表征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点还没有被其他报告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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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仍旧可以说明在空间表征方面顶骨和颞叶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

不论如何，我们提出，大脑的这些指定区域的传入神经阻滞是冥想生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例如，如果网状核的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BA）能效应引起后顶上小叶神经阻滞，这个人可能开始丧失其通常从空间判断自我的能力。这一判断得到了巴林特症状病人临床发现的支持，顶叶损坏导致其在三维空间自我定位的困难。冥想的效应很可能是比较选择性的，并没有破坏自我意识，但是确实改变了对自我的认知。后顶上小叶传入神经阻滞也得到了两个影像学研究的支持，表明专注冥想过程中这一区域活动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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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近期的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研究表明，丘脑中活动增加与后顶上小叶活动减少之间有相关关系。暗含的意义是，个人前额皮质中的活动增加越多，它们对后顶上小叶的传入神经阻滞就越强。因此，可能表明，个人的注意力越是深入和集中，他最终就越可能达到独一状态。

4.精神性活动过程中海马趾和杏仁核的活动

除了复杂的皮质—丘脑活动之外，冥想和精神性活动可能也期待改变边缘系统中的活动，尤其是边缘结构的刺激与这些活动过程中描述的相似经验有关联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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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趾通过与前额皮质、其他新皮质区域、杏仁核和下丘脑之间丰富而集中的彼此联系而起到调节、中和皮质唤醒和响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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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研究表明，海马趾刺激减少了皮质响应和唤醒；然而，皮质唤醒最初处于较低水平，然后海马趾刺激增强了皮质活动
 
[32]

 。其他结构中海马趾刺激或抑制神经元活动的能力很可能分别依靠谷氨酸和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系统
 
[33]

 。在冥想的神经心理学模型中，我们提出，在冥想过程中存在右顶上小叶的部分神经阻滞。因为与皮质活动相关的海马趾的相反调整，这一神经阻滞可以进一步导致右海马趾的刺激。另外，如果通过（作为注意网络一部分的）丘脑对右海马趾直接刺激并通过谷氨酸调和，那么我们认为右海马趾刺激会得到强有力的补充。右海马趾活动可能最终增强前额皮质通过伏（隔）核对丘脑的刺激功能，伏（隔）核能通过多巴胺的神经调节效应为来自前额皮质向丘脑的神经输入提供方便
 
[34]

 。

海马趾对杏仁核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它们在注意、情感和形象的某些类型生成中互相补充并互相影响
 
[35]

 。情感的前额调整大部分是通过海马趾及其与杏仁核相关部分来实现的
 
[36]

 。因为杏仁核和海马趾之间的双向互动性，我们认为冥想过程中右海马趾的活动很可能也刺激了右侧杏仁核。Lazar及其同事（2000）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支持了冥想过程中杏仁核和海马趾这一区域活动的增加
 
[37]

 。

5.下丘脑和自主神经系统改变

众所周知，下丘脑与边缘系统是普遍联系的。也有研究表明，右侧杏仁核的刺激在外围副交感神经系统引起刺激的帮助下激活了下丘脑腹正中部分的活动
 
[38]

 。副交感神经系统增强的活动应当与主观感觉相联系，首先是放松的感觉，最终是更加深刻的沉默。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也会引起心律和呼吸律的下降。所有这些生理反应都已经在冥想的过程中观察到了
 
[39]

 。

典型的是，当呼吸和心律慢下来的时候，髓质的旁巨细胞核不再激活脑桥的蓝斑核（LC）。蓝斑核产生并分配去甲肾上腺素（NE），去甲肾上腺素是通过放大强烈刺激而同时隔绝达不到激活水平的弱刺激和细胞“杂音”来增加大脑感觉输入区域敏感性的一种神经调质
 
[40]

 。蓝斑核刺激减弱导致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下降
 
[41]

 。有研究发现，冥想过程中，尿液和血浆中的儿茶酚胺分解产物（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总体是下降的
 
[42]

 ，这直接反映了自主平衡的系统改变。然而，这也与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下降是一致的。在冥想实践中，我们的模型表明旁巨细胞核激活减少削弱了蓝斑核的神经分布，蓝斑核反过来为后顶上小叶和后外侧核提供了去甲肾上腺素
 
[43]

 。因此，去甲肾上腺素的减少会削弱后顶上小叶感觉输入的影响，导致了其传入神经阻滞。

蓝斑核也为下丘脑室旁核输送少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有特点的是，下丘脑室旁核分泌促皮质素释放激素（CRH）作为对来自蓝斑核的去甲肾上腺素神经分布的回应
 
[44]

 。这一促皮质素释放激素刺激了垂体前叶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RH）
 
[45]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反过来刺激肾上腺皮质产生皮质醇（身体压力激素的一种）
 
[46]

 。冥想过程中蓝斑核减少的去甲肾上腺素很可能减少了室旁核产生的促皮质素释放激素，并最终减弱了皮质醇的水平。大部分研究发现，冥想中，尿液和血浆皮质醇的水平减弱
 
[47]

 ，印证了皮质醇分泌总体减少的观念。这也暗含了冥想实践和减小压力之间的关系，因为皮质醇经常被看作是主要的“压力激素”。

冥想活动中副交感神经系统相关的血压下降可能有望放松动脉压力感受器，导致延髓尾端减少其对下丘脑视上核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BA）能的抑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抑制的减少能够促使视上核释放血管收缩神经精氨酸后叶加压素（AVP），从而收紧动脉并让血压恢复正常
 
[48]

 。有研究表明，血管收缩神经精氨酸后叶加压素也对正向情感的日常维持有所贡献
 
[49]

 ，减少自我感知的疲劳和觉醒，并且极大提高并巩固新的记忆和学习
 
[50]

 。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冥想过程中，血浆中的血管收缩神经精氨酸后叶加压素极大增加
 
[51]

 。血浆中的血管收缩神经精氨酸后叶加压素的增加可能因此导致疲劳的主观感觉，并且增加觉醒意识。它也能够帮助增强冥想者对经验的记忆，也许解释了对冥想和精神性经验生动描述和记忆的主观现象。

6.前额皮质对其他神经化学系统的影响

随着精神性实践的继续，前额皮质中应当会有持续的活动，还会有集中注意力的持续愿望。总之，随着前额皮质活动的增加，大脑里会产生持续增加的游离突触的谷氨酸。增加的谷氨酸可以刺激下丘脑弓状核释放β-内啡肽（BE）
 
[52]

 。β-内啡肽是主要由内侧下丘脑弓状核产生，并且分配到大脑的皮层下区域的一种鸦片类物质
 
[53]

 。众所周知，β-内啡肽是能够降低呼吸频率、减少恐惧、减轻疼痛并且产生欢乐和精神欢快感觉
 
[54]

 。冥想过程中描述的效果可能暗示与前额皮质活动增加相关的β-内啡肽释放的某些程度。有研究发现，冥想会打乱β-内啡肽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昼夜节律，然而不会影响白天皮质醇的节律
 
[55]

 。然而，冥想过程中β-内啡肽可能不是单一的中介，因为仅仅服用吗啡相关的药物不会产生同样的经验。而且，一个非常有限的研究表明使用纳洛酮阻碍鸦片受体不会影响与冥想相关的经验或脑电图
 
[56]

 。

谷氨酸激活代谢型谷氨酸受体（NMDA受体），但是过量的谷氨酸能够通过兴奋毒性过程而杀死这些神经细胞
 
[57]

 。我们认为，如果在紧张状态冥想过程中谷氨酸水平接近兴奋毒性浓度，大脑可能会限制N-乙酰化α相关酸性二肽酶的产生，它将内生的代谢型谷氨酸受体拮抗剂乙酰天门冬氨酰谷氨酸（NAAG）转化为谷氨酸
 
[58]

 。乙酰天门冬氨酰谷氨酸中增加的生成物会保护细胞不受兴奋毒性的伤害。然而有一项重要的副作用，因为代谢型谷氨酸受体抑制剂乙酰天门冬氨酰谷氨酸与逃避型致幻剂克他命、苯环己哌啶和一氧化二氮（笑气）在功能上是类似的
 
[59]

 。这些代谢型谷氨酸受体拮抗剂产生很多可能被认为是类似精神分裂或者神秘的各种状态，例如灵魂出窍、濒死体验等。

7.自主神经系统激活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Gellhorn和Kiely几乎完全基于自主神经系统活动（ANS）开发了冥想的生理过程模型，虽然还很有限，但它表明这样的经验中自主神经活动的重要性
 
[60]

 。这些作者提出，如果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进行持续强烈刺激，能够最终导致两个系统的同时释放（这可能被视为另一种系统的“突破”）。几个研究表明，冥想过程中存在强有力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伴随心律、血压、呼吸、氧代谢下降
 
[61]

 。然而，近期与冥想技术相关的两个不同研究通过证明冥想过程中心率变化的增加表明副交感神经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是彼此激活的
 
[62]

 。猜测冥想过程中心律变化的增加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中两个分系统同时被激活。这种观念与冥想状态的特色描述是相吻合的，即主体会陷入完全沉静和高度警觉中。另外，自主神经系统彼此激活的观念与自主交互作用研究的近期发展相一致
 
[63]

 。

8.血清素的激活

自主神经系统激活可以导致外侧下丘脑和前脑内侧束中结构的强烈刺激，众所周知，在直接刺激这两个部位的时候能够产生狂喜、喜悦的情感
 
[64]

 。外侧下丘脑的刺激也能够导致血清素活动的改变。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在冥想之后，尿液中血清素的分解产物显著增加，表明冥想过程中血清素有全面的提升
 
[65]

 。血清素是集中供给颞叶视觉中枢的一种神经调节物质，颞叶视觉中枢极大影响了这一区域产生的视觉关联的流量
 
[66]

 。在受到外侧下丘脑刺激
 
[67]

 并被前额皮质
 
[68]

 激活的时候，中缝背核的细胞产生并分配血清素。血清素水平的适度增加似乎与积极情感相关，而血清素水平低通常表示抑郁
 
[69]

 。这种关系已经被证明了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药物的效果，这一药物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的治疗。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冥想和精神性相关的实践可以降低抑郁的程度或者导致抑郁复发。精神性实践和减轻抑郁之间的关系支持了精神性实践中血清素的作用。

然而，当皮质（尤其是颞叶中）血清素受体被激活的时候，这一刺激可以导致致幻的效果。色胺迷幻剂例如裸盖菇素和LSD似乎充分利用这一机制产生离奇的视觉联系
 
[70]

 。通过这一机制，看似发生的情况是，血清素抑制了外侧膝状体核，极大地减少了可以通过的可视信息的数量
 
[71]

 。如果与外侧膝状体网状核的抑制相结合，血清素可能增加感觉输入中缺失的暂时视觉联系的流动性，可能导致在某些冥想状态中描述的内在产生的形象。

血清素水平的提高可以影响一些其他的神经化学系统。血清素的提高对于多巴胺有一种调节作用，表明可能增强欢愉情绪的血清素激活系统和多巴胺能系统之间有一种联系
 
[72]

 ，这一联系在冥想状态中经常被描述。与谷氨酸的增加相关，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刺激细胞核基底释放乙酰胆碱，对整个皮质都有重要的调节性的影响
 
[73]

 。研究表明，额叶中乙酰胆碱的增加增强了注意系统，并且顶叶中乙酰胆碱的增加在不改变感觉输入的情况下增强了主体的方向感。虽然还没有研究评估冥想中乙酰胆碱的作用，然而冥想过程中，在面对感觉输入顶叶时连续的传入神经阻滞时，这一神经递质看起来可能增强了主体的注意力和方向感。血清素的增加与松果体的下丘脑外侧神经分布相结合可能导致后者增加血清素转化中神经激素褪黑激素的产生
 
[74]

 。有研究表明，褪黑激素压抑了中枢神经系统，从而降低了疼痛的感受性
 
[75]

 。有研究发现，在冥想过程中，血浆褪黑激素急剧增加
 
[76]

 ，这可能使冥想者产生平静感觉并降低疼痛意识
 
[77]

 。在高度激活的情况下，松果腺酶也可以内生性地合成强力致幻剂DMT
 
[78]

 。一些研究已经将DMT与各种各样的神秘状态联系起来，包括灵魂出窍体验、时空失真以及与超自然实体的互动等
 
[79]

 。在这一步骤中，松果体的过度刺激也可以导致DMT的产生，从而产生与这种致幻剂相关的各种各样广泛而神秘的体验。

结论

本文的这一综述提出了精神性和心理学联系相关的一些重要观点。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强调因果关系、技术进步和经验主义的重要性。西方的医药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正是基于这些价值而发展起来的。我们认为，不管西方社会中精神性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神秘的、冥想的经验是自然的并且很可能是可以测量的过程，而且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类似经验。拥有精神性经验的那些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神经心理机制。而且，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对精神性和哲学信仰保持敏感和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80]

 。专业人士应当能够将正常、健康的精神性成长和精神病理学区分开来。我们希望上述描写的一些神经生理分析能够考虑到“正常的”精神性经验和病理学状态的区分。事实上，这一术语可能对未来分析宗教经验心理因素非常有价值。然而，精神性经验影响着自主神经功能，还有其他大脑皮层调节认知、情感的过程，这一事实表明这些经验不仅影响着人类心理，而且可以很小心地辅助各种障碍的治疗。已经有研究表明，祈祷和冥想可以提高心理和生理参数
 
[81]

 。我们了解精神性经验潜在的神经生理机制越多，它们就可以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因此，精神性经验在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实践中非常有用。而且，通过讨论各种各样冥想和/或精神性经验并鼓励病人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来接受这些经验，临床医生自己可以帮助他们的病人应对个人和精神性成长中的问题。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Rowan（1983）的研究，自我是心理学和精神性之间被忽视的联结
 
[82]

 。因此，诸如那些冥想和祈祷中遇到的精神性经验能够成为西方治疗学实践辅助，自我精神性发展能够成为社会心理和神经心理发展重要的部分，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宗教心理学最新进展》（11CZJ002）的阶段性成果。


 [2]
 梁恒豪，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3]
 d’Aquili，E.G.，The Neurobiological Bases of Myth and Concepts of Deity.，Zygon
 ，1978，13，257-275.


 [4]
 Luria，A. R. Higher cortical functions in man
 ，New York：Basic Books，1966.

Pribram，K. H. The primate frontal cortex：Executive of the brain，In K. H. Pribram & A. R. Luria（Eds），Psychophysiology of the frontal lobe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3.


 [5]
 d’Aquili，E. G. The neurobiological bases of myth and concepts of deity. Zygon
 ，1978，13，257-275.


 [6]
 d’Aquili，E. G.，& Newberg，A. B.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tates：A neuropsychological substrate. Zygon
 ，1993，28，177-200.


 [7]
 Bogen，J. E. The other side of the brain：Ⅱ. An appositional mind. Bulletin of Los Angeles Neurological Society
 ，1969，34，135-162.

Gazzaniga，M. S.，& Hillyard，S. A. Language and speech capacity of the right hemisphere. Neuropsychologia
 ，1971，9，273-280.

Nebes，R. D.，& Sperry，R.W. Hemispheric disconnection syndrome with cerebral birth injury in the dominant arm area. Neuropsychologia
 ，1971，9，249-259.

Sperry，R. W.，Gazzaniga，M. S.，& Bogen，J. E. Interhemispheric relationships：The neocortical commisures；syndromes of hemisphere disconnection. In P. J. Vinken & C.W. Bruyn（Eds），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Vol.4. 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9.


 [8]
 d’Aquili，E. G.，& Newberg，A. B.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tates：A neuropsychological substrate. Zygon
 ，1993，28，177-200.


 [9]
 d’Aquili，E. G. Myth，ritual，and the archetypal hypothesis：Does the dance generate the word？Zygon
 ，1986，21，141-160.

d’Aquili，E. G.，& Newberg，A. B. Religious and mystical states：A neuropsychological substrate. Zygon
 ，1993，28，177-200.

Smart，N. Reasons and faiths：An investigation of religious discourse，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

Smart，N. History of mysticism. In P. Edwards（Ed.），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London：Macmillan，1967.

Smart，N.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mankind.
 London：Macmillan，1969.

Stace，W. T. Mysticism and philosophy
 . London：Macmillan，1961.


 [10]
 d’Aquili，E. G.，& Newberg，A. B. The mystical mind：Probing the bi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Minneapolis，MN：Fortress Press，1999.


 [11]
 Turner，V. The Ritual Process：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12]
 Bucke，R. M. Cosmic Consciousness
 . Secaucus，N.J.：Citadel Press，1961.


 [13]
 Newberg，A. B.，& Iversen，J.，The neural basis of the complex mental task of meditation：Neurotransmitter and neurochemical considerations. Medical Hypotheses
 ，2003，61，282-291.


 [14]
 Frith，C. D.，Friston，K.，Liddle，P. F.，& Frackowiak，R. S. Willed action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 man：Astudy with PET，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991，244，241-246.

Ingvar，D. H. The will of the brain：Cerebral correlates of willful acts，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94，171，7-12.

Pardo，J. V.，Fox，P. T.，& Raichle，M. E. Localization of a human system for sustained attention by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Nature
 ，1991，349，61-64.

Posner，M. I.，& Petersen，S. E. The attention system of the human brain.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1990，13，25-42.


 [15]
 Vogt，B. A.，Finch，D. M.，& Olson，C. R. Functional heterogeneity in cingulate cortex：The anterior executive and posterior evaluative regions. Cerebral Cortex
 ，1992，2，435-443.


 [16]
 Newberg，A. B.，Alavi，A.，Baime，M.，Pourdehnad，M.，Santanna，J.，& d’Aquili，E. G. 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during the complex cognitive task of meditation：A preliminary SPECT study. 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
 ，2001，106，113-122.


 [17]
 Crosson，B.，Sadek，J. R.，Maron，L.，Gokcay，D.，Mohr，C. M.，Auerbach，E. J.，Freeman，A. J.，Leonard，C. M.，& Briggs，R.W. Relative shift in activity from medial to lateral frontal cortex during internally versus externally guided word generation，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1，13，272-283.


 [18]
 Cornwall，J.，& Phillipson，O.T.Mediodorsal and reticular thalamic nuclei receive collateral axons from prefrontal cortex and laterodorsal tegmental nucleus in the rat. Neuroscience Letter
 ，1988，88，121-126.


 [19]
 Cheramy，A.，Romo，R.，& Glowinski，J. Role of corticostriatal glutamatergic neurons in the presynaptic control of dopamine release. In M. Sandler，C. Feuerstein，& B. Scatton（Eds），Neurotransmitter interactions in the basal ganglia
 . New York：Raven Press，1987.


 [20]
 Armony，J. L.，& LeDoux，J. E. How danger is encoded：Toward a systems，cellular，and compu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actions in fear. In M. S. Gazzaniga（Ed.），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Cambridge，MA：MIT Press，2000，pp.1073-1074.


 [21]
 Bucci，D. J.，Conley，M.，& Gallagher，M. Thalamic and basal forebrain cholinergic connections of the rat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Neuroreport
 ，1999，10，941-945.


 [22]
 Destexhe，A.，Contreras，D.，& Steriade，M.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synchronizing action of corticothalamic feedback through inhibition of thalamic relay cells.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998，79，999-1016.


 [23]
 Elias，A. N.，Guich，S.，& Wilson，A. F. Ketosis with enhanced GABA ergic tone promotes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Medical Hypotheses
 ，2000，54，660-662.


 [24]
 Kjaer，T.W.，Bertelsen，C.，Piccini，P.，Brooks，D.，Alving，J.，& Lou，H. C. Increased dopamine tone during meditation-induced change of consciousness.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002，13（2），255-259.


 [25]
 Adair，K. C.，Gilmore，R. L.，Fennell，E. B.，Gold，M.，& Heilman，K. M. Anosognosia during intracarotid barbiturate anaesthesia：Unawareness or amnesia for weakness. Neurology
 ，1995，45，241-243.

Joseph，R. Neuropsychology，neuropsychiatry，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 New York：Plenum，Press，1990.


 [26]
 Fernandez-Duque，D.，& Posner，M. I. Brain imaging of attentional networks in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states. Journal of Clinical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2001，23，74-93.


 [27]
 Mountcastle，V. B.，Motter，B. C.，& Andersen，R. A. Some further observations on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neurons in the parietal lobe of the waking monkey. Brain Behavioral Sciences
 ，1980，3，520-529.

Lynch，J. C.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posterior parietal association cortex. Behavioral Brain Sciences
 ，1980，3，485-499.


 [28]
 Karnath，H. O.，Ferber，S.，& Himmelbach，M. Spatial awareness is a function of the temporal not the posterior parietal lobe，Nature
 ，2001，411，950-953.


 [29]
 Newberg，A. B.，Alavi，A.，Baime，M.，Pourdehnad，M.，Santanna，J.，& d’Aquili，E. G. 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during the complex cognitive task of meditation：A preliminary SPECT study，Psychiatry Research：Neuroimaging
 ，2001，106，113-122.


 [30]
 Fish，D. R.，Gloor，P.，Quesney，F. L.，& Olivier，A.，Clinical responses to electrical brain stimulation of the temporal and frontal lobes in patients with epilepsy，Brain
 ，1993，116，397-414.

Saver，J. L.，& Rabin，J.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1997，9，498-510.


 [31]
 Joseph，R.，Neuropsychology，Neuropsychiatry，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New York：Plenum Press，1990.


 [32]
 Redding，F. K.，Modification of sensory cortical evoked potentials by hippocampal stimulation，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67，22，74-83.


 [33]
 Armony，J. L.，& LeDoux，J. E.，How danger is encoded：Toward a systems，cellular，and comput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actions in fear，In M. S. Gazzaniga（Ed.），The New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Cambridge，M.A.：MIT Press，2000，pp. 1073-1074.


 [34]
 Newman，J.，& Grace，A. A. Binding across time：The selective gating of frontal and hippocampal systems modulating working memory and attentional states，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999，8，196-212.


 [35]
 Joseph，R，Neuropsychology，Neuropsychiatry，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New York：Plenum Press，1990.


 [36]
 Poletti，C. E.，& Sujatanond，M. Evidence for a second hippocampal efferent pathway to hypothalamus and basal forebrain comparable to fornix system：A unit study in the monkey，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980，44，514-531.


 [37]
 Lazar，S.W.，Bush，G.，Gollub，R. L.，Fricchione，G. L.，Khalsa，G.，& Benson，H. Functional brain mapping of the relaxation response and meditation. Neuroreport
 ，2000，11，1581-1585.


 [38]
 Davis，M. The role of the amygdala in fear and anxiety.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1992，15，353-375.


 [39]
 Jevning，R.，Wallace，R. K.，& Beidebach，M. The physiology of meditation：Areview.Awakeful hypometabolic integrated response，Neuroscience Biobehavioral Review
 ，1992，16，415-424.


 [40]
 Waterhouse，B. D.，Moises，H. C.，& Woodward，D. J. Phasic activation of the locus coeruleus enhances responses of primary sensory cortical neurons to peripheral receptive field stimulation，Brain Research
 ，1998，790，33-44.


 [41]
 Van Bockstaele，E. J.，& Aston-Jones，G. Integration in the ventral medulla and coordination of sympathetic，pain and arousal functions，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ertension
 ，1995，17，153-165.


 [42]
 Walton，K. G.，Pugh，N. D.，Gelderloos，P.，& Macrae，P. Stress reduction and preventing hypertension：Preliminary support for a psychoneuroendocrine mechanism，Journal of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995，1，263-283.


 [43]
 Foote，S. Extrathalamic modulation of cortical function，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1987，10，67-95.


 [44]
 Ziegler，D. R.，Cass，W. A.，& Herman，J. P. Excitatory influence of the locus coeruleus in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 responses to stress，Journal of Neuroendocrinology
 ，1999，11，361-369.


 [45]
 Livesey，J. H.，Evans，M. J.，Mulligan，R.，& Donald，R. A. Interactions of CRH，AVP and cortisol in the secretion of ACTH from perifused equine anterior pituitary cells：“Permissive” roles for cortisol and CRH，Endocrinology Research
 ，2000，26，445-463.


 [46]
 Davies，E.，Keyon，C. J.，& Fraser，R. The role of calcium ions in the mechanism of ACTH stimulation of cortisol synthesis. Steroids
 ，1985，45，551-560.


 [47]
 Jevning，R.，Wilson，A. F.，& Davidson，J. M. Adrenocortical activity during meditation，Hormones and Behavior
 ，1978，10，54-60.

Sudsuang，R.，Chentanez，V.，& Veluvan，K. Effects of Buddhist meditation on serum cortisol and total protein levels，blood pressure，pulse rate，lung volume and reaction time，Physiology and Behavior
 ，1991，50，543-548.


 [48]
 Renaud，L. P. CNS pathways mediating cardiovascular regulation of vasopressin，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1996，23，157-160.


 [49]
 Pietrowsky，R.，Braun，D.，Fehm，H. L.，Pauschinger，P.，& Born，J. Vasopressin and oxytocin do not influence early sensory processing but affect mood and activation in man，Peptides
 ，1991，12，1385-1391.


 [50]
 Weingartner，H.，Gold，P.，Ballenger，J. C.，Smallberg，S. A.，Summers，R.，Rubinow，D. R.，Post，R. M.，& Goodwin，F. K. Effects of vasopressin on human memory functions，Science
 ，1981，211，601-603.


 [51]
 O’Halloran，J. P.，Jevning，R.，Wilson，A. F.，Skowsky，R.，Walsh，R. N.，& Alexander，C. Hormonal control in a state of decreased activation：Potentiation of arginine vasopressin secretion，Physiology and Behavior
 ，1985，35，591-595.


 [52]
 Kiss，J.，Kocsis，K.，Csaki，A.，Gorcs，T. J.，& Halasz，B. 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 in GHRH and beta-endorphin neurons of the hypothalamic arcuate nucleus，Neuroreport
 ，1997，8，3703-3707.


 [53]
 Yadid，G.，Zangen，A.，Herzberg，U.，Nakash，R.，& Sagen，J. Alterations in endogenous brain beta-endorphin release by adrenal medullary transplants in the spinal cord，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00，23，709-716.


 [54]
 Janal，M.，Colt，E.，Clark，W.，& Glusman，M. Pain sensitivity，mood and plasma endocrine levels in man following long-distance running：Effects of naxalone，Pain
 ，1984，19，13-25.


 [55]
 Infante，J. R.，Peran，F.，Martinez，M.，Roldan，A.，Poyatos，R.，Ruiz，C.，Samaniego，F.，& Garrido，F.ACTH and beta-endorphin in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Physiology and Behavior
 ，1998，64，311-315.


 [56]
 Sim，M. K.，& Tsoi，W. F. The effects of centrally acting drugs on the EEG correlates of meditation. Biofeedback Self Regulation
 ，1992，17，215-220.


 [57]
 Albin，R.，& Greenamyre，J. Alternative excitotoxic hypotheses，Neurology
 ，1992，42，733-738.


 [58]
 Thomas，A. G.，Vornov，J. J.，Olkowski，J. L.，Merion，A. T.，& Slusher，B. S. N-Acetylated alpha-linked acidic dipeptidase converts N-acetylaspartylglutamate from a neuroprotectant to a neurotoxin，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ies
 ，2000，295，16-22.


 [59]
 Jevtovic-Todorovic，V.，Wozniak，D. F.，Benshoff，N. D.，& Olney，J. W.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neurotoxic properties of ketamine and nitrous oxide，Brain Research
 ，2001，895，264-267.


 [60]
 Gellhorn，E.，& Kiely，W. F. Mystica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Neurophysi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2，154，399-405.


 [61]
 Travis，F. Autonomic and EEG patterns distinguish transcending from other experiences during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practi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2001，42，1-9.


 [62]
 Peng，C. K.，Mietus，J. E.，Liu，Y.，Khalsa，G.，Douglas，P. S.，Benson，H.，& Goldberger，A.L.Exaggerated heart rate oscillations during two meditation techniqu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1999，70，101-107.


 [63]
 Hugdahl，K. Cognitive influences on human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function，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1996，6，252-258.


 [64]
 Olds，M. E.，& Forbes，J. L. The central basis of motivation：Intracranial self-stimulation studi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1，32，523-574.


 [65]
 Walton，K. G.，Pugh，N. D.，Gelderloos，P.，& Macrae，P. Stress reduction and preventing hypertension：Preliminary support for a psychoneuroendocrine mechanism，Journal of Alternative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995，1，263-283.


 [66]
 Joseph，R. Neuropsychology，neuropsychiatry，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New York：Plenum Press，1990.


 [67]
 Aghajanian，G.，Sprouse，J.，& Rasmussen，K. Physiology of the midbrain serotonin system. In H. Meltzer（Ed.），Psychopharmacology：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rogress
 ，New York：Raven Press，1987，pp. 141-149.


 [68]
 Juckel，G. J.，Mendlin，A.，& Jacobs，B. 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enhances forebrain serotonin output：Implications for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an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depression，Neuropsychopharmacology
 ，1999，21，391-398.


 [69]
 Van Praag，H.，& De Haan，S. Depression vulnerability and 5-Hydroxytryptophan prophylaxis. Psychiatry Research
 ，1980，3，75-83.


 [70]
 Aghajanian，G. K.，& Marek，G. J. Serotonin and hallucinogens，Neuropsychopharmacology
 ，1999，21，16S-23S.


 [71]
 Funke，K.，& Eysel，U. T. Possible enhancement of GABA ergic inputs to cat 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relay cells by serotonin，Neuroreport
 ，1995，6，474-476.

Yoshida，M.，Sasa，M.，& Takaori，S. Serotonin-mediated inhibition from dorsal raphe neurons nucleus of neurons in 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and thalamic reticular nuclei，Brain Resolution
 ，1984，290，95-105.


 [72]
 Vollenweider，F. X.，Vontobel，P.，Hell，D.，& Leenders，K. L.，5-HT modulation of dopamine release in basal ganglia in psilocybin-induced psychosis in man—a PET study with ［11C］raclopride，Neuropsychopharmacology
 ，1999，20，424-433.


 [73]
 Manfridi，A.，Brambilla，D.，& Mancia，M. Stimulation of NMDA and AMPA receptors in the rat nucleus basalis of Meynert affects sleep，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99，277，R1488-R1492.


 [74]
 Moller，M. Fine structure of pinealopetal innervation of the mammalian pineal gland，Microscope Research Technology
 ，1992，21，188-204.


 [75]
 Shaji，A. V.，& Kulkarni，S. K.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epressant activities of melatonin in rats and mice，In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1998，36，257-263.


 [76]
 Tooley，G. A.，Armstrong，S. M.，Norman，T. R.，& Sali，A.，Acute increases in night-time plasma melatonin levels following a period of meditation，Biological Psychology
 ，2000，53，69-78.


 [77]
 Dollins，A. B.，Lynch，H. J.，Wurtman，R. J.，Deng，M. H.，Kischka，K. U.，Gleason，R. E.，& Lieberman，H. R.，Effect of pharmacological daytime doses of melatonin on human mood and performance，Psychopharmacology
 ，1993，112，490-496.


 [78]
 Monti，J. A.，& Christian，S.T. N.N. Dimethyltryptamine：An endogenous hallucinog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Neurobiology
 ，1981，22，83-110.


 [79]
 Strassman，R. J.，& Clifford，R. Dose-response study of N，N-Dimethyltrypamine in humans：I. Neuroendocrine，autonomic，and cardiovascular effects，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4，51，85-97.

Strassman，R. J.，Clifford，R.，Qualls，R.，& Berg，L.，Differential tolerance to biological and subjective effects of four closely spaced doses of N，N-Dimethyltrypamine in humans，Biological Psychiatry
 ，1996，39，784-795.


 [80]
 Worthington，E. L.，McCullough，M. E.，& Sandage，S.J.，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es and outcomes：A 10-year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u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119，448-487.


 [81]
 Carson，V. B.，Prayer，meditation，exercise，special diets：Behaviors of the hardy person with HIV/AIDS，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
 ，1993，4，18-28.

Kabat-Zinn，J.，Lipworth，L.，& Burney，R. The clinical us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for the self-regulation of chronic pain，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85，8，163-190.

Kaplan，K. H.，Goldenberg，D. L.，& Galvin-Nadeu，M.，The impact of a meditation-based stress reduction program on fibromyalgia，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1993，15，284-289.

Worthington，E. L.，McCullough，M. E.，& Sandage，S.J.，Empir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es and outcomes：A 10-year 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u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119，448-487.


 [82]
 Rowan，J.，The real self and mystical experiences，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83，23（2），9-27.


实证研究

奥尔波特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在非基督宗教中的适用性探讨

——以佛教徒和基督徒对比为例

曹娟
 
[1]




摘要：
 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是宗教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它是否能够直接在中国应用，是否有不适合之处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选取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佛教徒来作为基督徒的参照。通过问卷的形式，本研究发现，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思想在佛教徒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适用性。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不适用；基督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并不一定是其他宗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奥尔波特的“外在取向”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宗教取向二分理论成立的前提——“有真正的信徒和非真正的信徒两种类型，且二者之间能够明确分开”——可能在佛教中不适用；部分佛教徒的行为并非源自宗教，而是源自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信徒，宗教不能用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宗教也不是他们行为的原因。


关键词：
 奥尔波特 内在取向 外在取向 IE量表

一 奥尔波特内在、外在宗教取向的研究综述

西方的宗教心理学已经有了许多系统的理论和量表。其中，奥尔波特的（Gordon W. Allport）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是宗教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由此理论衍生的《Allport-Ross宗教取向量表》（以下简称IE量表）也可以说是西方宗教心理学经验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量表之一。对之进行研究和探讨应当说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理论和量表都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环境下研制的，如果将之直接在中国应用，是否会有不合适之处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如果在未进行该探讨的情况下就直接应用，有可能得出偏颇的结论。因此，先进行适用性研究有其必要性。

（一）宗教取向测量

宗教取向（religious orientation）是宗教性（Religiosity）研究的其中一个维度。一般而言，宗教性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信徒及其虔诚度的标准
 
[2]

 。

宗教性的测量最早是为“关系研究”（correlational study）服务的。最早系统进行研究并第一个采取统计方法的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将祈祷和客观效果联系起来，通过对某一基督教团体中男性成员的信息统计，高尔顿指出祈祷的频率和寿命无正相关
 
[3]

 。

“关系研究”的本意，是宗教和其他事物（社会化程度、教育程度、价值观、行为、身体和心理健康等）之间的联系。宗教是否影响到它们？宗教和这些方面有没有因果关系？是否可以说宗教有正面或者负面效果？等等。因此，既然是关系研究，则关系研究的两个端点都必须是“可测量”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多大程度上宗教/什么意义上宗教的”必须是“可操作”的——虽然研究的课题常常是“宗教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实际无论“宗教”也好还是“其他事物”都必须“化”在实际的人身上才能进行研究。那么对于“宗教”而言，必须界定出什么样的人能代表某个宗教。例如一个人对黑人有歧视，但这个人对宗教并不虔诚也并不按照宗教的教诲行事，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个人可代表这个宗教，也不能认为宗教导致了歧视，或者不能认为宗教与之相关——这种“可操作/可测量”意味着必须将“这个人多大程度上宗教/什么意义上宗教”量化，必须有一个可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到底“宗教”还是“不宗教”，然后和他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并判断宗教和这些有多大关系。而这个标准对于研究关系的宗教心理学家来说便是“虔诚度”（piety）。

对于这种“虔诚度”，或者说宗教性的测量，有很多研究
 
[4]

 支持它是单维度（unidimensional）的，但多数宗教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支持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的观点
 
[5]

 。辨别、区分多样性下的宗教表现成为研究的重点。

引发宗教心理学家对宗教性进行分类还有一个潜在原因：为宗教进行辩护——或者说，至少把那些不该归罪为宗教的部分剔除。宗教的黑暗一面一直存在，但是否是宗教的错呢？宗教到底让人偏见更强还是让人更宽容？宗教到底是使人向善还是向恶？宗教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许多学者认为，有些人“信仰”宗教但做出歧视和暴力行为并不代表宗教造成这些结果，而是这些人并不真正信仰宗教，因此需要对“信仰”做出区分。奥尔波特的宗教取向两分即是这方面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理论。

（二）奥尔波特宗教取向两分理论

奥尔波特本人是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作为一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强调人的未来。他认为“要理解一个人，我们需要了解他希望自己做到一些什么事，他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单单是‘他怎么成为现在的他’”
 
[6]

 。奥尔波特反对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他相信人的可能性，人可以成熟和成长，拥有更好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奥尔波特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对“成熟的宗教情感”（the mature religious sentiment）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the immature religious sentiment）进行二分，并以“成熟的宗教情感”来作为个人自我完善的指导，这个二分也是后来宗教取向二分的思想渊源。
 
[7]



“成熟的宗教情感”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总共包括六个特征：区分性（differentiated）、动力性（dynamic）、道德上的一致性（consistent morality）、综合性（comprehensive）、整体性（integral）和启发性（heuristic）
 
[8]

 。“区分性”指对宗教的信仰有个人的独特性，能够按照实际情况行为，从现实出发。“动力性”是“成熟的宗教情感”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无论成人还是儿童，不成熟的宗教都表现为对神秘主义，个人的正当性以及舒适感的追求。”
 
[9]

 “相反，成熟的宗教却不再是仆人，而是主人。”
 
[10]

 “从其源头中取得了独立性的宗教情感是‘功能上自治的’，它不能被视为其他欲望的仆人。”
 
[11]

 成熟的宗教情感不受恐惧、生存等基本的、动物性的欲望的驱使，而是反过来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欲望，朝向利他的目标进行行动。“道德上的一致性”指成熟的宗教情感会给人的道德以一致和稳定的影响。“综合性”指人认识到其他人也有自己的真实，自己的宗教没有包含所有的价值和意义。“整体性”指人能够将现代科技成果等对宗教的反对整合进宗教情感中，能够面对批评。“启发性”指的是，即使未被证明完全可信，人也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因此，包含这些特征的“成熟的宗教情感”本身是一个综合的情感和状态。

（三）宗教取向与偏见的关系、相关质疑

对于宗教劝人向善和其黑暗面的矛盾，奥尔波特最终在“成熟—不成熟的宗教情感”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内在—外在”宗教取向来为之辩护。

在1967年的论文中，奥尔波特将“成熟—不成熟的宗教情感”理论继续推进，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内在取向”（the intrinsic orientation），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出“外在取向”（the extrinsic orientation）。“外在宗教取向的人‘使用’宗教，而内在取向的人‘生活’在宗教之中。”
 
[12]

 “外在宗教取向的人使用宗教来获得安全感、舒适感、地位和社会支持。”外在取向的人仅仅只是使用宗教，仅仅只是将宗教作为工具，因此不能认为他们能代表他们所信仰的某一宗教。相反，“当一个人内化他宗教的全部信条时，他也很自然的把谦恭、同情、爱邻人的价值内化到他自身中去。”
 
[13]

 因此，“比起知道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宗教’的，还是知道宗教在这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更重要。”
 
[14]

 接着，奥尔波特和其学生研制出测量两种取向的《Allport-Ross 宗教取向量表》（Allport-Ross Religious Orientation Scale）。由此，奥尔波特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纯化”“规范化”了宗教信徒。通过量表，某一些人被区分出来，被认为是“真正的宗教信徒”，而剩下的则与他们相对，成为“非真正的宗教信徒”。
 
[15]



奥尔波特用调查来确定了这两种取向各自和偏见的关系。调查的结果显示，内在宗教取向和偏见之间呈现负相关，外在宗教取向和偏见之间呈现正相关
 
[16]

 。根据这个结论，奥尔波特即为宗教进行了辩护，偏见不是宗教信仰的结果。

问题似乎是解决了，偏见的问卷调查结果表示“内在—外在”区分有其内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并且能和其他行为保持一致性。很多负面的效果被证明不是宗教的影响，外在宗教取向的人不是“真正的宗教信徒”，真正的宗教信徒显得更宽容。宗教成为对人的自我完善有益的事物。这种两分貌似是合适的，能够解释很多问题。之后许多学者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例如戈萨奇与维纳布尔（Gorsuch & Venable）编制了《“年龄通用”内外向量表》（“Age-Universal” I-E Scale）
 
[17]

 。莫尔特比（John Maltby）又将之发展成为既适合宗教信徒又适用于非宗教信徒的《“年龄通用”内外向量表-12》（“Age-Universal” I-E Scale-12）
 
[18]

 。

但是，奥尔波特的两分法仍旧保留着许多的问题。在奥尔波特之后，许多学者指出，内在、外在取向的定义不清，内在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在西班牙、德国和挪威进行的类似研究中，通过因素分析，宗教取向的数量不断变化，最少两个，最多六个
 
[19]

 ［20］。最被人接受的解答是三因素，一个内在取向，两个外在取向
 
[20]

 。虽然有研究证实内在取向和偏见呈现负相关，但也有相当部分研究得到的结论相反；同时许多研究指出，内在取向和宗教正统性、对教义的严格遵从正相关
 
[21]

 。

二 研究工具

（一）思路和假设

内在、外在宗教取向在实证研究中是通过IE量表来体现的。原IE量表为英文，因此为进行内在、外在取向的研究，有翻译量表的需要。为保证翻译意义正确，翻译后的量表将通过简单的调查问卷来验证意义的
 
[22]

 准确性和语词的通用性。考虑到莫尔特比1999年的《“年龄通用”内外向量表-12》（以下简称IE-12量表）适用性更广，因此选择该量表
 
[23]

 。量表翻译参考陈永胜《现代西方宗教心理学理论流派》（人民出版社，2010）
 
[24]

 。

翻译准确性的验证方式和假设为：选择一定数量的，具有一定英语水准的基督教信徒，相隔一段时间分别发给他们英文和中文版本的量表。如果被访者两次回答的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则可认为英文和中文的含义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二）修订过程

被访者为18名基督教徒，均已受洗。其中16人通过英语6级，未通过英语2级的两人均为硕士研究生。本科在读1名（拥有英语6级证书），硕士学历及硕士在读11名，博士学历及博士在读5名，未填写1名（拥有英语6级证书）。因此可以认为18人均具有一定英语水准。18人中男性10名，女性8名。21～25岁5名，26～30岁6名，31～35岁7名。

问卷采用IE-12量表，分英文、中文两个版本。先用邮件发送英文量表，在收到被访者回复的一个月后，再将中文量表发给被访者。原问卷共12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5道无关题项，并打乱顺序。通过以上措施，争取减轻被访者对量表产生熟悉的感觉，防止被访者发现两次发送的量表中有相同题项，从而尽可能得到被访者对题项的真实回答。回答选项分为7等级，从1（最符合自己的情况）到7（最不符合自己的情况）。

结果通过量表同一题项中英文版本不同回答之间的相差分数来检测。例如：“内在取向”第一题，被访者A在英文量表中回答了1（最符合自己的情况），在中文量表中也回答了1（最符合自己的情况），则二者相差为0分；而同一题，被访者B在量表中回答了1（最符合自己的情况），在量表中回答了2（最符合自己的情况），则二者相差为1分；之后以此类推。

相差分数分三等级：相差分数为0～1分，相差分数为2分，相差分数在2分以上。并各自计算各自所占的百分比。具体结果见表1（题号和具体IE-12题项对应关系请参考附录1）。

表1 中英文版本相差分数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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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可以认为，翻译前和翻译后的内在取向各题项含义上有一定的一致性：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内在取向各题项中，第1、3、5、6题，答案相差超过2分的都为0%；第2、4题则为11.11%，比率均较低。外在取向中，外在—社会取向的第2题答案相差超过2分的也为0%。自然，内在取向第2、4题中英文回答差异仍旧较为显著，因此中文翻译可能仍旧没有贴切的反映英文原意，后期研究可能需要考虑更合适的翻译。

当然，这要作为最后的结论还是有待商榷的。18人的样本数较少，后期应当增加更多的样本。检验的形式也较单一，仅仅通过填写问卷的方法，可能出现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答案虽然具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却是由于巧合的情况。

与这些相对，外在—个人取向第1、2、3题和外在—社会取向第1、3题，得分相差2分以上的仍旧占有相对较大的比例，因此，目前的翻译应当认为没有贴切的反映英文原意，不适合在后期研究中使用，需要考虑更贴切更正确的翻译。

为得到贴切的翻译，有必要找到该18人样本中，对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回答相差较大的被试，对他们进行回访。笔者尝试找到其中三人，具体询问他们的感受：相差较大的原因是翻译错误，用词不当，还是被试对英文的理解有误，甚至是否可能是被试回答时不愿意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回访后，问题较集中的为以下两点。

1.内在取向第2题

原英文为：“I have often had a strong sense of God’s presence.”中文翻译为：“我经常能强烈感觉到神的同在。”

两名被试表示，“感觉”一词使用不当。对于“神的同在”，并非由感觉得到，“‘感觉到’的话神似乎是外在的，而且像是在用五官感觉，但神不是靠五官感觉。”其中一名被试建议的翻译方式为：“我经常有强烈的神同在的意识。”后期可以探讨该翻译是否适用。

2.外在—个人取向第2、3题和外在—社会取向第3题

在这三题中，中文翻译均使用了“为了”一词。回访的被试均表示，“为了”一词目的性很强。例如外在—社会取向第3题，“我去教会主要是为了和我的朋友相处交往。”被试表示，和朋友相处确实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但去教会却不能说是“为了”而排除主要诉求，而更多的是敬拜神。因此，对于这一题的中文翻译版本，回访的被试均表示，“感觉目的性很强”“是唯一目的”。

但相反，对于英文原文，被试却并未感受到强烈的目的性。例如同样外在—社会取向第3题，“I go to church mostly to spend time with my friends.”一名被试表示：“看这个就觉得目的性不是很强。”也就是说，英文文字给被试的感觉是“去教堂见朋友是目的之一但不是唯一目的，也不是最初的目的”。但是，按照奥尔波特设计量表的目的，该题所问的确实是“唯一目的/最初目的”，即某信徒是否“因为想要获得社会支持才去教堂”。

因此，被试在对中文和英文的理解上可能有差异，部分中国信徒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英文的含义。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英文并非母语，因此对于英文句子和词语所要传达的含义，中国人并无强烈的情绪感受；而对自己的母语——中文，中国人能够敏感的意识到其中的内涵，例如，“我去教会主要是为了和我的朋友相处交往。”中国人可能能够立刻意识到它所包含的引申含义：“我是为了交朋友才去教堂的——我是为了其他目的——信仰不是我的目的——信仰对我而言是手段”。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相当值得探讨。一方面，是否需要加强原英文语句的“目的性”，让被试更明确的意识到询问者的意图；另一方面，可能在日后的翻译检测中，单单以“通过英语六级”来作为“被试具有一定英语水准”的判断标准可能不够，需要更高的评判标准。

另外，第三名被试表示，对于外在—社会取向的翻译，“我觉得这些翻译没什么大问题，没翻错。”笔者随即询问这名被试，为什么对于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的回答有明显差异，这名被试表示，“你现在让我重新选，我可能答案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去教堂，跟朋友见面也是原因之一，这个不一定的嘛。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一定每次的原因都一样。”这可能表示，对于同样的问题，当相隔一段时间后，人的想法会改变。思想和认知本身就不是恒定不变的事物，它本身就会变化。

当然，因为时间有限，笔者只对三名被试进行了回访。这个数字是不够的，很可能结果存在偏颇，也很可能还存在其他问题。以及其他相对翻译问题较大的内在取向第4题，外在—个人取向第1题和外在—社会取向第1题目前仍不能确定问题原因，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三）对原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在佛教中的适用性的初步探讨

1.研究思路

预备通过访谈的方式，首先大致了解信徒对原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及对原IE量表用词、题项、内容的感受，初步了解原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有何不适用之处。选择的信徒一部分为基督教信徒；同时也选择在中国多元文化中较重要的佛教的信徒为例，来作为基督教的参照。

关于IE量表，选择使用经翻译过后的中文IE-12量表。在访问佛教信徒时，将量表中的“教会”简单替换成“佛寺”。

2.研究过程

被访者分别是四位佛弟子和四位基督教徒。四名佛教徒中，三人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一人为社会人士；女性三名，男性一名；30岁以下三人，30岁以上1人；四人均已皈依。四名基督教徒中，四人都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其中男性二名，女性二名；四人年龄均为20～30岁；四人均已受洗。访问者为本论文的作者。

访问者给被访者展示经翻译的中文IE-12量表，并逐一询问被访者对每一题题目的感受，具体问题集中在：“这个问题的问法有没有产生歧义？”“这些用词是否适用？”“你觉得这道题所想了解的内容在你们的信仰中是否有意义？”最后访问者向被访者说明和解释原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思想产生的思路及其预计的应用目的，并询问被访者对此的感想，是否适合自己信仰的情况。

3.研究结果

被访者的回答显示，在用词、教义、仪式和行为方面，确实存在不适用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用词：“神”“宗教”。

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有一部分表示“宗教”一词不适用。佛教受访者中二人认为“佛教是宗教”这个说法不合适。

有些人会比较介意这个（使用宗教这个词）。

基督教受访者中一人表示“基督教是宗教”这个说法不合适。

在基督信仰中，别的宗教是人的东西，但是基督信仰是从上帝启示来的。所以一般谈论中，宗教有个贬义，或者是人的东西。所以对一般人，或者没读过书的，可能信仰更中性一点，不会导致歧义。

佛教受访者中三人表示，“神”一词不适用。

佛教是无神论的，佛性就是人性，佛就是觉悟者，佛和神有很大的区别。

基督教受访者中除一人表示，“神”是上帝的属性外，其他三人对“上帝是神”这一表述无异议。

（2）教义、仪式、宗教行为方面的相异。

佛弟子表示“祈祷”在佛教中无完全相符的概念。

好像我们也不怎么说“祈祷”。

与“去教会”相应的行为“去佛寺”在佛教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我觉得（去寺庙）不是很重要。

佛教受访者表示不理解“神的同在”的含义。在解释“神的同在”的内涵后，佛教受访者表示，有类似“同在”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无特别的名称。

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不是外在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即这种状态没有上帝或圣灵等外在力量的介入或帮助。

（3）神人关系方面的差异。

采访中，一位佛弟子表示：

我觉得我跟佛的关系就像是老师。要说老师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仰望的，但不是对上帝那种。一定程度上还是平等的，众生平等嘛。人都可以成佛的，但人不可能成上帝嘛。

神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较为平等，佛教徒和佛之间并没有绝对上下之分的“超越者”和“仰望者”之间的关系。

4.适用性初步探讨

总体而言，以上结果所显示的差异和不适用之处都可以归结为三点：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在其他文化背景下不一定有通用性；基督教的神人关系不一定和其他宗教一致；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

如果某些因素和特点是基督宗教特有的，那么它就无法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某个因素如果是某个范围内特有的，那它就不能推广到更大的环境。问题即在于，在过去西方对宗教取向的研究中，是否有某些“某个范围内具有特别性”的东西，在缺乏跨文化对比的情况下，被当作是“共性”的。

某些因素和特质也许曾被认为是“内在取向”的特征，但它也许只是这个宗教内部的标准。“内在取向”，或者说“成熟的宗教情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也许仍旧有待发掘。本研究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调查和探讨。

三 适用性研究

（一）访问对象和方法

1.访问对象

本部分中数据均来自同一样本：佛教徒26人，17人来自上海玉佛寺学佛班，4人来自复旦大学禅学会，5人为社会人士。基督徒53人，全部来自上海多伦路鸿德堂。

佛教徒中，男性10人，女性16人。年龄分布方面，21～30岁8人，31～40岁10人，41～50岁8人。已经皈依18人，准备皈依3人，有皈依想法的5人。初中学历1人，高中/中专学历4人，大学/大专学历14人，硕士学历5人，博士学历1人，未填写1人。成长环境分布方面，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大城市的12人，中等城市4人，小城市或乡镇4人，农村6人。汉族25人，少数民族1人。政治面貌方面，群众11人，团员8人，无党派人士3人，其他4人。

基督徒中，男性16人，女性37人。年龄分布方面，20岁以下1人，21～30岁14人，31～40岁9人，41～50岁11人，51～60岁9人，60岁以上9人。已经受洗52人，有受洗想法的1人。初中学历14人，高中/中专学历12人，大学/大专学历24人，硕士学历2人，未填写2人。成长环境分布方面，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大城市的31人，中等城市3人，小城市或乡镇7人，农村9人，在不止一个地方生活过的2人，未填写1人。汉族51人，少数民族1人，未填写1人。政治面貌方面，群众37人，团员7人，无党派人士5人，其他2人，未填写2人。

2.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的形式，当场分发，当场收回。

问卷分两个版本，基督教版本和佛教版本。用词方面，根据前期准备研究访谈结果可以知道，某些具有基督教特色的名词在其他文化下不具有共通性。因此在针对佛教徒的问卷中，将某些基督宗教环境下的特定概念、教义、行为等名词删除或者用佛教的词语替换应当是适当的。

替换词语和题项如下：

“上帝”替换为“佛”：第3、4、14、19题。

“基督教”替换为“佛教”：第5、6、7、8、18、19题。

“上帝子民”替换为“佛弟子”：第19题。

“受洗”替换为“皈依”：第24题。

本问卷两个版本，除以上所注明的题项中替换的这些词语外，其他文字不变。

（二）名词概念共通性

1.研究思路和目的

根据前期研究中对基督教、佛教信徒各四人的访谈结果可知，某些特有概念可能仅在亚伯拉罕宗教背景下适用。例如“神”“宗教”等词语，一方面可能有人不了解这些词的意思，另一方面对于使用这些词，部分信徒可能会有反感。部分佛教徒不认为佛是神，部分基督徒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教，等等。

本研究拟通过问卷的形式，重点调查“神”“宗教”二词分别在基督教徒和在佛教徒中是否可以通用；同时对在IE-12量表中出现的“祈祷”“同在”，调查这两个词语是否在佛教徒团体中也有认知度。最后，作为“宗教”一词的代替，调查“信仰”一词在基督教徒和在佛教徒中是否可以通用。

2.研究过程和方法

该部分研究对应问卷的第3～10题。第3～8题为7等级选择，从7（最同意、最不排斥等）到1（最不同意、最排斥等）。第9～10题为五类别选择，被访者在这五个类别中选择最接近自己想法的一个。

3.研究结果

（1）“神”、“宗教”“信仰”三词。

表2为“神”“宗教”“信仰”适用性的结果。每一题被访者都回答是否同意，或者是否有排斥感。回答为7等级选择，从7（最同意、最不排斥等）到1（最不同意、最排斥等）。

表2 “神”“宗教”“信仰”三词适用性问卷结果（问卷第3～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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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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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祈祷”“同在”二词。

表3 “祈祷”“同在”问卷结果1（问卷第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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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祈祷”“同在”问卷结果2（问卷第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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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同在”直方图趋势对比。

①“祈祷”问卷第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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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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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②“同在”问卷第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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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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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③“祈祷”问卷第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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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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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④“同在”问卷第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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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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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4.结论

根据以上结果，对于“佛”和“神”的意义，大部分佛教徒认为是不一致的；如果用“神”指代“佛”，约一半的佛教徒表示出排斥感。对于“佛教/基督教是宗教”这个说法，约三分之一佛教徒认为不合适，六成基督徒认为不合适；同时对于这个说法，约四成基督徒表示出排斥感。对于“信仰”这个词，佛教徒和基督徒的接受度都比较高，排斥感也较低。因此，综上所述，在调查问卷中，使用“神”“宗教”这两个词语可能导致被访者的不适感，同时也无法畅通交流。而“信仰”一词在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都接受度较高，因此在未来的各类问卷研究中建议使用“信仰”一词。对于“祈祷”“同在”二词，基督徒基本都理解并经常使用这两个词语，但在佛教徒中，这两个词语仍有大部分佛教徒表示不理解或不使用，这两个词的使用可能导致交流不畅。

（三）内在宗教取向的内容研究

1.研究思路和目的

为了解释对黑人和犹太人的偏见，奥尔波特认为，有必要区分对基督教的信仰的种类。也即，某一些人是真正信仰宗教，而另一些人则仅仅只是“使用”宗教。因此，如果后一类人表现出更多的对黑人和犹太人的偏见，那么这些并不是宗教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宗教的。奥尔波特的理论是为了帮基督教辩护，某些负面的结果不是宗教的影响，与宗教无关——因为那些人并非从内心深处认可并信仰某宗教，因此不可用他们来作为“宗教”对人的影响的代表。

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为了对宗教进行辩护，区分“真正的”宗教信徒和“非真正的”宗教信徒，就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什么人是真正的宗教信徒？”“什么人可以代表宗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些问题的提出迫切需要一个标准，一个用来评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宗教信徒的标准。奥尔波特的内在取向即意味着“真正的”宗教信徒，即是一种“标准”——他首先确定了信仰宗教应该有的内容和形式，然后根据这个形式制定标准。

问题在于奥尔波特所认为的“内在”取向的标准，是否具有共性，是否在其他文化环境下也可适用。有许多研究指出，潜藏在奥尔波特内在取向背后的“标准”是基于新教文化的。科恩和希尔的研究证明，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在新教徒中获得与奥尔波特理论假设一样的一致性，但在犹太人、天主教徒中却并非如此
 
[25]

 。对于犹太人、天主教徒而言，外在取向内包含的动机“为了获得社会支持”并不代表一个人“不宗教”。因此，在中国，以及在佛教中，原来被认为是代表“真正”信教的人的“内在”取向的那些标准，是否还适用，是否也是佛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就是第二部分研究的目的。

2.研究过程和方法

该部分研究对应问卷的第14题。第14题为5等级选择题，题项即为原莫尔特比IE-12量表内在取向的题项，从5（最同意、最符合）到1（最不同意、最不符合）。

3.研究结果

表5 莫尔特比IE-12量表原内在取向各项问卷结果

[image: ]


4.结论

6个内在取向的选项对基督徒而言都较为适用，但第2、3、6题对佛教徒均具有一定的不适用性，其中第2、3和基督徒差异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对基督徒而言适合的某些判断标准，在佛教徒中未必适用。

（四）外在宗教取向的内容研究

1.研究思路和目的

在奥尔波特的量表中，“外在”取向分为“外在—个人”和“外在—社会”两个类别。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使用”宗教，将宗教当成工具的“信徒”而言，他们“使用”宗教主要有两个目的——获得个人安慰和获得社会联系。但是，这两个目的就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吗？在非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在佛教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获得安慰和获得社会联系是否是全部的可能性？这是第三部分研究的目的。

2.研究过程和方法

该部分研究对应问卷的第11题，“你为什么选择你的信仰”，多选，共列出18个选项，被访者按照个人情况选择符合他们情况的选项。如果觉得某选项符合自己的情况就勾选。

3.研究结果

表6 外在取向其他可能性问卷结果（问卷第1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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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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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可以看出，第4、5、14项，基督徒和佛教徒百分比差异在10%左右；第3、11、13、15、16、18项，百分比差异在20%左右；第1、12、17项，百分比差异在30%左右；第7项百分比差异在40%左右；第2项百分比差异在50%左右；第10项百分比差异在70%左右；其他各项无明显差异。

4.结论

基督徒和佛教徒的回答在许多选项上差异较为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基督徒和佛教徒在信仰宗教的原因上还是存在差异。其中，第1、2、3、7、8、12项佛教徒选择比例超过50%。综合这几个选项来看，除了与“外在—个人”取向重合的第1项外，其他几项都集中在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人格的完善。这一点与“外在—个人”取向和“外在-社会”取向含义都不同。如果认为“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人格的完善”是将宗教作为工具，而非“活在宗教之中”，那么这一点就是第三个外在取向。

综上所述，除“外在—个人”取向和“外在—社会”取向外，仍旧可能有其他的外在取向（“利用宗教去达到的目的”）。信仰宗教，选择宗教，并不一定是为了个人的安慰和获得社会的地位，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内在—外在取向”量表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人格的完善”是否是将宗教作为了工具来使用；在这些人的信仰生活中，宗教是否成为了工具，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基督徒可能回答“是”，但是佛教徒的回答需要研究来确定。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宗教的本质，究竟什么是宗教。在界定了宗教的本质，或者说宗教信徒“应有”的情况/状态的情况下，才可以讨论什么不是“应有”，而是“工具/使用”。因此，在对信徒“应有”的情况/状态定义不同的情况下，“个人思想境界的提升，人格的完善”可能成为“应有”，也可能成为“工具”。

（五）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是否有明确的分界线

1.研究思路和目的

在对佛教徒的访谈过程中，谈到虔诚的信徒的表象以及佛教对信徒的要求，某位佛教徒表示：

佛教是哲学，是一门课程，有许多阶段。在学习中，可进可退。它不是通过虔诚的表象来决定你处在哪个阶段。虔诚是表象，阶段与阶段之间没有量衡标准及数据可参考的。

另一位佛教徒也同意，好的佛教徒和不好的佛教徒之间很难区分，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IE量表成立的前提——“有成熟的宗教情感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且二者能够明确分开”——在佛教中是否适用？如果有明确的标准，则“成熟的宗教情感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或“好的信徒和不好的信徒”可以分开，或者说将之二分是适当的。但是如果二者之间界限本来就比较模糊，那么将之二分是否适合呢？这即是本部分研究的目的。

2.研究过程和方法

该部分研究对应问卷的第18、19题，题目类型为二选一，题目如下：

18.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

A.佛教/基督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两个或数个阶段，阶段之间状态完全不同，是一种本质的区别。

B.佛教/基督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两个或数个阶段，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也不是本质的区别。

19.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

A.佛教/基督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一个或数个门槛/标准（“是否信佛/上帝、是否守戒律/诫命等”），可以
 通过它们来明确/清晰的划分真正的
 /好的
 /虔诚的
 /敬虔的佛弟子/上帝子民，真正的
 /好的
 佛弟子/上帝子民和不好的
 佛弟子/上帝子民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
 。

B.佛教/基督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一个或数个门槛/标准（“是否信佛/上帝、是否守戒律/诫命等”），但不能
 通过它们来明确/清晰的划分真正的
 /好的
 /虔诚的
 /敬虔的
 佛弟子/上帝子民，真正的
 /好的
 佛弟子/上帝子民和不好的
 佛弟子/上帝子民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


3.研究结果

表7 标准/阶段题项问卷结果（问卷第18、1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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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大致可以看出，第18和19题，选择A的佛教徒比例大致在30%～40%，选择A的基督徒比例大致在70%。

以下为结果的饼图（阴影为选择A，非阴影为选择B）。

（1）第1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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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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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2）第1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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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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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4.结论

由以上对比可知，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佛教中，可能并不存在基督教中明显的阶段性，以及真正的/好的佛弟子和不好的佛弟子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因此，IE量表的理论成立的前提——“有成熟的宗教情感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且二者之间能够明确分开”——就可能在佛教中不适用。

当然，这个差异是否明显，是否显著，以及是否可以推及更大的范围仍旧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同时，这个结果只是信徒的自我感觉和评价，只是信徒主观的认定。在客观上，是否有“成熟的宗教情感和不成熟的宗教情感”；信徒是否有不同的类型仍旧需要学者客观的去判断。在不同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共通；在内心情感和认知上，佛教和基督教信徒是否有共性。表面的不同不一定能推论出内在本质上也完全不同，轻易的下结论是危险的。

（六）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应用——是否可以用宗教解释信徒的行为

1.研究思路和目的

西方的宗教取向相关研究一直很注重探讨宗教取向和其他社会性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的前提是，宗教对人的性格、社会性、健康有影响。当然，作为一个社会元素，宗教无疑有其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在所有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中占多大的位置呢？

西方的理论假设是：如果一个人偏见很强/偏见不强，这是因为宗教的影响/或者与宗教有相关关系。但实际是否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偏见很强/偏见不强，这是因为社会文化（或者父母、基因等）的影响。比如采访佛教徒时，某位佛教徒表示：

我对人没什么偏见，不是因为我的宗教教导我这么做，而是我本来就觉得应该这么做。

换句话说，父母、成长经历、社会文化对宗教和对个人社会性的影响是否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宗教对个人社会性、性格、心理健康状况等是否可能无直接、明显、强烈的影响。当然，宗教是社会文化的一种，毫无疑问会对人产生影响。不过，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常常可能是文化的关键，是重要部分；但在中国，宗教在文化中是否有如此核心的地位呢？在对人的各种行为举止的影响力方面，宗教有多大的影响力度？如果测量得到具有某种宗教性的人偏见不强，可以得出这种宗教性和偏见之间的因果关系吗？是否可以根据宗教和某种行为模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推论是宗教影响了信徒吗？或者实际情况是，如同上面那位佛教徒所表述的，信徒的行为和选择实际来自他所处的文化的影响，佛教对他的影响是辅助性的。

本部分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信徒的行为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的影响，以及宗教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

2.研究过程和方法

该部分研究对应问卷的第16、17题。第16题为7等级选择，第17题为四选一。题目如下：

16.你的行为和处事方式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信仰的教导？（A为7分，G为1分）

A.完全是 B.基本是 C.有一些是 D.不知道/难说

E.有一些不是 F.基本不是 G.完全不是

17.以下哪种说法比较符合你的情况？（A为1分，D为4分）

A.我原来就和我的信仰一致，有相通性，因此没有太大的改变。

B.本来和信仰有一定的相通，它规范了此外的其他东西。

C.信仰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改变了很多。

D.信仰给我的是一种本质的改变。

第16、17题外，第13题第2、8个选项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第13题题目为：“你的信仰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第2个选项为“它符合我原来的想法，原来的目标”，第8个选项为“它更贴近，更符合中国文化”。

3.研究结果

（1）第16、17题结果表格。

表8 问卷第16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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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问卷第17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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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6题直方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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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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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3）第17题直方图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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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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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4）第13_2、13_8题结果表格。

表10 问卷第13_2、13_8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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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根据以上结果可知，关于自身的行为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的影响，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有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差别；同样，关于信仰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有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差别。

根据第13_2、13_8题结果可知，佛教徒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初被吸引的原因是觉得佛教符合他原来的想法和目标，且佛教更贴近，更符合中国文化。这可能表示，这一批佛教徒对中国文化本身即有极强的认同度，因为佛教的教导和内涵符合他们本身经过一定时间而来已经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符合中国文化，才被佛教吸引。因此他们的行为可能来自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而非佛教。

结合以上两部分的结果，“信徒的行为主要并非来自宗教而是来自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这个结论是可能的。宗教对信徒有一定影响，但是并非决定性。同样，只根据这些非常有局限性的研究要得出肯定的结论是不合适的。信徒的行为、选择、心理状态多大程度上是宗教影响的结果，仍旧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四 佛教徒和基督徒其他方面的差异

（一）访问对象和方法

本节访问对象和方法均同第三节。

（二）感受和心境方面的差异

1.研究方法和结果

本部分对应问卷第12题，题目为“在你的信仰中，你是否有以下的感受或心境”，共12个选项，多选。被访者如果感觉有该感受或心境即勾选。

表11 问卷第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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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

在基督徒比例高于佛教徒的选项中，“我已经找到拯救的方法”和“我已经获得拯救”非常有基督教特色。而“感到不是孤单一人，有依靠”“幸福感”“被保佑守护”等几项基督徒均较为明显的高于佛教徒。因此有可能基督徒平均幸福感、安全感高于佛教徒。

在佛教徒比例高于基督徒的选项中，“放空感”可能和佛教重视、要求禅定有关。关于“受到指点”这一项，结合第三节第三部分表5第5项结果（“我很享受阅读与我的信仰相关的文字”），同时结合第三节第四部分表6第2、3、7、8、12、14项结果，可以假设，佛教徒可能更多重视个人的思考和个人的修行，他们更重视个人人格的完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把自己交托出去”选项中，基督徒选择比例明显高于佛教徒。结合上一段落的推论，在信徒信仰生活中，基督徒和佛教徒内心感受是否具有差别？基督徒可能更多的将自己交托给信仰，对超越者和信仰的依靠感更强，在和超越者和信仰的关系上，更多的把自己摆到在超越者之下并仰视超越者的位置。与之相对，佛教徒可能更多的是在探求一个问题，或者更多的是在完善人格；佛教徒也并未将自己交托出去，自身和超越者之间也无明显的仰视或俯视关系。

当然，以上都仅仅只是猜测。目前的研究结果只能表明有这样的可能性，有探讨的价值，但事实是否如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基督徒对上帝的尊崇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对上帝有附属感，对他们而言上帝并不一定高高在上需要仰视。同时，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团体内在仍旧具有差别，用任何一部分人的倾向来代替全部人都是不适当的。比较谨慎的结论是，某个趋势在某个宗教团体中相对较高。

（三）信仰方面的差异

1.研究方法和结果

本部分对应问卷第13题，题目为“你的信仰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共12个选项，多选。被访者如果感觉某选项符合自己的情况即勾选。

表12 问卷第13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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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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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

在基督徒比例高于佛教徒的选项中，“有灵验或启示”和“有救恩”非常有基督教特色。关于“我觉得它是真理”选项，虽然佛教徒也有相当比例选择了此项，但是基督徒的比例更高。“我感受到了爱和守护”选项中，基督徒大比例高于佛教徒。这一项的结果联系第四节第二部分表11的结果，再一次证明，基督徒平均幸福感、安全感有可能高于佛教徒。“周围的信徒更真诚，更善良，更宽容；信徒团体气氛友爱和谐”可能是因为基督徒团体多于佛教徒团体，因此非信徒可能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基督徒的团体，然后被团体的气氛所吸引。

在佛教徒比例高于基督徒的选项中，“我认同它的价值观、生命观及生活模式”，“它更贴近，更符合中国文化”，“它符合我原来的想法，原来的目标”，可以侧证第三节第六部分的猜测，部分佛教徒的行为和选择根源来自中国文化，而非佛教。“它给了我对于人生问题的最满意的答案”项则侧证第四节第二部分表11的结果，佛教徒可能更多重视个人的思考和个人的修行，更重视个人人格的完善。部分佛教徒对于佛教所要求的可能是问题的答案，人生的指导，而非将自己完全交托出去。对于这些佛教徒而言，人生问题的答案仍旧需要自己寻找；而对于部分基督徒而言，这些答案则由基督带来。

（四）佛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分

1.研究方法和结果

本部分对应问卷第15题，题目为“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共2个选项，单选。被访者如果感觉某选项符合自己的情况即勾选。

表13 问卷第15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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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

这一题是问卷中佛教徒、基督徒区分度最高的题目。佛教徒和基督徒在这一题上回答所占比例几乎呈正相反的趋势。因此认为：“该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个宗教的重要差别，并且在两个宗教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有可信度的。

这一部分的结论似乎可以侧证第四节第二部分的结果，部分佛教徒对于自己的生活有自主性，并未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完全交付出去。而对于部分基督徒而言，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可能全部交给了基督，部分基督徒对超越者的依靠感可能更强。

五 结论和探讨

（一）奥尔波特宗教取向二分在非基督宗教中的不适用性

总体而言，奥尔波特宗教取向二分在非基督教文化下的不适用性可以归结为：如果仅仅是在某种文化下具有“特性”的东西，那就可能无法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去。

1.信仰模式的不同

一种宗教中信徒和超越者之间的关系，在其他的宗教中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在某一种宗教中，信徒和超越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模式。通过一定的方式，信徒可以得到信仰该宗教的目的，但是“与超越者交通”并不只有一种方法。

2.宗教社会角色的不同

一种宗教中宗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其他的宗教中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和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很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中得出的很多奥尔波特宗教取向量表在佛教中的不适用性，其实都根源于不同宗教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不同。“外在—社会”取向（为了获取社会支持）在佛教中不适用，因为信仰佛教并不会为信徒带来社会地位和社区的支持，因为佛教在中国不具有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因此部分佛教徒的行为受到佛教的影响较少，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因为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如果一个信徒采取了某种行为，这个行为的原因却未必是宗教。在中国，在对各种个人行为或者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很可能要对宗教说“不”——不止宗教没有正面效果，同时某些负面的事件也不是宗教造成的——宗教从来不是中心。

3.总结

对奥尔波特宗教取向二分思想的探讨，或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什么是信徒信仰宗教“应该”有的形式；信徒信仰宗教是否有不同的类型；如果信徒信仰宗教有不同的类型，那么不同类型是否和信徒的其他身心状况（身体或心理健康、对人的偏见等）相关。

对于信徒信仰宗教“应该”有的形式，奥尔波特按照新教的文化和伦理设置了一套“标准”。但问题也在于，被奥尔波特认为是“利用”宗教的（例如获得社会支持）的信仰形式，对于其他宗教的信徒而言，却并不一定是一种“利用”。信徒信仰宗教“应该”有的形式每个宗教都可能不同。什么是“应该/真正”的，什么是“不应该/非真正”的，这似乎更像是神学的、目的论的、价值判断问题。宗教现象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并不一定具有价值高低之分。

虽然价值判断可能是无意义的，但是按照不同类型分类可能是有意义的。奥尔波特在他的“标准”的基础上，将信徒“纯化”“规范化”，把信徒分成两个类型，“真正的信徒”和“利用宗教的信徒”。但是对于其他宗教而言，信徒是否有不同的类别，是不是有那么清晰的分界线，能将信徒分类，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如果确实有不同类型，将之分类确实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本论文第三节第五部分虽然得出结论——在佛教中，可能并不存在基督教中明显的阶段性，以及真正的/好的佛弟子和不好的佛弟子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但这个结论只是基于信徒的自我表述。实际上佛教徒之间是否有不同类型，是否需要分类，需要学者用客观的眼光加以分辨。

但是，即使把信徒分了类，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分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这牵涉到奥尔波特宗教取向二分思想的第三个层次，不同类型是否和信徒的其他身心状况（身体或心理健康、对人的偏见等）相关。如本论文综述所述，宗教性研究的起始就是宗教和其他个人身心状况的关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宗教对人有什么影响。为了区分宗教对人的影响，才诞生了之后许多的分类方法——包括奥尔波特的宗教取向二分。如果某一种类型确实和某个身心状况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自然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么进行关系研究就是有价值和有必要的。

把复杂现象和事物进行分类是非常困难的，现实的现象和事物往往无法清晰的分类，总有一些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每一个分类的方法似乎都不能解释所有。但是研究对现象和事物的分类，继续寻找合适的分类方法仍旧有其意义。分类有两个层次的作用。一个是寻找到复杂或者混沌现象和事物之后的发展逻辑，可以对现象和事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厘解混乱复杂的世界。例如生物分类学经过了数代的演变，三域系统和五界系统都有其解释力，通过对生物分类，我们可以了解生物各种群内在的联系，可以更轻松的理解各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分类，通过找到复杂现象和事物背后的逻辑，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找到现象和事物背后的规律，我们可以通过规律预测更多的尚处于未知的事物。例如化学元素周期表，通过了解元素的规律，我们可以预测它们的性质，甚至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分类建立的基础仍旧是掌握事物背后的清晰发展逻辑和规律，仍旧是当我们清晰了解事物背后的逻辑和规律后才能以之为基础建立的学问。当我们了解哪些逻辑和规律，我们能够以这些逻辑和规律建立明确的图像，能够对复杂现象和事物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因此，如果我们始终要对宗教信徒进行分类，如果对宗教信徒进行分类始终有必要，如果宗教信徒分类有其可能性——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不同类型的信徒——有科学的依据，那么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仍旧还是寻找到宗教现象背后清晰的发展逻辑和规律。

在文化中，宗教可能需要将其和其他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来考虑它的意义和作用。可能需要将宗教放在文化环境里，而不是将其作为简单单独孤立的事物来考量。它可能是“化”在文化环境里，“化”在一个人的生活里，“化”在一个人的整个人格构成中。换句话说，它是有机的，有内在结构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点”。也因此，因为内在结构有所不同，宗教可能确实有不同的形式，寻找其中的规律可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有价值的工作。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1.对本研究的补足

应该说，本研究还是有很多局限的。一方面，本研究所采取的样本数量还是较小，佛教徒和基督徒都没有超过百人，因此在被访者的人群分布上可能和整体人群不一致，可能不能反映整体的情况。后期研究应当扩大样本，同时尽可能扩大范围，不局限于城市，争取在农村采取样本，获得更大、更有代表性的数据。

另一方面，本研究采取的是问卷的形式。问卷形式有很多的局限，一是被访者的回答都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述，二是简单的提问和回答也无法了解到信徒的真实想法，因此问卷结果不一定能体现出他们的真实情况。后期研究应当考虑采取其他的研究形式来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验证、修正和补足。

2.与更多其他文化或宗教进行对比研究

本研究采取了中国的佛教徒来作为中国的基督徒的对比。但是，中国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信徒都通过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以及两个宗教的信徒不重合。对于某些“个人从出生开始就自动归属”的宗教——中国的祖宗祭祀、犹太教——或者某些“彼此之间无排他性的宗教传统”——日本的神道教等——如果也将它们与基督教进行对比，也许能够找到更多差别，发现更多是“特性”但被错认为是“共性”的元素。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方面着手，以期更多的揭示宗教的本质。

同时，本研究只是中国的佛教徒与中国的基督徒的对比，而非中国的佛教徒和西方的基督徒的对比。中国的基督徒是否和西方的基督徒有一样的内涵和信仰模式是有疑问的，因此某些本研究发现的差别可能是中国环境下特有的差别。如果将中国佛教徒和西方基督徒进行对比，或将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基督徒进行对比，可能会发现某些植根于两种文化的不同。

3.佛教徒和基督徒心境、情绪、内心感受上的不同

根据本论文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研究结果，可以假设，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心境、内心感受上可能有不同。后期研究可以针对这点进行深入，以期发现更多两个宗教的不同。

4.在不同中寻找“共性”

本论文结果虽然证明基督教背景下的理论模式不适合使用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但是，在存在差别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宗教之间的共性。虽然内在取向中有3项存在差异，但其他3项，佛教徒和基督徒的回答保持了一定的一致性；对于选择宗教的原因，佛教徒和基督徒选择的比率也在数个项目上近似。这表明，虽然不同宗教各自有各自的“特性”，但是同为宗教，它们很可能还是有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到底是什么，仍旧有待发掘。片面强调特性而忽视共性不是适当的做法。共性的探讨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宗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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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port-Ross Religious Orientation Scale



Intrinsic


11.I try hard to carry my religion over into all my other dealings in life.

12.Quite often I have been keenly awar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or the Divine Being.

13.My religious beliefs are what really lie behind my whole approach to life.

14.The prayers I say when I am alone carry as much meaning and personal emotions as those said by me during services.

15.If not prevented by unavoidable circumstances，I attend my house of worship.

16.If I were to join a religious group I would prefer to join（1）a Bible study group or（2）a social fellowship.

17.Relig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me because it answers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18.I read literature about my faith.

19.It is important to me to spend periods of time in private religious thought and meditation.


Extrinsic


El.What religion offers me most is comfort when sorrows and misfortune strike.

E2.One reason for my being a congregation member is that such membership helps to establish a person in the community.

E3.The purpose of prayer is to secure a happy and peaceful life.

E4.It doesn’t matter so much what I believe so long as I lead a moral life.

E5.Although I am a religious person，I refuse to let religious considerations influence my everyday affairs.

E6.My house of worship is most important as a place to formulate good social relations.

E7.Although I believe in my religion，I feel there are many mor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E8.I pray chiefly because I have been taught to pray.

E9.A primary reason for my interest in religion is that my house of worship is a congenial social activity.

E10.Occasionally I find it necessary to compromise my religious beliefs in order to protect my social and economic well-being.

El1.The primary purpose of prayer is to gain relief and protection.


内在：


我努力尝试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渗入生活中。

我经常敏锐地意识到上帝或神的存在。

我的宗教信仰是我对生活的整体态度后面的真正原因。

当我独自祈祷时，像我在礼拜仪式中的祈祷一样，祷告词包括许多意义和个人的情感。

如果不受无法避免的情况的阻碍，我去教堂：至少一周一次或更多，一月2次或3次，每月或两个月一次，很少。

如果我要加入一个教会团体，我更喜欢加入：（1）圣经研究团体；或（2）社交性团契。

宗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回答了许多关于生存意义的问题。

我阅读涉及我的信仰（或教派）的文献：经常，偶尔，很少，从不。

对我来说，把时间花在个人的宗教思考与冥想方面是重要的。


外在：


当悲痛与不幸降临时，宗教提供的最大用途就是安慰。

如同公民身份、友谊和其他成员资格所引起的作用一样，宗教同样有助于保持我的生活平衡与安定。

我加入教会的一个原因在于，这种会员资格有助于确立一个人在社区的地位。

祈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幸福与宁静的生活。

尽管我是一名教徒，但我拒绝让宗教思考影响我的日常事务。

作为阐述良好社会关系的一个场所，教堂是最重要的。

尽管我信仰宗教，但我觉得生活中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

我祈祷主要是因为有人教导我去祈祷。

就我在宗教方面的兴趣来说，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所在的教会有志趣相投的社会活动。

有时我发现，必须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妥协，以便保护个人的社会与经济利益。

祈祷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慰藉和保护。


“Age-Universal” I-E Scale


1.（E）I enjoy reading about my religion.

2.（E）I go to church because it helps me to make friends.

3.（E）It doesn’t much matter what I believe so long as I am good.

4.（E）Sometimes I have to ignore my religious beliefs because of what people might think of me.

5.（I）It is important to me to spend time in private thought and prayer.

6.（I）I would prefer to go to church：

（1）a few times a year or less

（2）once every month or two

（3）two or three times a month

（4）about once a week

（5）more than once a week

7.（I）I have often had a strong sense of God’s presence.

8.（E）I pray mainly to gain relief and protection.

9.（I）I try hard to live all my life according to my religious beliefs.

10.（E）What religion offers me most is comfort in times of trouble and sorrow.

11.（I）My relig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answers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12.（I）I would rather join a Bible study group than a church social group.

13.（E）Prayer is for peace and happiness.

14.（E）Although I am religious，I don’t let it affect my daily life.

15.（E）I go to church mostly to spend time with my friends.

16.（I）My whole approach to life is based on my religion.

17.（E）I go to church mainly because I enjoy seeing people I know there.

18.（E）I pray mainly because I have been taught to pray.

19.（I）Prayers I say when I’m alone are as important to me as those I say in church.

20.（E）Although I believe in my religion，many other things are more important in life.

1.（E）我很享受阅读与我的宗教相关的文字。

2.（E）我去教会，因为那可以让我交到很多朋友。

3.（E）只要我为人端正，我信仰什么并不重要。

4.（E）有时我必须忽视我的宗教信仰，因为别人可能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

5.（I）对我来说，有时间独自思考和祈祷很重要。

6.（I）我去教堂的频率是：

（1）一年只去几次或更少

（2）一个月一到两次

（3）一个月两到三次

（4）大约一个星期一次

（5）一个星期去好几次

7.（I）我经常能强烈感觉到神的存在。

8.（E）我祈祷主要是为了得到放松和保护。

9.（I）我努力尝试遵照我的宗教信仰来生活。

10.（E）宗教给予我最多的是在我困扰和悲伤时，给我安慰。

11.（I）我的宗教很重要，因为它回答了我很多关于活着的意义的问题。

12.（I）如果我要加入一个教会团体，我更喜欢加入圣经研究团体而不是社交性团契。

13.（E）祈祷是为了平静和快乐。

14.（E）尽管我是一名教徒，但我拒绝让宗教思考影响我的日常事务。

15.（E）我去教会主要是为了和我的朋友相处交往。

16.（I）我生活的根本方式基于我的宗教。

17.（E）我去教会主要是因为我很享受见到我认识的人。

18.（E）我祈祷主要是因为有人教导我去祈祷。

19.（I）当我独自祈祷时，我所说的话与我在教堂时所说的一致。

20.（E）尽管我信仰宗教，但我觉得生活中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


“Age-Universal” I-E Scale-12



Intrinsic


I try hard to live all my life according to my religion beliefs.

I have often had a strong sense of God’s presence.

My whole approach to life is based on my religion.

My relig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answers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I enjoy reading about my religion.

It is important to me to spend time in private thought and prayer.


Extrinsic-Personal


What religion offers me most is comfort in times of trouble and sorrow.

Prayer is for peace and happiness.

I pray mainly to gain relief and protection.


Extrinsic-Social


I go to church because it helps me make friends.

I go to church mainly because I enjoy seeing people I know there.

I go to church mostly to spend time with my friends.


内在


1.我努力尝试遵照我的宗教信仰来生活。

2.我经常能强烈感觉到神的同在。

3.我生活的根本方式基于我的宗教。

4.我的宗教很重要，因为它回答了我很多关于活着的意义的问题。

5.我很享受阅读与我的宗教相关的文字。

6.对我来说，有时间独自思考和祈祷很重要。


外在—个人


7.宗教给予我最多的是在我困扰和悲伤时，给我安慰。

8.祈祷是为了平静和快乐。

9.我祈祷主要是为了得到放松和保护。


外在—社会


10.我去教会，因为那可以让我交到很多朋友。

11.我去教会主要是因为我很享受见到我认识的人。

12.我去教会主要是为了和我的朋友相处交往。

附录2 问卷


隐私保护声明


本问卷完全匿名。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或想法选择。问卷中收集的信息将仅用于学术研究，不会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在完成本课题的最终报告后一年，原始问卷将被销毁。非常感谢你的配合，你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你们的理解！

注意：本问卷有正反两面

1.你的性别是？（ ）

A.男 B.女

2.你的年龄是？（ ）

A.20岁以下B.21～30岁C.31～40岁D.41～50岁

E.51～60岁F.60岁以上

3.你觉得“佛”和“神”一样吗？（ ）

A.完全不一样B.很不一样C.有点不一样D.不知道/难说

E.有点一样F.基本一样G.完全一样

4.如果用“神”指代“佛”，你会有排斥感吗？（ ）

A.完全不排斥B.基本不排斥C.不大排斥D.不知道/难说

E.有点排斥F.比较排斥G.非常排斥

5.你觉得“佛教是宗教”这个说法适当吗？（ ）

A.非常不适当B.比较不适当C.有点不适当D.不知道/难说

E.基本适当F.比较适当G.非常适当

6.你对“佛教是宗教”这个说法有排斥感吗？（ ）

A.完全不排斥B.基本不排斥C.不大排斥D.不知道/难说

E.有点排斥F.比较排斥G.非常排斥

7.你觉得你对佛教是一种信仰吗？（ ）

A.是B.基本是C.有点是D.不知道/难说

E.有点不是F.基本不是G.完全不是

8.如果说你对佛教是一种信仰，你会有排斥感吗？（ ）

A.完全不排斥B.基本不排斥C.不大排斥D.不知道/难说

E.有点排斥F.比较排斥G.非常排斥

9.以下两个词语是否会出现在你的信仰生活中？（请勾选）

[image: ]


10.你的信仰生活中是否会使用以下两个词语？（请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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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为什么选择你的信仰？（ ）（多选）

A.脱离痛苦，得到解脱 B.修心

C.获得对人生的指导 D.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

E.在我痛苦和不安的时候给我安慰和保护

F.为了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健康和幸福

G.涵养身心、提升人格，做一个合格的人

H.寻求真理和智慧I.获得健康的身体

J.因为这是唯一拯救，唯一真理，唯一真神

K.拯救众生，帮助他人

L.获得平和的心境和良好的心态，让心境自然

M.给精神/心灵一个归属 N.学会为人处事的道理

O.学识上的研究目的 P.受到感召

Q.被感动，被它的不可言喻的巨大所震撼

R.为了不下地狱 S.其他_____

12.在你的信仰中，你是否有以下的感受或心境？（ ）（多选）

A.被保佑守护 B.受到指点

C.归属感 D.安全感

E.感到不是孤单一人，有依靠 F.幸福感

G.我已经找到拯救的方法 H.我已经获得拯救

I.把自己交托出去 J.放空感

K.欢喜，安乐 L.被信徒的爱心/品格所感动

M.其他_____

13.你的信仰最初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多选）

A.我认同它的价值观、生命观及生活模式。

B.它符合我原来的想法，原来的目标。

C.我觉得它是真理。

D.它给了我对于人生问题的最满意的答案。

E.能够有好报，去极乐世界或者天堂。

F.前辈信徒的榜样。 G.它讲得更彻底。

H.它更贴近，更符合中国文化。 I.我感受到了爱和守护。

J.有灵验或启示。 K.有救恩。

L.周围的信徒更真诚，更善良，更宽容；信徒团体气氛友爱和谐。

M.其他_____

14.你觉得以下各项是否是一个虔诚的/敬虔的/好的信徒的重要或核心的要求？（请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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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 ）

A.人靠自己的思考和修行不可能获得拯救。

B.人靠自己的思考和修行能够得到拯救。

16.你的行为和处事方式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信仰的教导？（ ）

A.完全是 B.基本是 C.有一些是 D.不知道/难说

E.有一些不是 F.基本不是 G.完全不是

17.以下哪种说法比较符合你的情况？（ ）

A.我原来就和我的信仰一致，有相通性，因此没有太大的改变。

B.本来和信仰有一定的相通，它规范了此外的其他东西。

C.信仰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改变了很多。

D.信仰给我的是一种本质的改变。

18.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 ）

A.佛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两个或数个阶段，阶段之间状态完全不同，是一种本质的区别。

B.佛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两个或数个阶段，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也不是本质的区别。

19.你比较同意以下哪种说法？（ ）

A.佛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一个或数个门槛/标准（“是否信佛、是否守戒律/诫命等”），可以通过它们来明确/清晰的划分真正的/好的/虔诚的/敬虔的佛弟子，真正的/好的佛弟子和不好的佛弟子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

B.佛教的修行/信仰过程中，有一个或数个门槛/标准（“是否信佛、是否守戒律/诫命等”），但不能通过它们来明确/清晰的划分真正的/好的/虔诚的/敬虔的佛弟子，真正的/好的佛弟子和不好的佛弟子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

20.你的学历（包括在读）是？（ ）

A.小学 B.初中 C.高中 D.中专

E.大学 F.大专 G.硕士 H.博士

I.其他

21.你小时候（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哪里？（ ）

A.大城市 B.中等城市 C.小城市或乡镇 D.农村

E.在不止一个地方生活过 F.其他

22.你的民族是？（ ）

A.汉族 B.少数民族 C. 其他

23.你的政治面貌是？（ ）

A.群众 B.团员 C.党员 D.民主党派

E.无党派人士 F.其他

24.你是否已经皈依？（ ）

A.已经皈依 B.准备皈依

C.有这个想法 D.暂时还不准备皈依

E.其他_____

注：

本问卷两个版本——佛教徒版本和基督徒版本，替换词语和题项如下：

“佛”替换为“上帝”：第3、4、14、19题。

“佛教”替换为“基督教”：第5、6、7、8、18、19题。

“佛弟子”替换为“上帝子民”：第19题。

“皈依”替换为“受洗”：第24题。

两个版本除以上所注明的题项中替换的这些词语外，其他文字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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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的质性研究

——以中国基督徒为例

何沛怡 石林
 
[1]




摘要：
 宗教应对是近20年来西方宗教心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当人们遭遇疾病、丧失、战争等严重威胁个体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压力事件时，往往转向更高的力量以帮助自己应对，宗教也常常成为他们的应对资源。在中国，关于宗教应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内宗教信众逐年增多、癌症等重大疾病威胁越来越多民众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宗教如何影响个体应对疾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基督徒为例，探索重大疾病患者的宗教应对过程，揭示个案可能采用的宗教应对策略和持有的宗教应对资源，及应对过程中宗教应对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变化。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原因在于：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宗教应对领域目前仍缺乏坚实的理论，质性研究可以深入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寻求解释和理解。

本质性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10名身患癌症等重病的基督徒共同建构他们的宗教应对过程。数据分析和理论建构以扎根理论为指导，对10名研究对象产生的数据进行三级登录，产生一级编码53个，二级编码16个，其中主要类属为：宗教应对过程中的情绪/心境和态度，宗教认知应对，宗教应对行为，宗教应对资源，宗教应对结果；三级编码得出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类属“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的动态过程”。效度检验采用研究者检核、研究对象检核、资料之间的相互验证、共同编码、反馈法等。成文采用类属作为基本结构，在部分类属下穿插一些小型个案及情境分析。

从应对结果来看，本研究对象普遍在应对过程中取得了生理、心理、灵性上正向的变化。从总体应对方式看，他们基本采用积极宗教应对的方式，他们并非没有经历灵性挣扎，但在这个过程中依然选择向上帝和其他信徒寻求灵性上的支持，通过积极的宗教归因，恢复对良善、公义上帝的信心，对压力事件进行积极的再定义，看到苦难的意义所在。

本研究在原始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中的相关理论和个人分析，得出“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过程”的中层理论：患者面临疾病这一危机，启动“宗教应对资源”进行认知和行为上的应对，“宗教信念”是认知应对的基础和核心，个体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宗教归因和对患病意义的认知重构；个体的应对行为也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宗教应对资源；同时，宗教应对带来的正向结果也进一步成为个体的“宗教应对资源”。研究结果对前人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补充，并对不同文化下基督徒宗教应对的差异做了初步讨论。


关键词：
 宗教应对 中国基督徒 重大疾病 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

重大疾病是严重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压力源之一。一旦遭遇威胁生命的重大疾病，个体不仅经历生理上的痛苦，而且可能面临社会功能丧失、治疗无效导致的死亡，在心理上通常承受巨大的压力。以癌症患者为例，其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在23%～47%之间（因各研究所用量表或诊断标准而异）
 
[2]

 ，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可治愈性疾病，症状常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和绝望等，而这些又会反过来影响疾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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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国外研究表明，当个体生命、健康遭受威胁或损害时，例如疾病、战争、家人死亡等重大压力情境下，宗教是一个尤其相关的应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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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个体生存受到不可控外力的威胁时，人们往往转向宗教以寻求更高力量的帮助。在中国，以癌症为代表的重大疾病正影响着相当大一部分人群。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描述中国癌症发病形势：“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全国每6 分钟就有1 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7到8人中就有1 人死于癌症。”是否遭遇重大疾病的国民相比之普通民众更多地寻求宗教的帮助，目前国内仍未有实证研究。

然而，在笔者所接触的一些宗教信仰人士当中，也不乏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而皈依宗教者，也有一些疾病得到“神奇”医治的信徒，还有一些虽然身处疾病的苦难中仍持守虔诚信仰者。当生命受到重大疾病威胁时，宗教如何影响他们应对疾病和死亡？个体通过宗教应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鉴于基督徒人数在我国之众
 
[5]

 ，本研究将以遭遇重大疾病的基督徒为例，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 研究综述

“宗教应对”指“个体面临压力事件或情境时，对源自个体所信宗教的认知和行为技术的使用”
 
[6]

 。也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压力情境下以与神有关的方式寻找意义的过程”，并强调它当与“宗教信仰”“宗教虔诚度”“宗教行为”相区别
 
[7]

 ，“宗教应对”考察宗教的信念、实践、感受、关系、有意义的对象等作用于应对的过程。

西方关于宗教应对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发现，当宗教存在于个体的应对资源中时，“宗教应对”是一个独特的、不可被其他非宗教应对（如认知重构、内部控制、社会支持等）预测变量代替的因子
 
[8]

 。另外，与早前研究宗教与健康关系时普遍使用的“宗教信仰”相比，“宗教应对”对个体应对负性事件的结果有更强的预测能力
 
[9]

 。于是，此后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宗教应对”这一构念，考察更为具体的宗教信念、宗教行为、宗教团体活动等对应对的影响。

帕格门特在其里程碑式著作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Coping
 中系统回顾了该领域中截至当时的主要研究，探讨了什么样的人群倾向于采用宗教应对，人们采用（或不用）宗教应对的情境，宗教应对可能的机制、宗教应对与应对结果之间的关系等等。他发现，宗教应对方式主要受到社会因素（如文化、教会）、情境因素（如压力源的类型和数量、压力事件持续的时间）和个人因素（如人口学变量、人格和宗教信仰取向）三方面的影响。宗教应对是复杂、多方面的，可能因应对方式的不同而产生有益或有害的结果。

研究者通过问卷施测和因素分析得出宗教应对的两个维度：积极宗教应对和消极宗教应对。前者将上帝看作慈爱的、支持性的，人与神之间是一种安全的、合作的关系，个体积极寻求灵性上的支持，表达灵性上的满足、获得会众支持、对压力事件的积极再定义；后者则将上帝看作惩罚性的、远离个人生活的，个体在寻求苦难的意义过程中经历宗教信仰上的挣扎，表现为灵性上的不满、人际间的宗教冲突、对压力事件的消极定义、自我导向的应对风格等
 
[10]

 。当积极宗教应对和消极宗教应对两个维度在研究当中予以区分之后，不同研究的结果显得更加一致。总体而言，积极宗教应对多与较好的生理、心理、灵性健康状态相关，消极宗教应对多与较差的生理、心理、灵性健康状态相关
 
[11]

 。

然而，基于横断研究得出的相关关系比较难以解释，比如，是否消极宗教应对导致了较差的应对结果，还是较差的应对结果使得个体产生消极宗教应对，抑或二者“相辅相成”？这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探索宗教应对与重病患者应对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中，大多都显示了宗教应对方式对患者生理或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比如，一项对429名HIV/AIDS患者的12～18个月纵向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积极宗教应对及低水平的灵性挣扎预测了患者较低的抑郁状态、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灵性的安康状态，而高水平的灵性挣扎预测了患者的负性应对结果
 
[12]

 。谢尔曼等人对94名接受骨髓瘤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患者的纵向研究发现，干细胞采集阶段患者采用的消极宗教应对方式预测了移植手术后患者较高的焦虑、抑郁症状，以及更多与手术相关的担忧，那些起初主动采用宗教应对方式但随即感到疏远、不确定、被惩罚的患者（他们在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上得分都较高），其后来的生理功能状态比采用其他应对方式的患者差
 
[13]

 。凯尼格对1000余名患有抑郁症的心衰或慢性肺病的患者的横断研究发现，参与团体宗教活动者从抑郁症中恢复的时间更短，那些较频繁参加宗教活动、祷告、圣经学习且有较高内在虔诚性的患者，恢复速度较其余患者快53%
 
[14]

 。帕克等人（2008）对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那些最初使用了宗教应对方式的病人，6个月后报告了对生活更高的意义感
 
[15]

 。

目前测量宗教的量表有宗教问题解决量表（Religious Problem-Solving Scale，RPSS）
 
[16]

 ，测查三种不同的宗教应对方式：合作式宗教应对、推托式宗教应对和自我指导式宗教应对；宗教应对活动量表（Religious Coping Activities Scale，RCAS）
 
[17]

 ，从灵性应对、良善行为、宗教不满、人际间宗教支持、祈祷、宗教回避6个方面测查人们在应激情况下宗教应对的程度。最广泛使用的量表为宗教应对量表（Religious Coping Scale，RCOPE）
 
[18]

 ，它包含21个子量表，共105个题目，基于宗教的5个功能（意义赋予、控制、安慰、亲密/灵性、生命改变），对宗教应对进行较为全面的测查。

实际上，宗教作为一个多面、复杂的人类经验
 
[19]

 ，其作用机制或过程远远超过目前主要以相关关系为研究手段的量化研究所能反映的内容，而质性研究因其“善于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更适合对人们理解宗教应对这一复杂现象提供更多的视角，获得“解释性理解”
 
[20]

 。虽然目前该领域已有的质性研究数量偏少，但均得出丰富的结果
 
[21]

 ，并为之后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和干预工作带来较多的启发。

二 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一）问题提出

尽管在帕格门特的理论当中把宗教应对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认为宗教与应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但他个人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将“宗教应对”操作化定义为一个可能受危机等生活经历和应对本身所影响的动态过程，而是基本将“宗教应对”当作被试间变量，这也是现有大部分量化研究的通病。实际上，个体完全有可能因阶段性的应对结果而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比如渡过了灵性挣扎阶段后实现信心的飞跃，转而采用积极宗教应对方式，或是当积极宗教应对方式没有带来正向的结果时，个体陷入灵性挣扎阶段甚至使用消极宗教应对的方式，这些都是可能的，而现有量化研究都疏于考察，也难以考察。

另外，目前我国大陆关于宗教应对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非常少。若以“宗教应对”为关键词或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搜索相关文献仅得6篇。其中只有一篇是关于癌症患者宗教应对体验的质性研究
 
[22]

 ，该文初步揭示了癌症患者的自身调节、宗教应对体验和综合评价，但该研究者作为一个非宗教信仰人士，可能会引发受访对象较多的防御，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灵性挣扎有所隐瞒。此外，该研究也假设宗教信仰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单方面考察宗教信仰对疾病应对的影响。为了寻求更多关于国内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的理解，笔者以基督徒为例，开展本研究。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深入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探索遭遇重大疾病的信徒的宗教应对过程，揭示个案可能采用的宗教应对策略和持有的宗教应对资源，以及应对过程中宗教应对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变化，这本身能够丰富人们对“宗教应对是一动态过程”这一理论观点的认识。

在癌症等重病肆虐的时代，信徒如何靠宗教信仰来应对自身遭遇的苦难——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其意义不在于控制或预测客观现实，也不在于启示其余面临危机的个体皈依宗教，而在于寻求对这一人群的更多理解，或许能给更多面临重大疾病或创伤又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及其照顾者、与这些人群进行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及临床工作者以启发或行动指导。这便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三）研究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宗教现象本身复杂、多面，以问卷测量为核心方法的定量研究只能进行笼统的测量。而质性研究更擅长于特殊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意义类问题、情境性问题、解释性问题等。它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或现象进行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以期对事物的“质”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
 
[23]

 。

（四）研究工具

质性研究以研究者自身为研究工具。研究者本人成长在基督徒家庭，对基督新教教义、信徒生活已有较多的了解，本人也属于对信仰进行理性探索阶段的基督徒，与研究对象有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属于一个充分的“局内人”，这利于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建立，对研究对象本土概念也能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也比较容易体察对方内心复杂的情感感受和深层的意义建构，访谈可以尽可能地深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仍铭记自己作为宗教心理学研究生这样的身份，尽可能地保持一种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身份
 
[24]

 ，保持开放性和“距离感”，与被研究者对话，与资料对话，与自己对话，对自身的“经验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研究者本身对双方建构意义的影响时刻保持觉察，但自始至终尽量使自己的“主观性”获得一种比较“客观”、严谨、自律的品质
 
[25]

 。

（五）被试取样

本研究采用提名法及滚雪球法进行。主要有两个取样途径：1）教会负责人提名；2）受访者推荐。研究者在北京海淀教会、缸瓦市教会以及一些家庭教会以教会负责人提名的方式为主寻找研究对象，访谈过程中也让受访者提供认识的相似经历的信徒。筛选条件包括：1）近10年内经历过威胁生命的重大疾病（癌症、器官移植等）；2）信仰基督；3）有语言表达能力，愿意接受访谈并分享个人经历；4）无精神障碍。访谈结束后受访者获得价值70元左右的礼品。研究样本量并非事先决定，以数据饱和为界，即新的资料并无新的信息涌现时，可停止收集。本研究访谈至第8名受访者时，发现数据已基本饱和，多收了两个个案的数据后便停止收集。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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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和J仍处于化疗疗程末期，T需终生透析，V需终生服用抗排异药物，所有受访者接受的临床建议是定期复查。因此，尽管有的个体已经康复（如癌细胞消失或各相关指标正常），但由于疾病的特殊，应对依然没有结束。

（六）访谈及数据收集

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对身边的基督徒进行预访谈，并根据他们的反馈来调整问话策略及访谈提纲。正式访谈前，研究者还与受访者签订《访谈同意书》，并对其疑惑进行相应回答。在经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录音。访谈地点为受访者家中、教会或其他受访者方便的地点。另有2名受访者因客观条件限制（受访者在外地，听力受损）采用电子邮件、网络即时信息工具互动，让受访者以“信仰对我应对疾病的影响”为主题书写个人经历，研究者再根据所述内容进行进一步提问并获得受访者的书面反馈。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式。此过程充分体会“局内人”的好处：能够借助自身在信仰探索中存在的疑惑适时巧妙地追问，但又同时能使受访者感到安全，较为没有顾忌地表达灵性上可能存在的挣扎，而不用担心对研究者个人产生影响，相反，他们能感受到来自研究者的共感和支持。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在第一时间内进行逐句转录，并对其中存在的疑问及时与受访者进行确认。整个数据收集的过程与资料分析、文献查阅穿梭进行。

对于2个不方便进行当面访谈个案（T、L）的数据收集放在数据收集的最后阶段，此时从先前所得数据及编码的情况来看，数据中浮现的初始理论要素已十分明显，数据已基本饱和，研究者对数据收集的方向也更加清晰
 
[26]

 ，因此通过邮件沟通互动时能够比较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这种形式的互动可能不如深入访谈那样给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十分充分的互动，但同时也提供了充分的时间让研究对象进行反思和整理语言，不失数据的丰富性，也是对访谈数据有意义的补充。

（七）资料分析

本研究深度访谈8个个案（访谈时间从45分钟到141分钟不等）、远程书面采访2个个案，最终共获得访谈转录稿约12.8万字，远程书面访谈稿约8500字，加上非正式交谈记录、访谈札记、观察记录、编码备忘录等约1.2万字，所有共14.8万字，都作为编码的重要信息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分析遵循扎根理论的指导。编码工作分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和核心式登录三阶段进行。开放式登录阶段，研究者结合访谈录音，一遍遍阅读原文，采取“投降”的态度，将自身有关的前设和价值判断暂时悬置，充分让资料自己说话，每遇到一个与“宗教应对”相关的意义单元就进行编码，同时保持开放性，为事先没有预想到的信息留有余地。开放式登录阶段共发现592个意义单元，并形成原始的一级编码200余个。考虑原始的一级编码数量众多，每个编码被提及的人次不同，等同对待每个编码可能使一些编码的重要性淹没于其中，故本研究对开放式编码的后期操作进行改进。以被提及的人数为主（10个研究个案中至少3人提到），个案内提到的频次为辅（每个个案提及的次数，参考观察记录、访谈时间等；因而极个别意义单元虽然只有2人提到，但因其对个案的突出重要性，依然进入一级编码），精选出这部分编码后，对资料进行重新审视和编码的更新，最终得出一级编码53个（见表2）。

开放式登录阶段确定了重要的分析方向，在接下来的关联式登录阶段，通过不断的同类比较，将相近或相同的一级编码归并为类，将相异的一级编码区分开来，力求概念内的同质性和概念间的异质性，并寻求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区分主要类属和次要类属。关联式登录的过程中，研究者也根据数据本身浮现的特点，结合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的方法，主要以类属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归类，同时看到类属自身的情境和叙事结构。本阶段得出二级编码16个，其中包含5个主要类属：“宗教应对行为”“宗教认知应对”“宗教应对资源”“宗教应对过程中的情绪/心境及态度”“宗教应对结果”，主要类属与次要类属的所属关系如表2。

表2 一级编码、二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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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核心式登录，这一过程对所有已发现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归纳，提炼出研究的主题，与其他类属相比，具有统领性，以联结其他类属，形成一个完整的解释架构，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关联式登录形成16个二级编码后，笔者不断地思考和统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寻求一个将各类属联系起来的核心概念，并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最后，我将核心类属定义为“重大疾病基督徒的宗教应对过程”，并建构属于本研究的中层理论。

（八）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以下方法确保研究质量。

“研究者检核”，主要在本研究的编码和诠释阶段，不断返回原文，以审查编码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概括意义单元含义的同时保持最大的信息量，类属分析能否恰切地反映研究对象眼中的事件，诠释是否尽可能反映了患者宗教应对过程的全貌。

“研究对象检核”，主要在数据收集及初级编码阶段，及时将所得转录稿返回给当事人，让其确认是否有错漏之处，初级编码阶段所得的思路也返回实地与研究对象核实。

“资料之间的相互验证”，体现为对访谈文本及访谈札记、观察笔记、从第三方处得到的关于被访者的信息、个别被访者的个人博客上的资料进行比较，尽可能考察被研究者所提供的经验事实是否一致。

“反馈法”，体现在形成初步结论时，研究者与导师、实验室同门、其他信徒保持交流沟通，听取他们的反馈，寻求看问题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检验研究的情况，丰富研究结论。

此外，本研究在编码阶段还与另一位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生对文本进行独立编码，就编码不一致之处进行共同探讨，达成编码一致性80%以上。

（九）成文方式

本研究采用类属作为基本结构，在部分类属下穿插一些小型个案及情境分析。质性研究报告写作遵循的基本原则：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情境化的、动态的“深描”，描述详尽、细密，力图把读者带到现场。笔者在论证自己的研究结论时，必须从原始资料中提取合适的素材，然后对这些素材进行“原本的”“原汁原味的”呈现。很多时候，资料本身就说明了笔者希望表达的观点，不需要笔者明确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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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结果呈现过程中大量引用当事人的原话，由于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在传递信息方面功能不同，为了有效传递说话人的意图，在对资料尽量保持原话的同时，对个别重复的语气词进行了编辑。

二 重大疾病基督徒的宗教应对过程

本研究通过以类属分析为主的编码过程，在“重大疾病基督徒的宗教应对过程”这个核心类属之下，得出“宗教应对行为”“宗教认知应对”“宗教应对资源”“宗教应对过程中的情绪/心境及态度”“宗教应对结果”这五个主要类属，这是遭遇重大疾病的基督徒以宗教信仰应对疾病、同时经历应对本身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的动态过程。以下对五大主要类属进行一一呈现和阐述。

（一）宗教应对过程中的情绪/心境和态度

1.情绪/心境

本研究近一半受访者的叙述中提及偶尔因为身体状况而情绪低落（多表现在宗教应对的初期），造成情绪体验的原因，有的个案表示是生理不适带来灵性上的挣扎，比如“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祷告他不听”这样的困扰。在手术前、放化疗、关键检查时，个案也普遍表现出人们面对重大压力源时常有的短时焦虑或恐惧，但也普遍体会到祷告、唱赞美诗等向上帝寻求灵性帮助的行为带来的即时平静。

58岁的老基督徒、肺癌患者J谈到自己接受肺叶切除手术时的情形：“……那心里也忐忑啊，没上过手术台，心里紧张啊……我一直说‘我的心啊，平稳安静，专心等候基督’，这就平静下来了，马上就平静下来了。”

在评价自己在患难（应对）过程中的总体心境时，研究对象普遍表示出自己的“平安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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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谈到了与未信主病友的对照和医护人员的反馈，这也与访谈者的观察笔记、从第三方处了解到的信息一致。

2.态度

50%的受访者在宗教应对的初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逃避和抗拒，这些逃避和抗拒部分属于个体面对重大压力源常有的应激反应，部分伴随着对上帝的爱和公平的怀疑，也称为“灵性挣扎”。

“在我刚查出癌症之后，参加第一个主日敬拜时，我站在主的殿前，刚一唱起‘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大主哉’时……我就忍不住地哭了，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心里在抱怨上帝：‘上帝啊，你怎么会让我这么乐观的一个人得了这么一个倒霉的病？’”（L）

“那个时候我信心的堡垒瞬间就垮了，我不想去想上帝，因为一想到上帝，我心里面更难受，我觉得上帝抛弃了我，我怀疑他的爱，怀疑他的存在，怀疑他的那些应许，感觉自己像是被自己深信的人欺骗了一样，总之，觉得自己是不会再相信他了。”当时22岁的大学生T在刚得知自己患了尿毒症的几天中，对上帝充满了怀疑和抵触。

同时也有些信徒并没有因为患病而埋怨上帝。“虽然起初得知病情时，我有点吃惊，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但神使我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件事情，没有丝毫的埋怨。”（M）有的信徒甚至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治疗结果的交托和对神的旨意的顺服。曾患白血病的Y，7年后又诊断出舌癌中晚期，当医生告知自己只有几个月时间可活时，Y表现出对事实的接受以及对上帝的感恩，认为得病之后的时日都是上帝所赐的时间。

态度的转变往往也是个体宗教应对过程之一。Y之所以能够在得知诊断时就能比较坦然地接受，也是因为她之前已有过类似的过程。Y在患白血病之后才开始信基督，起初她对癌症也怀有恐惧。“……后来神慢慢在我里面去做功，让我敢于去面对死亡，知道神要让人活多长时间（就能活多长时间），在我祷告时，神让我知道、看到很多天上的事情，很多要承诺的事情……”看到天国美好使她也因此不再惧怕死亡。对于大多数受访者而言，态度的改变往往伴随着对信仰/上帝认识的改变。

而不论应对之初是否存在怀疑、逃避，本研究的所有个案都在应对过程中表现出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并积极寻求、配合治疗。“这个病就跟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你信了上帝，一切由上帝给你安排，他会给你处理好的，不会让你去担当，他给你的是你承受得了的，你承受不了的，上帝会替你拿走。”（W）

他们在访谈时普遍表现出对直面疾病的坦然。“（肺癌）这种病听起来可怕，但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通过我这样和别人这样，自己在想，有的时候真的到自己身上来时，只有去面对。”Z半年多前做的肺癌肿瘤切除手术，她在患病中认识了上帝，虽然信的时间不长，对信仰了解不多，也未受洗，但也靠着信仰给的力量来面对疾病。

他们还表现出对上帝帮助的感恩。“我觉得我们家是挺蒙福的……我要没有信上帝，我都不知道，我们家现在会变成什么样。”（W）“（神给我们）一连串的，一连串的恩典，就说你数都数不完。”（X）

态度转变的过程涉及的认知应对策略和宗教应对资源，将在相应类属当中予以呈现。

（二）宗教认知应对

1.宗教信念

此处“宗教信念”是指疾病应对过程中个体所运用的属于基督新教信仰框架下的认知，是个体意志力的来源。本研究中的个案普遍表现出了对一位良善、全能、医治人的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能够帮助自己，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甚至即便自己不能得到医治。“……有一种信念：神会帮助我，就像（《圣经》上）说，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一直走到现在。”在患病中认识基督信仰的Z谈到她对上帝简单的信念。“虽然在检查治疗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藉着什么方式医治我，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盼望——神一定会使我得（到）医治。”（M）

他们相信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有个重庆的男的，他说，你也是来瞧病的啊，那么喜乐！我说是啊，感谢神，我有病，我也感恩，凡事谢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生命谁掌管？上帝掌管。就是现在把我接走，我也感恩喜乐。”（J）

出于对良善上帝的信心，他们认为只要将疾病交托给上帝，或活着或离世，都可安心。“只要想着我们把这个病都交给了上帝，信了上帝以后，立马被病痛折磨就此叫走的，但那就是上帝让他完成了他的地下（此处指人间）的工作，你就有那种平安的心，你就不会对死亡感到惧怕。”（W）

他们相信上帝的爱，并且认为“弟兄姊妹”（其他信徒）的爱就是上帝爱的表现。“在北京治疗的那段时间，我更加体会到上帝对我的爱。弟兄姐妹们经常来看我，陪我聊天，安慰我，有的弟兄姐妹还给我写了信，真的让我很感动，这是在神里面的爱。”（T）

2.宗教归因

指个体将应对过程中遇到的人、事、物在基督新教信仰的框架下进行归因。他们普遍将一些奇妙的事情、良好的应对结果等正向事件归因给上帝，认为这些是上帝的工作，认为上帝给了自己应对疾病的力量，并为此感恩。“每次放疗，都怕，痛，但有从主而来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就主动去了……经历了十几次的放疗，每一次经历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主，做到十多次的时候我都不想做了，但是主让我坚持，坚持……”舌癌中晚期的Y认为自己是个胆怯的女子，但上帝给了她刚强，使她能够勇敢地完成20次放疗。“这些都是神的安排，每一步一步，到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总会有神迹出现，我觉得非常奇妙。”V讲到上帝几次在其一家子的危难关头救了他们。

而对遇到的一些负面的事件或情绪，则可能归因于魔鬼撒旦的试探或攻击。“魔鬼撒旦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它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怀疑神，质问神，远离神，背弃神，归向它，作罪的奴仆。有的时候是它通过攻击你的身体，让你处在痛苦之中，那个时候你的心很软弱，就容易怀疑神。”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T需要接受长期的血液透析，免疫系统功能低下使得她身体很脆弱，感冒都是大病。

我为什么没有在头一年就坚持进行（晨祷），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撒旦的一个攻击，就是因为他怕你起来，所以呢，他对你设了很多障碍。（X）

3.对患病意义的认知重构

本研究中指的是在信仰的框架下对世俗意义上的负向事件以正向视角来看待的一种认知策略。本研究的个案普遍对患难赋予正向的意义，使得癌症等重病这样威胁个体生存的苦难可以得到解释，也因此有了价值。他们认为：

患难让人与神更近。“我觉得我好像越遇着环境（考验）的时候，我越与主亲近，因为我没有别的祈求，没有别的盼望，只有上帝是我的盼望。”尿毒症晚期、家境贫寒的V曾一度怀有愤怒、仇恨的情绪，但在教会的帮助和个人对患难意义寻求的过程中，他对患难有了正向的定义。

患难是信心得到试炼和造就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起信容易，守信难，只有经得住试炼，我们的信心才会变得比金子更宝贵。”（T）“（上帝）借着这环境倒空我自己，然后再充满我，然后我才更有力量去帮助别人。”J说到她在医院化疗时，能有更多时间静下来灵修学习、操练自己的信心，显得十分喜乐。

患难是见证上帝的能力和恩典的时候。“这就是人看着不好（的事情），神自己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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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到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哟，这是活的拉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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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神这样保守我，能行吗？”曾经心肌细胞大面积梗死、濒临死亡边缘的S，认为自己的心肌细胞神奇的复活就是上帝能力的见证。

患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个一级编码是个案X的原话，其余个案也提到类似的观点，故予直接引用，作为一个一级编码。X谈到经历疾病，人生出现了巨大的翻转，也走到了更好的一条路上，心中充满感恩。“……亲身经历了神从人看为不好的事情中带出了好的结果，我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有了更深的体会，也使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苦难了。”M所说的“好的结果”，除了癌症被奇迹般地治愈，还指她原先“顽固”的丈夫（某名校教授）也因为她的经历信了上帝，她认为这次患病“意外的也是最大的收获”，是上帝对她家庭的祝福。

患难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福音。“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哦，那些癌症病人需要给他们传福音。”（J）“我知道，神让我经历患难的时候，实际就是差派我这个门徒——也就是他的使徒去传福音。我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一个病房3个床位，因为他们有的比我先出院，5家信主的……神让我经历这种患难，实际是他在造就我，更大的生命，更大的未来的事情他让我去做，我身上就是这种力量。”（Y）

尽管对疾病的具体益处解读不同，但都普遍出于对一位良善、愿意帮助人的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这些认知重构所经历的时间因人而异，基本都是在应对过程中的阶段性回顾所得，并成为他们过后应对疾病的认知资源。

（三）宗教应对行为

1.个体寻求上帝帮助行为

“个体寻求上帝帮助行为”与“人际行为”相对应，指个体在应对过程中采用的较隐秘的、属于个人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结的宗教行为，包括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灵修学习、听道等。其中，祷告是本研究中的基督徒患者普遍具有的应对行为，他们在日常因疾病而感到痛苦、焦虑、信心软弱时，会以内心默默祈求、与上帝对话、引用《圣经》经文或哼唱赞美诗等多种方式与上帝建立联接，尤其当他们面临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或一些关键检查（以判断手术或治疗结果）时，他们会迫切地祷告，并且祷告通常能给他们以安慰。

“进手术室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当时我上了手术车，推进手术室了，在手术台上，他们开始准备，准备了将近有一个小时，他们有时候问我话，不问我话的时候，我就把我记住的他们（信徒）教我的诗歌，还有自己从《圣经》上读到的、自己感觉比较鼓励的那些话语，开始默默地在心里念念念……”肺癌患者Z是在患病中接触的基督信仰，手术时她还不太会祷告，但她从其他信徒处知道念这些经文可以给自己带来医治。

“（手术之前）我在心里做了祷告，求神与我同在，为我除去心中的恐惧，也让手术能够顺利，我实在是害怕进那个手术室，但做完祷告，躺在手术台上，心里还真平静下来了。”T现在每周接受两次血液透析，她每次从家里出发往医院之前，都要祷告，到了透析室上机之前，仍然再祷告一次，祈求上帝能让透析顺利，因为透析如果出现状况，有时可能会危及生命。“感谢神，我现在每次做透析都很平安也很顺利。”（T）

本研究个案祷告的内容主要包括祈求手术的顺利、免去不必要的疼痛或不良反应，恳求上帝的医治，恳求上帝的同在、给予自己力量等等。有个别“把生命放在上帝手中”的顺服，例如，“我说，主啊，我就交给你了，你就叫我这样（离世）我也感谢你。人活着，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S）也有个别向神乞求更多在世生命的恳切：“我要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会祷告，我祷告就会求神，能够让我再（有）存活的时间，能够很好地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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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还做得不够，就像那个，那句《圣经》说，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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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经文，我说我还没有做到呢，你不能让我走。哎，我就会那样的去祷告。嗯，每次就过去了。”（X）

唱赞美诗、读《圣经》、灵修学习、听道等行为本身也属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内容，在本研究中这些行为尤其被信徒结合自身的情境予以应用。

“手术完睁开眼，不能动，疼，也不敢起床，趴着不能动，背经文，唱诗歌，唱完这首唱那首，不能发出声音，怕影响别人，就在心里默默唱，‘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再一首，‘耶和华是使抬起头的神’，一首接着一首去背，这就是我的力量。我疼痛，都靠用神的话语（来战胜）。”（J）J在化疗期间，每天都读《圣经》、唱赞美诗、灵修、祷告，是病房的“抗癌明星”。

“（刚信主时）我虽不会祷告，但和主说什么话时就用赞美。以前我们家乡的赞美诗歌本1000多首，我能背下几百首，那时候刚认识神，就是小孩子，不管调子对不对，就去赞美，实际神的话语是医治我们心灵和身体疾病的最好的良药……软弱的时候我就赞美，赞美神是最好的医治良药。”（Y）

一方面，诗歌、书籍、证道中本身有许多安慰、启示、鼓励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是与上帝亲近的方式，而与上帝亲近，则可以让人得到身体、心灵的平安和医治。因此这些宗教应对的行为和患者的宗教信念也是密不可分的。

2.人际行为

人际行为在本研究中是指在应对过程中，由当事人发出的、有一定程度人际互动的外显宗教行为，包括与亲人/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或寻求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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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弟兄姊妹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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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教会、给病友传福音、关爱病友、参加聚会等。其中某些人际宗教行为（如参加聚会、与亲人/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或寻求代祷等）与“宗教社会支持”这一类属可能存在部分重叠，但考虑前者是由当事人主动发出，与“宗教社会支持”这一类属中当事人主要作为接受方不完全等同，故将其单独划分入“宗教应对行为”之下的一个次要类属。

“与亲人/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或寻求代祷”是本研究所有个案都采取的人际宗教应对行为，这与祷告在“个人寻求上帝帮助的行为”中的普遍性相一致，也与他们的信仰相一致，因为基督教信仰中对群体的祷告赋予比个人祷告更大的力量。

“与弟兄姊妹交通”也是本研究个案普遍采用的人际行为，在基督信仰之下真诚、温暖、安全的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患者愿意和其他信徒袒露自己关于疾病的真实想法、遭遇的困扰和担忧，并接受他们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在后面“宗教社会支持”部分有更多探讨）。W是一位接受全切手术的卵巢癌患者，术后两年在极度抑郁当中度过，不愿意和人沟通，几度想要自杀，后来接受了基督信仰，她也慢慢地向弟兄姊妹敞开自己。“在家里面，我一直是觉得我一个人去面对我的病，所有的亲戚、邻居我都不敢说，怕别人瞧不起我……在教会里我就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你愿意跟他们说。开始来教会里我就害怕别人瞧不起，但是来了以后呢，他们是，你越是跟他（们）说了，他（们）会为你，不是那种怜悯，他（们）为你一起受苦，他（们）跟你一起祷告，特有感动的那种祷告。”

服事教会（在教会里做义工）也是本研究中个案采取的较明显的人际行为。在这些基督徒看来，服事即为主做工，他们能在这过程中体会到自己虽然身患重病，却仍然能够奉献自己，体会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也有助于负面情绪的排遣。患病后才开始信主的卵巢癌晚期患者X，信主不久后开始服事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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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了也有4年多，这个过程对我是有很大提升的一个空间，让我就一下子就找回了那种信心，让我找到了感觉，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而且师母又不断地来鼓励我……不断地表扬我，然后我觉得，就是感觉特别好……啊，痛苦啊，压抑啊，然后呢，不平衡那种感觉都给排掉了……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服事是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机遇。”

“给病友/医护人员传福音”“关爱病友”也是部分研究对象所采用的人际行为，实际上也属于广义的服事。一方面，这是与他们的信仰相一致的（他们认为基督徒有传福音的使命），同时也间接回应了他们关于患病的意义寻求；另一方面，伴随着为他人提供灵性支持的这些利他行为，当事人体验到了正向情绪，负向生理感受也得到排解。“有一天晚上刚打完化疗药，白天上的化疗药，晚上肚子胀，不舒服，有个哈尔滨的姊妹去我屋里了，他们都需要神的话语啊，要做祷告阿，我就忘了肚子不舒服了，就给他们讲，我们几个就唱歌祷告，我儿子在旁边，就说，看，我妈这会儿都好了。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喜乐，一看到他们不哭了，他们喜乐了，我心里就有多大的安慰，我那病几乎都没了。”（J）

“参加聚会”在本研究中已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而是个体宗教应对的人际行为。“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去聚会。”（Y）“每一次，我只要想到星期天能来到教会哈，我头一天我就特别开心。”（W）聚会、与有共同信仰的他人一起敬拜上帝、分享信仰，为他们应对疾病提供了更多信心和力量。

（四）宗教应对资源

1.《圣经》或灵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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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

无论患者的宗教信念还是认知重构，都出于基督教《圣经》所定义的信仰体系。《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美善、公义、能救人脱离苦难的神。《圣经》和灵粮书籍中表示上帝的慈爱、医治能力的经句和故事是患者的认知资源库，给予他们以面对苦难的力量和安慰。J把她在化疗期间灵粮书籍一本本给我看，有的是一些灵修学习的小册子，里面的思考题都工工整整地添上了答案。她还有个小本子，上面抄了许多《圣经》中表示上帝慈爱和医治能力的经文，她觉得那些就是她的力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X，她的书房中有许多信仰方面的书籍，她还有一个专门灵修的房间，一个专门与上帝亲近、不受打扰的空间。“我觉得这几年，灵粮的这种汲取，也是对我有很大的造就和帮助。嗯，就是你不放弃，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在主里不放弃，不言弃，嗯，你就抓着他手，困难也不怕。”

长期接受血液透析的T提到一次通过阅读书籍而重拾信心的经历：“有一次我感到自己身体不舒服，像要感冒，因为这个病最怕感冒，感冒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病，所以我就祷告神，希望他不要让我感冒，但是第二天还是感冒了。身体的病痛，心里的恐惧，再一次让我的信心受到挑战。这个时候总会怀疑神是否在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看着我受苦不管呢？我是你的儿女呀，有哪个做父亲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却不理会呢？那个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读到了一篇文章——《沙滩上的脚印》，讲到一个基督徒梦中和主在沙滩上同行，这时天空浮现了他一生所度过的光景，当每一幕出现时，沙滩上都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主的。当人生的最后一幕出现时，他回顾沙滩上的脚印，却发现在他人生的很多时候，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而那正是他最低迷，最哀伤的时刻。他问主说：‘主啊，当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我要一路与我同行吗？可是我发现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刻，沙滩上竟然只有一行脚印。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离我远去？’主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时候，我从未离开过你，你所看到的那一行脚印，正是我抱着你走过。’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动得哭了，我才明白原来神一直都在。”这些信仰故事是帮助他们走过信心低谷、恢复对上帝的盼望的重要资源之一，故称之为“灵粮”，即灵性生命的粮食。

2.类似经历信徒的见证

指那些与自身疾病情况类似的信徒得到上帝医治的例子，也是本研究中不少信徒提到的应对资源。尤其当对方就是身边熟知的人时，激励的作用特别大。

Z几次讲到她刚信主时，表姐被上帝医治的经历给了她在关键时候很多的信心，她觉得自己也能通过信主、呼求上帝而得到医治。

W是本研究个案X的同期病友，她从X那里接受福音，并且得到了X很大的鼓励。“X信了上帝，你看她活得多好啊……她当时的情况比我可能更糟……我比她还幸运哈，你看她信了上帝以后，她比我还好，我没有信上帝，我比她还烂，所以她给我传完福音以后，我说那快信吧……所以现在每一次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把X当成我的一个阳光，我就向她学，我说你看，人家X那么坚定的信靠上帝，身体得医治了，活得那么好哈，所以我一软弱的时候，心里就想，上帝也会跟我说……只要你坚定信心地信靠他，他肯定不会让你得羞愧。”

3.“神迹”发生

在本研究当中，“神迹”发生指当事人所认为的上帝亲自完成的工作，包括身体得到了上帝奇妙（临床上比较少见）的医治、除了医治之外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宗教体验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使他们超越信仰的认知层面体会到了上帝的同在，成为他们强大的应对资源。

当时73岁、心脏前壁大面积梗死的S，医院已给他的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S自己也曾是名大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让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的状况即便抢救过来也没有多少时日可活。然而，他不仅活过来，一年之后还发现自己的心肌细胞都活了，这在临床上是很罕见的。“神让我得到了医治。”十年过去，现今83岁的S继续活跃于教会中。他讲到自己这段经历，觉得是神给他最大的恩典。

“我去年跟Ｘ一块回去复查，那个时候，那个大夫哈，就是做B超那个大夫，他不信上帝他都说，哎哟，上帝对你太好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上帝吗？他说，我没有，我没那么多闲工夫。哎哟，我就说，那这个上帝还真是好，你看连他不信上帝的人都知道上帝特恩待我，因为他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嘛，像我跟Ｘ两个人（做完手术）已经6年多了……现在各个方面都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真是上帝的功劳，这真是上帝的美意、作为，你看没有信上帝，我们那时候病友那么多，现在，但是都不敢给他们打电话，就怕打一个电话，（人）又会没了……”（Ｗ）

“有一次我做完透析回到家突然就发起了高烧，烧到四十一度，嘴唇和手都发紫了，把我妈妈吓坏了，叫来人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医生就让住院，可是我不想住，我对妈妈说：‘打个针回去吧。’然后我就花了三毛钱打了一个退烧针就回家了，回到家我和妈妈就一起祷告，慢慢的体温降到了三十八度多，就不往下降了。妈妈说如果天明还是降不下来的话，就去住院。我是一提住院就害怕。趁妈妈去厕所的空，我又自己做了一个祷告，妈妈回来我又让她给我量了一下体温，结果只有这两分钟的空，我的体温竟然神奇般的降到了三十六度多，恢复了正常。”（T）

除了医治之外，受访者们普遍提到了应对过程中一些奇妙的“巧合”，比如当自己信心低落时，刚好有弟兄姊妹能给到自己支持，在一些关键时刻，上帝安排了最好的医生等等，他们将这些都归因于上帝，并为此感到惊奇和感恩，信心也得到坚固。

“宗教体验”在本研究中是指当事人一些直接体验到神圣存在的非理性体验，比如看到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画面、听到上帝或天使的声音，或是直接得到上帝的启示、感到上帝与自己同在。这些宗教体验通常发生在当事人经受极大压力、灵性处于低谷的时候，并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安慰。

“我睡到那里面的时候，后来听到天使给我唱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对于舌癌中晚期患者Y而言，放疗造成的皮肤烧灼是她最害怕最抗拒的部分，而天使的歌声给了她极大的安宁。

“我的头脑中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躺在那儿……耶稣在拿着一张纸，然后呢，啊，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在他前面，然后他就看着我笑，啊，他似乎就在跟我说，他说，放心吧，结果就在我这儿，然后我也笑了，我觉得当时特别安静。我觉得，没问题的，就是上帝他已经告诉了我。”X描述她在一次非常关键的检查当中，上帝通过一些画面来安慰她。在检查头部的时候，将近一个小时之久，不能咽口水“……我的舌头一直顶在那儿，就没有咽一口，就非常奇妙，等着我做了快一小时，快做完的时候，哎呀，我就似乎，就又看到一个画面，啊，就是上帝在点头看着我笑，然后他好像在跟我说，说我是好样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也正如画面当中的信息：X体内癌细胞已经全部消失，所有指标都在正常的范围。

“自己好像心中就有一个信念，好像说一切治疗都结束了，都是好的，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来到医院，医生检查了说挺好的，可以休息了。那时候真的心里觉得，都是神的帮助，要不然真的不会到今天，当时说的是化疗、有可能进行放疗。当时不知道自己心中怎么会，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做完化疗就结束了……在等结果的时候心中就这样想的。”Z还谈到了一些梦里得到的信息，她也将那些看作是上帝的启示。

“早晨灵修时，刚好学到马太福音第8章，看到1～3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看到耶稣说‘我肯’时，我心里受感，不由地流泪了。我就知道，神已经医治我了。再过4天，做胃镜时一定是好结果。”W的检查结果正如她所得到的启示。

上帝的医治、奇妙的事情、宗教体验等“超乎常理”的事件的发生，让当事人最真切地感觉到一位无形上帝的存在和介入他们时空，这给了他们的信心极大的鼓励，也进一步成为当事人之后宗教应对的资源。

4.宗教社会支持

宗教社会支持是指来自其他信徒的精神层面和实物方面的支持，这是本研究对象都普遍提及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应对资源。教会成员——弟兄姊妹的代祷、探访、鼓励、物质支持让当事人体会到了支持感和归属感，也更有力量——不是一个人面对，而是有一群人一起面对一起承担。

“我生病之后，她（师母）没少为我祷告，流泪祷告，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禁食为我祷告。几个小时，几个人一组，都为我祷告。”J说自己没为病掉过泪，但看到弟兄姊妹的付出，倒是心疼地流泪了。

“2010年我全身毒素最严重的时候，走不了路，很痛苦，那时弟兄姊妹们用担架抬着我去做礼拜的……每当我低落的时候，上帝就派这么些好姊妹，派他的使者来帮助我、安慰我。”家境贫穷的V的大部分医疗费都来自教会弟兄姊妹的奉献（捐助）。

“住院后，无论堂里还是家庭聚会点都为我在上帝面前代祷。祈求上帝亲自来医治我的疾病。彩虹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还为我做了禁食祷告，海淀堂曹姊妹夫妇彻夜为我祷告。教堂里的传道，聚会小组的传道还到病房里来给我送饭、探望我。他们为我和病友们做祷告，发给病友们福音小册子。有一个病友，吴老师，深受感动，当时就做了决志（归信基督）。”（L）可见患者们在弟兄姊妹的关爱中得到了许多的支持和感动，当事人也在信仰的框架下将这些爱归因于上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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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80%的受访者都提到了一些关键信徒的鼓励和信仰上的带领对自己的帮助。这些关键信徒一般是教会当中比较受尊崇或是因为信心、爱心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尤其对于那些在患病后才归信基督的个体，给予了他们在信仰和应对上很多的带领和支持，在他们的宗教应对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他人”的角色。

“（2009年）8月1号，我才来到教会……到了教会以后，我就哭了，我看到教会里的人对我那么热情，因为（做完手术）两年多，除了X跟我有联络，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哥哥姐姐已经不理我了）。他们跟我拥抱，给我倒水……（后来）我就觉得说，别人都活得那么好，我就不想再来教会了。我怕我来了，给别人带来的是负担，我就不想再来了。但是，9月份吧，林薇（化名），就有一天，她就给我打个电话……”与W只有一面之缘的林薇姊妹来到W的家中，帮她干活，给她讲见证。W肚子上有手术留下的20多针，“我没有再去过澡堂，洗澡的时候我都会穿着游泳衣去……林薇到我家以后，晚上她非要跟我一块洗澡，我说我不愿意跟你一块洗澡……她就说，‘王丽（化名），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一块洗澡，你的这个伤疤，以后你敢在我面前展开，你也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展开，因为这是上帝给你做的一个记号，让你拿走了你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教会的人跟别人真的不一样啊，你看我的亲姊妹都嫌弃我，林薇没有嫌弃我，每次到教会来，她一拉我的手的时候，我心底就特别的感到那种温暖哈，当时我就是，哭了，她每次拉我的手，我就哭了。”W在林薇姊妹的带领下，慢慢地从抑郁当中走出来。笔者见到她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位阳光、靓丽的女性。

当然，同是信仰基督的亲人的支持，就更为直接。“爸爸因为我的病也开始信主……爸爸虽然信得晚，现在也还没有受洗，但是他的信心很大，我和妈妈软弱的时候一般都是爸爸开导我们，他是我信心的榜样。爸爸的信心让我觉得上帝会让任何的患难变成祝福。”（T）

（五）宗教应对结果

1.与患病相关的身心变化

应对结果在本研究中指当事人所认为的个人通过宗教应对而产生的生理、心理上的变化。生理上的应对结果包括前述的疾病得到医治、恢复得比其他未信主的病友好，或是治疗的过程中不需额外用药、较少产生不良反应等。

“……药对胃的刺激比较大，通常吃了会恶心，不想吃饭，为此医生还给我开了一些减轻反应的药。但我吃药前祷告，没有吃那些附加的药，主保守我吃药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M）

“……止疼片、安眠药都送了，我都没有用过，我没有疼得受不了……感谢神，第二天我就觉得很好，就坐起来，吃东西，什么都很好……神与我同在，就没有承受不了的，没有那么疼痛。同一天做的手术，我好得快，我刀口也长得好，做完手术有个泵，礼拜一做的，礼拜四就去掉了……我出院那天，有个雇工跟我说，那个和你一天做的（手术），她的泵还没去掉呢。”（J）

心理上的变化包括一些即时性的变化如祷告后得到的平静，以及全局性的变化，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因信仰而得到摆脱，敢于面对疾病等。

“我们三个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彼此鼓励，慢慢的我的信心又一点一点回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那种喜乐和平安，爸爸妈妈的脸上有了笑容，而我也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了。”（T）

“去复查的时候，会忐忑不安的，会提前睡不着觉，现在通过祷告也不会了……开始信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觉得那时候还半信半疑的，哪有那么奇妙啊，不敢那么想……现在要去复查哈，就祷告，特别睡得香，第二天在等待结果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样在凳子上等得焦急不安的那样，哎呀，就觉得，就给人家聊聊天哈，跟姊妹们打打电话，发发信息，他们都给一些《圣经》的话语，心里就有一种特别平安的感觉……在那个复查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跟神祷告。”当然，对于W而言，她已彻底由几年前那个“两眼发灰”“几次站在阳台上要跳下去”的癌症患者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内心有着平安喜乐的女子。

2.灵性变化

本研究的个案，不论是在应对中接受基督信仰的，还是原来就信基督的，都普遍提到经历患难坚固了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回顾患病的这一年，感觉自己的信仰像是经过了一场洗礼，经过这场洗礼，我才发现以前的信心真的称不上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T）“……亲身经历了神从人看为不好的事情中带出了好的结果，我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有了更深的体会，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苦难了，也更有信心把自己交在神大能的手中。”（M）

尤其对于那些在患病中认识基督信仰的受访者，他们大多表现出对信仰的恳切寻求，在《圣经》学习、参加聚会和服事上都表现出来。“在我受洗以后，经常在教会，觉得自己非常的饥渴，哪里有聚会就会去，就觉得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神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那种感动时常在伴随着我。”Y还讲到有一次有个灵修会，路途有些远，下着很大的雨，但她还是去了。路上失足跌入一个水坑，棉衣都湿了，但她还是坚持到了聚会点，虽然身上一直往下淌水，她坐在那里听道却觉得喜乐，因为她很“渴慕神的话”。同是患病中信主的X也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热情：“《基督教要义》，不是三厚本的嘛，特别大的书嘛，而我们很少有人读完，我一年内就读完了……我想要把圣经的东西内化我心里。”

近一半受访者还谈到患病带来的价值观的变化，他们普遍更注重信仰生活，追求内在灵性生命的健康，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

“其实患难在主里面也是有意义的，我虽然失去了身体的健康，但是却换回来灵里面的更加健康，这就是天父的良苦用心吧。”（T）

“从人的心理来说，觉得我都成这样了，外观不美了……但在神的眼中，神觉得我要给你内在的，就像我们现在享受的内在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盼望，是不一样的。”（Y）

“如果回过头来，让我再一次的选择的话，我也宁愿去选择这样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家说来是极大的祝福，所以我就是，宁愿去选择生病，走这条信仰之路，而不是再去回到我原来那种奔波、劳苦、挣很多钱（的生活），我相信，如果我那样走的话，我会在仕途上走得很快，就我们家也会走得很快。嗯，但是我不想要这种生活。我宁愿要这种生活，一个极其平淡，极其寻常的一种生活。”（X）

三 讨论

从总体的应对方式来看，本研究个案在总体上都采用了积极宗教应对的方式，他们并非没有经历灵性挣扎，但他们最后依然选择向上帝和其他信徒寻求灵性上的支持，并通过积极的宗教归因，恢复对良善、公义上帝的信心，对压力事件进行积极的再定义，看到苦难的意义所在。从应对结果来看，本研究个案普遍在应对过程中取得了生理、心理、灵性上正向的变化。这很可能因为取得正向应对结果的信徒更愿意与人分享上帝的恩典和医治而接受访谈，而应对结果较差的信徒可能更多地处于逃避、抗拒、抱怨或沮丧的状态中而不愿意接受访谈。因此本研究得到的基本是采用积极宗教应对方式的患者的应对过程，以下将揭示这一应对过程中5大主要类属之间的关联，并说明这种关联的方式与原因，建构本研究的理论，并结合前人已有理论和个人见解作更多的讨论。

（一）各主要类属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

当重大疾病这一威胁生命的存在危机出现时，信徒可能产生“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良善的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这样的好人身上”“上帝是公义的吗”“受苦的意义何在”这样的追问，他们会尝试在基督信仰的框架下寻求解释。在寻求答案和意义的初期，他们多处于灵性上的挣扎阶段，对疾病产生抗拒、逃避甚至恐惧，对上帝的良善和公义本性产生怀疑，甚至抱怨上帝。灵性挣扎阶段伴随着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对于之前未信基督的个体，当他们寻找到基督教信仰这一资源来应对重大疾病时，虽然最开始时为着医治而来，以一种乞求、谦卑的态度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宽恕，但倘若疾病反复或应对失效，也可能经历这样的灵性挣扎阶段。

灵性的挣扎使信心跌至低谷，并伴随情绪和灵性上的痛苦，“没有上帝的那几天真的很难过，用度日如年形容一点都不夸张”（T）。同时重大的存在危机又不断使患者意识到个体资源的有限，个体寻求超越、与更高力量的联结，这些都可能促使个体转向与上帝的“和解”、开始采用积极宗教应对的方式。在态度转变的初期，一些外在的力量或信息为他们提供了应对资源：弟兄姊妹、同信基督的亲人、关键信徒的支持和带领，这些让他们感受到了爱，类似经历患者被医治的见证（事例）则给予了他们希望。个体在这过程中也同时启动了具有适应性意义的宗教认知应对策略和应对行为。

认知应对以宗教信念为起点，也以宗教信念为核心。个体相信上帝的良善、全能、愿意帮助人，并因此有了应对疾病的意志力，同时也相信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以他的旨意决定人的去留，“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S），“信了上帝以后，立马被病痛折磨就此叫走的，但那就是上帝让他完成了他的地下的工作”（W），因此有了顺服的态度。个体在宗教信念的基础上进行归因和患病意义的认知重构。对良善上帝的信心使得他们倾向于将正向事件、人物、情绪、宗教体验归因于上帝，并因此感恩；而将一些负向事件归因于个人信心的软弱、魔鬼撒旦的试探。面对整个存在危机带来的压力情境，个体也出于对良善上帝的信心，通过认知重构，将苦难看作上帝美好旨意蓝图的一部分，苦难因此有了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帕格门特所定义的“在压力情境下以与神圣者有关的方式寻找意义”的认知应对过程。

伴随着认知应对的过程，个体同时在行为层面进行基于宗教信念的应对，即个体首先认为这些应对行为是在宗教信念体系下有功能、有意义的。个体私下的祷告、读经、唱赞美诗、灵修等都是垂直方向上（向上帝）寻求灵性支持的行为，并因这些行为体会到神的安慰与同在、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排解。而水平方向上的人际应对行为总体表现为寻求灵性支持（代祷、参加聚会等）和提供灵性支持（传福音、关爱他人），二者都能为个体提供支持感、归属感和亲密感，个体也可能同时在利他行为中获得更多的意义感、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随之而来的正向情绪和态度都可能对疾病应对有积极意义。

宗教认知、行为上的应对产生的阶段性正向结果，如负面情绪的消减、正向情绪体验的增加、态度的变化、健康状况的好转，本身在个体的信念系统中就能使信心得到强化，因此个体也体会到了宗教信仰在应对中坚固的过程，而且伴随着信心的成长，原有价值观也发生了翻转。这些随应对而产生的变化也进入个体的宗教应对资源库，“过往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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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其日后应对的信心来源之一。

用一个图示（图1）来表示本研究所归纳的个体宗教应对过程，以及主要类属之间的动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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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督徒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的过程

其中，宗教认知应对的核心“宗教信念”根源于宗教应对资源中的“《圣经》等灵粮书籍”中对良善、全能、愿意帮助人的上帝的描述。个体从“资源库”（宗教应对资源）中提取认知应对所需的基础信念，并通过宗教归因将一些外在事件（如“神迹”发生、类似经历信徒见证）归入“资源库”。个体在“资源库”及宗教信念的基础上采取宗教应对行为，并为个体获得更多的宗教应对资源（“宗教社会支持”“神迹”发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应对产生的应对结果再次进入“资源库”。因此，“资源库”随着宗教应对的进行，有一个不断支出——存取——支出的过程。

这也为一些前人的理论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帕格门特认为压力情境下，人们既拥有资源也承受负担，通过应对，这些资源会随着使用而有所发展，负担也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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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本人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专门地考察宗教应对资源随着应对而产生的变化。本研究中可以看到，面对癌症等严重威胁生命的近乎无法掌控的压力情境，个体虽然在生理上承受很多的负担，在心理、物质上也面临挑战，但通过垂直方向上与“上帝”这一更高力量以及水平层面上的宗教社会支持系统的连接，实现了个人限制的超越，拥有了更多的灵性资源，信心也得到了坚固，同时随着应对结果良好，负担也得到减轻。信心的变化、“资源库”的动态变化，正体现了应对经历本身对宗教信仰的影响——信心通过应对经历而增强，这也与前人质性研究结果一致（对经历创伤个体的质性研究发现，宗教虔诚性在创伤经历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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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疾病应对与意义的保护或转换

若以帕格门特关于应对机制的理论观点来看待本研究中的个案，也可以发现其中“意义的保护”和“意义的转换”过程并二者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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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意义的保护

当“生命健康”这一人们所认为有价值的意义对象受到疾病的威胁甚至损害时，人们最起初的反应是抗拒和逃避，继而出于对意义对象的保护去寻求治疗。同时受到冲击的是人们原有的信念系统——“为什么是我”，“良善、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这样的好人身上”。他们可能面临一个选择：继续相信上帝是良善的，还是认为上帝不存在或是严厉、惩罚人的，即坚持原有的信念系统，还是质疑甚至放弃这个信念系统。本研究中，部分受访者经历一段时间的灵性挣扎、体会了一段时间消极宗教应对的代价之后，仍然选择保护原有的信念系统这一意义对象，相信上帝的良善和公义，只是他们可能改变了实现这一意义对象的路径：把正向的事件归因于上帝，把负向的事件归因于魔鬼撒旦，进行认知重构，将苦难看作是上帝的美意。他们保护意义对象的其他行为还包括：坚持宗教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包括祈祷、读经、唱赞美诗、聚会等），与世俗的价值观或情境力量划清界限。

2.意义的转换

当人们原先所注重的意义无法被保护时，人们寻求意义的转换或新的意义。应对的任务就在于寻找人生新的价值或目标。本研究中，意义的转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对于患病时未信者，表现为在疾病应对过程中的归信基督，以宗教的价值观取代世俗的价值观：“我宁愿要这种生活，一个极其平淡，极其寻常的一种生活。”（X）2）对于原先已信基督的患者，意义的转换表现为在宗教的框架下寻求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我虽然失去了身体的健康，但是却换回来灵里面的更加健康，这就是天父的良苦用心吧。”（T）当然，在应对疾病过程中才归信基督的信徒在归信之后也可能经历意义转换的第二个方面。

随着新的意义被发现，应对的任务又变成对新意义的保护，这在本研究中，这体现在个体对基督信仰这一更为长远、超脱的意义对象的持守和坚固。

（三）宗教应对行为的功能初探

本研究中个案所表现出的宗教应对行为，如单纯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意义。

从具体的应对行为来看，祷告是本研究个案的一大突出的应对行为。祷告是个体寻求灵性安慰、引导、帮助的手段，并至少能带来情绪上的正向作用。这与已有的统计结果相一致，比如在斯比尔卡等人的研究当中，研究对象普遍认为祷告是项有用的应对策略，研究者认为祷告可看作“信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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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当中，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祷告带来的内心的平静，因此，从应对的情绪适应角度而言，祷告是有效的。而正向情绪对身体康复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祷告是否能直接带来身体康复，本研究无法证实。西方有研究者尝试以实验验证祷告除去行为本身的作用后是否对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伯德曾对393名冠状动脉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具体分在哪一组不为患者及医务人员知情），让教会为其中一组祷告。结果发现被代祷组成员的生理状况显著好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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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迄今能重复这一结果的实证研究并不多。

祷告、唱赞美诗、读《圣经》、灵修等应对行为也可能让患者的思维更多地集中于行为本身，一方面专注于其中鼓励、安慰等正向的信息，并体验其带来的正向情绪，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疾病的过分关注，“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不怎么思想自己的病”（M），这样的注意偏向也可能有助于重病患者常有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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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些应对行为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掌控感，让个体觉得在一些无法掌控的情境当中，至少他们能做些什么，或许能影响上帝，以带来好的结果。

而人际应对行为除了上述个体行为可能有的作用外，由于教会提供的归属感与社会支持，个体相当于参加团体心理辅导，在基督信仰之下充满信任、关爱的组员关系本身就能为患者应对疾病带来更多的支持感。实际上，本研究的个案在宗教人际行为中，既寻求并得到支持（寻求代祷、与其他信徒交通、参加聚会），又提供对他人的支持（服事教会、传福音、关爱他人），这也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心理上获益。梅顿（1987）发现，在教会成员中的物质的援助上，那些单向接受的一方可能感到一种负债感和劣势感，那些单向付出的一方更可能体会到怨恨、枯竭、未满足的个人需求，而既提供又接受支持的教会成员，能够平衡付出与得到，表现出对关系和生活更高的满意度
 
[45]

 。服事教会、向其他病友传福音、关爱他人这样的利他行为本身也很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正向情绪、提高价值感和自我效能感，提高自尊，这些对于患者的心理调适甚至生理康复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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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本研究的宗教应对方式与RCOPE

本研究中个案所采用的应对方式部分印证了已有量表RCOPE中所考察的项目，覆盖了RCOPE所总结的宗教应对的五大功能。除了用于意义寻求、用于获得与他人的亲密感和与上帝的亲近感的宗教应对方式外，一致的地方还有：用于获得控制的宗教应对方式。本研究个案所采用的应对方式大多集中于“主动的宗教降服”子量表中的项目，即主动将控制权上交上帝手中，当事人做自己所能做的。本研究中个案普遍都表现出了在治疗上的积极配合，相信上帝掌管生命，相信上帝安排的就是好的，“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S），“只要想着我们把这个病都交给了上帝”（W）；也有一些个案表现出了“恳求上帝直接的介入”子量表中的某些应对方式：恳求上帝让事情好起来，试图与上帝达成交易以让他能让事情好起来。“我祷告就会求神，能够让我（有）再存活的时间，能够很好地服事……我说我还没有做到呢，你不能让我走”（X）。帕格门特认为这类方式其实是通过恳求上帝直接介入或施行奇迹来间接寻求对情境的控制
 
[47]

 。实际上，本研究中的个案多是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即一面恳求上帝让一切顺利，一面尽自己所能去做，并将剩余的工作交托上帝。

用于寻求安慰和与上帝亲近的宗教应对方式。本研究个案在以下几个量表的项目上均有表现。1）寻求灵性上的支持（寻求上帝的爱和看顾）：相信上帝会与我同在，向上帝寻求力量、支持和引导、寻求上帝的安慰，例如，“我就搁心里祷告，我会交托，我就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特别的，我一交托之后吧，好像觉得心里头特别安稳，我就觉得神在启示着我……”（V）；2）以宗教活动为关注点（参与一些宗教活动以转移对压力源的关注）：祷告/思想灵性上的问题/去教会以使我的脑子不再想我的问题，例如，“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不怎么思想自己的病”（M），“有他们在帮助我，再有神的帮助，思考死亡的时候就比较少了”（Z）；3）灵性联结（经历一种与超越个人的力量的联结感）：寻求与上帝更强的联结，寻求与他人更强的灵性联结，思考自己的生命如何成为更大属灵力量的一部分，尝试与更高力量建立更强的联系，尝试经历更高的灵性，“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要追求那无限的主，给我们生命的造就，这种的触摸，我非常感恩”（Y）。

用于生命转变的宗教应对方式。本研究个案的应对方式表现在这一类目下的两个子量表中。1）寻求宗教指引（当旧有的方向不再可通行后，转向宗教寻求生活的新方向）：让上帝帮助自己寻找新的生活目标或方向，祷告寻求新的生活的理由或目的。2）宗教皈依（转向宗教以寻求生活的根本改变）：通过宗教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寻求灵性上的觉醒，寻求生活完全的改变，改变自己整个生活方式，寻找一个新的路径——上帝的路径，盼望灵里的重生。这主要体现在患病后归信基督的个案中，“我知道神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的，而是神让他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死也是为主而死，那种死，在我们的灵里是另一种基督的新生命给我们，把旧的东西给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新的东西，就像《圣经》里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Y）

以上讨论显示了宗教应对功能和一些具体宗教应对方式的跨文化一致性。当然，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指导下的数据分析，能得出重大疾病患者宗教应对过程中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某些宗教应对方式使用的具体情境，宗教应对方式与个体主观体验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对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等等。

以RCOPE对“积极宗教应对方式”及“消极宗教应对方式”的定义及区分来看，本研究个案所采用的应对方式集中于“积极宗教应对方式”方面。而本研究个案都表现出与患病相关的身心、灵性方面正向的应对结果，这也与前述关于“积极宗教应对方式”与更好的灵性、生理、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结果相呼应。

（五）中西方基督徒在宗教应对过程中可能的差异

从本研究收集的资料来看，“‘神迹’发生”“一些奇异的事情是神的工作”是大多数受访者提到的宗教应对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们因为信徒的宗教归因而成为其应对资源。单纯从现象的功能而言，“神迹”的存在和类似经历信徒被医治的经历，显然是提升患者信心、增强其与神之间灵性联结的事件，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宗教应对在认知、灵性层面有别于非宗教应对之处。而在笔者所查阅的国外（以美国为代表）已有类似研究中，较少涉及这些内容。它可能是研究问题的不同所导致关注的方面不同，因为本研究关注宗教应对的过程，必然有许多受访者个人体验、包括宗教体验的部分，而西方类似研究更多关注应对策略本身。因此这个现象背后是否意味着宗教体验对基督徒应对疾病的重要性存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异，仍需进一步探讨。

此外，本研究受访对象普遍提到信徒间支持的巨大作用，包括“关键信徒的鼓励和信仰带领”“类似经历信徒的见证”对自己的激励，这是他们应对资源的很重要一部分，但这在国外类似研究中并不明显，后者普遍体现的是个体在认知和行为层面的个人应对努力。这个差异很可能与两个人群各自所在的社会文化的特征有关：在更偏重互相依从的东方文化下，信徒将社会联结（信徒之间的关系）看作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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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新教为代表的美国基督徒群体处于更偏重个体独立的社会文化中，信仰更多的是个人的、私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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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之间的联结因此显得并不突出，因而在其应对疾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不如本研究中的中国基督徒明显。

四 研究总结与反思

从2012年12月确立研究主题至今，半年的时间当中，笔者以自己为研究工具，投身于重大疾病基督徒宗教应对的研究，期间除了文献阅读，浸泡于信徒们聚会活动的情境，与访谈对象多次联系与交流，也同时对自己这个研究工具保持自我觉察、不断分析。这个过程中有寻找适合的研究对象、面对海量数据的焦虑，有和访谈对象交流过程中的好奇、惊奇、质疑、钦佩、感动与感恩，也有个人信仰上的超越。这份研究报告，就是研究者以自身为研究工具，尝试透过被研究者的眼睛去理解他们的经验世界，对与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的研究结果的一份呈现。

（一）个人感悟

因受教育水平、信仰年限、个体觉察程度等不同，不是每个受访者都能对自己所遭受的压力情境做很深刻的反思，有的可能仅停留在上帝能医治疾病这样的带有功利色彩的层面，有的却能通过与更高力量建立联结而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和个体的救赎。

宗教应对在起初是一种选择，过程中仍是一种信念的持守，但随着个人灵性的成长，它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外在的“使用宗教”变成内在的“活出信仰”，这便是个体灵性的成长。

在信徒们进行宗教应对的现象之下，隐藏的是对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的信念，即相信生命有其根本的目的和使命，怀着这样的信心、对永恒的盼望、对爱的回应，使得他们得以接纳疾病这一苦难，将其与个人生命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从而平静坦然地面对余下的人生。

（二）研究的不足

1.样本本身的限制

由研究结果可见，部分受访者虽然也展示了灵性挣扎的经历，但大体为采用积极宗教应对方式的信徒，很可能因为这些信徒更愿意接受访谈，而采用消极宗教应对方式的信徒可能更多地处于逃避、抗拒、抱怨或沮丧的状态中而不愿意接受访谈。所以，本研究反映的宗教应对过程并非所有经历重大疾病的中国基督徒的宗教应对全貌。此外，可能与教会信众中本身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相一致，男性受访者仅占20%的比例，使得可能因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同视角的数据不够丰富。

2.质性研究方法使用不足

由于研究者第一次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在访谈、材料的归纳提取中、数据的呈现方式上都欠缺经验，表现在访谈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追问不够及时，虽然可通过再次返回现场收集数据，但受访者最初表达时的情绪体验的情境已无法重建，可能会遗漏一些信息，而且研究者在研究伦理方面可能过于谨慎，以不人为地使受访者有过多情绪唤起为度，对“死亡”这一主题的讨论并不充分，或许更充分的讨论能对受访者的经验世界提供更深入的理解。材料的归纳提取过程中，寻找更具有统领作用的二级编码显得效率较低，个人感悟很多，但结果呈现和讨论部分仍嫌不足。

3.回溯性研究所获取数据的准确性

虽然访谈通过多角度的提问来尽量使收集到的信息全面，也通过多种效度检验法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尽可能有效，但依然难以避免受访者回忆时可能有遗忘或压抑负面信息等某种提取偏向。

（三）研究展望

1.提高样本丰富性

在性别上予以平衡，在疾病类型及治疗阶段上予以扩充，尽量选取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灵性挣扎的个案，并且注重研究对象对其自身文化敏锐的观察力和反思能力，以获得更丰富的数据。

2.采用纵向跟踪及混合研究设计

采用长期纵向的前瞻性跟踪研究，结合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二者的优势，以获得较完整的宗教应对过程，以及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对个体宗教应对过程的动态变化和影响因素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3.关注其他宗教信仰患者的应对过程

以信仰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宗教应对的过程，这对本土信众的生理、心理健康的一线工作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加强目前主要以基督教、犹太教为主的国际宗教心理学科的建设有积极意义。

附录

附录一


访谈同意书


感谢您首肯参与本研究，在您分享宝贵的经验之前，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同时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您可以询问任何相关的问题。

本研究目的是了解宗教信仰虔诚的个体遭遇重大生理疾病或意外创伤后如何以所信的宗教应对苦难的历程。参加这个研究的形式是与研究者进行一个半结构化的面谈。在访谈中，您可以尽情、真实地讲述属于您自己的生活故事。

参加这个访谈是完全自愿的，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这个研究。同时您的身份和您在访谈中的谈话内容可遵照您的意愿进行严格保密，在研究结果中出现的仅是匿名的一组资料，您的名字仅出现在本同意书上（只有您的参加编号会出现在访谈资料上），任何可能透露个人身份的信息将被隐去。

本同意书一式两份，由受访者和研究者各执一份。

受访者同意声明：

我同意参加这个访谈，并且清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个研究，我的个人信息也会被研究者严格保密。此外，我承诺在访谈中所陈述的全部属实。

受访者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者声明：

我确认已向受访者解释了本研究的详细情况，并承诺将对受访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

研究者签名：

年 月 日

附录二


访谈参考提纲


一、访谈前

1.自我介绍。

2.解释访谈目的和程序。

3.签署访谈同意书：强调对受访者利益的维护、保密原则，提出录音申请。

二、正式访谈部分

1.一般资料：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信仰年限等。

2.您能介绍一下自己患病的情况吗？

拟收集：患病的时间，治疗的方案、治疗结果如何。

3.得知诊断后和治疗过程中，您有什么样的心情体会和想法？

拟收集：情绪，心境，态度，以及三者是否有转折点，如有，转折点前发生了什么事件。

4.基督信仰对您应对疾病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您会用什么信仰当中的方法来应对疾病？

拟收集：行为上外在的表现，认知上的策略。

追问：这些方法有什么样的结果？您认为产生结果的原因是？

5.应对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关键的人或事对您影响特别大或是留下很深印象的？如有，具体是怎样的？

6.经历这些，您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什么影响吗？

拟收集：在信念、行为、感受层面上可能因疾病应对而产生的变化。

7.您怎样看待自己得病的这个经历？

拟收集：对疾病在信仰框架下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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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的编制
 
[1]



宋兴川 陈欣
 
[2]




摘要：
 根据国内外关于宗教经验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通过内容分析和查阅文献等方法编制问卷项目。对福建省61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n=308）和验证性因素分析（n=304），并检验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1）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由神灵存在、整体感、不可言说性、似曾相识和同步性5个维度构成。（2）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各因素的cronbach α在0.71～0.95之间。（3）结构效度分析表明问卷模型有良好的拟合度，可以用来做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关键词：
 大学生 宗教经验 问卷编制 信效度

一 研究目的

宗教经验是宗教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内容。中国民众并不重视对宗教义理、文本等宗教知识的追求，与追求义理相比，他们更看重烧香拜佛的实践
 
[3]

 。宗教经验有可能是宗教信仰的依据。对个体和群体宗教经验现状的了解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

关于宗教经验的本质和分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和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认为，宗教经验是情感或者情感的复合体。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认为，既然“情感是宗教的最深根源”，那么神学与哲学只是宗教经验的第二性的产物和结果。如果没有宗教经验，也不会有神学或者宗教哲学。威廉·阿斯顿（Willian Alston）认为，宗教经验是一种感性经验，通常与感觉具有相同的结构
 
[4]

 。我国学者王志成等人认为，宗教经验是宗教信仰者围绕其信仰产生的各种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相互结合与统一在一起的知、情、意三方面内容
 
[5]

 。

关于宗教经验的分类，理查德·斯文伯恩（Richard Swinburne）从经验者的角度提出了宗教经验的五种类型：①以一个普通的、公开的、感觉的对象为中介，对上帝或者终极实在的经验；②以不寻常的、公开的、感觉的对象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③以能够用寻常感性语言（sensory language）描述的个人感觉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④以不能用寻常感性语言描述的个人感觉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⑤不以任何感觉为中介，对上帝或终极实在的经验，例如有人声称直觉地、当下地体悟到上帝或太一（the one）
 
[6]

 。麦克·阿盖尔等人对宗教经验的分类是：①与一个超越的存在相联系的经验，或者是体验到一个神圣的他者的临在，也就是奥托所谓的“超自然”（numinous）经验；②体验到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称之为“神秘的”（mystical）经验
 
[7]

 。研究表明，这两类宗教经验所对应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我国学者彭肜认为“宗教体验”是“宗教经验”的核心，其实质是“意义感受”
 
[8]

 。此外，有关宗教经验问卷的调查中，反逻辑心理体验的问题也常常被报告
 
[9]

 。比如“似曾相识的错觉”，在有的人看来它是宗教的，而其他人看来它是非宗教的。因此，对心理体验的探讨也是研究宗教经验的一部分。

我国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很少，对大学生宗教经验的研究仍处于空白。从宗教经验入手来研究信仰问题比直接从宗教信仰入手获得的资料要更多，更有普遍意义。开展对大学生宗教经验的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大学生的隐性宗教信仰状况，而且对宗教经验的本土化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建设。

二 对象与方法

1.对象

本研究第一次初测的被试为福建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第一次初测时实测35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08份。其中男生115人，女生189人，4人未标明性别；大一184人，大二92人，大三24人，大四8人。第二次施测的被试来自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州大学在校大学生。第二次施测时实测350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04份。其中，男生158人，女生143人，3人未标明性别；大一29人，大二152人，大三119人，大四1人，3人未标明所在年级。

2.问卷的编制

根据国外的研究，宗教经验包括超自然存在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宗教经验两个基本成分。但是，近年来国外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宗教经验还应包括个体的心理经验。同时，参考国内有关研究，对我国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将超自然宗教经验，神秘主义宗教经验和心理体验等方面引入宗教经验的理论结构中，认为宗教经验包括这三个维度。

本问卷以我国大学生宗教经验为评定对象，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初步编制了35个项目。主要参考的研究有：《中国汉民族的宗教体验》（2004）
 
[10]

 ，麦克·阿盖尔（2005）关于宗教经验的分类
 
[11]

 ，吴俊关于中国汉民族宗教体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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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5级评分。编制的《大学生宗教经验初始问卷》具有三个因素，即超自然的宗教经验、神秘主义的宗教经验和心理体验的宗教经验。

3.施测程序

包括第一次初测和第二次施测。

首先，选取福建师范大学（文科181人，理工科124人）对初步编制的含35个项目的问卷进行第一次初测，对第一次施测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并进行初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后对项目进行修改和删除。最后形成含28个项目的问卷，进入第二次施测。

第二次施测选取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共350名在校大学生，对第一次初测形成的问卷进行第二次施测，进行结构效度的分析。

4.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11.7和Amos7.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三 结果

1.因素分析及条目甄选结果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promax斜交旋转，对308份问卷35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保留28个项目。其中，特征值大于1的有5个，解释率为65.80%，基本验证了“大学生宗教经验”的维度理论构想。各项目在各因素上的载荷见表1。

表1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因素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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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1包括10个条目，包括“我意识到有一位具有指导作用的神圣存在”，“我通过祈祷向神倾诉”等，该因素主要涉及一个超越的存在，命名为“神灵存在”。因素2包括9个条目，包括“我感觉忘记了自我，与世界融为一体”，“我意识到所有事物为一个整体”等，该因素主要描述所有事物为一个整体，命名为“整体感”。因素3包括3个条目，包括“宇宙的终极很难用语言描述”，“我经历过神秘的、难以解释的某种巧合”等，该因素主要涉及很难用语言描述的心理体验，命名为“不可言说性”。因素4包括3个条目，包括“第一次见到某人时，感觉似曾相识”，“我第一次经历某件事情时，感到在此之前发生过”等，该因素主要描述一种似曾经历的心理体验，命名为“似曾相识”。因素5包括3个条目，包括“当我正在想某个人时，他同时与我联系”，“当我心里正想着某人时，他正好出现”等，该因素主要描述同时发生的事情所具有的心理联系的体验，命名为“同步性”。

2.项目区分度分析

计算每个项目和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项目区分度指标，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所有项目的区分度均很显著，p
 ＜0.01，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

表2 项目区分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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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度和效度分析

第一，信度分析。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作为指标，对问卷信度分析，结果见表3。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1～0.95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对问卷进行分半信度分析，见表4。

表3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各因子及总问卷的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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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各因子及总问卷的分半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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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数据可以说明，问卷内部有较高的同质性，所测量的为同一公共实体。表4显示分半信度0.56～0.96，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分半信度。因此，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比较稳定，可靠性较高。

第二，效度分析。

采用Amos7.0软件对第二次正式施测的304份有效问卷进行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个拟合度指数符合均规定指标，表明问卷模型有良好的拟合度。

表5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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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讨论

大学生宗教经验不同于宗教徒的宗教经验。通过对304份有效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大学生宗教经验包括神灵存在、整体感、不可言说、似曾相识、同步性。这是中国大学生宗教经验的内涵，是否与国外大学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有待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在五个因素中，整体感、不可言说、似曾相识、同步性类似麦克·阿盖尔论述的神秘体验和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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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徒的宗教经验更多的是关于神灵存在的见证。世瑾（1989）认为宗教经验是信仰者对信奉的神性或神圣力量所产生的感知，以及伴随的各种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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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生是在无神论的教育中成长，他们应该具有非宗教徒的宗教经验。这个结论有待进一步的验证研究。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能作为大学生宗教经验的测量工具。自编的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编制过程规范，问卷的结构设计参考了国内外有关对宗教经验种类和维度的研究结果。问卷的项目涵盖了麦克·阿盖尔（2005）、威廉·詹姆士（1901）和吴俊等（2009）关于宗教经验的论述。他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宗教经验包括超自然存在宗教经验、神秘主义宗教经验。再加上心理体验宗教经验，以此三个维度为初始问卷的结构，通过对304份有效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编制出大学生生宗教经验问卷。结果表明大学生宗教经验包括五个因素：神灵存在、整体感、不可言说、似曾相识、同步性。五个因素与麦克·阿盖尔等人的论述较一致
 
[15]

 。

一般认为，宗教经验包括超自然存在宗教经验和神秘主义宗教经验，以及各种归入宗教解释的心理经验。这与本研究的相一致。本问卷中同步性、不可言说、似曾相识就是可归入宗教解释的心理经验。这说明宗教经验具有跨文化的共同性。这可能是人类共同具有信仰宗教的内在原因，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问卷按照测量学的要求进行编制，各项数据指标符合标准。探索性因素分析各项目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在0.48～0.86之间，因素累积解释率达到65.79%。

本问卷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每个项目同问卷总分的相关在0.385以上，且显著水平均达到了0.01。

此外，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2～0.95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2。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χ2
 /df（2.25），RMSEA（0.06），GFI（0.84），CFI（0.92）等各项指标良好，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总之，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是一个符合科学规定要求的测量工具。

本问卷原本构想的心理体验维度，在因素分析的结果中却分解为“不可言说性”“似曾相识”和“同步性”三个单独的因素来描述。虽然是具体了，却缺乏更高一层的汇聚。这可能是由于心理体验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观上不能列为单一的一个因素所致。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宗教经验的特色，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五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样本较小，被试均来自福州市高校，其代表性有限，此外还缺乏有效的校标。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该问卷可以用于对大学生宗教经验的大面积调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问卷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宗教信念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宗教经验的关系，考察宗教经验的形成过程和机制，以及拓展到非大学生宗教经验的探究。

六 结论

在本研究范围内获得如下结论：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由神灵存在、整体感、不可言说性、似曾相识和同步性5个维度构成。

大学生宗教信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2。

大学生宗教信仰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问卷的结构效度模型有良好的拟合度。

大学生宗教经验问卷可以用来做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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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

正念训练对于注意的异向影响研究：专注与警觉

李红玉 彭彦琴
 
[1]




摘要：
 正念自从被卡巴金引入心理治疗领域以来，其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其中有大量研究关注正念对注意的影响。本文将正念对注意影响的相关研究做了一定的梳理，发现正念训练对注意产生异向的影响，即既可以保持对单一目标的专注又可对不同刺激时刻警觉。本文认为正念对脑机制的改善和正念的两种不同训练方式这内外两个原因导致了此现象的出现。


关键词：
 正念禅修 注意 专注 警觉

引言

卡巴金认为正念（mindfulness）是“一种有目的、不评判的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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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关于正念的研究逐渐增多，大量研究证明了正念对于注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正念训练对注意影响的相关研究做了一定的梳理，发现有大量研究证明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保持对单一目标的专注状态，阻止注意力转向外在或内在令人分心的刺激物，即可以提高注意的稳定性。而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证实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始终保持对不同刺激的警觉状态，提高对每一件事物与事实的觉察力，增加注意的广度。正念的注意训练主要从对单一目标的专注性和在专注性基础上对内外部刺激的警觉性两反面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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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正念训练究竟令人们的注意专注于一点，还是能随时警觉出任何刺激的变化？本文就这种对于注意产生异向影响的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专注与警觉的关系在佛理与实证两方面进行论证。

一 正念训练对于注意的异向影响：专注与警觉

（一）正念概念的两个核心：“集中注意”与“不做评价”

根据已有文献可知，正念核心包括两点：一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二是对当下所呈现的所有观念都不作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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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核心可能导致注意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时，注意会较少受无关的内外部刺激的干扰并能持续较长时间，保持注意的专注性；当个体对当下的想法不作评价，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时，个体的注意是澄澈而少污染的，个体就能迅速地发现目标刺激并能迅速对此做出反应。

1.“集中当下”与注意的专注

正念的一个核心是“集中于当下”，它要求个体摒除无关的内部刺激与外部刺激的干扰，使个体能够将注意力长时间的保持在专一的目标上。正念要求的对此时此刻的持续注意导致了注意的专注性的提高。当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就不会受到过去的和将来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心注一念，更有利于将注意系于一物，保持专注。

2.“不做评价”与注意的警觉

正念的另一个核心是注意的“不做评价”，即不对出现于头脑中的观念做出评价、分析，只是平和地观察，任其自然地生灭。这样就能节省大部分的注意资源，从而能够使个体对外部刺激更加敏感，即使注意更加警觉，对目标刺激的探测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

（二）正念训练对于注意异向影响的实证研究

正念训练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就是对于注意力的训练，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有效改善注意力，注意力的改善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专注性与警觉性两个方向。所谓专注性包括对单一目标的专注状态及注意持续时间，即注意的稳定性；所谓警觉性包括对不同刺激的敏锐觉察及注意广度的提升。本文从正念对注意两个相异方向的影响分别展开说明。

1.正念训练提升注意的专注性

注意的专注性是指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保持对单一目标的专注状态，阻止注意力转向外在或内在令人分心的刺激物，可以提高注意的稳定性。

正念训练提高注意的专注性表现在“能够阻止干扰”“长时间的维持”“集中在单一的目标”三个方面。奥特纳等人研究检验正念禅修对于处在情绪情境中的注意力控制的影响。正念禅修者在观看会引起情绪的图片的同时，需尽快地对声音的高或者低调做出区别反应。结果显示正念禅修经验愈多者，对声音的辨别越快越准确，较少受到图片诱发的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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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等人研究结果显示冥想经验与Stroop任务中受干扰成分影响的减少有密切关系。禅修经验与Stroop作业干扰显著降低有关。这表明禅修能长期加强执行性注意力网络，有助于阻止自动性反应，减少受到外界的干扰，保持持续专注在所要的目标。以上两个研究都说明了正念训练后注意的抗干扰能力的增强，从而说明正念的训练改善了注意的专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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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研究证明了正念训练促使注意持续时间的增长。Elizabeth等人研究比较集中式冥想和开放式冥想对于持续性注意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种训练方式都起到了改善持续性注意的作用。而且参与冥想训练的时间越长的个体在持续性注意的表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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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noni研究年龄对于禅修者大脑皮层灰质的体积和注意的影响。在没有禅修经验的个体身上出现了年龄和持续性注意的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持续性注意减弱。而在禅修者身上则没有相关，即禅修者的持续性注意没有受到年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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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z研究证明有长期正念训练经验者，可以轻易将注意力长时间保持专注，并能觉察分心刺激的出现，减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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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allace和Van den Hurk 等人的研究表明正念训练提高了注意的稳定性。Wallace等人的研究表明禅修水平与注意维持在特定焦点上的稳定性及注意在特定焦点上持续的时间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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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den Hurk 等人研究发现正念冥想对于注意的效率有显著提高。实验被试为20个专业的冥想专家作为实验组，并且与之性别和年龄上匹配的20名没有任何禅修经验者作为控制组。采用注意力网络测试的方法，研究结果显示有禅修经验者在注意的导向性和执行性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控制组。而注意的导向性和冲突监控与注意的稳定性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可以说正念冥想训练改善了注意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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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正念训练提升注意的警觉性

注意的警觉性是指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始终保持对不同刺激的警觉状态，提高对每一件事物的觉察力从而增加注意的广度。正念对注意警觉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注意瞬脱和变化视盲两种注意现象来表现的。

注意瞬脱是指在快速系列视觉呈现中，快速连续地呈现不同的刺激，如果只要求被试辨认一个目标刺激，被试能正确地报告；如果第一个目标刺激（T1）后很短时间内呈现第二个目标刺激（T2），对T2的辨认能力下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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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训练后注意瞬脱现象的减少，这说明前后出现的目标刺激都得到了注意，注意的警觉性得到了增强。Slagter 等人运用注意力瞬息作业和头皮记录电位的方法研究证明过3 个月的正念强化训练后，个体表现出更小的注意瞬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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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始终保持对不同刺激的警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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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Leeuwen等人研究发现，有禅修经验的实验组不仅比与之年龄相匹配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注意瞬脱，甚至比年轻控制组的被试表现得也要好。虽然有实验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注意瞬脱现象更为常见。可见正念训练改善了禅修者的注意品质，使其始终保持对不同刺激的警觉而减少注意随着年龄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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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化视盲是指观察者不能探测物体或情景所发生变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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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瞬脱与变化视盲这两种现象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与注意方向的转换相关联。正念对于注意警觉性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变化视盲表现出来。Hodgins等运用变化视盲闪动任务来比较有正念禅修经验组和控制组的表现。研究发现，有禅修经验者能够在闪动的场景中发现更多的变化而且发现变化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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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禅修训练与更精确、有效和灵活的注意过程有关。而且这种对注意品质的提升不仅限制于禅修练习的过程中，它可以扩展到现实的生活中。

二 正念训练对注意产生异向影响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原因：训练方式的不同

彭彦琴等认为注意是正念机制的核心，同时大量文献表明注意也是区分不同禅修类型的重要依据。根据注意朝向的不同，冥想练习通常被分为聚焦式冥想和开放式冥想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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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式冥想则强调注意的集中，要求冥想过程中尽力将注意力放在感受呼吸、重复词语（咒语）、想象图像等心智或感知活动上，而摈弃其余想法和感觉干扰。正念式冥想强调开放和接纳，要求冥想时以一种知晓、接受、不作任何判断的立场来体验自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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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不同的冥想方式对注意产生不同的影响。

1.聚焦式冥想使注意更专注

聚焦式冥想以将注意集中于某一目标的方式提高练习者注意的专注性。聚焦式冥想的目标就是当出现心智游移时将注意重新定位于之前的注意焦点，使注意保持专一，不受干扰。Lewis等研究证实聚焦式冥想对持续性注意和执行功能的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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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tz 等研究发现，经过三个月密集的聚焦式冥想训练且每天训练10～12小时的实验组被试的注意稳定性显著高于每天训练一小时的控制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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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开放式冥想使注意更警觉

因为没有固定的注意焦点，在开放式冥想中，心智游移并不被认为是从注意焦点的脱离。开放式冥想能够提高个体对内外部刺激敏感性。心智游移和分心刺激均被视为观察目标。Cahn等的研究表明开放式冥想练习能够改善个体对非预期刺激的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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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内部原因：生理基础

注意加工涉及一系列的大脑网络的激活，大量研究表明，正念练习可以调整注意的相关神经活动，改善注意的脑功能和结构。而且正念不仅改善了与专注相关的神经生理活动、脑功能及结构也改善了与注意的警觉相关的神经生理活动、脑功能及结构。

正念训练对于大脑的生理机制及脑结构的改善为注意两个相异方向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1.与专注相关的生理机制

维持对同一目标的注意即专注，主要涉及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回皮层，正念训练有助于激活个体与注意相关的脑区。

一些研究者发现，同冥想练习的新手相比，经验丰富的冥想练习者能够引发更强的前扣带回皮层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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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Baron Short等用功能核磁共振方法研究发现，冥想训练者这两个区域功能更活跃，而且练习时间与注意的活跃度呈正相关。即正念训练促进注意的集中，促使注意更加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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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放松的状态下，α波会出现大的波幅。当个体被要求专注于某一特定任务时α波会减弱甚至停止。Takahashi等运用EEG等方法研究20位没有禅修经验的被试，发现在禅修过程中他们前额区域的α波活动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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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靶刺激引起的P300称为P3b，新异刺激引起的P300称为P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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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a与新异刺激的非随意注意有关，即P3a的波幅减小说明注意抗干扰能力的增强。Cahn 等研究发现有禅修经验的被试在正念条件下额区记录到的P3a波幅显著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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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正念训练起到了减少内外部无关刺激对注意的干扰作用，从而使注意更加专注。

2.与警觉相关的生理机制

注意的警觉主要涉及右侧额叶区、右顶叶皮层、后部脑区和丘脑。正念训练同时也激活了与注意的警觉性相对应的脑区。

θ波通常是在机体警觉、注意、认知加工和感知任务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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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波活动水平的增强，可能与机体注意警觉有关。Dunn等选取三组被试分别接受聚焦性冥想、开放式冥想的训练和作为控制组不接受任何训练，然后运用EEG研究三组被试大脑活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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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两组接受禅修训练的被试的大脑活动均与控制组有显著不同且接受开放式冥想练习的被试显示额叶和后部区域的δ波，额区的Θ波，中央后部的α波及额叶、中央和后部的β1波比其他条件下更活跃。开放式冥想条件下被试额区Θ波的增强说明注意警觉性在此条件下得到的提高。

根据前文可知，P3b 脑电成分主要在颞顶区出现，与主动注意有关。根据2007年Slagter等人的研究可知，经过3个月的正念强化训练后，个体表现出更小的注意瞬脱现象并且T2刺激诱发的P3b波幅显著增大。P3b波幅的增大说明主动注意的增加。这表明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始终保持对不同刺激的警觉状态。

三 专注与警觉？还是注意控制？

经由上述论证，可知正念训练一方面可提高注意的专注性，同时亦能提升注意的警觉性，那么这两种异向功能如何能同时成立且互不干扰？对此本文在佛教止观义理与实修以及西方心理学相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两点结论：一方面，“警觉性”提高必须建立在“专注”提升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伴随专注性与警觉性的提升，注意整体控制形成。此时，专注与警觉又表现为注意控制整体提升基础上的双向调节功能。

（一）“警觉”是在“专注”基础上的提升

1.佛理支持

四禅，亦译“四禅定”“四静虑”“四定精滤”。教义名数。佛教用以治惑、生诸功德的四种基本禅定。从一禅到四禅，心理活动逐次发展，形成四种不同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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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继文据《俱舍论》卷二八，“四禅”主要由三类精神因素构成，名为“三支”，分别为“自性支”“利益支”和“对治支”。“自性支”是注意力始终如一的高度集中，特点是“心一境性”；此“心一境性”为四禅之所共有，是四禅所以能够如法进行的“体”，其他精神因素和心理活动是“心一境性”之“用”，都必须依此体而存在和变化，实际就是“三昧”本身。“利益支”是由修习获得的主观感受；“对治支”大体相当于思维形式。“自性支”贯穿于四禅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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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支”的概念可知，“四禅”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级进展的系列，影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注意。也就是说，伴随禅定水平由第一禅发展到第四禅，注意的品质不断提升，即由对单一目标的“专注”到在“专注”基础上的“警觉”。这意味着长期禅修者既能保持对某一阶段的持续性注意。又能时刻警醒，保持对每一阶段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主观感受的警觉。

2.实证支持

注意的警觉性和专注性是正念对注意的两个相反方向的影响，而同时正念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存在着先后顺序，一般认为警觉性是在专注性基础上的提升。

注意力包含三个子系统：警觉性、导向性和执行控制。Jha等研究证明正念可以通过改善特定注意子系统的功能来提高与注意相关的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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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密集的禅修训练，禅修新手注意的导向性和冲突监控得到提高，而有禅修经验的人进行密集的禅修，提高了注意的警觉性。而已有研究表明，注意的专注性与注意的导向性相对应，注意的警觉性与注意子系统的警觉性相一致。（警觉性是达成和维持一种准备好的状态；定向性引导并限制注意力；冲突监控又称为执行性注意，是指排列工作与反应的优先级）。既然实验证明禅修训练者首先获得注意的导向性和冲突监控然后才能获得警觉性，那么也一定程度证明正念训练者的注意首先获得专注的品质，然后获得专注基础上警觉的特点。

Chiesa等通过系统梳理之前的研究发现正念练习的初期，主要在培养专一性注意力。之后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内、外剌激物保持开放性监测，即更警觉，更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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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注意控制整体提升

基于觉知并以身体感觉为对象的专注性练习，本身就是注意的控制训练。它通过目标的持续不断的聚焦性注意练习来提高练习者的注意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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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与警觉的发展整体表现为注意控制整体提升。下面就此在佛理与实证方面进行阐释。

1.佛教止观的义理依据

戒、定、慧是佛教对于全部修习实践的基础性分类，略称“三学”。“定”的梵文多做“奢摩他”，就是“心一境性”“令专一境”，使精神专注在特定的境界或对象上。“定”意译为“止”，强调注意力集中于观察的对象和思考的道理上，注意力集中是实现禅定的基础条件。“观”的梵文做“毗钵舍那”，是观察、观想、思虑的意思。“止”多与“观”连在一起使用。

“止”给“观”提供心理条件，“观”则决定或制约“止”的思想内容。“止”按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就是注意力集中。“观”按现代心理学的说法相当于一种元注意，它是对于“注意”的注意，包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注意过程和自我注意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也包括对这些过程的积极监控和调节。“观”的对象是内在的、抽象的，是主体自身正在进行的注意活动。“观”的内容是对注意过程进行调节和监控。

正念禅修强调“止”“观”同修，从而提高注意的品质，注意的控制水平得到整体的提升。在许多对于健康个体一般注意研究的基础上，心理学家通常发现当人们放松时，注意的灵活度降低，当注意唤醒时，同时伴随高度努力。而佛教注意训练则相反，首先强调的是身心放松；在这个基础上，注意稳定性被增强并最终聚合在注意灵活的发展上。如此训练的结果是一种注意平衡的不规则状态，即高注意唤醒水平维持的同时，仍可保留极度的松弛与沉静。此即为“身轻安”“心轻安”，它被视为注意力训练达到止观同步的标志。

2.注意控制的实证依据

通过已有的正念与注意实验研究可知，正念的训练并非只是单一改善了注意专注性或注意的警觉性，而是提升了对注意的整体控制水平，实现了注意功能的双向调节，即在需要达到专注这一目标的时候，注意就能始终保持而不受到分心刺激的干扰；当想要达到对内外部刺激警觉这一目标时，注意能够开放、灵敏的探测到内外部刺激并做出反应。长期的注意力训练者是专注的也是敏锐的，在注意的专注性和敏锐性方面有着较好的调控弹性
 
[35]

 ，能够根据个体的主观意图和环境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

Shruit等在研究集中式冥想训练对于青少年注意网络发展的影响时发现接受集中式冥想联系的79名被试在注意的警觉性和冲突监控上与控制组的76名被试有明显的区别
 
[36]

 。即冥想训练改善了注意的冲突监控系统，被试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注意。

Stroop任务的完成包含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两个过程，自动加工不需要注意的参与，控制加工则需要有意的控制。在stroop任务中读词是自动加工，颜色命名是控制加工，所以读词能对颜色命名产生促进或干扰
 
[37]

 。注意控制的增强可以改善Stroop任务的完成状况。一些实验证明正念训练减少了Stroop干扰，例如Moore研究发现接受至少六周正念冥想训练的个体完成Stroop任务的成绩明显好于没有禅修经验的个体
 
[38]

 。王岩等研究也证明正念训练促进了Stroop 和前瞻记忆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抗自动化干扰及阻止随任务熟悉加工更为自动化的作用
 
[39]

 。

小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就正念对注意产生的异向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主要从佛教理论的视角为注意专注性与警觉性的双重功能提供依据。

首先，源自于佛教止观的正念训练，其心理机制的核心确实是注意，但正念的注意与西方心理学的注意并不完全相等，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佛教将注意视为“性”“体”，类似于一种元注意，即侧重关注对注意的认知与监控。另外，佛教尤其重视利用、开发注意功能，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一种特殊的训练方式，这些资源是值得心理学研究关注与借鉴的。所以我们说正念对注意的两个方向的影响中的两个方向也只是佛学中注意的部分内涵。佛学中的注意和西方心理学中的注意还有哪些不同，佛学中的注意的内涵是什么，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正念”的思想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二是对当下所呈现的所有观念均不做评价。正念关于“注意力集中于当下”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多，而从“不做评价”这一维度展开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以后的研究可以从正念的“不做不评价”这一角度出发，或者从不评价、接纳的态度和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两个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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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心理学研究述评

孟瑶 李传银
 
[1]




摘要：
 宗教心理学是介于心理学、宗教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在民国初期传入我国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现如今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介绍了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不足和建议。


关键词：
 宗教 心理学 心理机制 心理治疗 佛教 道教

一 宗教心理学历史回顾

（一）宗教心理学在西方的兴起

宗教心理学同实验心理学和宗教学一起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将宗教心理归为民族心理的组成部分，对宗教心理的本质及规律进行探讨。但冯特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其忽略乃至排斥从个体角度研究宗教心理现象。然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宗教心理学的真正兴起是在美国。威廉·詹姆士研究了信教者的心理历程和人们对宗教的特殊体验，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宗教经验之种种》，成为宗教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与冯特宗教群体心理研究不同的是，詹姆士开创了宗教心理学的个案比较法，并且开辟了一条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复杂的宗教生活中的道路。因此，詹姆士被称为“宗教应用心理学之父”
 
[2]

 。冯特与詹姆士两位心理学家从两种截然相反的角度出发研究宗教心理，为后来的宗教心理学多元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宗教心理学主要以宗教活动中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特点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去理解宗教如何对信徒们的人生观及价值观产生影响。在西方，宗教心理学最初是与神学相类似的，因为二者都注重人的宗教情感和体验。但是宗教心理学家通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透视个体在宗教经验中的灵性与宗教性问题。所谓宗教性，指的是个人在面对宗教信仰时，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动机态度与认知等，并且会反映在外界的仪式行为上
 
[3]

 。

（二）宗教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诸子百家的各学派典籍中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对人的本性的探讨，并成为古代中国心理学思想研究的中心问题。自此，中国各朝代的统治阶级及学者对人的本性问题、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这也与今后的中国宗教学及宗教心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4]

 。

民国初期，宗教心理学正式传入我国，并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纵观其在中国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5]

 ：一、民国初期，这是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开端。这期间，中国学术界以翻译介绍西方主要研究为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也是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停滞期。三、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开始复苏。陈鸣梳理了国外宗教心理学两大流派：心理现象的研究和精神分析流派
 
[6]

 。世瑾的《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宗教心理学》，也介绍了西方的宗教心理学研究最新成果
 
[7]

 。陈永胜等人认为，同美国宗教心理研究相似的是，中国的宗教心理学发展也存在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心理学取向的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学取向的宗教心理学。前者着重描述宗教现象和解释内部本质规律，后者强调对宗教活动中的心理学现象进行解释
 
[8]

 。

然而，现如今我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依然是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为主，但是我们的东方文化源远流长，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文化也一直以来影响着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观念，因此开展宗教信仰本土化的研究是有长远意义的。众所周知，西方人的信仰主要是以基督教为首的，所以他们的宗教心理学研究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比较简单易实施的。然而，中国人口众多，各民族文化渊远流长，这种现状下导致了中国人的信仰复杂散乱，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研究宗教心理学的问题是充满挑战的。

二 研究内容

（一）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心理机制

詹姆士把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分为两个方面：渐进性信仰和突发性信仰
 
[9]

 。美国心理学家 F.斯塔里克兰德曾指出，“突发性信仰”指的是个体陷入强烈的情感危机状态，信仰者一般可以准确地说出他自己的“精神转折”过程；而“渐进性信仰”中的信仰发生是渐进的、平稳的，没有剧烈的情绪波动，个人的生活也没有发生突然转折而引起强烈的情绪波动。
 
[10]

 研究发现，在中国，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大多都是突发性的，即出现情感危机时才会想到要通过以信仰宗教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不安。而西方人对宗教的信仰更多是一种习惯，一种家族传承的信仰习惯。根据梁丽萍对山西佛教徒与基督教徒的访谈考察发现
 
[11]

 ，除了受传统宗教家庭影响的信仰者外，其他信教者一开始对宗教的皈依动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部分的人刚开始接触宗教认为信仰能够为自己和家人求得“平安健康”“疾病好转”“生意兴隆”等等，这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寻求神灵的庇佑，认为信仰能给自己“求”来什么。其次，有一些人是处在人生中的受挫期或抑郁期，这时他们因为经受过了心理创伤，才希望通过信教来寻求人生转机。最后，许多人接触宗教是希望逃离世间苦难，寻求解脱。这可以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心理，希望在信仰中得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是中国人刚开始皈依宗教的几种典型心理动机，也与杨彦明的八种宗教心理现象研究
 
[12]

 基本一致。张晓梅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分析，提出了其宗教信仰的四个方面特点：一、皈依目标的随意性，信仰只重形式，不重精神内涵；二、信仰目的的功利性，希望通过信仰来支持其实现一些实际的愿望；三、信仰动因的无助性，信教就是为了能解决令自身痛苦的问题；四、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基于大学生宗教信仰目标随意、目的功利、动因无助的特点，再遇到自己的事情无法解决时，就容易改信其他宗教
 
[13]

 。简而言之，人们之所以寻求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能帮助我们缓解生活压力，减少突发情绪波动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而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宗教信仰也为人们理解世界本身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14]

 。然而，无论任何教派，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真正的信仰并不是希望“求”得什么，而是学会“给予”什么，学会感恩向善、学会追求卓越。

（二）宗教心理与心理治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关注宗教信仰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赵文撰写了《宗教行为与心理治疗》一书，内容涉及中医对心理治疗与宗教行为的作用
 
[15]

 。当然，在中国传统的内观佛教思想基础上，心理学结合自身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正念的概念，这在今天的心理治疗界被广泛采用。正念是一种对当下经验的不带思维卷入的觉察，在它基础上开发了很多疗法（辩证行为疗法、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基于正念的减轻压力的方法）。这些方法训练来访者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感受上，而不进行是非对立的二元判断
 
[16]

 。

宗教信仰能帮助人们解释对于宇宙、生命本源的困惑性问题，也能够从某种程度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维持了心理健康。宋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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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宗教信仰能满足人们的三种精神需求：一是缓解对死亡恐惧的需要。人类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任何宗教都能够对死亡做出合理解释及赋予其美好的意义，这有利于缓解人们对它的恐惧。二是追求理想或价值的需要。所有宗教都认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思想的无限性与超越性。三是满足探究世界本源及解释我们自身的需要。科学的存在并不能为我们解释所有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类及人的心灵的研究更是不能令人信服。而对于这些，宗教提供了信教者可以坦然接受的说法。后人本代表人物肯·威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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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越死亡》中提到，对于癌症患者，一开始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之后，都会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患上绝症而别人都很健康？为什么自己那么善良也会遭此厄运？然而，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许宗教的一些说法是让人们坦然接受命运的最好方法。正如是，宗教信仰给予人们某种希望，客观上提供了调节负性情绪的应对之策。另有研究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应对”的积极意义，例如，宗教应对悲伤、焦虑等情绪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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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而，我们也不可能忽略宗教信仰对心理治疗的消极方面。宗教通常强调人的局限性和缺陷，认为人是弱小的，对自己的生命是无法控制的
 
[20]

 。这样一来，许多完美主义的人就会过度教条于宗教的仪式来寻求心理安抚，在宗教仪式方面不允许有一点差错，形式上的信教稍有没做到的地方就会产生心理负担，认为自己不够虔诚。这种宗教信仰的完美主义倾向是导致患者产生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任何值得我们信仰的宗教本质上都是鼓励人们体验到自由、爱与宽容的存在。如果你的信仰没有让你感受到自由之感，这就证明其出现了偏差。

因此，宗教的存在对于心理咨询来说有着深远意义。从近几年的研究趋势上看，宗教与人格的关系、宗教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作为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主题，在美国宗教心理研究中居于突出地位
 
[21]

 。但是在我国，宗教与心理治疗的关系还没有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重视。

（三）宗教心理的社会影响

李天雪
 
[22]

 所做的民族心理研究表明，如果民族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会随之产生某种共同的宗教情感，这同时会增强成员之间对同属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宗教信仰对人们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起着关键作用。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一定意义上说，在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其民族的文化和其民族信仰的宗教是分不开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建构和谐社会的需要，宗教信仰对人民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国家应该对合理信教的宗教人士予以支持。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应忽视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及恶劣影响
 
[23]

 。

可以说，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是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其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一面，更应该关注其对社会造成的威胁性及破坏性的影响。

（四）宗教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

中国学者对宗教信仰与个人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研究分为积极关系和消极关系两种取向。一方面认为宗教信仰与心理健康是消极关系，即宗教信仰者组的心理健康水平平均比无宗教信仰者组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研究侧重比较信教人群与非信教人群在心理健康症状量表上的得分差异
 
[24]

 。另一方面认为宗教信仰可以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因为宗教对人们的心理慰藉作用已经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杨宜音
 
[25]

 认为，通过宗教信仰，人们可以把面对的现实的矛盾冲突及负面事件转移到非理性世界，也就是得到神灵的慰藉从而使负性情绪得到合理释放。韩慧娟和刘昌的脑电仪实验也证明，在相同背景下，信仰者比非信仰者表现出更多积极情感
 
[26]

 。

在中国大陆，对宗教及宗教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极少，而在台湾，有人已经提出用宗教心理学的观点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在宝岛台湾，倡导的生命教育包括
 
[27]

 ：终极关怀与实践；伦理思考与反省；人格统整与灵性发展，其实这与宗教学及心理学都是分不开的。而在大陆，还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五）对我国两大宗教发展的心理学分析

葛鲁嘉
 
[28]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大流派，即儒家、道家和佛家。如果严格意义上界定，纯粹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能称其为宗教的只有道教。而儒家学说是入世哲学，严格意义上不是宗教。隋唐时期，达摩初祖从印度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其融入中国文化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禅宗。而西方的基督教随着传教士的传播，历经几番坎坷磨难之后，现如今在中国可以说是发展迅速。

1.佛教

在现代中国佛教界，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对心理学与佛学的关系做出过有益的探索。他在佛家观点基础上将心理学分为情的心理学：研究我们所知及未知的一切众生的心理；想的心理学：研究佛学佛法之三乘圣贤的心理；智的心理学：研究开悟者的心理
 
[29]

 。太虚认为，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心理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传统心理学的不足
 
[30]

 。

佛教在中国大陆的主流是禅宗。禅宗讲人皆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就能立地成佛。所谓的“禅悟”“禅定”“解脱”“证见”等等，都有其特定的心理学含义和应用价值
 
[31]

 。高僧坐禅的本意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拉回当下。在心理学上，“当下”是一种纯然的感受状态，没有思维卷入，只有清明的意识之光，是一种生理能量和心理能量自然流动，宁静如水的状态。其心理学原理是：因为人的生理系统有免疫功能，心理系统有自我整合功能，只要保持自然、放松和愉悦的状态，就能使免疫功能和整合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大量心理治疗案例证明，太多的心理障碍、心理痛苦正是思维离开了“当下”，而引发或强化了负面情绪所导致的。所以说，从心理学健康的角度来说，做到禅宗所讲的“关注当下”是保持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

2 道教

道教是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教派，其思想完全建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古代的鬼魂崇拜现象是道教的变形，此基础上又演变出不同的神仙信仰。当然，道教对中国古代民间风俗的影响深远。例如，全国各地区都有对城隍、土地、灶君的崇拜和祭奠
 
[32]

 。因此，林语堂认为，学习道教是了解中国人性格的基础。中国人的生活、文学和艺术都有追求田园格调的一面，这也是因于道教
 
[33]

 。然而作为真正的宗教理念来说，道教所认为的得道者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顺应自然，与天合一的状态，这其实是不断体验、领悟的成果，当然也是一种美好的、健康的精神境界。可以看出，道家学派所认为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与西方兴起的超个人主义心理学所讲的所谓的“大我”（一个没有界限的境界，个体意识到自己和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自我不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而且是和整个宇宙同源）有异曲同工之处
 
[34]

 。

三 研究方法

（一）西方主要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

冯特和詹姆士这两个心理学大家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对宗教心理学进行研究。詹姆士主张从个体宗教意识的发生而展开对宗教经验的研究，而冯特主要沿着整个群体意识的发生系统对宗教进行探索。后来的心理学界又发展出问卷法、实验法、访谈法、自然观察法、投射技术、个人资料研究等不同方法。此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盛行一种科技整合研究方法（科学家应尽量同时采用不同的学科概念、理论及方法去研究社会行为现象，并最终加以整合
 
[35]

 ），这也被学者用来进行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毕竟宗教信仰已成为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无论何时，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标志
 
[36]

 。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单局限于心理学和宗教学，甚至涵盖了文化人类学派所使用的田野调查法，这都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37]

 。总而言之，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分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量化研究更多的是心理学取向的学者所采用的实验方法，而质化研究则以基本哲学思想为基础，更多被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取向的学者所用。

（二）我国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

与其他学科心理学一样，我国对宗教心理学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学者通过对我国十年宗教心理学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38]

 表明宗教心理学以理论研究为主，占论文总数的79.71%，实证研究只占5.80%。陈永胜指出，我国心理学更注重量化研究是和我们特殊国情有关的。在中国，统治阶级意志强调科学方法和唯物观点的重要性，因此如果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将会得到更多的国家资金支持和学术认可
 
[3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质化和量化研究在宗教心理学研究中缺一不可，因对宗教研究背后的基本哲学理论和逻辑联系的探讨有所忽视，这成为我国宗教研究的一个缺陷所在
 
[40]

 。

近年来，我国关于宗教心理学测量工具的开发有较大进展。已成功开发的测量工具包括：基督教徒宗教认同问卷；基督徒宗教性量表；佛教徒宗教认同问卷；大学生精神性量表；中学生民间信仰量表等等。正是有了这些可实施的测量工具，我国宗教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顺利进行
 
[41]

 。

四 研究队伍与学科制度

从美国宗教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宗教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大体分为两支队伍。一支队伍从心理学角度入手研究宗教心理，另一支队伍为宗教学取向的宗教心理
 
[42]

 。然而，对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已发表的宗教心理学论文整理来看，除了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以外，哲学研究人员、社会学研究人员、民族文化研究人员都有过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在这些研究中很少有宗教神职人员的参与。有研究发现，“去宗教性”成为我国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倾向，即将宗教心理现象的研究等同于对世俗心理现象的探讨，并由此造成了宗教心理学研究的无序、混乱和琐碎
 
[43]

 。学者们唯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纳宗教心理学研究中抽象的宗教性，中国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才会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

五 问题与展望

尽管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不断发展壮大，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44]

 。第一是心理学其他领域是否采纳吸收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第二是宗教心理学的范式问题。然而，宗教心理学的研究难点在于它的宗教性是很难用简单的量化研究解释的。因为从本质上看，宗教之所以不断发展，并不单单是其所拥有了一套仪式、一些观念或一种组织，它更包含着人类对未知的渴望及深层的心灵期待，这也就是马斯洛所指的人类的“自我实现”
 
[45]

 。陈永胜对我国宗教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点：首先，缺少对西方宗教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其次，研究方法单一，无创新。最后，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分离
 
[46]

 。

因此，对于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既要抱着科学精神（心理学取向）、注重宗教信仰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不能忽略对个体宗教经验的阐释与深层分析（宗教学取向）。只有这样，两种取向之间的分歧才能够实现整合，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空间将因此得以拓展，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将因此得到更加深入的发现与揭示
 
[47]

 。两种不同取向的宗教心理研究（也就是量化与质化的研究），应该走向融合的趋势。陈彪
 
[48]

 认为，由于宗教心理学关联到心理学、宗教学、灵性学等领域，研究对象丰富而特别，借用的方法也是异常丰富，可以说，只要适合，均为我用。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甚至人文学的方法，都可以在此领域得到不同程度运用。

当然，对于中国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更要注重我们本土化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研究才能为我国的宗教心理学注入新的活力。总之，心理学工作者与宗教学工作者应该与宗教信仰者与传播者不断沟通，这样才能真正把宗教心理学应用到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应用到心理咨询中、应用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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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由于中国的宗教心理学学科起步较晚，发展迟滞，专心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多，成果非常有限，《宗教心理学》第一辑旨在搭建起学术交流的平台，故收录了不少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了适应宗教心理学学科未来发展的要求，第二辑一改第一辑的风格，坚持要求原创，在业内学者的大力支持下，时至今日终于组稿完成，实属不易。

第二辑的结构基本上沿用第一辑，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历史展望、理论前沿、域外视野、思想交谈、实证研究和研究述评。与第一辑相比，第二辑将“学术书评”改为“研究述评”，后者包含内容更加广泛，学术书评和研究综述等都可包含其中。随后出版的该书系列也将大致按照这几个板块来组稿，希望为学界同仁表达学术观点、展示学术思想提供一个平台，通过积极交流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感谢为该书出版提出建议、付出辛劳的诸位专家学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宗教心理学》还刚刚起步，它以后的成长之路上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并踊跃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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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宗教心理学》第一辑第246页，《论儒道互补与中国心理咨询本土化》一文的第一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该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因为编者没有认真核实而造成的错误，特此更正，并对作者表示深深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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